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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黑格尔那里的形而上学问题

问题的缘起：关于主标题“真正形而上学的概念”的历史性说明

从历史视角来看，“形而上学”这一表述指称一门拥有两千多年西方历史的哲学学科。正如许多其他哲学概念一样，谈论形而上学时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转变，并且可以确定几个阶段。然而关于我们的主题，在此预先仅提及形而上学的三个阶段并通过简要阐释加以说明：(1)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发端阶段；(2) 在沃尔夫学派经院形而上学中的两分阶段；以及最后的 (3) 康德的形而上学。随后，(4) 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将在黑格尔自身思想发展的语境中予以阐发。

(1) 通常人们认为，“形而上学”这一名称源于罗得岛的安德罗尼柯（公元前1世纪）的图书馆编目工作。据称他“整理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将我们今天理解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内容排在《物理学》之后。由此便产生了‘τὰ μετά τὰ φυσικά’这一图书馆编目标签。”[1] 亚里士多德本人从未使用过“形而上学”这一名称。他将这门哲学学科称为“ἡ πρώτη φιλοσοφία”[2]，即第一哲学，因为它的对象是最普遍者，“τὸ δὲ ἦ ὄν”[3]（作为其本身的存在者）。同时，作为存在科学的第一哲学似乎也几乎可以等同于神学（θεολογική[4]），因为神圣的存在也是万物的起因和原则。然而，存在科学与神学之间的确切关联至今仍存在争议。

(2) 受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影响，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形而上学根据存在者的三种主要类型（“上帝、人类灵魂、物体”[5]）被划分为三个主要分支：“自然神学、心理学与物理学”[6]。但在其后还附有一门考察所有存在者共同具有之特性的学科。沃尔夫借鉴


“克劳伯格”（Clauberg），将这门学科称为“本体论”（Ontologia）。[7] 直到沃尔夫的学生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加登——其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教科书曾被康德本人所采用——才将这四门哲学学科进一步划分为经院形而上学的两个部分：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与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8] 本体论属于一般形而上学，而自然神学、理性心理学或精神论（Pneumatologie）以及理性物理学或宇宙论则属于特殊形而上学。

(3) 康德通过其纲领性的“思维方式的变革”[9]主张，我们的认识不必符合对象，反倒是对象“必须符合我们的认识”[10]。鉴于这种思维方式的革命，康德亦对那门经院形而上学展开批判，因为经院形而上学的对象超越了我们可能经验的界限。在《纯粹理性批判》（KrV）的基础上，康德对形而上学进行了重构。他将形而上学定义为“来自纯粹理性的全部（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表面的）哲学认识在系统关联中的整体”[11]，并根据思辨的理性运用与实践的理性运用之间的区别，将广义的形而上学划分为两个部分：“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12]。就形而上学传统上是一门理论学科而言，在严格意义（sensu stricto）上也只有自然形而上学能够享有“形而上学”之名。但另一方面，自然形而上学又可划分为两个分支：“先验哲学”与“纯粹理性生理学”[13]或理性生理学。理性生理学分别考察我们外感官与内感官的特定对象，而“仅仅在一切概念和原理的系统中考察知性与理性本身”[14]的先验哲学，则只关涉“一般对象”[15]。鉴于其对纯粹思维的考察，《纯粹理性批判》亦可被称为逻辑学，[16] 它被

康德因此依照斯多亚传统的说法也称为“预备学科”[17]。由于康德将过去本体论的对象——亦即独立于我们思维的作为其本身的存在者或一般事物——替换为由纯粹思维予以判断的一般对象的领域，先验逻辑便取代了过去的本体论的位置。[18]

(4) 但是黑格尔对此持何种态度？在耶拿初期（约1801/02年），他仍坚持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传统区分。看起来，他当时似乎尚未接受康德以逻辑学取代形而上学的做法。[19] 这一接受最终发生在他纽伦堡时期。[20] 这一学习过程的结果显然也反映在他在同一时期构想的《逻辑学》中。在康德的意义上，逻辑学正是对纯粹思维之概念内容的考察，因此是在实质内容意义上的“真正形而上学”[21]。在这一背景下，黑格尔使用了思维规定这一表述，并将前康德的经院形而上学视作过去的、亦即“过去的形而上学”[22]，它必须被真正形而上学即思辨逻辑所取代。出于这个原因，所有将黑格尔作前康德式、因而也是前批判式解读的诠释，都必须予以拒斥。

除了在以逻辑学取代形而上学这一点上与康德一致之外，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还必须与康德的形而上学区别开来，因为黑格尔试图将康德的形而上学“重新加以净化”[23]或“再一次从头开始”[24]。这一重新开端的根据，主要在于对康德先验哲学带有“心理主义”嫌疑的指认。先验哲学的“心理主义”反映在

两个方面：(1) 主体与客体或概念与实在的对立；(2) 能力理论。

对黑格尔而言，康德所预设的“概念与实在的对立”[25]或主体与客体的对立[26]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提示了一种关于意识的心理主义理解，正因如此，黑格尔将康德的先验哲学称为“心理学唯心论”[27]与“主观唯心论”[28]：

无论是在通常的心理学表象中，还是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这种关系都被假定为：经验的质料、直观和表象的杂多首先是自为地存在着，然后知性才走到它跟前，将统一性带入其中，并通过抽象将其提升为普遍性的形式。[29]

这种心理主义维度亦可从康德对先验的定义中推导出来。

我把一切并不那么关注对象，而是普遍关注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只要这种认识方式应当是先天的——的认识，称为先验的。这样一些概念的系统就应当叫作先验哲学。[30]

先验哲学正是通过作出判断的思维与对象之间的先天关联来界定的，这一对象与思维相对立，并外在于思维被给予出来。不同于康德，黑格尔要求“自在自为地”[31]、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其特殊的内涵中”[32]、且不带那种对并非源于思维的对象或内容的关联来考察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考察思维规定。在黑格尔看来，主体与客体对立的预设似乎导向了物自身以及一般对象这些反思概念，而它们仅仅是空洞的反思抽象的产物。（对物自身这一思想规定的更详尽批判，将在本质论的“现象”一章中进一步展开。）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遵循当时心理学对人类诸能力的划分[33]还存在着进一步的问题：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以及反思性判断力。对黑格尔而言，纯粹实践理性作为意志是“当下即思维着的；推动它的乃是普遍者”[34]。因此，黑格尔将一般的实践理性整合进了“善的理念”这一节，因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都是片面性，它们仅仅是抽象，并且仅仅是真理的环节。”[35] 这同样适用于反思性判断力，它——类似于直观知性的功能[36]——能够“通过思维，通过知性”[37]自身产生与其相适应的实在。在此背景下，在黑格尔那里活的有机体作为范例被整合进了“生命”一章。简言之：在康德那里被置于作为预设的心理主义范式之能力理论下加以使用的思维规定，在《逻辑学》中仅仅在其概念关联内部受到系统的考察。

从这一历史回顾中，显然产生了一种对形而上学进行系统性考察的需求，由此勾勒出《逻辑学》作为真正形而上学的视域。系统化的需求既存在于形而上学的范围中，也存在于形而上学的内容中。在阶段 (1)，形而上学的范围是本体论和神学；在阶段 (2)，形而上学的范围扩展到了灵魂和世界的概念，亦即理性心理学和宇宙论；在阶段 (3)，形而上学的传统实在论模式被关于纯粹思维之概念图式的反实在论考察所取代；在阶段 (4)，即黑格尔早期阶段，形而上学与逻辑学的分离仍处于摇摆之中。[38]

极其一般而言（无论依不依据黑格尔），都可以断言，形而上学的内容或思维规定的总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转变。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诸如存在、起因、根据、普遍性、实体、本质


等思维规定就被用于规定形而上学。在沃尔夫的经院形而上学中，又增加了进一步的形而上学规定；但直到康德那里，才提出了对范畴系统性的诉求，然而这些范畴仍然仅限于理论理性和主观方面。

只要形而上学应当成为科学，就必须贯彻一个系统性的方案，该方案无前提地从纯粹思维出发，并在其概念关联中完整且批判性地派生出所有思维规定。由于思维规定同时会带来特定的形而上学立场，黑格尔通过对所有思维规定的这种批判性派生，亦在系统上扬弃了过去形而上学的实在论立场，以及康德与后康德唯心论的主观唯心论立场。在此背景下，诉诸这两种立场之一的系统性考察，对黑格尔哲学而言都被证明是不恰当的。

方法论说明

副标题中的“系统性研究”一词标示了本篇论文的方法论。在当今的含义中，形容词“系统的”（systematisch）代表一个方法论表述，用以指涉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中包括例如关于主谓句的真理制造者（Wahrmacher）、世界的可知性等问题。在传统上，该形容词则意味着贯穿所有部分而建构起来的对整个对象的考察。形容词“系统的”之传统含义源自“系统”（System）的名词含义，即一个由其各部分组织起来的整体。[39] 在黑格尔的意义上，系统有保留地（cum grano salis）等同于思辨方法[40]，这一方法在《逻辑学》的最后一篇——绝对理念——中成为主题，并以其三个环节——知性的环节、辩证的环节与思辨的环节[41]——在开篇呈现给读者。因此，我自己的系统性研究提供了对整部《逻辑学》的一个概览，它囊括了系统的全部这三种含义。但为什么必须处理整部黑格尔逻辑学呢？关于为何这种推进方式是恰当的，可以列举三条理由。

(1) 思辨逻辑是一个整体。一项切中黑格尔形而上学的系统性研究，必须遵循文本中的论证脉络，一步步阐明整个逻辑学的推演。由于本论文试图尽可能本真地、亦即在其特有的形态中而非仅仅就当下的哲学旨趣来阐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构想，因此阐明的方式本身就必须与黑格尔对系统性与整体性的要求相吻合。因为黑格尔在系统的名义下并通过诉诸思辨方法，将系统理解为一个“盘旋卷曲于自身的圆圈”[42]，所以在逻辑领域或就形而上学这一主题而言，黑格尔的系统就是整部《逻辑学》。

(2) 就逻辑学的整体性而言，所有局部的解读都伴随着种种困难，而这些困难在一种整体性的解读中是可以避免的。当局部解读将焦点置于对某一个别章节的细致分析或重构时，固然比逻辑学的整体论解读具有优势。但这里产生了文本选取的问题，由此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哪些段落能够提供洞察黑格尔思维的视界，以及为什么恰恰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章节能够证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立场。[43] 这样一个问题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黑格尔恰恰不是将其逻辑学的某些部分，而是将其逻辑学的整体指称为真正形而上学。仅仅局部的解读甚至似乎正是关于黑格尔形而上学产生各种误解的根源，这些误解将在本导论的下一主要节中被归类为两个典型的阵营。

(3) 对黑格尔作为逻辑学的形而上学的考察而言，一种统一阐述整体的处理方式是恰当的。现有许多论集[44]涉及逻辑学的某一个别章节。这些论集由不同学者撰写，作为导读读物，适合寻找该主题导引的读者。这种基于合作的著述是富有成效且高效的，并反映了当前黑格尔逻辑学研究的现状。但它

同时也面临这样一种风险，即持有不同黑格尔逻辑学解读进路的不同作者，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构想方面并不一致。这些不同的诠释甚至可能使读者感到困惑——例如，如果表面看来黑格尔先是在论“绝对者”一章中批判了前康德形而上学，而后又在论“绝对理念”一章中似乎再次成了前康德形而上学的拥护者。因此，要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获得切实的了解，一部关于黑格尔形而上学的统一专论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门形而上学中，黑格尔本人显然只采取了一种形而上学立场。

尽管此处对《逻辑学》的处理在某些细节处不得不留有未尽之意，但它仍然提供了对黑格尔形而上学整体构想、并相应地对整部《逻辑学》的一个相对清晰的概览，而且这种概览不仅可以作为专题论著，亦可作为初学者的伴读读物。为了真正成为这样一部著作，下文论述的各部分必须主要聚焦于《逻辑学》各个部分、各篇和各章之间的关联。以对整部逻辑学的概览为出发点，本文将与其他黑格尔诠释展开批判性对话。最后，还将揭示黑格尔关于真正形而上学的理念，即表明黑格尔的《逻辑学》既非实在论（前康德形而上学），亦非主观唯心论（先验哲学），而是与其在《百科全书》式的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中的进一步展开相一致，构成了哲学的概念把握之认识论。

关于黑格尔形而上学问题研究现状的综述

自上世纪黑格尔复兴以来，黑格尔那里的形而上学问题一直是焦点所在，[45] 并且直至今日仍受到热烈探讨。[46] 争论主要围绕黑格尔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多大范围内构想了一种形而上学这一问题展开。鉴于诠释的数量极为庞大，在此无法一一列举。这既涉及黑格尔诠释的系统性划分，也涉及出版物的数量。本专著对两种解读进路展开批判性

对话：其一为 (A) 标准形而上学或本体-神学；其二为 (B) 先验哲学。

A. 标准形而上学式解读（作为本体-神学的黑格尔逻辑学）：

这种解读的核心在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乃是一门关于作为其本身的存在者以及最高模范存在者（亦即绝对者或上帝）的学说。例如，按照斯蒂芬·霍尔盖特（Stephen Houlgate）的本体论式解读，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既是对我们思维结构的呈现，也是“对存在之基本结构的说明”（an account of the basic structure of being），亦即一种本体论。[47] 另一个例子是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Rolf-Peter Horstmann）的关系本体论一元论解读，[48] 此处所理解的并非基于实体性关系的基础底层，而是诸关系的关系或自身相关的关系。霍斯特曼认为，这种自身相关的关系是一切物质与精神存在者的初级结构（绝对者），因而在霍斯特曼看来，它也是在真理中存在（gibt）的东西，并构成了黑格尔逻辑学唯一包罗万象的主题。

相反，根据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的观点，作为逻辑学的黑格尔形而上学虽也是一种一元论，但这种一元论并非“否定性理论”（Theoria negativa），[49] 亦即非万有一体论（All-Einheitstheorie），相反，它是一种“思辨性理论”（Theoria spekulativa）或一-全论（Ein-Allheitstheorie）。[50] 与否定性理论相反，在思辨性理论或一-全论中，有限事物的存在并未被否定，而是通过那一者或绝对者的自身相关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被保存下来。米夏埃尔·托伊尼森（Michael Theunissen）将黑格尔逻辑学解读为福音神学，并强调这门逻辑学正如康德的纲领一样，亦被划分为两个部分：[51] 即批判性的事务与独断性的事务。存在论与本质论、亦即客观逻辑构成了对过去形而上学的批判（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呈现），而主观逻辑则从事独断性的事务，亦即一种新的启示神学，它作为交往性的自由理论奠基于爱之上，因而是一门福音神学（“爱与自由的契合”）[52]。关于绝对者的又一种不同解读

是拜塞尔（Beiser）的斯宾诺莎主义诠释，即绝对者并非超越于世界的实体，而是内在与世界的实体或世界本身：[53] “无限者并不存在于有限世界之外，而仅存在于其内部”（the infinite does not exist beyond the finite world but only within it）。[54]

马丁·海德格尔大概是这种本体-神学式解读最著名的代表。[55] 在他看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门本体论，因为逻辑学以存在为开端，并以作为充盈存在的绝对理念告终。它同时也是一门神学，因为作为充盈存在的绝对理念恰恰是最高的存在，在柏拉图的
𝛿𝜈́𝜏𝜔𝜍𝛿𝜈́
（真正存在者）意义上配得上上帝之名。在沃尔夫经院形而上学框架的背景下，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则将黑格尔逻辑学解释为作为一般形而上学的“共相实在论”（realism about universal），以及作为特殊形而上学的绝对者内在理论。[56] 对于黑格尔形而上学，他的解读主张一种概念实在论。与海德格尔不同，斯特恩将黑格尔逻辑学归入形而上学实在论与唯名论之间的传统争论，从而使得在《逻辑学》中，作为普遍者的概念本身作为普遍者即是真正的实在。

B. 先验哲学式解读

根据先验哲学式解读，黑格尔遵循了康德，采纳了他的先验转向并通过自己的工作将其完成。例如克劳斯·哈特曼（Klaus Hartmann）的“范畴理论”[57]便遵循了这一诠释方向，依其之见，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涉及的是对先验范畴的先验重构，这些范畴与现存的认识对象之间并不具有形而上学的关联。

由于这一范畴理论似乎放弃了与我们意识的关联而自我闭合，这就必然引出关于通达此类范畴的认识论途径问题。我们究竟何以能够认识它们？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的先验解读正是从这一疑虑出发的，在这项解读中，逻辑学被阐释为一项关于“可能确定的认识对象所必需的概念条件”（conceptual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there to be possibly determinate objects of cognition）[58]的考察。正如康德一样，黑格尔因此着眼于认识可能对象而考察了人类思维的具自我意识的

特性。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与特里·平卡德（Terry Pinkard）亦倾向于这种解读。借助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与晚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布兰顿将黑格尔的唯心论重构为一种基于实质排除对世界的可理解性之阐明。[59] 实质排除又反过来依赖于自我意识的规范性结构，这一结构的规定性预设了社会与历史两个维度。[60] 根据平卡德的说法，黑格尔的逻辑学阐明了在我们作为“自我诠释的动物”（self-interpreting animals）的精神特性这一背景下所呈现的概念困境。[61] 人类的这种精神特性使得生成一种与人类相适应的实在成为可能。

后续章节的先后次序与结构

依据上文所述，黑格尔那里的形而上学问题现在可以更明确地表述为一个疑问的形式：黑格尔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将其《逻辑学》等同于“真正形而上学”？该问题的困难在于“形而上学”这一术语的多义性，只要人们考虑到《逻辑学》中的各项规定既可在实在论意义上理解，亦可在主观唯心论意义上理解。例如“质”（Qualität）这一规定，既可以属于唯理论形而上学（一种自在地属于存在者的属性），亦可属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一种属于思维的判断功能）。即便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立场明确有别于唯理论与主观唯心论的立场，如前一节所示，许多诠释仍可归结为局部的——实在论与主观唯心论的——立场。然而在事实上，实在论与主观唯心论在《逻辑学》中是由黑格尔本人系统地加以扬弃的。

黑格尔试图将这两种立场融入其形而上学之中，这一点可以通过“真正形而上学”这一表述中的形容词“真正”（eigentlich）得到阐明。在积极方面，形容词“真正”表达了形而上学特有的本质特征，即哲学的概念把握之认识论，或“对思维的思维”[62]。在其消极的

内涵中，形容词“真正”指明了过去的形而上学以及康德与后康德形而上学的非真正性（Uneigentlichkeit）。从这一关联出发，《逻辑学》便承担了双重任务：一方面阐明哲学的概念把握之认识论，另一方面扬弃实在论与主观唯心论的立场。

直接实在论、间接实在论或本质主义以及主观实在论之扬弃的先后次序，对应于认知的、心理主义的过程。

在我们这门科学、即纯粹逻辑学中，这些阶段是存在与本质。在心理学中，先于知性的是感觉与直观，然后是一般的表象。在作为意识学说的《精神现象学》中，则是通过感性意识然后是知觉的诸阶段上升到知性。康德只让感觉和直观先于知性。这个阶梯起初是多么不完备，他自己就已经通过这一事实表明了：他在作为先验逻辑或知性学说的附录中，还增加了一篇关于反思概念的论考；这个领域介于直观与知性、或存在与概念之间。[63]

根据认识能力（感觉与直观、表象与反思、知性）与概念内容（存在、本质、概念）之间的一致性，黑格尔亦安排了《逻辑学》的三个主要部分，即存在逻辑（存在论）、本质逻辑（本质论）与概念逻辑（概念论）。类似于直观与表象的心理主义模式（在此模式中，实在被预设为外在的被给予性），在那一心理主义模式中相应的概念内容在存在逻辑与本质逻辑中得到了阐释。着眼于被给予性的差异——直观中的感性被给予性（例如休谟的感性印象）与反思中的理智被给予性（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这一实在论立场可划分为直接实在论与本质主义。相应地，知性在这一心理主义模式中扮演着“强加”于被给予物之上的空洞形式的角色。因此，概念逻辑及其相应的概念内容代表了知性思维，并由此亦代表了主观唯心论的立场。

就黑格尔的论证策略而言，本篇论文亦按照《逻辑学》的先后次序展开。在本文的三个主要章节中，黑格尔的论证步骤被作为

对直接实在论、本质主义以及主观唯心论的扬弃予以汇报和重构。黑格尔自身作为哲学的概念把握之认识论的形而上学立场，最终在结论中呈现出来。在结论之前不久亦指出，绝对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逻辑学不仅构成了黑格尔渊源的思辨哲学的开端，而且作为终点，同时预设了穿越实在哲学（尤其是自然哲学）的进程并复归自身。由于这种复归自身，“形而上学”这一表述在其于思辨哲学系统中的地位这一形式意义上，达到了其真正的含义，即作为一门在哲学的物理学之后来到自身的哲学学科。逻辑学因而乃是真正的“元-物理学”（Meta-physik）。[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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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定性（质）




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1.1.1 存在

在存在论中展开了对直接实在论的批判。直接实在论通常指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立场：它赋予对外部世界的直接理解以优先地位，这种外部世界独立于思维活动且通过直观给出。这一认识论-形而上学立场是通过感性被给予者（如深红、疼痛等感性感受质）建立起来的。鉴于这种直接性，直接实在论也被称为朴素实在论，它构成了常人知性的形而上学立场。由于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并在无前提性理论的背景下，从一开始就将直观、感觉、知觉等“心理学”框架作为非法的理论前提予以拒斥，因此他仅聚焦于直接实在论作为存在或直接性的概念内容。

为了构建作为无前提科学的真正形而上学（一种思想实验），黑格尔最初只剩下一种选择，即将最初且原初的直接性作为真正形而上学的初始对象。这里的无前提性并非全然泛指，仿佛语词的使用本身作为理论建构的前提也必须被舍弃一样。无前提性仅仅针对理论前提。例如，科学实在论预设了诸如夸克等相关的物理实体，或者主观唯心论预设了诸如主体与客体对立这样的心理学框架。换言之，作为彻底而严格的科学，真正形而上学必须从零开始建立。然而，如果这门科学的对象在开端处不能被先行预设，如同物质对象对于物理学那样，那么思辨-逻辑的开端究竟是怎样一种开端，它又是如何做出的？

如果不能做出任何前提，开端本身必须直接予以采纳，那么它就仅仅被规定为：它应当是逻辑学的开端，是自为的思维活动的开端。唯有那个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

任意的决意，即人们想要将思维活动本身作为考察对象，是现存的。因此，开端必须是绝对的开端，或者在这里同义的，抽象的开端；它既不能预设任何东西，也不能由任何东西所中介，更不能有任何根据；相反，它本身应当是整门科学的根据。因此，它必须纯然是一个直接者，或者毋宁说就是直接者本身。[1]

黑格尔教导我们，思辨-逻辑的开端与进行哲学思考的决意是同一的。通过这一决意，思维活动中的一切都被抽象掉或排除在外。剩下的唯有思维活动本身，因其空虚性，被黑格尔称为“纯粹思维”。换言之，纯粹思维是概念内容为零的那个最小的被给予者或直接者。甚至“直接性”这一规定本身也必须从该概念内容中排除。依照形而上学传统，黑格尔将这种概念内容称为“纯存在”。鉴于开端的直接性，纯存在构成了将直接被给予者视为实在的直接实在论之逻辑出发点。

如今人们习惯于将概念内容称为命题，每一个命题对应于一个事实/事态。一个事态可以持存（成立）或不持存（不成立），由此产生了它的二值性。当它持存时，它便是一个事实或实情，从而具有现实性；当它不持存时，它便不是事实或非实情。相反，一个事态的实存（Existenz）在这两种可能性中都保持不变。一个事态的实存与持存（成立）是分立的。例如，命题如：


	(1) 银川是中国的首都。

	(2) 金正恩是朝鲜的最高领导人。



其中，(1) 不持存因而为假，而 (2) 是一个事实因而为真。命题具有主谓关系形式的逻辑结构，意识的差异（对象与意识）与此相应。因此，黑格尔也将命题称为意识。例如在 (1) 中，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占据了主词的位置；中国的首都占据了谓词的位置。一个命题的逻辑主词指涉一个客体，而逻辑谓词则指涉相关主体附加于该客体的表象。

纯存在并不是像命题那样的概念内容。它没有任何主词与宾词（或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因而没有任何命题结构。



然而，空虚的思维活动为所有可能的命题或事态提供了作为可思性的逻辑出发点。尽管舍弃了任何思维内容，纯存在作为空虚的思维活动依然留存。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安东·F·科赫所建议的，人们可以将纯存在称为原事态。[2] 这一原事态的实存与其持存是合而为一的。

作为最小的直接性，纯存在是逻辑学的暂定对象。但作为无前提性的同义词，它实际上是那标明决意[3]的“空虚抽象”的结果，并因而根本不是什么直接者，反倒是被中介者、否定者。但这真理最初仅是对我们读者而言（für uns），而不是对逻辑学内在的思维活动而言的，[4] 因为纯粹思维本身是在那一抽象之后才出现的。因此，对象逻辑（OL）必须迟至本质论逻辑中才能发现这一真理——纯存在作为否定性的假象。[5] 对于对象逻辑（OL）而言，当前呈现的唯有其空虚性。

背景逻辑（HL）与对象逻辑（OL）的区分与黑格尔关于真正形而上学的构想密切相关。只要对各种形而上学立场的推导需要受到严格控制，我们的外在反思就必须与内在进程区分开来。对内在逻辑思维（OL）而言是隐涵的东西，对我们外在观察者（HL）而言则是显明的。黑格尔用“被设定”（gesetzt）这一核心术语来标示对象逻辑自身对特定思维内容的内在阐明。唯有当对象逻辑阐明了某一概念内容时，该内容才属于内在逻辑进程或事情自身。就思想实验的严密性而言，对象逻辑必须逐步阐明其隐藏的概念内容，并在其发展的终点与背景逻辑达成一致。

这两者务必始终严格区分开来；在一个概念上唯有那被设定起来的东西，才属于对该概念的发展性考察，属于它的内容。而尚未在它自身中被设定的规定性，则属于我们的反思，无论这种反思涉及的是概念本身的本性，还是属于外在的比较；提示后一种规定性，仅仅能用于对那种将在发展本身中呈现出来的进程进行说明或预示。[6]

由于纯存在是通过空虚的抽象而产生的，因其极致的无内容性，它无法被规定。因此黑格尔在存在章的开端写下了一个不完整的句子：“存在，纯存在，——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规定。”[7] 人们只能借助诸如“直接的”、“无规定的”、“无差别的”和“空虚的”等指示标记来暗示纯存在的这一状态。[8] 此类指示标记就其指义功能而言仅属于作为局外观察者的我们（HL）。因此，纯存在自身在命题层面上是不可阐明的。

“直接的”这一指示标记意味着：“不与他者发生关联”或“无外在指涉”，因为它不具有通过他者发生的中介——否则它就不是一个纯粹直接的开端，而是一个被中介者并从而是一个结果。在相同的意义上，也可以使用“无规定的”这一指示标记，因为规定通常需要对外部他者的指涉，以便划出与这一他者的差异。因此，纯存在仅仅与自身相等，并且是在字面真正意义上是单纯的。由于纯存在没有任何规定性，它既不能与外部的他者相区分，也不能与其内在要素相区分。就此而言，可以将“无差别的”和“空虚的”这些指示标记归属于它。由于在纯存在中不存在任何差别，纯存在保持与自身的绝对同一。

𝐿ₛₑᵢₙ
 (L = logische Struktur) = reine und differenzlose Selbstidentität und Unmittelbarkeit.

因此，纯存在是绝对直接的，并由此构成了直接实在论的最初直接者。类似于《精神现象学》“感性确定性”章中的直接存在，纯存在牢牢抓住了绝对直接性。逻辑开端与“现象学”开端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感性确定性的直接存在标明了一种具体的、基于意向性的心理状态，而思辨逻辑学的纯存在则涉及相关的概念内容与逻辑结构，不对主观的心智状态作任何说明。

由于在空虚的思维活动中没有思考任何东西，实际上它已经指向了无。事实上，应用于纯存在的一切指示标记，同样可以用于无，因为在这一阶段两者之间根本无法划出任何差别，而

纯存在实际上仅仅标示了可思性的领域。可思性的领域，即原事态的领域，恰恰也是人们在无之下最初所思之物。就此而言，纯存在并非绝对的直接者，而是与无无所区分地标明了一种双重歧义的概念内容，在其中纯存在与无这两种思维规定是不可区分的。因此，直接实在论的原初主张在萌芽阶段就立刻破产了。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直接实在论是否可以将无替代纯存在作为绝对直接者？但即便在这里，回答也必然是“否”。原因如下：

如前所述，无同样可以通过诸如“直接的”、“无规定的”等指示标记来标示。[9] 如果无不是直接的而是被中介的，它就会具有某种规定性作为其内容，而这种规定性本是由在先的中介所带来的。但这般思维方式与无相矛盾，因为依据定义（per definitionem），无没有任何内容。因为无同样只能与自身同一，并因而必然是单纯且空虚的。因此，无同样是一种纯粹的思维活动与直观活动，它并非过渡到纯存在中，而是毋宁说早就已经过渡到了存在之中。纯存在与无之间的差别仅仅是外在的，是一种“纯粹的意见”。[10]

但是，为什么无与纯存在不是相等的，而是与纯存在为“同一个东西”[11]？这主要取决于二者的不可区分性。对于存在与无的同一，人们通常倾向于假定：纯存在绝非真正的无，二者之间必有区别。然而，若考虑到不可区分之同一性原理（PIU），这种所谓的区别在逻辑学的开端面前却是站不住脚的。该原理如下：

必然地，对于任意两个具体对象 
𝑎
 与 
𝑏
，均有：
𝛷
 是 
𝑎
 的属性当且仅当 
𝛷
 是 
𝑏
 的属性，从而 
𝑎
 在数值上与 
𝑏
 同一。
(∀𝐹)(𝐹𝑎↔𝐹𝑏)→𝑎=𝑏

尽管纯存在与无并不具有像绿色这样的具体属性，但它们分有着相同的指示标记，如“直接的”和“无规定的”等。因此二者是不可区分且严格同一的。存在与无都不能满足直接实在论对绝对直接者的要求，因为纯存在与无各自都具有双重歧义的

概念内容。只要存在与无被视为一对矛盾概念，二者之间的这种不可区分性就会导致自相矛盾：存在即是无，无即是存在。

尽管由于矛盾律（SW）——
¬(𝐴∧¬𝐴)
——这一自相矛盾会立即瓦解，但在黑格尔看来，就其逻辑刹那而言，这一自相矛盾具有一种合法的逻辑地位：无穷小极限情况。黑格尔将此称为“生成”（变易），在外在反思中可以区分出其两种变体或视角：“产生”与“消逝”[12]。若固守矛盾律，则生成便与矛盾律相违背，因为在生成中，存在与无这两种对立的思维规定共存并立。黑格尔将这种固执的立场称为“知性观点”。在知性观点之下，生成作为那类逻辑极限情况被忽略了。这一逻辑极限情况还支撑着我们关于经验性生成的直觉，而经验性生成不过仅仅反映了存在与无持续的过渡与已经过渡。

在经历了其逻辑刹那之后，生成最终导致了一个结果：一个已生成者（“已经生成”[13]），作为生成的后继者，它被黑格尔称为“定在”。由于绝对直接性与自身的纯粹同一化归于失败，对象逻辑（OL）向前发展了：持存的直接者只能被固定在定在（Da-sein）中，即带有否定的存在。一种所谓的没有否定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

𝐿_{D}ₐₛ_{ }_{D}ₐₛₑᵢₙ
 (das gesetzte Sein) = Das Sein inklusive einer direkten Negation (
¬𝑆
).

考虑到黑格尔的体系视角，即“思辨方法”[15]的三个逻辑环节——知性的、辩证的和思辨的环节[14]——从存在到无再到生成的过渡可以总结如下。首先，黑格尔在纯存在的自身关联中通过概念——“直接的”、“无规定的”、“无差别的”、“空虚的”——对其加以暗示。依照知性的环节，

这类概念仅仅被应用于纯存在。然而依照辩证的环节，它们同样指向了对立的思维规定——无。但如果知性的环节固执于无，辩证的环节便再次指回开端——存在。由于存在与无之间相互的已经过渡，知性的环节最终无法片面固执于任何一种思维规定。针对这一困境，通过思辨的环节便可能形成一种对存在与无关系的“综合”理解，在其中两种思维规定都不是各自单独持存，而是聚焦于作为过程性的相互过渡之中。这第一个逻辑“过程”便被标示为“生成”。

[1]: GW 21: 56. ↩




[2]: Vgl. Koch (2014): 65. ↩




[3]: GW 20: 124 (Enz.31830, §87 A). ↩




[4]: „für uns“/ „an sich“ = Hintergrundlogik = HL; „für sich“ = das logische Denken selbst = Objektlogik = OL. ↩




[5]: Vgl. GW 21: 86. ↩




[6]: GW 21: 97. ↩




[7]: GW 21: 68. ↩




[8]: Vgl. GW 21: 68f. ↩




[9]: Vgl. GW 20: 124, GW 21: 69. ↩




[10]: GW 20: 124 (Enz.31830, §87 A). ↩




[11]: GW 21: 69. ↩




[12]: GW 21: 92. ↩




[13]: TW 8: 195 (Enz.3 1830, §89 Z). ↩




[14]: Im verständigen Moment wird eine Denkbestimmung allein in ihrem Selbstbezug betrachtet. Im dialektischen Moment wird sie durch ihren Fremdbezug in ihre entgegengesetzte Denkbestimmung gestellt. Im spekulativen Moment werden beide entgegengesetzten Denkbestimmungen in ihrer prozessualen Einheit aufgefasst. Alle drei Momente machen den Kern der spekulativen Methode aus und lassen sich nicht voneinander trennen. Vgl. GW 20: 118-120 (Enz.3 1830 §79-82). ↩




[15]: GW 20: 229 (Enz.3 1830 §238). ↩






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附论1. 本体论式解读的根源：存在

正如在导论中所概述的那样，本体论致力于探讨作为实体的存在者本身，并因此是那门普遍的哲学学科。由于黑格尔将其逻辑学的第一部分称为“存在论”，讨论黑格尔逻辑学的本体论式解读是恰当的。乍看起来，“本体论”作为思辨逻辑学开端（纯存在的思维规定）的名称似乎非常合适，因为从思想史角度来看，本体论所探讨的恰恰就是存在。通过这种方式，所有存在者自在地具有的普遍属性，诸如质、量等，都在本体论中被规定。这些属性或范畴被视为在存在者之中所现成发现的。

然而，这种本体论构想如何与思辨逻辑学相契合？对于黑格尔而言，诸如存在、质与量等思维规定是否也是所有存在者本身所具有的属性？本体论的对象——作为实体的存在者本身——首先是一种表象，依其思维模式，一个带有偶性的抽象基质被预设下来；而在黑格尔那里，“存在”被视为一种思维规定，即极致可能思维之抽象的结果，被视为“单纯的自身关联”[16]。思辨-概念把握式开端的关键要点恰恰在于：第一个思维规定绝非直接存在于那些被表象的存在者之中，而纯然源于思维活动。唯有通过抽象，即舍弃所有规定——包括意向性观念——存在才作为空虚的、自身关联的思维活动本身而留存下来。

在黑格尔的百科全书心理学中——按其对象领域可与当今的心理学相比——时空



中直接被给予者首先通过直观与感觉被接收，被理智设定为理智的他者，进而转化为主观意象、符号[17]，并最终转化为名称。尽管理智对那些直接被给予者进行了改造，但由于它们的指涉在作为普遍者的名称中仍得以保持，因此通过声音获得其物理存在的名称，在黑格尔看来同时就是“事物（die Sache）”[18]。对于一个知晓事物名称的人而言，即使没有直接直观，也足以回忆起该名称所指涉的事物，从而能够客观地谈论它。通过机械记忆，名称为思维活动铺平了道路。“我们是在名称中思考的”[19]。换言之，名称是由理智所重建的实存，它赋予思维活动以客观意义。因此，作为事物的名称——思维活动以理智的形式整合于其中——在黑格尔看来就是“真正的客观性”[20]。正因如此，对于黑格尔而言，所谓的客观性是一种由思维活动所重构的实在。

总而言之（Summa summarum），作为阶段性结论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思维规定不是在被表象的对象中被直接现成发现，而是由自发思维活动所产生的，它们就不是本体论所表象的范畴，而是逻辑学的思维规定。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思维规定本身（per se）因为没有客观内容就是空洞的。仅在所概述的黑格尔名称学说中便已表明，名称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总是指涉某种直接者——无论它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在这种情况下，将黑格尔的逻辑学依然称为本体论是错误的，因为后者在“存在”之下所理解的依然是被表象的存在者。

为了进一步确立我反对本体论式解读的观点，我现在转向对这一解读进路的若干实例的考察。根据斯蒂芬·霍尔盖特的观点，黑格尔的逻辑学既是对思维活动结构的呈现，也是对作为实体的存在者本身结构的呈现，因此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本体论。[21] 霍尔盖特首先引用了黑格尔的表述——分别见于《逻辑学》初版序言、《百科全书》第24节以及逻辑学的划分——以证明形而上学与《逻辑学》的合致性，从而为其本体论式解读的合法性进行



论证。然而仔细审视便会发现，所有这三处引文都不足以证明这种解读的合法性。前两处引文充其量只能见证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立场，却无法证明将这一形而上学解释为本体论。正如导论中所指出的，“形而上学”一词在思想史视角下是歧义的，并不排他性地指向本体论——无论是在经典意义上还是在任何其他意义上。第三处关于客观逻辑“取代以往形而上学的位置”的引文同样存在问题，因为这种“取代以往形而上学的位置”也可以被理解为“替换”。照此理解，黑格尔恰恰没有主张以往形而上学的立场，而是提供了一种独创的构想，借助这种构想，其他理论立场（包括以往的形而上学在内）必须受到批判性的检验。“替换”这一谓词对于理论建构本身意味着，以往的形而上学从而本体论已不再能够毫无例外地成立。

霍尔盖特为其本体论式解读提供的第二个证据，是黑格尔关于诸如“概念”、“判断”以及“推论”等思维规定标示了事物的结构的断言。在此基础上，霍尔盖特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不仅是逻辑学（即思维的形式），而且也是“一切事物”的形式[22]，因而是本体论。[23] 但与前三处引文类似，这一引文同样不足以证实本体论式解读。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霍尔盖特对“事物”（Dinge）的理解是有问题且充满歧义的，因为他似乎是在日常语言的意义上、而非黑格尔专门的术语用法上来谈论事物的。他在那处引文中使用了“物”（Ding）这一词，仿佛它是思维活动的对立面甚至是独立于思维活动的东西。[24] 恰恰相反，对于黑格尔而言，“物”这一词就像“概念”、“判断”和“推论”一样，同样属于思维规定，因而是一种思维的造物。诸如“概念”、“判断”和“推论”等思维规定能够应用于事物，并不证明它们自在地属于作为实体的存在者本身。它们之所以能够应用于事物，是因为如上所述，事物本身的逻辑结构是由思维活动所生成的。早在康德那里，知性概念作为判断功能虽然是思维的形式，但同时也是现象的必然条件，因而是客观有效的。[25] 尽管黑格尔在本质论逻辑中批判了康德将物自身

作为反思概念的做法，但他并未否定思维规定的这种客观运用，因而将这些规定称为“客观思想”[26]。在霍尔盖特看来，在康德的先验唯心论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之间，根本不存在在主观唯心论与以往形而上学之间进行中介的可能。

从这种两阶段的著作内在重构中，霍尔盖特进一步断定，黑格尔的逻辑学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存在与思维活动的同一。他这样解释这种同一性：

a logical form or structure that is intelligible to thought and is the same as the structure of our basic categories. Indeed, it means that being is in itself intelligible logical form and that thought is the direct awareness of such intelligible being. Being is immediacy, or sheer „that-ness“, prior to consciousness or „spirit.“[27]

对于霍尔盖特而言，思维活动仅仅意味着“对这种可理解存在的直接觉知”，即对可理解存在者的直接意识或专注觉察。按照这一观点，康德式的转向似乎根本没有对黑格尔产生任何影响，以致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黑格尔类似于以往的形而上学那样预设了存在者的可理解性。[28] 思维活动所需要做的一切，仅仅是“被动地”将这种存在者的可理解形式纳入自身之中。

如上文所示，存在者的概念内容并非来自存在者本身，而是派生自理智的认识过程。当霍尔盖特将作为直接者的存在等同于“纯粹的那般存在”（sheer thatness）或指示性的“这个”时，他似乎草率地将《逻辑学》与《精神现象学》等同并列。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后一门科学中，开端处固执于认识主体与独立于主体的存在之间的意识对立。但这种对立在思辨逻辑学的开端处并不存在。[29] 因此，将思维活动标示为“直接觉知”无论如何都不符合逻辑学。

存在与思维活动的同一种同一性，并由此导致本体论式解读，同样存在于例如霍斯特曼的关系本体论构想之中。根据霍斯特曼的看法，黑格尔除了赋予康德的理性能力概念以认识论意义之外，还赋予其

一种“本体论意涵”。[30] 按照这种本体论意义，理性是“那真正且卓越地现实的东西”。[31] 相反，康德的知性概念以及与知性相适应的判断则被归属于有限事物。这种真正现实的理性并非普通的事物，而是一种思想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自身关联，在其中“某种特定种类的事物将同一特定种类的另一个事物作为自身来与之发生关联”。[32]

霍斯特曼所主张的自身关联的理性（被他同时视为黑格尔的“绝对者”概念[33]），首先是一种一元论，因为“人们必须将任何意义上现实之物的全体，理解为一切在某种意义上现实的事态所奠基的原初结构的分化与部分实现。”[34] 对霍斯特曼而言，这一元论的理由十分简单，即一元论是实现“统一且完整的世界图景”[35]的唯一选择。其次，由于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一关系本体论的理性概念是思维活动与存在的统一，即因为“既存在物质的或物理的实体，也存在非物质的或精神的事态”[36]。在霍斯特曼看来，黑格尔的思维概念是对一切存在者之精神要素的标示。第三，由自身关联的理性所标示的原初结构构成了一个目的论的和本体论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认识过程，[37] 其现实性以准有机过程为特征，[38] 其中鲜活的有机体是其（隐喻性的）例证。

对于这样一种解释可以提出反驳：黑格尔仅仅赋予理性以客观的意涵，但绝未赋予其本体论的意涵。客观理性绝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本体论。在本体论中，范畴的客观性被归结为被表象的存在者；而在逻辑学中，思维规定获得其客观性并非通过被表象的对象，而是通过纯粹思维的概念关联。



黑格尔的观点是：唯有凭借反思（Nachdenken，后思），对象的真正本性才进入意识。[39] 黑格尔拒斥了关于对象本性之被给予性的实在论假定。

霍斯特曼的第一个信念——即黑格尔的本体论为了实现统一世界图景的目标而必须是一元论——似乎与黑格尔本人关于逻辑学目标的说明是不相容的。在《小逻辑》中，黑格尔赋予逻辑学如下任务：它是纯粹理念的科学，即“在思维的抽象要素中的理念”[40]。在《大逻辑》中，黑格尔将逻辑学的对象称为“概念把握的思维活动”[41]。霍斯特曼对“世界图景”的使用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黑格尔在物与作为物的概念的事情（Sache）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42] 值得注意的是，霍斯特曼并未限定作为特定世界图景组成部分的存在者的含义，而仅仅是十分抽象地谈论“世界图景”。然而人们通常在世界图景中所理解的，恰恰是那些被黑格尔排除在逻辑学之外的事物——它们是通过表象而非思维进入意识的。

霍斯特曼的第二个信念比第一个更为复杂，因为这里预设了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反过来似乎又不符合黑格尔对《逻辑学》的要求。就黑格尔专门的术语用法而言，首先，与精神相对等的是自然而非物质。其次，正如本质论逻辑所表明的，物质不是与精神形成对立，而是与形式构成对立。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的例子可能并不属于逻辑学，而是属于《精神现象学》中相法与颅相学的那一部分，黑格尔在那里通过无限判断“精神的存在[是]一根骨头”[43]拒斥了这一对立。这种二元性的问题还在于：霍斯特曼未能满足逻辑学的要求，因为他将显现于精神现象与物质现象之中的思维活动，与思维活动/逻辑学本身直接等同起来，这从概念形成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一个问题。[44] 霍斯特曼关于唯有一元论才能提供统一世界图景的第一个信念，给人的印象仿佛这种一元论不过是物质与精神的拼凑结合。只要

物质概念在霍斯特曼那里的可疑地位未得到澄清，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无法在有意义的层面上被称为一元论。

另一个疑虑针对霍斯特曼的第三个信念：只要霍斯特曼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构想为对世界的构成，谢林关于如何从精神或思维中生成自然-物质世界的问题就始终具有尖锐的挑战性。此外，如果我们把霍斯特曼的世界概念理解为时空事物的总和，就会出现进一步的解释难题，这一难题产生的背景在于：黑格尔一方面显然将其纯粹概念的形而上学领域仅局限于逻辑学，另一方面却迟至自然哲学中才探讨空间与时间。最后，将认识过程等同于本体论过程所带来的问题远多于它所能提供的解释。如果黑格尔按照这种同一化，果真依照目的论模式接受了神圣创世的观念，那么为何他还在自然哲学的预备概念中如此强烈地强调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功能，以至于哲学不仅应当与“自然经验”相一致，而且“哲学科学的产生与形成”必须将经验物理学作为前提和条件。[45]

概括而言，本文所持的论点是：黑格尔逻辑学的本体论式解读根本不具有解释力，因为首先，本体论的对象（即作为被表象实体的存在者本身）绝不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对象。虽然随后的思维规定可以被视为存在的进一步规定，但它们完全不具备给予思维的被表象实体的意义。换言之：“存在”作为思维规定，必须与作为被表象物的存在者本身严格区分开来。在思辨逻辑学中，“存在”仅仅在其概念关联中被考察，而不假定任何表象及其心理学模式。

其次，黑格尔的客观性是一种通过思维活动所重构的现实，它区别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被表象的现实。正如黑格尔在其百科全书心理学中所阐释的那样，人类通过思维活动或理智重新诠释其感官刺激，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个崭新的第二自然世界。哲学所反思的，正是那些在对直接现实的思想占有中所产生的概念。我们稍后还将在概念论逻辑中关于客观性的章节中揭示这一点，黑格尔在那里并没有像以往的

形而上学家那样将客观性定义为自在存在者固有的实在性，而是定义为通过自然科学研究（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所构成的实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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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1.1.2 定在

黑格尔认为，定在构成“作为这般的规定性”[46]或质。由于质并未进入诸如物-属性关系或实体-偶性关系之类的反思关系之中，因此它尚无基质。这样一种质大体上（grosso modo）反映了当代哲学家在“感受质”中所理解的东西。“感受质”是人们通过感觉直接领会的感性属性，例如日落的瞬间或疼痛感等。随着直接实在论的第一项论题被证实为一种假定的直接性，形而上学立场便从绝对直接性被修正为一种与其否定相关项相等的特定直接性。“定-在”构成了直接实在论的崭新直接者。

OL的对象现在被确认为质。在OL中，直接者从纯存在被修正为定在，即从生成中产生的稳定存在（实在性），它自身具有那种歧义的概念内容（存在=无）。随着在OL中展现了这种歧义的概念内容，定在便包含了一个否定性方面。黑格尔将这一方面称为否定或“匮乏”[47]，人们借助它能够将一种质与另一种质区分开来。尽管作为定在的实在性似乎有别于作为匮乏的否定，但两者就其相同的结构而言却是无区别的。否定并非方才在存在中被否定的绝对之无。绝对之无是不可思议的。换言之：否定或匮乏若要完全是可以思维的，就必须始终关涉某种存在者。尽管“非红”作为一种规定性具有缺席性，它依然包含了一个存在者，即“红”。反过来，“红”也通过其对他种颜色的否定性关联而获得其规定性。换言之，两者的规定性取决于它们相互的排斥。两者是不可区分的。但这种不可区分性不同于存在与无之间的不可区分性，因为这种不可区分性是通过对实在性与否定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真实的区别）进行否定而建构起来的。相较之下，存在与无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假定的，并在检验后被证实为不可思议的。

这种对区别的扬弃，不仅仅是对区别的单纯收回与外在的再度舍弃，也不仅仅是向着单纯开端、即向着作为这般的定在的单纯返回。区别是不能被舍弃的；因为它是存在着的。因此，实存着的事实，就是一般的定在、定在之中的区别，以及对这一区别的扬弃；定在不再像开端时那样是没有区别的，而是通过扬弃区别而再度与自身等同，定在的单纯性是通过这种扬弃而中介的。区别的这种被扬弃状态就是定在特有的规定性；如此，它便是在自身内存在；定在就是定在者，某物。[48]

通过这种不可区分性，定在也将它的否定纳入自身之中。否定同样是一个定在。在结构上，它与实在性并无区别。具备这种新理解的定在，是否定（作为思维规定的匮乏）之否定（作为操作的否定）的结果。根据这第一次双重否定，黑格尔将新达到的定在称为“定在者，某物”（在自身内存在）。[49] 只要否定在黑格尔那里始终附着于实在性（由非存在所规定的存在），第一逻辑三合一（纯存在）中的“无”就因其假定的独立于存在而不能被算作否定。通过某物，存在与无的不可分离性作为那种假定的直接者之真理，现在在OL中被明确表达或设定出来。然而，双重否定本身（per se）对OL而言却尚未被设定。

随着否定就某物的双重结构（实在性加否定）而言被纳入某物之中，某物的生成便被重新规定为变化，它不再像生成那样是一种持久的、相互交织的产生与消逝，而是作为一种质的变化起作用并导致另一个某物。照此看来，直接实在论的直接者在某物中得到了巩固：某物现在被确认为直接实在论的新直接者。如果某物发生变化，它就转变为作为其否定对应物的“他物”[50]。如果某物是直接的，它就必须独立于他物并与他物有别。如同《逻辑学》中所有其他思维规定一样，这一他物也是一种逻辑概念内容，为具体的他物（例如另一个地点、另一个人）提供逻辑结构。某物与他物由此构成了一对析取性的概念偶，规定了事物的逻辑结构。因此，他物似乎通过析取而明确地区别于某物。

然而，对某物起源的简短回忆将质疑这种明确性，因为某物源于双重否定（
𝑅→𝑁→𝐸
）。但作为某物之否定的他物包含了相同的双重否定，只要双重否定的出发点并非附着于实在性，而是附着于否定。如果从否定（实在性的对应项）开始，某物就是否定的否定（逻辑操作）。随着他物再次成为某物的否定，它便是第二重否定（
𝑁→𝐸→𝐴
），即双重否定。如果某物扮演了实在性的后继规定之角色，那么他物以同样的方式也是否定的后继规定。因此，某物与他物拥有作为双重否定的相同结构。他物同样是某物。两者因此是不可区分的。究竟这一个还是那一个是他物，完全取决于作为局外人的第三者的比较。[51] OL面临着自相矛盾的危险，这一矛盾同时能够瓦解其直接实在论的立场。

在OL中，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建构一个反驳自相矛盾危险的反论：在其中，这种与上述某物不可区分的他物不被认定为妥当的他物概念，而是引入一种新的他物。OL还剩下一个作为他物的可能候选者，即不是操作对象（如实在性、作为匮乏的否定、某物、他物），而是操作本身（作为否定的否定）。无论某物还是未限定资格的他物，两者都需要否定。相对于他物而言，某物是他物；反过来，未限定资格的他物相对于某物而言也是他物。尽管比较参照是相对的，作为否定的他物却保持不变。作为否定的他物始终仅仅关涉自身。这种自身关联的否定现在被接受为新获得限定的他物（=自身关联的他物，或作为这般的外在性）。黑格尔将其称为“其自身之他物”。[52]

相较于作为自在的不安的自身关联的他物，某物标示了一种稳定的规定。因此，其自身之他物与某物构成了某物的完整逻辑结构。某物就其自身而言标示着稳定性（积极的自身关联性或自身关联）。相反，其自身之他物就外在于己者而言标示着不稳定性（消极的自身关联性或他者关联）或成为他物的潜能。在他者关联的意义上，其自身之他物成为“为他存在”，而某物在自身关联的意义上则成为

“自在存在”[53]，它抗拒那种成为他物的潜能，与自身保持等同。

自在存在因此构成了（1）某物的规定，即始终与自身保持等同者或积极的自身关联性。相反，为他存在则构成了始终与自身不等同者或消极的自身关联性，即（2）性状。规定与自身保持等同，性状却始终是繁复多样的和变易不定的。然而，两者仅仅就不同方面而言构成了同一某物。只要规定区别于性状，规定的直接性就未受触动。

如果将基于为他存在的性状孤立开来，在变化过程中同样能在其中发现自身同一性。只要自在存在的特征是自身同一性，为他存在也就同样满足了自在存在或规定的这一特征。E（=某物）变化为A（=他物），A又是某个E，因此A也变化为另一个A。作为自在的异在本身即成为他物，自身关联的他物在这一持续过程中与自身保持等同。反过来，对于基于自在存在的规定而言同样如此。就其在变化中的中断而言，它是一种性状。两者既是同一的又是可变的。由于规定与性状再次变得不可区分，某物因其与他物的纠缠而丧失了其直接性。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规定而言，那种变化过程毋宁是一个“蚀变”[54]的过程，它不仅就某物的自身关联而言发生，而且也就其自身对他者的关联而言发生。[55] 换言之，变化被内在化了。作为他者关联的性状连同作为自身关联的规定，赋予某物一个界限，它不是量的界限，而是质的界限。量的界限例如一个15 m2大的平面，它可以减少或增加而不失其作为一个平面的质。相较之下，质的界限标示着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例如平面与立体之间的质的区别。如果平面超出其界限，它便不再是平面，而是一个立体。界限同样包含着两个方面（自身关联与他者关联）。如果在平面与立体之间划定界限，就必须同时具有两者。

因此，界限是一个共同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的界限也就是某物的终点，在其中某物不再能够持存。因此，某物也是一个有限者。

有限者通过其界限既关联于自身，又关联于他物，并因此将它的他物带在自身之中。这就是界限作为某物的内在否定的意涵。例如，由于线可以被表象为由无数的点所组成，点便也构成了线的界限。一条线上的点不再是点，而是线的组成部分。它们可以说在线中被扬弃了。这些点在这里既充当线的他者关联——就其自为地考察并非线而是点而言；又充当线的自身关联——就线由它们所组成而言。因此，界限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界限是否定性的或指涉他者的，例如对于线而言，点是线的异己者（反之亦然）。通过点，线走出自身之外。另一方面，界限同样是构成性的因而是积极肯定的，因为它恰恰是某物的组成部分，如同点是线的组成部分一样。鉴于界限的这种双重性，需要区分两个从属的环节。

走出自身之外构成了应当的环节。换言之，“应当”这一思维规定强调了界限的否定性功能。然而，随着某物走出自身之外，其界限同时也遭到否定。相反，这一被否定的界限构成了限制的环节。或者换言之，“限制”这一思维规定强调了界限的构成性功能。无怪乎黑格尔随后将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要素（应当与限制）解释为有限者自相矛盾的根源。有限者的命运，正如生成的命运一样，在于消亡。然而，正如上文已经阐明的那样，由于有限者已经是自身关联的否定物，有限者消亡的结果便又是一个新的有限者。新的有限者由于相同的自相矛盾而再度消亡，循环由此不断重复。因此对OL而言便产生出有限者的无限先后次序：

E→¬(E)→¬¬(E)…[E=Endliches]

然而，这样一种无限先后次序并非对有限者的真正否定，因为有限者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恢复。因此，有限者的消亡必须否定整个进展，以获得妥当的他物概念。对有限者的单纯否定的结果就是无限者。

由于无限者产生自对有限者的单纯否定或第一重否定，它便将有限者作为其自身之他物、或就自身而言包含着其限制。换言之，无限者具有与有限者相同的结构。鉴于它们的同质结构，无限者也被变成了一个有限者，即恶无限。然而反过来，有限者因其自相矛盾必须过渡到无限者之中，后者作为永久持续的先后次序是有限者的真正自在存在（自身关联）。[56] 在这个意义上，有限者与无限者相互规定，两者又——类似于自在存在与为他存在——构成一种先后次序：U-E-U与E-U-E。然而在两种先后次序中，两个环节（E与U）之一都无条件地通过其自身之他物返回自身。我们从何处开启这一过程是完全无所谓的。在两种先后次序中，结果都是一样的。黑格尔将有限者与无限者之间的这种交替视为作为过程性的真正无限。在这一过程中包含着两个析取性环节（E与U）。因此，作为过程的无限者没有终结，并且是真正无限的。

因此，正如无限者事实上所现存的那样，它乃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无限者将自身贬降为仅仅是它面对有限者时的一种规定，并由此自身仅仅成为有限者之一，并且为了对自身的肯定而扬弃它与自身的这种区别，通过这一中介而作为真正无限者存在。[57]

在这一过程中，真正无限者首先将自身贬降为有限者，并通过有限者的自相矛盾再次上升为无限者。关于这种循环性，黑格尔将该过程描述为一个圆圈。只要真正无限者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其自身同一性，它就满足了存在的定义。正因如此，黑格尔也将真正无限者称为存在。而只要这种自身同一性唯有通过否定才返回自身，它就同样符合定在的定义。这种存在加上定在，就是自为存在。由于在现实中每次仅有单一环节而非整个过程现存，整个过程就只能被理解为观念性的，而非实在的。通过这种方式，黑格尔引入了观念性，它是一种高于定在之单纯实在性的更高实在性。因此，自为存在构成了崭新的直接者。

𝐿_{D}ₐₛ_{ }{F}{ü}ᵣₛᵢ_{c}ₕₛₑᵢₙ_{ }₍{d}ᵢₑ{ }{g}ₑₛₑₜ{z}ₜₑ_{ }{d}ₒₚₚₑₗₜₑ{ }ₙₑ_{g}ₐₜᵢₒₙ₎{ }₌{ }{D}ᵢₑ{ }ₛₑₗ_{b}ₛₜᵢ_{d}ₑₙₜᵢₜ_{ä}ₜ_{ }{d}ₑₛ{ }ₛₑᵢₙₛ_{ }{d}ᵤᵣ{c}ₕ_{ }{d}ᵢₑ{ }ₛₑₗ_{b}ₛₜ_{d}ᵢ_{f}{f}ₑᵣₑₙ{z}{ }{d}ₑₛ_{ }{D}ₐₛₑᵢₙₛ{.}

从思辨方法出发，从定在向自为存在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定在——作为存在与无的统一的生成物——首先依照知性环节应被称为“实在性”。除了定在借以完全能够持存的否定性方面之外，在“实在性”中，重点仅仅被置于作为肯定的定在规定性上。然而借助辩证环节，在肯定中人们被提醒注意：就排斥肯定者而言，肯定同时就是否定。但反过来同样成立：每一个否定同时都依赖于一个肯定。例如，“非红”预设了“红”。在这一辩证的思想步骤中，否定可以再次被承认为肯定与实在性。由于实在性与否定共享着那歧义的概念内容——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或定在——它们彼此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一逻辑发展阶段上，知性环节的特征在于：固执于那种被规定为定在者或某物的无区别的定在。

鉴于某物的无区别性，其否定相关项即他物似乎同样是一个某物。某物通过否定其表面的他物而关联于自身，这一他物对于某物而言是不可修缺的。然而依照辩证环节，不仅自身关联，而且某物的他者关联——他物——同样是通过这同一种消极的自身关联性实现的。从这种消极自身关联性中所引出的并非某物，而是“其自身之他物”。为了将某物与他物区分开来，某物自身关联的消极自身关联性通过知性环节与某物他者关联的消极自身关联性区分开来。前者被称为“自在存在”，后者则被称为“为他存在”。

然而，就定在的概念内容——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而言，某物的自身关联不能与其自身对他者的关联分离开来。通过辩证环节人们被提醒：某物的他者关联——为他存在——由于其消极的自身关联性，同样属于自身关联与自在存在。基于这种不可分离性，在某物身上并不存在自在存在与为他存在的区别，而仅仅存在同样包含某物他者关联的“规定”。如果知性环节固执于“规定”，辩证环节随即表明：

尽管规定具有自身关联性，但它仍须与其自身对他者的关联区分开来，即使后者现在构成了规定。知性环节此时承认了这一区别，并将规定的他者关联“定义”为“性状”。辩证环节攻击了这一区别，它表明：规定必须通过其对他物即性状的他者关联得以构成，而同样的他者关联在相反“方向”上又证明了性状的自身关联。由于两者相互映照，它们彼此之间既起着构成性作用，又起着限制性作用。由于作为界限的相同歧义概念内容，某物与他物彼此不可区分，并导致矛盾。从矛盾中，对于辩证环节而言可以得出：某物与他物乃是有限者。

如果知性环节将某物确认为有限者并固执于有限者，辩证环节便再次展示出有限者向另一个有限者等过渡的无限过程，这一过程源自有限者充满矛盾的概念内容。就无限过渡过程而言，知性环节试图将作为过渡过程的无限者与作为过程要素的有限者区分开来。面对无限者与有限者之间的区别即对立，辩证环节指出：通过否定有限者而产生的这样一种无限者，其自身就属于恰恰是通过自身关联的否定而产生的有限者的概念外延。若知性环节与辩证环节相调和，从而与无限者与有限者之间的不可区分性达成一致，区别却并未被彻底消除；相反，辩证环节再次指出，无限者依照定义（per definitionem）保持着否定有限者的要求，并且能够与有限者区分开来。

针对有限者与无限者在不可区分与区分之间的这一困境，思辨环节试图找到一种作为出路的、有限者与无限者的过程性统一。在这一过程性统一中，无论是有限者还是无限者，各自都关联于自身——并且正是通过其对其否定相关项的他者关联而关联于自身。自身关联的否定构成了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有限者与无限者之间的对立被引向统一。通过这种方式，作为“自为存在”的第二个过程在作为生成的第一个过程之外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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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1.1.3 自为存在

黑格尔认为，质的自为存在的恰当范例是“意识”[58]。在意识中，我以一种观念性的方式接纳一切。例如，我对一座学生宿舍有一表象。对宿舍的表象自然不是真实的宿舍本身。在这一表象中，我将宿舍与我自身区分开来，并意识到宿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随着我意识到这种他异性（外在性），我便处于一种准矛盾状态之中，在其中——正如费希特所表述的那样——自我与非我同时在自我之中。这就是意识的歧义性。在意识中，我与自身保持等同，而不会像某物那样过渡到他物之中。

意识本身就已经自在地包含着自为存在的规定，因为它将它所感觉、直观等等的对象表象给自己，即将其内容包含在它自身之中，这一内容以这种方式作为观念性的东西而存在；它在它的直观本身之中，在它与其否定物、与他物的根本纠缠之中，乃是在自身身边。[59]

由于自为存在是存在与定在的综合，它也包含了两者的区别。如前所述，定在是差异的领域，在其中存在始终伴随着否定，并因此是一种规定性。质、他物、性状、界限与限制，乃是存在之否定的各种不完满形式。[60] 但在自为存在中，这种差异与存在取得了平衡，因为自为存在作为消极的自身关联性满足了存在作为自身同一性的定义。因此，定在固然已经是自为存在的一个环节；但在自为存在中不再存在像直观中那样的一者过渡到另一者的为他存在，而是存在着一种“为一存在”[61]，借此两个析取性环节在一个统一体中持存。因为否定或走出自身之外的倾向直接指回自身，并“弯折”回自为存在之中。换言之：自为存在的消极自身关联性恰恰是通过为他存在而得以实现的。

自为存在仅仅将自身关联于一个被扬弃的异在（观念性的异在），因而是“为一的”。[62] 从这一立场来看，每个实在物



因此都是一个自为存在。它与其他实在物的关系并不导致其消亡，而是导致其自我保存。这样一个实在物堪比莱布尼茨的单子。每一个单子都以观念性的方式将它的外部关系包含在自身之内，并因此将自身与其他单子隔离开来。如此一来，OL便获得了一个观念性的直接者，由于其观念性的统一，它乃是一。换言之，实在的实体被观念化为一。

因为自为存在是通过自身关联的否定而形成的，它便同时排除了不属于否定的东西。因此在“一”中除了这种自身关联的否定之外什么也没有剩下。但这种无现在区别于存在中的无以及在自身内存在中的无。存在与定在中的无导致了处于存在与某物之外的他物。而在“一”身上的无，由于自为存在的特质而折回自身之内。该无并不导致他物。这种被包含在“一”之中的无，被黑格尔称为虚空。

现在在“一”与虚空之间似乎再次出现了一种差异，自为存在由此将流回定在的领域。但它们实际上是同一的，并由相同的过程所构成；而这一过程恰恰就是通过为一存在而扬弃了定在领域的自为存在与“一”。伴随着为一存在，“一”并不关联于他物，而仅仅关联于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虚空并非真正是“一”之他物，而恰恰同样也是“一”。两者实际上是单一定在的两个析取性观念环节。换言之，“一”现在一方面作为消极的自身关联性（他者关联）需要否定物，另一方面作为积极的自身关联性（自身关联）需要存在者或自身同一性。为了满足这一要求，“一”的差异性便扩展为相异的“一”。

然而，“一”的自为存在本质上是定在与他物的观念性；它并不是作为关联于一个他物，而仅仅是关联于自身。但是，随着自为存在被固定为“一”，被固定为自为存在着的、直接现存的东西，它对自身的否定性关系同时也就是对一个存在着的东西的关系；并且既然这种关系同样是否定性的，它所关涉的东西就依然被规定为一个定在和一个他物；作为本质上对自身的关系，他物并不是作为虚空的无规定否定，而是同样为一。因此，“一”乃是生成为许多的一。[63]

这种从“一”到“许多的一”的生成，作为“一”的自身关联的否定，就是排斥，而它的相反运动则是吸引。唯有通过排斥与吸引之间的这种相互交替，作为自身关联否定的双重否定才在OL中被设定出来。由于“一”作为排斥与吸引的相互运动始终与自身保持同一，不再通过其否定而过渡到其自身之他物之中，这种现在被设定或被明确表达的自身同一性便是一个具有绝对且持久界限的新直接者。黑格尔将该直接者称为量。量的改变（增减）并不改变其质。因此，观念化了的实在性首先表现为数学实在性。

𝐿_{D}ᵢₑ_{ }{Q}ᵤₐₙₜᵢₜ{ä}ₜ (das gesetzte Eins) = gleichgültige Grenze.

就思维内容而言，直接实在论的核心是被给予者或直接者。通过对本节中直接者的各种形式的批判性呈现，黑格尔驳斥了直接实在论的第一次尝试，即将实在性理解为一种质的直接者。黑格尔的策略纯粹（simpliciter）在于：借助否定将直接性证明为中介，并由此证明为被中介者。只要直接者伴随着一种中介，直接实在论的主张就注定要失败。

首先，OL提供了假定的直接者作为直接实在论的候选者。但这一理论立场随即被证实为不可思议的，因为纯存在在经检验后实际上是由其对立面即无所中介的。因此，无从一开始就污染了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思维活动本身。这种污染形式的结果就是作为某物的定在，它始终伴随着其对立面即他物，并因此同样不是直接者的合格候选者。在自为存在中，OL获得了一个崭新的直接者，它以观念性的方式将其他者关联证明为自身关联，并由此克服了定在式直接者的缺陷。换言之：直接者的否定在自为存在中再次成为直接者自身。但这样一种直接者不再是质的或感性的，而是一个量的直接者，因为其作为质的规定性已变得无关紧要。因此，OL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对直接性的要求。必须由量的或数学的直接者而非质的直接者来构成理论基础。

关于思辨方法，从自为存在向量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在知性环节中，

仅仅强调了自为存在的自身关联，依此，对他者即否定性关联物的关系同时指回自身。由于他者关联对自身的指回，自为存在对知性环节而言表现为“为一存在”。但对辩证环节而言，所有他者关联的这种彻底自身指回似乎导致了“虚空”，因为在其中所有他者关联、从而一切规定性都消失了。如果知性环节现在固守于虚空，并将“一”与虚空区分开来，那么辩证环节就会让知性环节重新注意到“一”：每一个指回“一”的他者关联并非指向无，而是指向“一”。由于这种“回忆”，知性环节对“一”的否定性关联物做出了重新诠释：虚空生成为许多的“一”。相应地，从“一”到许多“一”的区分可以规定为排斥。这种区分反过来又导致了辩证环节，因为多样性应当由“一”所产生并算作“一”。排斥的思想以这种方式包含了吸引的思想。在排斥与吸引之间震荡着，作为自身关联否定的过程性又需由思辨环节来实现。由于质的漠不相干，这一新的思维规定可以被称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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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小（量）

1.2.1 量

量作为数学存在，在其持续走出自身之外（其排斥过程）的过程中，首先获得了其作为“一”的自身同一性，因为其作为他者关联的界限如今已变得无关紧要。[64] 因此，这一数学直接性现在具有了连续性作为规定。直接实在论由此转变为一种数学实在论，其中感性被给予者通过抽象而被量化与数学化。在这个逻辑进程的阶段中，被量化与数学化的被给予者构成了真正的实在性。作为数学化的极小直接者，实在性在开端处被观念化为一个纯粹的连续统（例如空间与时间、一般物质以及自我），它不具有任何尺度或数学单位。

提示：因为作为排斥过程的连续性实际上由许多“一”构成，它由于许多“一”

作为排斥的真实动力，无法得以持续进行。在这一背景下便得出：数学连续统不仅要被理解为连续的，而且也要被理解为间断的。反过来，以同样的方式，间断性的思想也预设了连续性的思想。若没有作为吸引的连续性，也就不可能存在被间断性所打断的对象。因此，连续性与间断性这两种规定在数学直接者中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构成了一个双重歧义的概念内容。但这首先只适用于背景逻辑（HL），而不适用于对象逻辑（OL）。

对于对象逻辑（OL）而言，现在的情况仅仅是：连续统实际上并非毫无中断地存在。毫无中断的连续统只是一种假定的连续统。正如对象逻辑此前必须将纯存在修正为定在一样，作为数学直接者的连续统现在也必须被修正为实在的连续统，在其中，连续统与其作为间断性的否定共同持存。黑格尔将此称为“连续大小”[65]。由于连续统现在也包含着间断者或中断，因此除了连续大小之外，还存在着间断大小，正如定在中否定与实在性的关系一样。

量是自在的互相外在，而连续大小就是这种毫无否定地持续进行的外在存在，是一种自身平等的关联。但间断大小则是这种作为非连续的、作为被中断的外在存在。……因为间断大小是量，所以它的间断性本身是连续的。间断者身上的这种连续性在于：诸“一”是彼此平等的，或者说它们具有同一的单位。因此，间断大小是许多作为平等者的“一”的外在存在，并非一般而言的许多“一”，而是作为被设定为一个单位的多。[66]

正如引文已经表明的那样，连续大小与间断大小之间的区别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尽管间断大小可以被直观为被中断的点，它们似乎与连续性相对立，但这些点又引回到了连续统。因为作为连续性之否定的点的思想，由于它们的漠不相干性而无法维持。如果一个间断大小超出了其作为连续性之否定的界限，它固然在其自身身上保留了其否定，即作为连续性；但这种否定恰恰也是一个“一”，孤立地且就其形式来看，它恰恰就是间断性。由此便产生了一个悖论性的思想，即间断者将自身

连续化。反过来，连续性也拥有相同的结构，只要间断者构成了它的基础。伴随着双方的这种相互指涉，间断大小与连续大小之间的区分或界限便被相对化了。量以这种方式在对象逻辑（OL）中被设定，并且大体上（cum grano salis）相应于质的某物。
但是，在此处被限制的存在，本质上乃是作为连续性，凭借连续性，它超出了界限和这一“一”，并且对界限和这一“一”是漠不相干的。实在的间断量以这种方式乃是一个量，或定量，——即作为一种定在和某物的量。[67]
黑格尔将这种被相对化了的大小称为数或定量。直接实在论由此获得了作为算术基础的新的直接者。
𝐿_{Q}ᵤₐₙₜᵤₘ
 (die gesetzte Quantität) = Einheit der kontinuierlichen und diskreten Größe
着眼于思辨方法，从量到数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量首先被知性环节理解为“一”的纯粹连续性。随着辩证环节的出现，“一”对多的外在指涉的构成性功能退居前台。在这一背景下，纯粹连续性只能通过间断存在来思考。但反过来，对于辩证环节而言同样成立的是：间断存在必须预设连续性。从这种震荡中得出了连续性与间断存在的过程中统一，这构成了思辨环节，在其中量通过间断存在而连续化自身。一个间断的量就是一个定量或数。

[67]: GW 21: 192. ↩



[64]: Vgl. GW 21: 176. ↩




[65]: GW 21: 189. ↩




[66]: GW 21: 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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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定量

数作为算术直接者，是连续大小与间断大小的统一。数构成了数学实在论的现实基础。前一小节中连续的直接者由于其假定的连续性而无法被量化。唯有借助数，实在性才能够通过数学公式和模式被具体地计算。一个数，例如5，一方面是一个集合；作为这样的集合，它另一方面也有五个元素。黑格尔将前者称为“单位”，将后者称为“数目”。二者构成了数的环节，



包括六种正/负运算法则：加法、乘法、乘方；减法、除法、开方。[68]

定量仅仅作为这样一种东西，是一般被限制的，它的界限是它自身的抽象、单纯的规定性。但既然它是数，这种界限就被设定为自身内多样的。它包含着构成其定在的许多“一”，但它并不是以无规定的方式包含它们，而是界限的规定性落入它们之中；界限排除了其他定在，即其他许多“一”，而被它所包围的诸“一”乃是一个特定的多，——即数目；与作为数中呈现的间断性的数目相对，另一者就是单位，即数的连续性。数目与单位构成了数的环节。[69]

一个数，例如5，具有一个数目，即五，同时这个数目必须被视为一个单位“5”。但数目与单位并非两个截然不同的环节。数5作为一个单位只能通过其数目来规定，或者更确切地说，数目5构成了作为“5”的那个单位。人们或许可以争辩，并非所有五个“一”都同等重要，因为唯有通过作为限制者的第五个“一”，5的界限才能被确立。但起限制作用的“一”是一种抽象的表述。人们唯有把所有五个“一”排列为一个序列，才能确定起限制作用的“一”。在确定一个可能的序列之前，序列的可能性可以是多样的，因此也是偶然的。就这种偶然性而言，严格来说，起限制作用的“一”（例如五元集合中的第五个“一”）相对于其他的“一”并不具有任何优先性，并且对其他的“一”是漠不相干的，因为五元集合中的每一个“一”都可以扮演这种限制的角色，并且为了五元集合的规定性，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可以缺席。一旦所有五个“一”汇聚在一起，它们就构成了数目5——一个作为数5的单位。在这个意义上，数的界限并不在于那个起限制作用的“一”，而是在于数目5，由此数的界限便与数目重合。黑格尔将这种新的规定性称为“外延大小”[70]，它就是被设定的数目。

只要数5本质上是一个数，而非五个偶然的“一”，那么5的规定性就必然不在于数目（多样性），而在于单位，否则数5就无法与任何任意的五个“一”区分开来。但数5作为一个数，只能通过第五个“一”来获得其关于5的规定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数

必须被计数。[71] 鉴于这种考量，此前被排除的起限制作用的“一”因此被重新接纳。但这一次它不再是一个无规定的“一”，而本质上是第五个，即序数5，其中包含了5的规定性。

黑格尔将这个序数称为“度”和“内涵定量”[72]，它将多样性转化为单位。因此，数通过界限的否定即外延大小，从单纯、直接的（因而偶然的）界限再次返回自身，并由此具有了一种相应于自为存在的否定性自身关联。内涵大小作为界限与数的单位的重合，是表现在其单位环节中的数；反过来，外延大小则是表现在其数目环节中的数。外延大小与内涵大小之间的区别如下：在外延大小中，数的规定性显现在该大小的内部；而在内涵大小中，规定性则处于该大小的外部。

但是，为什么内涵大小会保持在该大小的外部？因为序数只能通过其在先与在后的数来加以规定。因此，内涵大小同样依赖于其外在性（量的增减）。只要序数的规定性处于其自身之外，内涵大小就转变为外延大小。（例如，作为数5之内涵大小的序数5，依赖于其在先和在后的数，即数4和6。）既然这种外在性可以朝向相继序列的两个方向延伸，它就构成了一个标度。但反过来，外延大小同样需要一个序数（即内涵大小）作为特定外延大小本身的界限，以便约束自身。因此，外延大小又再次变成为内涵大小。

外延大小过渡为内涵大小，因为它的“多”自在自为地合拢为一个单位，而“多”正是走出这个单位之外的。但反过来，这个单纯者仅仅在数目身上具有其规定性，并且确乎是作为它的数目；作为对不同规定的强度漠不相干者，它在其自身身上就具有数目的外在性；因此内涵大小同样本质上是外延大小。[73]

黑格尔所说的“多的合拢”，是指将其他不相关的“一”排除在自身之外的外延的规定性。通过抽象

与简化，外延表现为一个作为内涵的集合，但其量化了的内涵意义同样依赖于外延。通过这种反思，两种大小之间的区别被带入了漠不相干，并且达到了二者的同一性。由于这种同一性是通过对区别的否定而出现的，它同样满足了某物的逻辑结构。就这种同一性而言，外延大小的规定性需要内涵大小，而内涵大小同样需要外延大小。每一方都唯有通过其对立的他者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性，而作为数的规定性的界限必须始终在这二者之间“改变”。[74] 因此，这一界限是一种漠不相干的界限，因为其规定性“在其自身身上就是向外在的规定性”。[75] 正如数5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个数的规定性需要作为外延的其他数，即数4和6。但4和6本身同样是内涵，它们反过来为了自身的规定性也需要作为外延的其他数，即数3和5、5和7。这种持续的走出自身之外，为量的无限性提供了动力。

于是，数的规定性与其外在性之间的矛盾便显露出来。这种外在性或数的走出自身之外，乃是对数的否定；但否定的结果同样是一个数，因为一个数只能通过另一个数来规定。这另一个数在相同的意义上也由其他数所规定，从而形成了一个作为生成而被推向线性无限的过程。但量的无限性在两个特征上区别于质的无限性：首先，与质的无限性的单一方向相比，算术无限性拥有两个相反的方向，因为一个数同时依赖于其在先和在后的数。因此，这两个方向构成了无限大与无限小。[76] 其次，质的他者是相对于某物的独立自存者。相反，量的他者则并非独立自存者，而是作为某物的环节对某物具有构成性。无限大与无限小一方面同样是定量，因为设定一种外在性正是量的无限性的规定。但另一方面，二者都不应当是定量，因为它们作为对数的否定的无限性，恰恰应当是定量的彼岸，而这

却永远无法被达到。换言之：真正的、量的无限性应当不再是一个定量。

数通过其界限走出自身之外，但同时在另一个数中与自身保持同一。它的界限仅仅是一种相对的界限。走出自身之外或对数的否定，荒谬地仅仅导致了定量的恢复。这种无限倒退（infinite Progress）是一种应当被称为“恶无限”的无限性。就这种作为对走出自身之外（对数的否定）之否定的恢复而言，在对象逻辑（OL）中再次发生了一种双重否定，即“否定的否定”。[77] 通过这种否定性自身关联的形式，定量获得了其自为存在或其质的规定性。

定量在此被设定为从自身排斥，从而存在着两个定量，但它们被扬弃，仅仅作为一个单位的环节，并且这个单位就是定量的规定性。——这种在它的外在性中作为漠不相干的界限而与自身关联，从而被质地设定起来的东西，就是定量比例。——在比例中，定量对自身而言是外在的，与自身相区别；它的这种外在性是一个定量对另一个定量的关系，其中每一个定量都仅仅在它对其自身之他者的这种关系中才有效；而这种关系构成了定量的规定性，定量作为这样的单位而存在。[78]

黑格尔在引文中并未阐明这是怎样的两个定量。当然，它们并非处于互不成比例关系之中的任意两个定量，因为根据下一小节的内容，所需要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数学关系——例如“

1+1=2

”——。尽管如此，黑格尔在引文中的意图是明确的：与其他数的外在关系（引文中的那个“单位”）应当构成定量的真正无限性。唯有比例关系才契合量的无限性的要求，因为这样一种无限性既必须拥有外在性（定量的增减），也必须拥有自为存在（自身同一性）。例如，如果将“

1+1=2

”中的1变为2，则等式“

1+1=2

”的结果就会变为4。这里不存在自身同一性。唯有在例如形如“

42=2

”的比例中，分子4可以增加到8，分母2增加到4等等，而结果2并未改变，从而与自身保持同一。在这种情况下，量的无限性的两种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这种作为比例的外在关系归属于定量的质。但这种作为量的真正之质的关系，在对象逻辑（OL）中尚未被设定。对于对象逻辑（OL）而言，清晰显明的一点仅仅在于：外在性是它自身的环节。算术直接者即数，起初被视为独立自存的，现在则被证明为一种中介（与其他数的外在关系）。因此，直接实在论将其新的数学直接者从数修正为比例的直接者，后者通过定量比例得以表达。

𝐿_{D}ₐₛ_{ }{q}ᵤₐₙₜᵢₜₐₜᵢᵥₑ{ }ᵥₑᵣₕ_{ä}ₗₜₙᵢₛ (das gesetzte Quantum) = äußerliche Beziehung zwischen zwei Zahlen.

借助思辨方法，从定量到定量比例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基于其间断的连续性，知性环节将定量划分为两个环节：单位与数目。知性环节通过它们不同的功能将单位与数目区分开来。数中“一”的连续性通过单位来表达，而间断存在则归属于数目。类似于此前思辨方法的进程，辩证环节再次质疑单位与数目之间的区分。一个数的规定性依赖于它的数目，只要数目标明了这一单位的界限。基于数目，数毋宁是外延大小。针对知性环节对外延大小的执守，辩证环节反过来表明：为了使数作为通过固定界限独立于其他数的自存者获得规定性，数需要单位。由于这一单位，数是一个内涵大小。知性环节同样无法执守于内涵大小，因为大小的内涵仅仅能够通过其相邻的数来规定。而相邻的数反过来又呈现出数目与外延大小。

在辩证环节的怀疑性审视下，知性环节陷入了矛盾，在其中于外延大小与内涵大小之间发生震荡。一个数作为质的规定性，始终可以在其相邻的数即其异在身上“读出”。按照辩证环节，异在即外在性进一步引向了无限数列。伴随着思辨环节，定量在无限过程中达到了其否定性自身关联，在其中，一个通过诸定量之特定比例所

表达出来的诸定量），不受任何量的变化支配。这一比率作为过程性构成了定量的真正无限性。

[68]: Vgl. TW 8: 214ff (Enz.31830, §102 A). ↩




[69]: GW 21: 194. ↩




[70]: GW 21: 208. ↩




[71]: Vgl. GW 21: 197. ↩




[72]: GW 21: 193. ↩




[73]: GW 21: 213. ↩




[74]: GW 21: 217. ↩




[75]: GW 21: 211. ↩




[76]: Vgl. GW 21: 221. ↩




[77]: GW 21: 234. ↩




[78]: GW 21: 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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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定量比率

成比例的直接者作为指数也是一个数目。但它除了数目的意义之外，还带有一种自为存在的意义。量作为外在性与质作为自身同一性的结合，明确地只对我们而言或在HL中成立，但对OL而言则不然。对于OL而言，这种结合必须通过定量比率自身展现出来。因此在OL中，起初仅仅成立的是：一个数目与另一个数目无论如何构成了一种固定的关联。然而，这种显要意义上的固定关联究竟意味着什么，在OL中尚未被阐明。对于HL而言显然的是，这种固定的关联恰恰就是质或自身同一性，它尽管有着数目的增减（量的外在性），却始终返回自身。

外在性与自身同一性结合的第一种形式是直接比率，在其中一个定量与另一个定量处于一种直接且固定的关系之中。[79] 其模型为：“
𝑦=𝑐⋅𝑥
”。自身同一性与外在性——黑格尔在关于直接比率的章节中再次将二者称为“单位”与“数额”——推动着定量比率。两者的统一体是指数，因为它既是一个沾染着外在性的数目，又是一个面对外在性（就数目的增减而言）保持与自身同一的自为存在。在逻辑发展的较早阶段——即关于定量……的章节中——这两个环节存在于同一个定量之中。在直接比率中，两者首先分立为不同的数目，这些数目可以通过变量 
𝑥
 与 
𝑦
 来标示，从而成立的是：如果 
𝑦
 作为单位被设定并发生变化，那么 
𝑥
 也必须按照相同的数额或该单位的相同倍数发生变化（反之亦然）。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数目始终只能扮演单位的角色或数额的角色。这种情况进一步反映在它们的关系中，该关系在指数——即常数 
𝑐
 ——中表现出来，并且既可以被视为单位，也可以被视为数额。[80] 例如，2 虽然是“
63=2
”，但指数 2 也可以与作为单位的 3 进行互换。指数表现为数额，从而也

对单位漠不关心。然而，指数应当是这两个环节的统一体，而不应与它们处于析取关系之中。换言之，直接比率中的指数仍然显示出某种不完满性。这种析取指向一种相互否定，这种否定在直接比率中最初仅以观念性的方式（idealiter）并仅在HL中存在，尚未显现出来。现在，这种析取关系作为直接比率的真实形态被阐明了。于是，反比率便显现出来。

反比率的模型是“
y=cx
”。在这一比率中，指数 
𝑐
 固然也是一个与比率的另一端（
𝑥
 与 
𝑦
 的变化）相区别的定量。但那一端的变化不再像在直接比率中那样对指数漠不关心，因为在直接比率中唯有单位是独立的。指数 
𝑐
 作为 
𝑥
 与 
𝑦
 的乘积，规定了它们变化的范围，因而是 
𝑥
 与 
𝑦
 的界限或否定。此外，
𝑥
 与 
𝑦
 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否定。如果 
𝑥
 作为单位增加，那么 
𝑦
 作为数额就必须依据同一指数而减少。它们的统一体就是指数，它不再摇摆于单位与数额之间，而是两者的统一体。

依照这些规定，这两个环节在指数之内相互限制，并且既然指数是它们的确定统一体，因而一者即是另一者的否定物；一者变小多少倍，另一者就变大多少倍，每一者之所以具有它的大小，仅在于它把另一者的大小加于自身，即另一者所欠缺的大小。每一者都以这种方式否定性地在另一者中持续自身；它作为数额有多少，它就在另一者身上作为数额扬弃多少，并且它之所以是其所是，仅仅是通过另一者在它身上所设定的否定或界限。[81]

换言之，指数作为单位与数额的界限，乃是它们质的彼岸。因此，指数似乎能够实现外在性与自为存在的结合。然而事实上，这被证实为一种谬误推论。恰恰由于指数的析取角色，这两个环节（单位与数额）在其功能上绝不能成为指数，而只能趋近于指数。如果 
𝑥
 或 
𝑦
 等于指数，那么 
𝑦
 或 
𝑥
 也同时“消逝”[82] 了。于是在这种趋近过程中便出现了一种新的恶无限。

然而换个角度看，
𝑥
 与 
𝑦
 的那种无限变化同时也表达了由指数所定义并与指数同一的固定比率。尽管 
𝑥
 与 
𝑦
 的无限变化代表了外在性的思想，但这种变化被指数 
𝑐
 绝对地限制了。关于分裂为 
𝑥
 与 
𝑦
 的指数之析取，
𝑥
 的变化（外在性）带来 
𝑦
 的变化，反之亦然。换言之，每一次变化都证实了汇总在指数之中的析取。因为数额带来了单位（反之亦然），所以反比率便发展为幂比率，在其中数额直接等于单位。

幂比率的模型实际上就是平方“
𝑎=𝑏²=𝑏⋅𝑏
”，在此单位带来了数额。换言之：数额实际上也是单位自身。因此，在以平方为例证的幂比率中，可以找到所寻求的单位与数额的统一体，在其中指数不再位于等式的另一侧。数额同时是单位，单位也同时是数额，从而这两个环节如今合而为一了。

在幂比率中情况正是如此，在此单位本身就是数额，同时又是与其自身作为单位相对立的数额。异在，即单位的数额，乃是单位自身。幂是一群单位的聚集，其中的每一个单位本身就是这一聚集。[83]

单位与数额可以发生改变，但它们的关系始终被规定为：一者通过自身规定另一者。定量在它的异在之中如此这般保持与自身同一，或者恰恰通过由自身造成的差异而关联于自身。定量的质的规定由此最终得以实现。但是，一旦这种规定得以实现，定量就会过渡到它的否定即质之中。因此，关于定量的这种否定，幂比率也是一个定在。[84] 数学的直接者再次过渡到质的或感性的直接者之中，因为数学的直接者在终点处发现自己并非直接者，而是沾染着质。但需要提醒的是，量从其开端起恰恰就是被扬弃的质。换言之，单纯过渡到质的直接者之中乃是徒劳无功的。因此，在

关于幂比率这一小节的末尾出现了“双重过渡”[85]。对于作为直接实在论的OL而言，仅剩下唯一的出路，即一种作为质的直接者与数学的直接者的统一体的直接者。这种新的直接者便是合度量的直接者，在其中感性感受质被数学地观念化了。

𝐿_{D}ₐₛ_{ }ₘₐ_{ß}
 （被设定的定量比率）= 量与质的统一体

依照思辨方法，从定量比率向度量的过渡可以总结如下。知性环节首先从直接比率出发，在其中，固定的定量比率作为规定性或质，通过作为被除数与除数的其他数目被表达出来。然而，直接比率通过辩证环节被进一步思考，因为辩证环节表明，被除数与除数由于其漠不相干的变化而仅属于量，而两者的商则通过指数在质的意义上被确立下来。由于不能给量与质指派相同的角色，且定量比率关于成为定质的定量比率的主张不再能够维持，因此直接比率被否定了。着眼于知性环节，这种“失败”导致反比率被把握，在反比率中指数是通过两个数目的相乘而产生的。尽管这两个数目的变化与相互否定被指数所限制，但通过辩证环节可以阐明的是：数目的漠不相干的变化并不具有定量比率所要求的质，反而毋宁呈现出定量的外在性。于是发生了一种纠正：反比率转变为幂比率，因为量的变化同时也就是质的变化。

鉴于通过幂比率所阐明的从量向质的过渡，辩证环节阻止了知性环节再次将质视为真实的，因为前者提醒后者：量恰恰就是质的被扬弃者。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思辨环节，在此环节中指出了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发生了从质向量的双重过渡以及相反的过渡。知性环节



接纳了这一作为度量的新过程，在其中量的变化必须被限制在某种质的范围之内。

[79]: Vgl. GW 21: 311f. ↩




[80]: Vgl. GW 21: 313. ↩




[81]: GW 21: 315. ↩




[82]: GW 21: 316. ↩




[83]: GW 21: 318. ↩




[84]: Vgl. GW 21: 320. ↩




[85]: GW 21: 320.\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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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度量

1.3.1 特殊的量

合度量的[86]直接者通过其对质的直接者与量的直接者的整合，使自身合格于作为直接实在论的新直接者。因此，这样一种直接度量具有双重品格，并通过量化来标示一种质。这本身（per se）给人一种印象：质的变化可以被还原为量的单纯渐变。然而，黑格尔坚持认为量的变化与质的变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还原的差别。[87]

黑格尔对此的论证出发自古老的谷堆悖论或堆垛悖论，该悖论在当代哲学话语中以模糊性问题的面貌被讨论。在堆垛悖论中，由许多谷粒组成的谷堆直观上是根据量来定义的。但谷堆的谓词或概念却是一个模糊概念。因为谷粒与谷堆之间的界限是不确定的，因为在客观上无法明确确定究竟从多少颗谷粒起可以被称为一个谷堆。该悖论的特点在于：在这一不确定的累积进程中，在某一时刻会出现人们可以称之为谷堆的东西，但这种出现显然无法通过连续且量上可数计的累积来解释。反过来，在逐渐拿走谷粒时，也无法解释一个谷堆究竟何时不再是谷堆。对于黑格尔而言，这种悖论的根源在于对对象的纯粹量的把握。

作为结果呈现出来的窘境与矛盾，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诡辩之物，仿佛这种矛盾是一种虚假的假象。谬误乃是由被假定的对方即我们的日常意识所犯下的，即仅仅将量视为一种漠不相干的界限，也就是恰恰在量的确定意义上来把握量。[88]

在黑格尔看来，每一种质都必须拥有一种可量化的界限，黑格尔称之为“规则”。为了避免模糊性问题，在OL中合度量的直接者必须被修正为特殊的合度量直接者。借助这一改变，OL也拥有了一个直接度量，但这不再是模糊的，而是确定的。

确定却直接的度量之例证繁多而丰富，例如充当长度度量的人类平均脚长（英尺）。但在特殊的度量中，量的环节与质的环节之间的差别再次表现为：在特定范围内，质对量的变化表现出漠不关心。因此在标准条件下，水温在 0 到 100°C 之间变化时，水的聚集状态并不改变。然而一旦超出这一界限，液态水就会变成水蒸气或冰。因此，0 和 100 是对水具有特殊意义的数目。

界限充当了量与质之间转变关系的规则。这种规则首先是任意的，例如可以用长度单位“英尺”来说明。尽管如此，事物在发生量的变化时相对于度量标准仍保持稳定（参见水温的变化）。类似于内包大小与外延大小的关系，规则构成了每一事物的内在度量。对于每一个稳定的物理状态，都存在相应的量化，这种量化可以通过数学公式表达出来，以便清晰地确定这一状态的界限。根据量的小节中质通过幂比率表达出来的结论，黑格尔在度量章的小节“特殊化的度量”中再次使用“这种比率的指数”[89]来确定直接度量的界限。

通过不同量之间的这种量化比率，不同的质被相互联结在一起，例如温度的定量比率与各个物体的相应不同热容之间的关系。[90] 因此，定量不仅是一种无关紧要的规定性，而且也是物体特殊化的保证。相应地，质并非一种摆脱了量的定在，而是一种通过幂比率受到合度量控制的质。基于度量的这种发展，

定量的变化不再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变化，而是一种质的变化，并因而是一种实在的变化。

由于每一个定量都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质，定量作为均质的因素将所有不同的质联结起来，宛如在数轴上一样。这恰恰就是数学化科学的理想。在OL的这一进一步发展中，度量不再是一种将外在定量与质相联系的特殊关系，而是“两种质彼此之间内在的量的表现”[91]。正如前文所述，既然幂比率是将定量转化为质的唯一胜任的方式，那么在量的基础上思考质的变化的度量比率，就是基于高等数学的。

但真正的变化是定量作为定量自身的变化；按此理解，这便构成了高等数学中变量的耐人寻味的规定；在此不可停留于一般可变性的形式层面，也不可引入概念的单纯规定以外的规定，依照概念的单纯规定，定量的他者仅仅是质的东西。因此，实在变量的真正规定在于：它是在质上被规定的变量，从而如前文充分阐明的那样，是通过幂比率而被规定的变量；在这一变量中被设定的是：定量不作为其自身而有效，而是按照其对他而言相异的规定即质的规定而有效。[92]

通过幂比率，定量的变化获得了一种质的意义。从思想史上讲，这一阶段代表了近代数学与物理学的成功结合，即世界的数学化，度量由此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心目中所想的是伽利略、开普勒与牛顿。[93]

类似于定量中的内涵与外延，度量变化的算术级数应当是外延（数额），而相应的质的（单位）变化应当是内涵。每一个度量在高等数学中都有相应的表达式。由于某些质（如空间与时间）鉴于其度量单位（如英尺与秒）仍属于直接度量，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它们似乎不适合完满地实现度量。对此黑格尔给出了三个例子，即匀速运动定律（
𝑠=𝑣𝑡
），

伽利略的重物下落匀加速运动定律（
𝑠=𝑔𝑡²
）以及开普勒第三定律（
𝑠³=𝑎𝑡²
）。[94]

黑格尔认为，为了完满地实现度量，内涵应当是一个固定的“幂比率”[95]，它调控着量的漠不相干的变化，并且作为调控本身唯独是质。这一要求在匀速运动定律中完全未被满足，在自由落体定律中也仅部分满足。唯有在开普勒第三定律中，两个变量（空间与时间）才通过其自身的幂比率被确立为规则的指数（内涵或质）。随着通过此类等式使一个度量转变为作为度量比率的另一度量，度量的否定性自身同一性也在这一转变进程中潜在地呈现出来。因为向另一度量的转变恰恰就是对前一度量的否定，但其结果却又是一个度量。这样一来，度量便以否定性的方式关联于自身。因此，这一新度量是通过固定的、规则的幂比率所中介的，在其中度量获得了它的自为存在。但这如同此前一样，再次仅仅对HL成立，对OL尚不成立。

在度量变化的这一进程中，直接的或经验上被规定的质（如空间或时间）首先被另一种量的度量比率（例如速度 
𝑠=𝑣𝑡
）所否定，但同时作为通过幂比率确立起来的指数（例如在开普勒第三定律中）得以恢复。这不仅适用于质的思想，而且也适用于量的思想。伴随着直接质（例如英尺作为空间单位，秒作为时间单位）的直接量（例如英尺或秒），也被等式中作为指数出现的质（特殊的量）所否定，并同时在后者的量的形式中得以恢复。因此，这一指数作为直接度量的回归，乃是一种自为存在，或直接度量的否定性自身指涉性。

黑格尔将这种作为度量的否定性自身同一性的自为存在称为实在度量。对于OL而言，实在度量乃是真正的、合度量的直接者，因为高等数学中的特殊化度量通过其他特殊化度量被中介，因而不再具备直接者的资格。因此，实在度量为OL提供了实在性的自然科学基础，因为感性被给予者作为具有各种不同质的某物，在空间与时间中通过高等数学被重建为科学主义的直接者。

这种否定性统一体是实在的自为存在，是一个某物的范畴，作为处于度量比率中的质的统一体；是一种完全的独立性。直接地，作为两种不同比率而产生的这两者，也给出了双重的定在；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样一个独立整体作为一般的自为存在着的东西，同时是在自身内部向相区别的独立者的排斥，这些独立者的质的本性与持存（物质性）就在于它们的度量规定性之中。[96]
这反映了当时针对一般事物的物理学立场（力学），亦即例如由万有引力所决定的事物重量，以及作为事物在理论上所占据之观念性空间的事物体积。唯有通过这种数学的度量规定，一个事物或一种物质才得以实在化。因此，实在度量或独立度量构成了直接科学实在论的基础。
𝐿ᵥₑᵣₕ_{ä}ₗₜₙᵢₛ_{ }ₛₑₗ_{b}ₛₜₛₜ_{ä}ₙ_{d}ᵢ_{g}ₑᵣ_{ }ₘₐ_{ß}ₑ（被设定的直接度量）=

通过幂比率而具体化的诸质
着眼于思辨方法，从直接度量向实在度量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度量首先被知性环节直接把握，仿佛一切事物——例如一堆谷粒——都是可以在量上被测定的。针对模糊性（Vagheit）问题，辩证环节切入其中，并要求为事物的量变提供一种特定规则。若知性环节采纳了一种特定规则，辩证环节便“骤然爆发”并指出：该规则仅仅是任意地取自经验，而非依照唯有凭借它才能合法产生度量的幂比率而被中介。照此看来，知性环节固执于通过幂比率而得以中介的实在度量。

[96]: GW 21: 344. ↩



[86]: 在下文中我对“合度量”的理解是：“符合一个度量”。 ↩




[87]: Vgl. GW 21: 331-332. ↩




[88]: GW 21: 332. ↩




[89]: GW 21: 334. ↩




[90]: Vgl. GW 21: 335f. ↩




[91]: GW 21: 337. ↩




[92]: GW 21: 337f. ↩




[93]: Vgl. GW 21: 339ff. ↩




[94]: Vgl. GW 21: 339. ↩




[95]: GW 21: 337f.\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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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独立度量的关系

通过世界的数学化，特定度量被具体化为一个具体事物的实在度量，例如这一度量由作为其“在自身内存在”的重量与作为“这种在自身内存在的外在性”[97]的体积所进一步规定。二者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质。它们既非如定在中的太阳红那样的感性感受质（Qualia），亦非如本质逻辑中水是 H2O 那样的本质属性，而是一个事物的一般的物理学质。这两种质的比率 
(ρ=mv)
 构成了

一个事物的密度（“物质性某物的质的本性”[98]）。唯有在密度中，某物才能与他物区分开来或被规定。例如黄金的密度是 
19.3×10³ kg/m³
 ，而水的密度是 
1.0×10³ kg/m³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密度或指数 
𝜌
 称为“特定的自在被规定存在，某物的内在特有度量”[99]。如此一来，科学主义的直接者便成为直接实在论的新直接者。每个某物都被定义为直接的或独立的物质，它通过一种度量比率而在量上被表达出来。

密度就是这样一种质，它作为其他质的度量而发挥作用，并且由另外两种质（重量与体积）所规定，其中每一种质又都可以是一个度量。由于指数（
𝜌
）直接看来也是一个量（Quantum），它便进一步与其他事物处于量性关系之中，而这些事物又分别由另一个特定的指数所代表（参见黄金与水的例子）。关于这种量性关系，物质也面临着改变。

由于每种物质都具有作为（qua）其质的内在度量，这种改变同时也是度量的改变。在改变中，一个度量与另一个度量结合起来，两者被带入一个新的统一体中，而这个统一体本身（per se）又是一个度量。鉴于这一统一体的量性特征（漠不相关/无差别），两种原先存在的物质或度量在这一新度量中被中和了。中和在此语境中指涉所有三个指数的均质与量的特征。这构成了度量的自为存在或度量的再生产的基础。着眼于这种改变，物理学上的被给予者被证明并非直接的，而是通过它与其他物理学被给予者的共同量化而被中介的。

在OL（对象逻辑）中，人们可以针对物理学被给予者的中介性提出一个反驳：即它作为（qua）密度而言尚非科学主义直接者的完备形式。它与其他物质的改变必须被视为一个独立直接者的显现。既然一种物质相对于其他不同物质也表现出不同的关系，那么着眼于它与其他不同物质的度量比率，从它的视角来看，它就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的度量比率，这些比率的指数作为该序列中的不同点而位于一条刻度线上。每一个指数序列都构成了



一种独立物质（化学元素）的完备形式，例如镁（Mg）或氧（O）。从一种物质的视角来看，这一度量比率序列就是完全的、科学主义的直接者。物理学的直接者由此转化为化学的直接者。

真正说来，独立者是通过它作为假定的单位与其他的这种独立者所构成的指数的特有序列而区别开来的，因为另一个独立者同样与完全相同的那些独立者发生关系并被当作单位时，便形成了另一个序列。——这样一种序列在自身内部的比率，现在构成了独立者的质。[100]

例如若将 8g 设定为氧的标准度量，通过氧与其他不同物质的化学化合物中的化学计量质量比，就能获得一系列指数（当量），[101] 凭借它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测定氧。例如为了获得氧（标准度量 8g）与镁之间的化合物，需要 12.2g 镁。唯当两个元素在其结合中产生第三者时，化学化合物才得以实现。由于这第三者与那两个元素具有相区别的亲和性，人们便能够根据这种区别性来测定不同元素相互之间的亲和性。

这反映了当时的化学亲和力表。[102] 为了将两种物质相互比较或定量测定它们彼此之间的反应性，两个序列的指数之间的比率必须是一个“常数比率”[103]。由此二者能够具有一个共同的单位。每种物质通过这种常数比率再次与其他物质发生中和。在化学中，这种中和产物被称为“盐”。根据那种中和亲和性的不同程度，物质又被归入作为新统一体意义上的不同类别之下。例如，某种酸与某种碱的联系比其他酸与这种碱的联系更为紧密。[104] 如此它们便具有了不同的亲和性。新的类别因此就是对诸物质的否定。鉴于化学物质作为（qua）完全的独立者已经是对物理学物质的否定，

那些作为（qua）亲和性的新类别便构成了双重否定的结果。

因此，它们的这种质的统一体是自为存在的排他性统一体。这些指数起初彼此之间只是比较数值，唯有在排他性的环节中才获得它们彼此之间真正特定的规定性，它们的区别因而同时具有了质的本性。但它奠基在量的东西之上：独立者首先仅仅因为在这一关系中同时是漠不相关的，才与它的质的另一方面的多数者发生关系；其次，中性关系唯有通过其中所包含的量性，才不仅是改变，而且被设定为否定的否定和排他性的统一体。由此，一个独立者与另一方面的多数者的亲和性便不再是一种漠不相关的关系，而是一种选择性亲和。[105]

选择性亲和与单纯亲和性的区别，在于质与量之间的区别。单纯亲和性仅仅通过“比较数值”展现出来，亦即基于一种纯粹量的视角。相反，选择性亲和则通过所谓的“排他性统一体”显现出来。黑格尔的要旨十分明确：建立在纯粹量化之上的选择性亲和是不可还原的。（在度量论的开端，即在模糊性问题上，黑格尔就已经表达过同样的要旨。）化学的直接者现在更新为选择性亲和。

尽管每一种选择性亲和都是一种排他者，但就其量的方面而言，一者可以与另一者发生中和。通过这样的化学过程，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化合物或复合物，作为那种中和的产物。每一种产物在量的中和过程中都失去了其特殊性，但该过程的结果却是一种作为对这种量变之否定的新物质。因此，这是基于完全同一的量的中性而在质与量之间发生的恒常交替。如此，所有的复合物便构成了一条刻度线，黑格尔将其称为节点线。

在这条线上，某个某物的每一个度量（作为化学式的复合物）依其质的方面而言，都在这条被黑格尔称为“基质”[106]的线上构成了一个节点（一次飞跃）。鉴于量的方面（渐进性），每一个作为（qua）复合物的节点与其他度量的区别仅仅在于一种量的差异。[107]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度量内部的质与

量的区别，便转化为节点线中飞跃与渐进性的区别，例如水随不同温度而呈现出的各种不同物理状态（聚集态、可滴落的液体、弹性流体等）。这种区别构成了诸度量的质的规定性与量的度量比率之间的交替。这一交替的过程，就是一个度量获得其质的规定并通过量变再次成为“无度量者”[108]的过程。

通过这种方式，那种交替塑造了特定度量的无限性。既然度量起初是量与质的统一，那么特定度量的这种无限性同时也就是质的无限性与量的无限性的统一。质的无限性的本质特征是从一个有限者向另一个有限者的直接过渡或转变，而量的无限性的本质特征则是彼此漠不相关之量的连续性。因此，特定度量的无限性既是不同度量之间的直接转变（飞跃），也是量的度量比率之连续性（渐进性）内部的过渡。伴随着这一思维构型，度量的无限性便为OL（对象逻辑）设定了下来。

类比于质的思维与量的思维，人们预期通过这种无限性，度量的真正自为存在将作为思维规定而成为主题。黑格尔将作为（qua）诸度量的质的规定性与量的度量比率之间的那种交替的度量自为存在，称为“真正持存的、独立的物质、事情”[109]，即作为基质的存在，这一基质作为（qua）未变者而与那些奠基在它之上的度量分离开来。因为节点线本身并不改变。它对飞跃与渐进性保持漠不相关。所有度量由此都被贬降为该基质的诸状态，而度量则再次复归为其质的同一性。

在独立度量比率的序列中，序列的片面项是直接的质的某物（例如比重，或者化学物质如碱性物质或钾盐物质、酸性物质等），然后它们的中和产物（——在此亦应理解为具有不同比重之物质的化合物——）则是独立的且自身排他的度量比率，是彼此漠不相关的自为存在之定在的全体。现在，这些比率仅仅被规定为

完全同一之基质的节点。由此，诸度量以及借此设定的独立性都被贬降为状态。改变仅仅是一个状态的变化，而过渡者则被设定为在其中保持为同一者。[110]

黑格尔用“基质”（Substrat）这一术语指涉亚里士多德的“ὑποκείμενον”（在下奠基之物），其字面意思是“在下（前）奠基之物”。作为（qua）节点线的无度量者乃是一个在下奠基之物，它不受具体度量改变的干扰。亚里士多德使用该词来解释改变。苏格拉底即为一例，他的白皙肤色因日光浴而变黑。尽管在这一例子中他的肤色发生了改变，苏格拉底作为（qua）“在下奠基之物”依然保持同一，因为改变需要一个参照系统。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在下奠基之物恰恰扮演了参照系统的角色。就逻辑结构而言，黑格尔那里的节点线同样充当了参照系统。

面对绝对的、漠不相关的节点线，OL（对象逻辑）中的科学主义直接者必须被放弃，因为它始终在质的规定性与诸度量的量的度量比率之间的那种交替中被中介。与此同时，对OL而言，作为（qua）基质的无差别节点线依然留存下来。由于基质对质的改变与量的改变具有无差别性/漠不相关性，在OL看来它似乎是直接者的理想候选者。对于我们或HL（背景逻辑）而言，基质恰恰就是作为（qua）质与量之间的中介的那种交替。但这在OL中尚未被设定出来。在OL中，质与量的交替与其基质仍被区分开来。没有质与量之交替的基质，被黑格尔称为“绝对无差别”[111]。绝对无差别是存在论逻辑中完全展开的存在。在纯存在那里，无规定性还是一种假定的规定。绝对无差别则通过迄今为止的进展而得到了阐明。因此，存在论逻辑的整个展开过程表现为向存在的复归。存在作为（qua）直接性因而似乎成了最终真理。通过这种方式，OL将绝对无差别设定为最后的、绝对的直接者。

𝐿_{D}ᵢₑ_{ }ₐ_{b}ₛₒₗᵤₜₑ_{ }ᵢₙ_{d}ᵢ_{f}{f}ₑᵣₑₙ{z}（被设定的科学主义直接者）=

独立于质与量的规定性的基质。

着眼于思辨方法，从实在度量向绝对无差别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关于知性环节对实在度量的固执，辩证环节提醒道：实在度量是因幂比率的量性特征而产生的，而通过量变它会变成另一个度量。换言之：量变同时也伴随着度量的改变。即便奠基在幂比率之上的实在度量，也面临着量变。度量的改变通过这种方式类似于一条节点线，在其上每一个度量看起来都像一个节点。结果，每一个度量都会随着量变而失去其规定性。着眼于辩证环节，这种改变“汇入”一个无度量的过程之中。由于知性环节无法理解无度量之中的度量，思辨环节便指出了过程本身，该过程自身对度量与无度量的区别保持漠不相关，并且仅仅关联于自身。知性环节通过固执于绝对无差别，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思维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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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1.3.3 本质的生成

绝对无差别首先是一种“单纯的秩序，尚且完全外在的统一体”，在其中“仅仅存在着外在的量性规定”。[112] 这种秩序是由如同数轴上的点一般的各种不同度量比率所构成的，在其上每一个度量仅仅是一个状态。只要这种秩序是对存在的所有先行规定（度量、从而也是质与量）进行否定的结果，它就可以用形容词“绝对的”[113]来标示。黑格尔在此将绝对的含义等同于无可替代性。

绝对无差别或“漠不相关”[114]是存在论逻辑中存在的真正形式。纯存在是这个不具有任何规定性的“光秃秃”且毫无内容的基质的起点。然而，作为（qua）绝对无差别的绝对直接者与开端处作为（qua）假定直接者的存在之区别在于：它是存在论逻辑展开的结果，后者从质出发，过渡到量，并终结于度量。与开端处的抽象存在相比，绝对直接者现在乃是一个具体者。然而，绝对直接者真的是直接的吗？或者它是否面临着与其所有

前相继者相同的命运？黑格尔的回答是“否”。他的论证策略建立在度量比率与量的反比率的类比之上。

由于被贬降为状态的度量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量性比率而奠基在基质（绝对无差别）之上，这些状态之间的区别因而也是一个度量。鉴于两种状态之间的量性比率，这一度量首先是一个量的比率。随着基质作为（qua）所有状态的总集而充当上限，这种度量比率首先是一个反比率，因为基质作为（qua）上限将度量比率规定为析取。析取构成了反比率的核心。然而，这一反比率与在量的比率中所出现的反比率的区别在于：这里反比率的两方面代表着实在的物质，而此前的那种反比率仅仅是形式上（亦即仅仅为了数字本身或纯数学的、缺乏科学主义意义）被规定的。既然每一个度量也指示着一种质，那么每一个度量的环节同样也是质。因此，在物理学方程中，离心力与向心力不仅作为纯粹的量，而且也作为两种质上实在的力发挥作用。

通过反比率，两种科学主义物质（质）在一个统一体（例如一般的力）中相互扬弃。在析取与反比率的背景下，若一者增加，另一者便会减少。换言之，每一种质都可以借助析取来规定另一种质，并通过这种方式自身与其对立的质构成一个统一体。例如若整个力的总和为 12，而向心力为 3，那么根据反比率，作为反作用力的离心力将是 4。因此，每一种质本身单独就构成了一个反比率，并从而构成了它自身与其对立质的统一体：“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由于每一种质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持存于其肯定方面，而且通过那种反比率也持存于其否定方面（其对立质），因此在原则上一门质及其肯定与否定方面就已经足以描述这两种质。

正因如此，设定另一种质似乎是冗余的。第二种质实际上只是第一种质的一个反向的、量的变量。鉴于量，两种质作为（qua）科学主义物质是无差别的。换言之，被自然科学假定为实在实体或物质的两种质之间的差异，被还原为一种质内部的

量的无差别。如此一来，两种质之间的那种质的区别便再次复归为量的无差别。两种质之间的区别，如同一般的度量比率一样，仅仅基于中性的量（Quantum）。

如果两种质都是独立的，——例如被看作彼此独立的感性物质，那么无差别的整个规定性便会分崩离析；它们的统一与全体将成为空洞的名字。但相反，它们同时被这样规定：它们被包含在一个统一体中，它们是不可分离的，各自仅仅在对另一方的这种单一的质的关系中才具有意义与实在性。然而正因如此，既然它们的量完全具有这种质的本性，那么每一方就仅仅与另一方达到同样广的范围。[115]

在这样一种量的无差别中，哪一部分属于某种质而哪一部分不属于，取决于一种外在的视角。正因如此，绝对无差别的差异并非内在地由其自身给出，而是从外部被接纳的。鉴于这种外在性，黑格尔从思想史视角亦将绝对无差别视为“斯宾诺莎实体的基本规定”[116]，这一规定后来将在本质论逻辑中的“实体性”范畴下被再次探讨。人们可以将其视为对唯理论实在论的一种提前进行的扬弃。然而在此处，绝对无差别仅仅在感性、亦即感性被给予者的语境中发挥作用，尽管感性被给予者作为（qua）直接者在度量论语境中具有一种科学主义的涵义。

对无差别的阐释始于量的无差别，并通向质的区别。若随后固执于这种质的区别，质的区别便又复归为那种量的无差别。通过这种方式，“全面的矛盾”[117]便登场了。

对HL（背景逻辑）而言，全面的矛盾实际上从一开始就由度量作为质与量的统一的本性所决定。然而，唯有通过OL（对象逻辑）的深入展开，这一真理才得以阐明。通过这种全面的矛盾，存在（漠不相关的基质）展现为纯粹的自身中介或与其相异者的关联。



无差别事实上所是的，就是单纯的且无限的否定性自身关联，是它自身与其自身的不相容性，是它自身从自身排斥开来。规定与被规定并非过渡，亦非外在的改变，亦非诸规定在它身上的显现，而是它特有的自身关联，这一自身关联是它自身、它的自在存在的否定性。[118]

作为（qua）自指否定性的全面的矛盾，不再表现为一种被预设的直接性（作为这样的开端，即作为[ qua ]最初的理论输入），而是表现为一种与异在相融合的中介。作为（qua）直接实在论之理想的绝对直接性由此被扬弃。最初被接纳的被给予者仅仅是否定（作为[ qua ]想要纯粹思维之决断的抽象）的结果，并因而是一个被中介者。这种作为被扬弃之存在的中介，就是本质。整个感性实在并非真正的实在，因为真正的实在乃是隐藏在感性被给予者“背后”的本质。因此，实在是不可直接把握的，而只能被间接把握。与此相应的形而上学立场就是所谓的间接实在论，或者就本质而言的本质主义。

由此，一般的存在以及相区别之诸规定性的存在或直接性，正如自在存在一样消失了，统一体是存在，是直接被预设的全体，以至于它唯有通过对这一预设的扬弃所中介，才是这种单纯的自身关系，而这种被预设状态和直接存在本身仅仅是它的排斥的一个环节，原初的独立性与自身同一性仅仅作为生成的结果、无限的自身汇合而存在；——存在就这样被规定为本质，存在作为通过扬弃存在而达到的与自身的单纯同在。[119]

𝐿_{D}ₐₛ_{ }_{W}ₑₛₑₙ（被设定的存在）= 被否定的存在

遵循思辨方法，从绝对无差别向本质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作为度量思维之后果的绝对无差别，首先仍被知性环节视为一种量的比率。由于绝对无差别包容并限制了所有可能的度量——如同整体包容其部分——它自身便不再是一个度量，并且依其自身（eo ipso）被思考为与度量成反比率的关系。辩证环节攻击了对绝对无差别的这种片面理解，它借助无度量之

“学说”来质疑度量之间的区别，而反比率正是奠基在这种区别之上的。对辩证环节而言，质的区别总是可以被还原为一种漠不相关的量。若知性环节固执于量，辩证环节便反过来提醒它：量（Quantum）在其与其他量的关系中达到了其外在的质。在从度量视角出发的这种量与质之间的摇摆振荡中，思辨环节将这种振荡过程本身指明为无规定的存在。通过质与量之间的否定性运动，无规定的存在可以被理解为纯粹的中介亦即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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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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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作为在自身中反思的本质




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2.1.1 假象

在本质论中展开了对间接实在论或本质主义的批判。人们通常将本质主义理解为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立场：直接被给予者并非真正的实在，而是通过我们的感官和意识所中介的实在之摹本。因此，作为（qua）隐匿之物（本质）的真正实在，仅仅存在于直接被给予者的“背后”。类似于直接实在论的概念内容被黑格尔规定为直接性或存在，黑格尔将本质主义的概念内容概括为中介或本质。对于对象逻辑（OL）而言，被视为实在的不再是直接性，而是中介。对象逻辑（OL）首先假定，中介绝对独立于直接性。

本质是被扬弃的存在。它是与自身的单纯平等，但这只是就它是对整个存在领域的否定而言的。因此，本质具有同它相对立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是本质由以生成的直接性，并且这种直接性在这一扬弃中被保存和维持了下来。[1]

本质的逻辑规定唯有在与对存在的否定发生关联时才出现。因为本质是就对存在的否定而言出现的，所以它同存在论的所有规定一样，似乎仅仅是第一重或直接否定（存在论中的否定形式）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本质与被否定的存在也满足了定在之逻辑结构的要求，即实在性与否定的统一。本质（作为[qua]实在性）首先是本质之物，而存在（作为[qua]否定）则是非本质之物。

由于本质与被扬弃的存在二者都处于否定性关系之中，因此每一方都是二者的统一。每一方在其逻辑结构中都携带着它的他者。本质唯有在与被扬弃之存在的关联中才能维持自身，因为被扬弃的存在指涉本质。没有被扬弃的存在，本质就不会产生。反过来，



被扬弃的存在也唯有在与本质的关联中才是一个被扬弃者。二者都无法从其否定性关联项中抽离。存在与本质各自再次满足了定在的逻辑结构。二者由此皆为定在。本质之物与非本质之物之间的差异因此也被抹平了。二者是相等的，就此而言再次满足了某物的逻辑结构。究竟何者是本质的、何者是非本质的，如今完全是漠不相关的，正如在某物与他者的情况下那样。根据不同的考量角度，每一方既可以是本质之物，也可以是非本质之物。[2]

倘若对象逻辑（OL）如此展开，它诚然就会再次跌落回定在之中，并且不得不再次经历存在论的同一个进程。但这违背了对象逻辑（OL）作为绝对中介的形而上学诉求。按照对象逻辑在存在论中的展开进程，导致这种重复的原因在于重复出现的否定形式，即存在论的直接否定。就这种否定形式而言，当某个某物（例如本质之物）被否定时，应当产生一个他者（例如非本质之物），亦即 
¬(𝐴)→¬𝐴
。然而本质却来自对存在论所有规定的全面否定。因此，对象逻辑（OL）如今必须具有一种新型的否定。

这种新型的否定应当保证：它既是对某物的否定，也是对某物之否定的否定（对该他者的否定），即黑格尔所说的“存在的绝对否定性”。[3] 唯有通过这种新型的否定，才能避免重走存在论的老路。由于直接否定本身（per se）应当被否定，因此通向否定性关联项的那种导向必须首先被截停，然后再折回自身。因此，存在论的线性否定（
¬(𝐴)→¬𝐴
, 
¬(¬𝐴)→𝐴
）现在转变为了循环否定（
¬𝐴↔𝐴
）。黑格尔借鉴了在镜子中被反射的光线，将这种新型的否定称为“反思”[4]，即一种反照/折射。据此，一个否定的两个关系项（Relata）并非分别孤立地或以二位形式（如本质之物与非本质之物）被考察，而是通过一个单一表达式结合在一起被考察。鉴于这一考量，存在不应被称为非本质之物，而应被称为“非本质/异化之象”、“假象”。[5]

为何“假象”这一概念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循环否定？首先，假象在其自身关系中指明了自身的虚无性。这是第一重或直接的否定。通过这种自身关系

或者对假象的否定，其次暗示了假象的否定性关联项，即本质。这是从自身关系向外在关系（指涉他者）的转化。在指明外在关系之前，重复的仅仅是存在论的进程（某物-他者）。关键在于第三步：若无对假象的指涉，就无法产生本质的任何概念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本质恰恰也依赖于假象。没有假象，本质就不能作为本质被思考。假象作为本质的前映（显映），提供了通向本质的指涉。在此背景下，本质再次被否定，假象由此重新被揭示出来。正如镜中的光线折射并因而返回自身一样，假象对本质的外在关系也折回自身作为（qua）自身关系。事实上，假象的自身关系唯有通过其对本质的外在关系才得以完全建构起来。因此，与存在论不同，假象表现为一种双重的、然而却是循环的否定性，其直接性并非完全通过他者、而是部分地通过自身建立起来的。

可以预见的是，在概念论中直接性将纯粹通过自身建立起来。如今对象逻辑（OL）意识到，逻辑学开端的直接性（纯存在）实际上正是假象，或者说是其自身循环否定的结果，黑格尔现在将其称为“反思过的直接性”。[6] 既然假象是一种循环否定，它就没有与本质区别开来。二者是同一个东西。如果从本质出发，它就包含着作为（qua）结论的同一种循环否定性（本质 → 假象 → 本质）。这种与直接性同一的循环否定性，恰恰就是本质。

这种与直接性同一的否定性，以及这种与否定性同一的直接性，就是本质。因此，假象就是本质自身，然而却是在一种规定性中的本质，但这规定性仅仅是本质的环节；而本质则是它在自身内部的闪现。[7]

本质自身因而生产出假象（作为它在其自身内部的闪现）。规定性的逻辑结构是直接否定，背景逻辑（HL）在定在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只要存在是通过作为（qua）思维之直接否定的极大抽象产生的，存在恰恰就是一种规定性。由于存在作为（qua）规定性在存在论的末尾被揭露为假象，它作为（qua）规定性的状态便被否定了（第二重否定）。面对这第二重否定，思维由此返回

自身。存在即是思维自我否定的结果。黑格尔认为，思维作为（qua）从其规定性中的返回，恰恰构成了反思的基本思维形态。

本质是反思；是在自身内部保持自身的生成和过渡的运动；在其中，被区分者纯全仅仅被规定为自在的否定物，规定为假象。——在存在的生成中，存在作为基础构成规定性的根据，而规定性是对他者的关系。相反，反思的运动则是作为自在否定的他者，它唯有作为与自身相关的否定才具有存在。或者说，由于这种与自身的关系恰恰就是对否定的这种否定，因而否定作为否定便现存着，作为一种在自身被否定状态中拥有其存在的东西，作为假象。因此，这里的他者并不是带有否定或界限的存在，而是带有否定的否定。然而，与这一他者相对立的第一者，即直接者或存在，仅仅否定与自身的这种同一性本身，即被否定的否定，绝对的否定性。因此，这种与自身的同一性或直接性并不是由之出发并过渡到其否定中的一个第一者；它也不是通过反思而在其间运动的一个存在着的基质；相反，直接性仅仅是这种运动本身。[8]

因此，存在论之直接否定的结果仍保留了一种实在性，但这种实在性在本质论中被废除了。因此，作为（qua）否定的废除与直接否定重合在一起。这种相继的否定运动构成了否定的自指性。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实在性也被改变了。它实际上是自指否定性的副产品。凡是实在之物，实际上都属于反思（中介）。由此，本质主义获得了绝对中介的新候选者，这种绝对中介独立于“存在”这一副产品。

𝐿ᵣₑ_{f}ₗₑₓᵢₒₙ
（被设定的本质）= 从被设定存在中返回

设定的反思

存在作为（qua）自指否定性的副产品，如今被对象逻辑（OL）视作“被设定存在”。[9] 存在是通过反思而被设定的。只要它不是独立自主者，而是被设定者，它就不具有实在性。换言之：着眼于其非独立性，它并不是关系的一个关系项（Relatum），而是没有关系项的关系（“纯粹的关系，没有相关联者”[10]）。从存在向本质的进程，恰恰就是作为（qua）

反思向自身的返回。鉴于存在的这种被设定性，反思首先是设定的反思。被设定存在充当了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思维返回自身的一个内省提示。

既然被设定存在（直接性）的功能在于反思的返回，反思便在设定直接者之前设定了自身的返回。换言之：鉴于反思设定的单一性，这两种设定实际上是同一个设定。因此黑格尔有理由将这种设定同时称为“预先设定”[预设]。[11] 反思以此方式实际上是一个循环。为了在自身内部反思，它必须否定自身，并由此设定一种直接性。通过设定本身（per se）作为一个否定物的直接性，它才能作为（qua）循环否定或反思返回自身。那种虚无的直接性充当了返回的前提。设定同时也是预先设定，而预先设定也就是设定。否定的自指性恰恰要求走入自身之外或否定自身，然而通过这种走入自身之外，否定却返回到了自身。

但若像存在论的直接否定形式所蕴含的那样，严格对待反思的自我否定（对他者的设定），那么反思自我否定的结果（作为[qua]被设定存在/直接性），就仍然与一般的反思（中介）相区别。因为按照否定的含义，被设定存在恰恰应当是反思的对立面或异己物。在这个意义上，反思也表现为外在的反思，它开始从作为反思之对立面或异己物的被设定存在中返回。因此，设定的反思也是异化或对象化。着眼于异己物与反思的否定性关系，反思及其异己物再次进入了规定性的逻辑结构。通过否定，异己物被规定了下来。

外在的反思

反思现在包含两个方面：(1) 设定的反思和 (2) 外在的反思。在设定的反思中，直接性仅仅是一个被设定者，但在外在的反思中，同一直接性却扮演着异己物的角色。鉴于直接性的异己性，外在反思直接将直接者现成接受下来，并把反思视作直接者的外在补充。这对应于命题意识，据此，命题的主词用于



指称，而命题的谓词则用于对指称项之概念的述谓。

然而，如果所有规定都仅仅通过外在反思而被外在地附加于直接者之上，直接性本身作为一种规定就变得成问题了。因为一方面，外在反思通过自我否定（设定直接者）获得了其外在性，另一方面，直接性恰恰是通过同一反思而被预先设定的。这两个方面都是由同一反思所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外在反思恰恰包含了这两个方面。对直接性的预设，恰恰就是对设定直接性的扬弃，否则直接性作为一个被设定者就不可能是直接的，而必须是被中介的。

但更仔细地考察外在反思的作为，它其次是对直接者的设定，直接者因而成为否定物或被规定者；但它直接地也是对它的这种设定的扬弃；因为它预设了直接者；在否定中，它就是对它的这种否定的否定。然而，它由此直接地同样也是设定，即对同它相对立的消极直接者的扬弃，而这种直接者，即反思似乎视之为异己物并由之出发的东西，恰恰唯有在这种出发中才存在。以此方式，直接者不仅自在地（即对我们或在外在反思中）与反思是同一个东西，而且直接者被设定为与反思是同一个东西。换言之，它是通过反思而被规定为其否定物或其自身的他者，但正是反思自身否定了这一规定。[12]

鉴于作为（qua）扬弃设定的预设，反思获得了其虚假的外在性。或者说，直接性实际上并非与外在反思相对立，而是反思的自我否定。在对象逻辑（OL）中，外在反思不再被视作外在性，而是被设定为“直接性本身的内在反思”。[13] 在此背景下，反思是一种规定的反思，它将自身规定为否定的反思或规定的反思。在此语境中，“规定”应当在“存在论之否定”的意义上来理解。

规定的反思

规定的反思是设定的与外在的反思的整合。类似于定在，规定性唯有在与他者的关联中才存在。就此而言，严格说来设定的反思不能被称为

规定的反思，因为其作为（qua）被设定存在的否定性关联项无法被判定为异己物。唯有通过外在反思，被设定存在与设定反思的亲缘关系才被打破。凭借新出现的作为（qua）直接性的异己性，外在反思首次获得了外在性的特征，并将直接者规定为异己物。由于外在反思从这一异己物返回自身，它便连同外在关系一起构成了一种规定性。然而，外在反思恰恰通过对直接性的这种规定而丧失了其外在性。由此，这两种反思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设定的反思与外在的反思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反映在直接性或被设定存在中。被设定存在一方面是反思自我否定的产物，因而对于反思而言是一个异己物。但另一方面，着眼于这种规定性，异己物在逻辑展开的进程中将修正这一地位。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规定的反思（循环否定）的两个环节。被设定存在作为反思的否定，首先扮演了异己物的角色，并提供了规定的反思的第一环节（外在关系）。作为其互补，它作为否定物还满足了反思的第二环节（自身关系）。外在关系与自身关系构成了否定的完全自身同一性。

这种自身同一性有别于存在论中的自身同一性，因为反思的他者或外在关系并未停留在异己物处，而是折回自身。“就此而言，反思是留在自身内部的规定”，[14]亦即折回自身。这样一些有别于存在论规定的规定，因而是反思规定，它们“既是反射到自身中的关系，又是被设定存在”。[15] 着眼于必然的外在关系，本质主义立场从那种假想的绝对独立于直接性的中介，被修正为规定的中介，这种规定的中介虽然生产出直接性，但为了证明自身对其的独立性，却又将直接性予以否定。

Lbestimmende Reflexion（被设定的反思）= 将自身作为（qua）被否定的直接性予以预设的返回

遵循思辨方法，从假象或反思向反思规定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知性环节起初仅仅执着于本质，并将被扬弃的存在作为非本质之物与本质区别开来。这一片面的区分被辩证环节所拒斥，因为它冒着跌落回定在的概念内容之中的危险。十分概括地可以指出，若不指涉被扬弃的存在或假象，本质就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推进，那么就可以确认，假象与本质是不可区分的，或者说这种区别本身就是一个表面假象的区别。面对假象与本质的不可区分性或双重含义的概念内容，知性环节再次陷入矛盾，而思辨环节能够化解这一矛盾，因为它把从假象到本质（反之亦然）的循环进程理解为反思。知性环节采纳了这一思想，并将其作为进一步逻辑概念的基础。
由于假象同时被视为本质或反思的产物，知性环节首先将反思视作设定假象的设定反思。反思与假象作为（qua）被设定存在的同一性受到辩证环节的怀疑，因为被设定存在被视为反思的否定性关联项。只要知性环节将反思与被设定存在区别开来，设定的反思就变成了外在的反思，后者从一个“异己物”返回自身。这种片面的区分再次被辩证环节所拒斥，因为辩证环节表明，被设定存在就其作为向反思的返回而被扬弃而言，并非与反思相对立。知性环节在设定的反思与外在的反思之间摇摆不定，从而达到了自身的极限。与此相反，思辨环节将这两种反思理解为一个过程，在其中，反思通过一个由其自身所设定的异己物而与自身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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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2.1.2 本质性或反思规定

反思规定是反思的自我规定，并将异己物设定为与自身相等者。作为异己物消逝的结果，第一反思规定因而就是同一性。同一性在这里代表了一条古老的逻辑-形而上学定律：一切事物皆与自身相等。

本质是作为被扬弃之直接性的单纯直接性。它的否定性是它的存在；它在它的绝对否定性中与自身相等，通过这种绝对否定性，异在以及对异者的关系纯全在

自身内部消逝为纯粹的自身同一。因此，本质是与自身的单纯同一。[16]

由于同一性通过其外在关系建立起其自身关系，而这一外在关系是由它自身所制造的异质因素，因此同一性中仍然包含着它的异己物。就此而言，它是一种具体的同一性，并且有别于抽象的同一性（
𝐴=𝐴
）区别开来，因为后者不包含任何有别于它的因素，尽管在等式“
𝐴=𝐴
”中，等式两端的差异性也被预设了。

鉴于外在反思，对象逻辑（OL）中的同一性实际上附带着作为（qua）其异己物的差异。但因为差异在它与同一性的区分（外在关系）中是与自身同一的，所以同一性同时也赋予了差异。如果人们仔细阅读下面这句话，这一点就变得显而易见：差异区别于同一性。差异作为相关联者，已经是一个被区分者或同一性的否定物。如果人们坚持差异与同一性之间的这种差异，那么差异以及二者的外在关系就都得以保留。然而，作为（qua）关系项的差异，在作为（qua）关系性操作的区分中获得了其自指性。如此思考，差异表达的就不仅是一个关系项（Relatum），而且也是一种关系。

一旦同一性的被区分者（在这个意义上同一性也是一个被区分者）在区分中不仅作为关系项（Relatum）、而且作为关系被应用于自身，差异就被完整地描述了，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与自身同一的。由于差异在它同同一性的区分关系中也证明了自身为自指性与同一性，因此在二者之中便阐明了一种完全循环的否定。

循环的或绝对的否定性是一种与自身相区分的活动，黑格尔将其称为“绝对差异”。[17] 自身区分是否定的自指性。更仔细地考察自身关系，同一性乃是非同一性、亦即差异的同一性。因此，同一性与差异相互蕴含，并且各自既自为地构成一个总体，又在共同的依赖性中构成总体，其中二者皆作为该总体的构成要素而呈现。无论采取何种视角，自我应用都构成了这些反思规定的核心。

差异是全体及其自身的环节；正如同一性同样也是其全体及其环节一样。——这应当被看作反思的本质本性，看作一切活动和自身运动的特定始基。[18]

由于差异通过其反思运动乃是其自身与其否定性关联项的统一体，它便重新进入了规定性（定在）的结构之中，并就此被黑格尔亦称为绝对差异或“确定的差异”。[19]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既然它既是差异又是同一性，它也就是各异的/相异的。面对同一性与差异的双重含义，对象逻辑（OL）将其对作为（qua）同一性的确定中介的理解修正为相异性[多样性]。类似于同一律，在相异性的思想中阐明了一条逻辑-形而上学定律：“一切事物都是各异的”。[20]

相异性意味着，二者既是同一的，又是有区别的。只要每一方仅仅抽象地——即不反思外在关系——与自身相关联，并因而抽象地与自身保持同一，它们就是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同一性仅仅是同一性，而差异仅仅是差异。然而，二者之间的这种区别如今却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区别，因为这样一种区别只是一种假想的区别。在下述引文中，黑格尔将同一性与差异之间这种无关紧要的或漠不相关的区别称为“外在差异”。

差异的环节是同一性与差异自身。它们作为反思到自身之中的、与自身相关的，乃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它们处于同一性的规定之中，仅仅是与自身的关系；同一性与差异不相关，差异也与同一性不相关；由于这些环节中的每一个都仅仅与自身相关，所以它们彼此相对并非被规定的。——既然它们现在以此方式不是在它们自身内被区分的，那么差异对它们而言就是外在的。[21]

无关紧要的差异将二者引回到这样一种同一性中，以至于二者彼此不可区分。这两个环节（假想的差异与不可区分性）同时处于相互相异性之中，而后一个环节（同一的方面或二者的漠不相关性）恰恰就是克里斯蒂安·伊贝尔（Christian Iber）



所谓的“异在的反思独立性”[22]的根据。关于外在差异，对象逻辑（OL）丧失了中介的确定性。中介似乎不再是确定的了。

鉴于外在差异，同一性与差异之间的差异实际上落入了一种外在的视角或比较（作为比较者的第三者）之中。唯有在这一外在比较中，二者才能被规定，而且是被外在地规定，因为第三种视角本身（per se）是相对的。因此，由于这种外在性，对于背景逻辑（HL）而言，规定的反思如今也分裂为两个部分：“自在反思”（或二者的漠不相关性）与“外在反思”（或通过第三者对二者的外在规定）。[23] 自在反思与外在反思是本质论对应于存在论中的直观与为他存在的对等物。前者将反思引向同一性，而后者则倾向于差异。如果确定的差异的两个环节（同一性与差异）落入自在反思（同一性）中，它们就构成了作为（qua）漠不相关性的相异性。但如果二者落入外在反思（差异）中，它们就分别是“相等”与“不相等”，[24] 因为在外在反思中，它们已无法合理地被称为同一性与差异。它们相等与不相等的确立，并非由相异性（同一性与差异）自身所规定，而是由一个外在视角（比较）、即一个第三者所规定的。

然而，由于外在比较可以从不同的视角——黑格尔称之为“就……而言、方面与考量”[25]——来进行，外在反思本身（per se）也是外在的。二者从一个视角来看的相等，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就会是二者的不相等。鉴于这种视角性，相等与不相等之间的差异——类似于最初同一性与差异之间假想的差异——再次变成“相对的”或“漠不相关的”。换言之，比较由于这种视角性而被摧毁了。比较的结果是无意义的。回顾整个过程便表明，原本的反思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外在化。它总体上变成了三重外在反思：首先是 a) 同一性与差异面对外在反思的视角性漠不相关；



然后是 b) 相等与不相等的视角性漠不相关，最后是 c) 相等与不相等的自指性与视角性漠不相关。黑格尔将这种不断外化自身的反思称为“自身异化的反思”。[26]

随着漠不相关性的再次达成，对象逻辑（OL）返回到了相异性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在逻辑展开的这一阶段中，在不断外化的进程中设定了自我异化的规则，其后果是：反思作为自我异化变成了“否定性的统一体”[27]（循环否定）；而相继的异化并非外在的，而是本质上属于反思的循环否定性。

相异者乃是纯然被设定的差异，亦即并非差异的差异，因而也就是它在自身之内的否定……相异性，其漠不相关的各方面纯全同样仅仅作为环节而属于一个否定性的统一体，就是对立。[28]

对立与相异性的区别在于：在对立中，两个环节在外在性的统治下并不彼此漠不相关，而是通过它们共有的统一体而必然相互对立。反思规定“对立”代表了作为（qua）排中律的逻辑-形而上学定律：某物要么是 A 要么是非 A；不存在第三者。关于这一发现，先前的进程再次在对象逻辑（OL）中被反思。外在比较是相等与不相等的标准，它由于视角性本身也是外在的。如果现在从相等出发，比较者作为（qua）两个相等者之外的第三者，因而是一个与它们不相等者。相等就这样过渡到了不相等之中。反之，如果从不相等出发，比较者作为（qua）不相等者便与不相等是相等的。不相等以此方式再次过渡到了相等之中。

它们反思到自身之中在于：每一个在它自身内都是相等与不相等的统一体。相等唯有在指向不相等的反思中才是被中介的；同样，不相等也唯有在相等所处的同一种反思关系中才存在。[29]



通过外在比较，相等与不相等都携带着外在关系，并就此构成了一个总体。我们作为（qua）伴随这一思想过程的理论家，在这一节点再次思考一种作为（qua）反思的循环否定。外在比较恰恰就是相等与不相等的共有关系（“反思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它根本不是外在的，而是循环否定性自身的运动。自身相等与自身不相等就此构成了同一个循环否定（“一种中介”[30]）的两个环节，黑格尔将其称为“对立”。黑格尔将其中一个环节、即自身相等称为“积极者/肯定者”，并将另一个环节、自身不相等称为“消极者/否定者”。

由于这种循环性，如果与它的异己物相分离，二者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原事实/原事态而持存。这也是对立的一个特征。肯定者与否定者作为对立的环节共同持存。然而，鉴于比较者的存在，相等（肯定者或自身相等）却与自身不相等（否定者或自身不相等）。而不相等（否定者）由于同一不相等的比较者，反倒与自身相等（肯定者）。肯定者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与否定者相互替换。在这一替换中，否定者作为肯定者的非存在，实际上保证了肯定者的持存；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作为一个环节，它参与了肯定者的建构，反之亦然。

因此，一般地说，每一个首先就他者存在而言才是存在的；它是通过他者，通过它自身的非存在，才成为它所是的；它仅仅是被设定存在；其次，它就他者不存在而言才是存在的；它是通过他者的非存在才成为它所是的；它是自身内部的反思。——但这二者不过是一般对立的同一种中介，在其中它们一般而言仅仅是被设定者。[31]

由于肯定者与否定者持存于循环否定之中，它们在字面意义上被“相对立地设定”。然而，着眼于它们的否定性统一体，肯定者与否定者的差异在对象逻辑（OL）中起初似乎又是外在的。反思仅仅需要一个作为（qua）外在关系的被设定存在——无论是指向肯定者还是否定者都完全无所谓。为了在语言上强调这种外在指涉的漠不相关性，黑格尔将这种替换等同于“混淆/错置”（“混同”[32]）。反思作为

二者的循环否定，因而对肯定者与否定者之间的替换表现得漠不相关。

随着那一反思（否定性统一体）对肯定者与否定者之间区分的漠不相关性再次被引回到自身相等（这恰恰就是肯定者），二者之间的替换便再次开始。由于此前在对象逻辑（OL）中，外在比较已被设定为其自身的反思，因此这种替换现在不再需要任何外在的第三者。换言之，替换就是反思自身。反思作为二者的否定性统一体，通过这种不断的自我应用（自指性）而被证明，它对肯定者与否定者并非漠不相关，而是它自身就是这两者。在它们的自我应用中，鉴于其基本立场（例如自身相等）的思想内容，二者始终将它们的异己物排斥于自身之外，但以此方式却又返回自身。黑格尔将这种不断排斥的过程称为“矛盾”。[33] 矛盾显然对应于这条逻辑-形而上学定律：不存在既是 A 又是非 A 的东西。

通过矛盾，规定的反思被进一步规定为“排他的”。[34] 肯定者作为自身相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或排他的反思。

因此矛盾在于：它作为通过排斥否定者而对与自身的同一性的设定，使自身成为某物的否定者，亦即成为它从自身排斥出去的他者。这个他者作为被排斥者，被设定为摆脱了排斥者；因此它是反思到自身内部的，且本身就是排他的。因此，排他的反思是对肯定者的设定（作为排斥他者），以至于这种设定直接就是对其排斥它的他者的设定。[35]

通过这种排斥，否定者作为肯定者的异己物被一同设定起来，肯定者由此也被排斥。以类似的方式，否定者也是一个矛盾，而且是一个被设定的矛盾。关于其作为（qua）自身不相等的思想内容，否定者将自身相等排斥于自身之外，因为自身相等与自身不相等是不相容的。当否定者采取这种态度时，它便将自身排斥于自身之外，因为自身相等于它相比同样也是一个不相等者。由于每一方在其思想内容之诉求的展现中或在其

自指性中将自身排斥于自身之外（也设定了它的异己物），它乍看起来（prima facie）似乎是自我毁灭的，因而似乎是“零”。[36]

然而，对异己物的设定仅仅是为否定该异己物以重新返回自身作准备。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方并非在其第一自身关系（对他者的设定）中，而是在其第二自身关系（对他者的否定）中——在引回到真实的、自指的统一体的意义上——“归于根据”[走向毁灭]。这种统一体既是排他的反思又是设定的反思（循环否定），黑格尔称之为“单纯本质”。[37] 这种自指的、循环的否定性作为一个单纯的统一体，就是真实的根据。由此，对象逻辑（OL）达到了一种新的中介，即彻底的[奠基的]中介，或者如黑格尔所表述的，“实在的中介”。[38] 它是实在的，因为假想的反思与确定的反思仅仅是没有关系项（Relata）的关系。确定的反思固然包含着一个被设定存在，而后者本身（per se）如同差异一样也是一种关系。根据作为（qua）反思自我应用的结果是被否定的中介，因此包含着一种真正的直接性作为其被设定存在。

根据是作为与自身的积极同一性的本质；但这种同一性同时作为否定性与自身相关联，因而规定自身并使自身成为被排斥的被设定存在；然而被设定存在乃是整个独立的本质，而本质就是根据，因为它在它的这种否定中与自身同一且是积极的。[39]

L根据（被设定的确定的反思）= 
被否定的中介（因而包含直接性的中介）

考虑到思辨方法，从反思规定向根据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知性环节将第一反思规定理解为同一性，因为反思将由其设定的异己物设定为与自身相等。反思与其被设定者的同一性受到辩证环节的怀疑，因为同一性作为（qua）两端之间的反思关系预设了二元性。换言之：没有差异，就谈不上任何同一性。如果知性环节现在放弃其先前的立场（同一性 = 无差异性），并主张其反面、即差异，那么它却会被辩证

环节继续遭到怀疑，它表明作为关联项（Relatum）的区别在其与同一性的区别中，与作为关系（Relation）的区别分享着相同的概念内容。
知性的环节试图借助视角的区分来维持同一性与区别的相异性，从而使得在一种视角下二者等同，而在另一种视角下二者不等同。然而，辩证的环节却表明，这种中介的尝试具有自我瓦解的效应，因为依据不同的视角，两个事物既必须被视作等同的，也必须被视作不等同的。换言之：等同性与不等同性并非受制于视角，而是见证了一种析取性的统一。通过这种方式，知性的环节修正了自身的立场：不再谈论各个环节的相异性，而是谈论对立，在对立中自身等同性可被称为积极者，而自身不等同性可被称为消极者。然而，这种‘严苛的’对立又遭到了辩证环节的质疑。类似于关于同一性与区别之区别的思想，在不等同性与等同性的思想中表明：不等同性在其与等同性的不等同中与自身等同，而等同性在其与自身的等同中则与自身不等同。这种悖论就其矛盾特质而言，无法通过诉诸视角性来解决，而唯有通过引入思辨的环节才能化解。
思辨的环节将等同性与不等同性之间的循环理解为一个以析取为根据的反思过程。知性的环节将这一过程接受为同一性、区别、对立等反思规定的真正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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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2.1.3 根据

绝对根据

随着本质将自身规定为排他的反思或根据，反思便成为《逻辑学》开端的根据。纯存在（抽象的自身同一性）实际上就是反思的被设定存在（循环否定性）。反思在逻辑学的开端显现为一种决意、一种彻底的抽象，它作为排他的反思恰恰是一种否定性。随着这种否定性作为消极者（自身不等同性）被贯彻执行，它同时也设定了它的异在者——积极者（纯存在）。相对于彻底的抽象即消极者而言，纯存在是否定者之否定，因而是双重否定者。消极者由此与自身保持同一，并作为返回自身而返回到那种排他的反思。

整部存在论都展现了这种向排他反思的返回。根据的思想自身中还蕴含着一条逻辑-形而上学法则：一切事物皆有其充足理由（充足根据）。

由于根据作为通过循环否定得以恢复的、自身同一的统一性，满足了存在的结构（自身同一性），因此它也是存在，且恰恰是“恢复了的存在”，[40] 它不同于反思（没有关联项的纯粹关系），是通过扬弃关系而恢复的关联项或被中介的直接者。这一直接者对应于关于根据的通常表象。就这一表象而言，直接者不被理解为单凭自身支撑者，而是被理解为由其隐蔽根据所产生者。换言之：实在是由根据的关系之逻辑结构所规定的。与被设定的直接者相比，它的根据是“真正的直接者”[41]。在这一新的概念框架下，被设定者被称为“被根据者（被奠基者）”。[42] 根据的这种关系对应于相异性这一反思规定。

被根据者作为根据的被设定存在，相对于其对立的规定性而言具有一种规定性。例如，不等同性是通过排除等同性而被设定的，反过来，等同性则是通过排除不等同性而被设定的。由于它们的相关性，二者都是被设定的规定，但二者的统一作为循环否定性（根据）却对这两种规定持漠不相干的态度。

因此，根据的这种中介是纯粹反思与规定着反思的统一；它的诸规定或被设定者具有持存，反过来，它们的持存又是一种被设定者。由于它们的这一持存本身是一种被设定者或具有规定性，所以它们由此便区别于它们的单纯同一性，并构成与本质相对的形式。[43]

如果人们将本质与形式对立起来，鉴于本质的自身关联性，本质却又跌落回形式之中，因为本质作为形式的对立面本身就是一种被设定者（作为形式的消极者），从而也是一种形式。如果本质作为根据进入被根据者与根据所构成的根据的关系（形式）之中，它就被设定为这种关系的关联项（根据），并由此成为重新归属于形式的被设定者（消极者）。同一性作为诸反思规定之一



便是一个例子。虽然同一性作为反思规定自身就是一种形式，但它同时也属于本应与形式相对立的根据。在这样一个阶段，作为被根据者的形式与作为根据的本质之间的区别便再也无法维持。只要本质鉴于其形式而应当与其假象相区别，它自身就不能是形式。黑格尔参照哲学传统，将这种无形式的基础或无规定的本质称为“质料”[44]。

本质转化为质料，乃是由于本质的反思规定自身去与作为无形式之无规定者的本质相关联。因此，质料就是作为本质的那种单纯无区别的同一性，并带有作为形式之他者的规定。[45]

质料因其无区别性而对形式持漠不相干的态度。然而，二者由于其循环的且基于排斥的结构，也相互预设着对方。形式作为区别将无区别者（质料）从自身中排斥出去并设定质料。鉴于质料的否定性特质，质料同时也归属于形式。换言之：质料在其作为无区别性的自身关联中，本身也是形式的一种。形式以此方式与自身保持同一，并包含着它的异在者——质料。形式一旦与其异在者等同起来，它就丧失了与异在者的区别，并重新成为无区别者或质料。质料作为形式的被设定者，是形式自我应用的产物。唯有通过对质料的返回或否定，形式才获得其持存。“因此，质料必须被形式化，而形式必须质料化，在质料那里赋予自身以自身同一性或持存。”[46]

黑格尔将质料与形式之间的这种相互中介称为“扬弃它们漠不相干与相区别的假象”。[47] 二者持存于同一种循环否定性之中。黑格尔将这种新的循环否定称为“绝对根据”。[48] 这一绝对根据作为“被形式化的质料”或“具有持存的形式”，便是内容。



由于内容重新是一种循环的、自身关联的同一性，它一方面作为同一性重新归属于反思规定，从而归属于一般的形式。另一方面，形式仅仅是内容的一个环节，因为内容是形式与质料的同一性。在此情况下，内容便具有双重形式，一次是作为要素，一次是作为总体。由于内容是形式（否定者的同一性）与质料（积极者的同一性）的同一性，它便满足了根据的结构，并且是这两种规定的根据（积极者与否定者的同一性）。因此，它的形式是“作为这般的根据关系”，[49] 即被根据者与根据的关系。因此，内容以根据为其形式，反过来，根据也具有一种内容（被根据者与根据的同一性）。换言之，内容既将自身设定为与自身相对立的形式，又设定为完全包含自身与形式的否定性统一。这样，内容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否定性统一，也满足了规定性的结构，并在此意义上也是规定根据。

着眼于思辨方法，从绝对根据向规定根据的过渡可概括如下。知性的环节首先固执于根据。被根据者可被认识为根据的同一者。然而辩证的环节向知性的环节指出：除开作为根据的本质之外，还存在着作为被根据者的同一性、区别、对立等。但知性的环节首先固执于其前提，即这类被根据者是形式，应当与本质相区分。然而形式与本质之间的区分遭到了辩证环节的质疑，理由是本质在其与形式的区别中甚至自身转化为形式。这导致如下结论：一切都归属于形式，一切区分都归于失效。但知性的环节却无法接受同一性的形式，因为同一性本身要求区别，但在一切都变为形式之后，区别却已被取消了。

在这一困境中，思辨的环节将自身关联性接受为本质或根据的内容，在其中同一性通过扬弃区别而再度返回自身。内容在过程中首先将自身贬低为一个与形式相对立的环节。由于形式及其否定相关项即内容二者都是形式，这两种对立的规定便统一于形式之中，而形式作为同一性依其定义就是内容。由于这种对立的结构，内容也是被规定的。知性的环节接纳了这一被规定的内容，并将其固执为规定根据。



Der bestimmte Grund

由于被规定的内容具有根据的关系作为其形式，它作为内容便与其形式相一致。作为内容，它是根据，即形式与内容的实质同一性；作为形式，它是被根据者，即形式与内容的单纯形式同一性。但二者作为同一性却具有相同的内容

为了根据与被根据者在内容上以及在形式上的这种同一性，根据才是充足的（充足性局限于这一关系）；在根据中没有任何东西不在被根据者中，正如在被根据者中没有任何东西不在根据中一样。当人们追问一个根据时，人们想将作为内容的同一规定双重地看到，一次是在被设定者的形式中，另一次是在反思入自身之定在即本质性的形式中。[50]

只要二者仅在形式上而非在内容上相互区别，规定根据就仅仅是“形式根据”。[51] 黑格尔借助形式根据批判了（除其他理论外）自然科学对实在的解释，这种解释只不过是对相关现象的重复。（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在此意义上仅描述了地球绕太阳运行这一事实。[52]）作为对待解释现象的重复，自然科学的解释此外还是一种空洞且自相矛盾的解释，因为它虽然赋予现象的根据以优先性，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据却首先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所有的根据绝非从根据推论至被感知的现象，反倒必须依赖于感知。[53]

同样在根据的形式关系中，形式一方面应当被固执为被根据者与根据之间的区分。另一方面，由于二者仅具有形式上的区别，二者作为同一性（根据的关系）又不应被区分开来。如果将这两个视点都固执住，OL中便再次出现相异性的关系，在其中二者既相区别又是同一的。在相异性或外在性之下，一方面二者在形式上的区别再次跌入一个外在的第三者之中；另一方面二者在内容上依然保持同一或漠不相干。鉴于根据的这种

相异性，OL将形式根据修正为实在根据。

从这种相异性中会产生什么结果？（1）就形式的外在性而言，作为根据之关系的内容依据不同的第三者视角，首先并非根据与被根据者的本质同一性，而仅仅是根据与被根据者之间的一种外在的、任意的联结。[54] 其次，由于联结的任意性，被联结的根据依据某物的各种不同事态也是具有视角性的（存在多个可能的根据）。与唯一的本质根据相比，被根据者作为一仅仅是繁复多样事态的联结。（2）就内容的外在性而言，根据的关系作为根据与被根据者的隐性同一性，却对那种通过任意联结所展示的根据与被根据者之间的外在区分持漠不相干的态度。

例如在建造一所房屋时，房屋的根据被多重地假定：目的、轮廓、地基等。考虑到其中某些根据，例如地基可被主张为本质根据。然而，房屋的其他事态（目的、轮廓、施工图纸、装修等）在视角上完全可以具有同等权利被宣布为房屋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中，实在根据作为根据便丧失了，因为除开所主张的本质根据之外，还存在着多个任意的根据。

因此，实在根据是对他者的关联：一方面是内容对另一内容的关联，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关系本身（形式）对他者的关联，即对一种直接者——并非由该关系所设定者——的关联。[55]

如果这种外在性被接受为根据对第三者视角或任意联结的依赖，那么这一第三者或外在的视角本身却还需要一个新的根据来为自身奠基，因为这会引发追问：为何恰恰选择了这一个而非另一个根据。第三者视角在这一过程中自身转化为了被根据者或被设定存在。由此便出现了第二个实在根据。鉴于这种视角性的倒退，第三者视角本身现在成为了“一个一或某物”，一个繁复多样者。新的

视角性根据由此与第一个实在根据具有相同的根据关系。

它由此把自己规定为：首先，它是与作为其被根据者的实在根据同一的，依此规定，双方具有同一个内容；某物之中的这两种内容规定以及它们的联结，同样存在于新的根据之中。但其次，那个使仅被设定的外在联结扬弃于其中的新根据，作为外在联结的内向反思，乃是“两种内容规定的绝对关系”。[56]

由于第二个实在根据的关系复制了第一个关系，两者的内容规定是同一的。然而，就内容规定的这种同一性而言，二者不再满足实在根据的逻辑结构，而是重新满足了形式根据的逻辑结构。视角性作为根据关系的外在性由此被废除，并与根据关系的独特性等同起来。这样，OL重新返回到形式根据，后者将根据与被根据者之间的同一性视为真。由于第二个实在根据的关系重新过渡到形式根据之中，我们或HL现在获得了一种新的、关于根据之关系的循环自身同一性。由于新的根据关系一方面满足了形式根据在根据与被根据者之间的同一条件（依内容规定），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实在根据作为相异或外在内容的条件（依形式规定），因此按黑格尔的命名，它就是“完整根据”[57]。

完整的根据关系是形式根据与实在根据的总体。如果根据的关系被假定为形式的，它便预设了内容规定（同一性），因为反思的设定（循环否定性）同时就是预先设定。形式根据随后便转化为实在根据。如果现在根据的关系被假定为实在的，它便预设了形式规定（区别），并重新被导向形式根据。通过这一过程，根据的关系被证实为“预先设定的反思”。[58] 黑格尔将这种自我排斥的过程称为“以自身为条件的中介”，[59] 它赋予自身以条件。直接者现在被



视为根据的条件。对于本质主义而言，这意味着：每一个事物作为根据唯有通过其条件才能获得其实在性。

依据思辨方法，从规定根据向条件的过渡可概括如下。知性的环节首先固执于作为同一性的内容，因为它将形式与内容的对立视为内容作为形式与内容之同一性的显现。辩证的环节对这种同一性表示怀疑，它追问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对立。知性的环节通过将对立视为单纯形式的来为同一性辩护。然而辩证的环节——类似于反思规定——提醒知性的环节注意：同一性预设了区别。类似于反思中相异性的思想，知性的环节将形式根据修正为实在根据，在实在根据中，根据的关系立足于第三者视角。

在辩证环节中表明，正如在“相异性”这一思维规定中一样，视角性是自我瓦解的。随着被根据者与根据之相异性的取消，二者之间的区别应当重新成为形式的。由于在知性环节中引发了形式根据与实在根据之间的困境，思辨环节便通过指出循环过程来‘协助’它——该过程始于形式根据，进展至实在根据，并再度返回到形式根据。由于该过程既包含形式根据也包含实在根据，它可被称为“完整根据”。基于这种进行自我否定性预设的循环，知性的环节将这一过程接受为以自身为条件的反思。

Die Bedingung

根据作为以自身为条件的中介，首先预设了一个直接的定在或某物作为其被根据者，根据便源出于它。在此意义上，这一直接定在就是根据的条件。[60] 就条件的视角性（自由联结）而言，条件对于直接者而言并非特有的，而是外加的。在此意义上，条件对于直接者是外在的。这一情况对应于实在根据的情形，在其中直接者或某物对于内容是外在的。直接者（潜在的内容或“材料”[61]）由此对条件与根据的关系持漠不相干的态度（没有外在关联）。

在此情形下，它也是“无条件者”，[62] 因为它并非必然处于一种根据的关系之中。在此关联中，直接者具有三种规定：（1）根据的条件；（2）对任何根据关系都绝对漠不相干者或外在者；（3）根据关系的潜在内容。

由于直接者依照（2）对任何根据关系都持冷漠态度，严格说来直接者也不是根据关系的真正条件，并因此也是一个独立自主者与无条件者。相反，根据的关系作为形式必须将自身特有的、能动形式的直接者设定为其条件，该条件作为纯粹形式并不与冷漠的直接者（仅作为被动的潜在内容）相等同。潜在的内容（条件）与纯粹的形式（根据）因而各自具有独立的内容。二者相互持漠不相干的态度。

前者是根据的内容，因而是本质上被形式化了的；相反，后者仅仅是直接的材料，对它而言，与根据的关联既如构成其自在存在那样是外在的；因此，它是独立内容的混合物——这种内容与根据规定的内容没有关联，但作为后者的材料又应当进入其中并成为后者的环节。[63]

被动的直接者就其对任何根据关系的漠不相干而言，必须否定一切外在关联，而这种针对外在关联的漠不相干诉求（自身同一性）却悖论式地预设了外在关联（自身区别）。在相同意义上，纯粹形式或根据的关系（自身区别）也将直接者预设为有别于根据关系者，从而预设为一个绝对漠不相干者（同一性）。这种情况对应于矛盾：在矛盾中，积极者对消极者的排除同时就是对消极者的设定。二者由此仅仅是相对无条件者。

因此，双方中的每一方都是冷漠的直接性与本质的中介的矛盾，二者处于同一种关联之中；——或者是独立持存与仅作为环节之规定的矛盾。[64]

条件与根据的相互预设由此表明为一个统一体的范围。作为被否定的形式规定，直接定在预设了形式（区别），以便获得作为直接性的形式。然而在其直接性或非关联性中，那种定在却将根据的关系作为其对立面带入自身之中。随着根据的关系通过这一直接者被设定起来，直接性便充当了根据的条件。但进一步说，鉴于形式区别，根据的条件必须有别于根据。作为有别于根据的条件，该条件必须处于根据的关系之外，从而使得条件在对根据之关系的否定中获得其外在性与直接性。

因此，整体的双方——条件与根据——乃是一个本质的统一体；无论作为内容还是作为形式都是如此。它们通过自身而相互过渡，或者说，因为它们是反思，所以它们把自身设定为被扬弃者，关联于它们自身的这种否定，并且相互预设。[65]

条件与根据之间分离的假象通过相互预设而被宣告无效。二者的统一乃是“真正的无条件者；事情自身”。[66] 绝对的无条件者既是条件也是根据。

对于HL而言，绝对无条件者现在是中介与直接性的否定性统一。通过自身的运动，直接性（“存在自身的领域”[67]）实际上暴露为反思与自身中介的结果。作为直接繁复多样的存在，是形式自我否定的结果。反思作为循环的且因此也是自身关联的否定性，始终具有这种返回的结构。生成便是这一能动特性的表达。既然反思是循环的否定性，它的自身关联就存在于一种否定之中，反思的自身关联通过该否定而被扬弃。这就是为什么反思的自身关联总是导致外在关联，以及为什么一种外在性或直接性对于反思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理由所在。恰恰是这种循环运动赋予了直接性以持存。这种直接性不是别的，正是这一循环否定性的显现。

在OL中，根据现在得到了阐明。因此，根据不再停留在隐蔽之中，而是进入了实存。由于上述“事情”已展现为繁复多样的直接者或无形式的内容——它同时充当了条件——实在便走向了实存：“当一件事物的一切条件都齐备时，它就进入实存。”[68] 这样，本质主义现在不再将中介与直接性分离开来，而是将中介进一步规定为实存着的中介。根据作为真正的实在并非立于假象背后，而是在定在之中具身化。换言之，根据在实存中显现出来。一个事物的根据并非某种隐蔽之物，而恰恰是另一个实存者，它作为条件使那个事物的实存得以显现。

L实存（被设定的根据） = 进入实存的中介

借助思辨方法，从条件向实存的过渡可概括如下。知性的环节首先固执于条件的自身关联。随后，辩证的环节对这种自身关联提出质疑，它指出了直接者相对于条件的外在性。一个直接者不可能直接成为条件。根据具体事件，直接者可被归属于不同的条件。在此种外在性的意义上，直接者对条件持漠不相干的态度。由于这种漠不相干性，知性的环节将独立于条件的直接者（自足的内容）与条件（作为纯粹形式要素同样是自足的）区分开来。就条件与直接者的自足性而言，二者都是“无条件者”。

辩证的环节对这一无条件者提出了怀疑，它表明直接者与条件都依赖于一种相互的否定。尽管直接者对条件的漠不相干预设了后者，但反过来，若不设定直接者，条件在结构上也是不可思维的。因此，二者不仅不是绝对无条件的，反而都是相对有条件的。鉴于直接者与条件之间的相互否定，思辨的环节将二者整合为一个过程，该过程本身作为逻辑整体就是绝对无条件者即事情自身。由于直接者将其实存的条件带入自身，因此它是一个有条件者。作为这种进一步规定的结果，知性的环节将这一过程接受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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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附论2. 本体-神学式解读的根源：根据的关系

康德曾使用过“本体神学”这一术语：由该术语所指明的理论立场试图“单凭纯粹概念，无需哪怕丝毫经验的协助”[69]，来认识原始本质或上帝的定在。然而，这一理论立场之所以普遍进入当代思想讨论，主要并非通过康德，而是尤其通过海德格尔，因为海德格尔将整部西方形而上学都解读为“本体-神-逻辑”[70]。海德格尔将传统形而上学阐释为对作为实体的存在者本身以及对整体的追问。追问作为实体的存在者本身属于本体论，而追问作为存在者统一体的整体或追问最高存在者则被归入神学。因此，形而上学既是本体论也是神学，即本体-神学。对海德格尔而言，作为存在者统一体的上帝乃是“生产性的根据”[71]。因此，在作为被奠基者（被根据者）的作为实体的存在者本身与作为根据的上帝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据的关系。霍斯特曼的关系本体论一元论分享了这一立场，他将理性视为所有显现出的实体的首要根据。因此在此处，应当结合本体-神学式解读来讨论根据之关系的意义。

为什么根据的关系之模式也应当应用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或逻辑学？在海德格尔看来，其根据首先在于“逻辑学”概念的本源含义：

Das Sein des Seienden entbirgt sich als der sich selbst ergründende und begründende Grund. Der Grund, die Ratio sind nach ihrer Wesensherkunft: der Λόγος im Sinne des versammelnden Vorliegenlassens: das “Εν Πάντα. So ist denn für Hegel in Wahrheit »die Wissenschaft«, d. h. die Metaphysik, nicht deshalb »Logik«, weil die Wissenschaft das Denken zum Thema hat, sondern weil die Sache des Denkens das Sein bleibt, dieses jedoch seit der Frühe seiner Entbergung im Gepräge des Λόγος, des gründenden Grundes das Denken als Begründen in seinen Anspruch nimmt.[72]（存在者的存在自行解蔽为自身探求根据并进行奠基的根据。根据、理性[Ratio]依其本质来源乃是：聚集着让现成居留意义上的 Λόγος：即 “Εν Πάντα[一即一切]。因此对黑格尔而言，“科学”即形而上学之所以在真理中是“逻辑学”，并非因为科学以思维为主题，而是因为思维的事情始终是存在，然而存在自其解蔽之初就在作为奠基之根据的 Λόγος 印记中，将作为奠基的思维纳入自身的索要之中。）

在海德格尔看来，思维即是对作为实体的存在者本身的探究根据与奠基。思维的事情同时就是存在。或者换言之：思维与存在重合。这据称就是黑格尔形而上学必须被称为“逻辑学”的根据。在另一处，海德格尔更明确地解释了

根据的关系在形而上学中的应用：

Die Metaphysik denkt das Sein des Seienden sowohl in der ergründenden Einheit des Allgemeinsten, d. h. des überall Gleich-Gültigen, als auch in der begründenden Einheit der Allheit, d. h. des Höchsten über allem. So wird das Sein des Seienden als der gründende Grund vorausgedacht. Daher ist alle Metaphysik im Grunde vom Grund aus das Gründen, das vom Grund die Rechenschaft gibt, ihm Rede steht und ihn schließlich zur Rede stellt.[73]（形而上学既在最普遍者——即处处同等有效者——的探究根据之统一中，也在全整体——即居于万物之上的至高者——的奠基之统一中，去思考存在者的存在。由此，存在者的存在作为奠基性的根据被预先思考。因此，一切形而上学归根到底都是从根据出发的奠基，它向根据交账，向它应答并最终质询它。）

正如在关于根据的章节中所表明的，根据被理解为作为根据的关系，即被根据者与根据之间的关系。根据作为同一性与区别的概念后继者，在逻辑展开的进程中被证实为二者的总体。形式根据代表同一性，而区别则映射于实在根据之中。两种根据的统一乃是完整根据。换言之，根据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自身关联，在其中根据一方面能够解释被根据者，并在此意义上与被根据者是同一的。另一方面，它作为根据或作为被根据者的异在者，又必须与被根据者相区别。在这一概念框架下，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思维之间所设定的探求根据与奠基的关系，似乎也解释了黑格尔关于根据的逻辑结构。

然而，这种表面假象具有欺骗性。首先，根据在黑格尔那里恰恰不属于存在，而是属于本质，因为对黑格尔而言，根据是一种反思关系，对应于本质的概念框架。人们现在可以对这一批评反驳说，海德格尔对“存在”概念的使用非常广泛，绝非仅仅局限于黑格尔的存在论。然而，这样一种普遍的存在依然无法公允对待黑格尔，因为黑格尔非常详尽且纲领性地考察了存在的丰富意涵。如果“存在”这一表述因其最原初的贫乏性而被保留给逻辑学的开端，那么在本质逻辑中被思考的、因此在内容上比存在更为丰富的思维规定，就必须采用有别于存在的另一种表述，以兼顾不同的意义细微差别。

当海德格尔将思维解读为根据、将存在解读为被根据者时，这种等同是完全抽象且不恰当的，因为黑格尔并未像海德格尔那样将根据的对应项抽象地等同于存在，而是严密地等同于被根据者。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引用的，

黑格尔在其逻辑学的末尾将绝对理念称为存在，且恰恰是“充盈的存在”[74]。如果海德格尔仅仅聚焦于存在，这就显得他似乎可以用这一个词来概括整部黑格尔逻辑学。然而这样一种概括对于理解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几乎毫无助益。

其次，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诠释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将思辨逻辑学的主题宣布为存在而非思维。正如在上一个附论中所强调的，黑格尔在思辨逻辑学中关注的是纯粹思维。无论在大逻辑还是在小逻辑中，黑格尔都极其明显地将其逻辑学的主题指明为纯粹思维。[75] 在黑格尔那里，必须是将存在归属于思维，而非相反。对于黑格尔而言，由思维奠定根据的存在依赖于思维，因为存在作为抽象的自身关联本身就是一种思维规定。但如果海德格尔在存在之下所理解的是存在者的表象，那么对此可以提出异议：这样一种存在本来就不属于黑格尔的逻辑学。

第三，海德格尔的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一方面利用“逻辑学”概念的本源含义来为其论证奠基，却没有核实黑格尔是否在与他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此外，其自身理论的应用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他将整部西方形而上学都视为其论题的连续统一体。海德格尔关于黑格尔的论题缺乏明确的文本证据。此外，海德格尔似乎极少重视康德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特别是这一变革对黑格尔的影响，以至于尽管发生了这一变革且康德对本体神学进行了批判，形而上学至少在康德与黑格尔那里据称仍作为本体-神学而被继续推进。

与海德格尔一样，詹姆斯·克莱内斯也提倡一种立足于根据概念的黑格尔形而上学诠释（即所谓概念实在论）。他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构想围绕着理性作为“解释性根据”[76]（用以解释事物之方式方法）的解释性意涵展开。他将形而上学的这一形态称为“理性的形而上学”[77]。传统形而上学的目标据称是寻求这样一个能够解释事物的终极、完整、解释性的根据。然而这样一种本体论根据有别于认识论根据，



区别在于后者涉及辩护、推论、提供根据的实践等认识论过程。[78] 克莱内斯甚至将这一形而上学根据溯源至康德，诉诸康德的“理性原则”[79]，特别是理性的逻辑使用，即通过所谓的“前推论”[80]来追问无条件者。克莱内斯将无条件者称为“完整的解释者”[81]。然而，康德曾批判过基于这一理性原则的传统形而上学，指出其代表人物存在矛盾性。因此，黑格尔试图考虑到康德对以往形而上学的批判，建立一种既非形而上学基础主义的、关于理性即终极根据的新形而上学。黑格尔关于理性的新形而上学依据解释的不同程度在三个阶段中展开：a. 机械的事物；b. 有生命者；c. 人类。黑格尔的概念被视为“内在的属”[82]作为完整的理性即终极根据。

如果人们想要理解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与康德形而上学构想的对话便是势在必行的。克莱内斯遵循了这一准则；但他对康德的诠释引发的问题远多于其解答的问题。首先，康德批判以往形而上学的力量仅仅被归结为先验辩证论的第二章即二律背反学说。这并不恰当，因为二律背反学说仅仅是先验辩证论中三章里的其中一章。而事实上，先验辩证论的所有三章都对以往形而上学承担着批判功能。

在误推[83]中，以往形而上学（作为理性心理学）犯下了一种逻辑谬误，将纯粹逻辑机能与范畴相混淆。[84] 在先验理想中，以往形而上学的理性神学犯下了另一种逻辑谬误，将分析地已包含于判断主词之中的逻辑谓词（系词），



与必须通过知觉综合地添加到判断主词之中的实在谓词相混淆。[85]

其次，克莱内斯将康德的理性兴趣与康德哲学中的终极根据等同起来，似乎并不可信。在康德那里，理性能力奠基于逻辑推论机能，而这一机能与理性必然相联结。理性诉诸无条件者的推论机能与解释并没有直接关系。理性首先仅为自身而存在，并不必然受制于某种兴趣。唯有在二律背反学说中，康德才真正谈及理性的兴趣。但在那里找不到任何解释性兴趣的痕迹。除开与解释毫无关系的实践兴趣与通俗兴趣之外，便只剩下思辨的兴趣。而这一兴趣所涉及的也并非解释，而是条件链条的完备性。依克莱内斯之见，解释或终极根据必须是条件链条的末端环节，即无条件者。但这并不适用于康德，因为人们同样可以满足于二律背反学说中反题的或经验的方面。无需终极、完整解释者的经验论，同样也是一种解释。

第三，克莱内斯未能足够清晰地区分实在根据与形式根据。如果他把形式根据理解为对发生事件的一般描述，我赞同他对形式根据的诠释。[86] 然而，他对实在根据的诠释却显得颇有问题，因为他仅仅将实在根据视为对一种外在于被根据者的根据（如力与法则）的公设。[87] 因此，使一个根据成为实在根据的因素，据称仅仅在于该根据的外在性。但正如在关于根据的章节中所表明的，单凭这种外在性并不足以将形式根据与实在根据区分开来，因为根据黑格尔，区别在于内容而非在于形式。力的例子（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恰恰就是形式根据的例子。因此，克莱内斯究竟如何区分形式根据与实在根据，是含混不清的。

第四，克莱内斯似乎将其解释性根据重新置入了本质论关于根据的关系之中，尽管他极力试图将其解释性根据与形式根据及实在根据

区别开来。[88] 为了将其关于根据的使用同黑格尔对根据的批判区分开来，他将本质论中的根据解释为根据的不完全形式，而将概念本身解释为完全的形式，后者被等同于世界中的理性。[89] 与克莱内斯有待解释的形式根据与实在根据之区分相似，作为（qua）概念的终极根据与本质论中一般的根据之间的区分也是含混不清的。看起来，克莱内斯似乎想把逻辑学中的辩证运动解读为对各种不同根据之错误性的证明。通过这种方式便得出了在逻辑学结尾处出现的终极根据，即作为向概念自身的复归的绝对理念，按照克莱内斯的说法，它乃是终极根据的成功候选者。这种解读表明，在本质论中的根据与概念逻辑中的概念之间，仅仅存在着成功程度方面的区别。然而这样一种解读并不适用于黑格尔。界定根据的，乃是其概念内容。当人们解释某物时，便进入了被解释的对象与作为解释的根据之间的反思关系。两者（有根据者与根据）作为有待探寻的对象，都与自指的思维运动相对立。只要黑格尔的逻辑学被解读为对成功解释的探寻，这种解读就依然停留在反思的思维模式之中。对反思的克服恰恰构成了本质论与概念论之间的重大区别，而这在克莱内斯的解读中被忽视了。
概括而言，根据之关系的反思模式正是本体-神学式解读的根源，该解读将绝对者宣布为存在者作为（qua）其显现的最终根据。这将在后文论绝对者的章节中作更详尽的讨论，黑格尔在其中对这种模式进行了显著的批判。

[88]: Vgl. Kreines (201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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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Vgl. GW 21: 8; GW 20: 61 (Enz3 1830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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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尽管克莱内斯也讨论了误推，但误推对他而言并非充当以往形而上学失败的证明，而是首先充当通过概念通达绝对者的合法途径之证明。参见 Kreines (2015): 16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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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2.2 现象




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2.2 现象

2.2.1 实存

当条件齐备时，事情便走向实存。通过实存，根据再次在定在中显现出来。直接性与中介现在合而为一。直接性是一种从根据中产生出来的中介。此前，本质主义被如此

设想为：直接者依赖于根据并与根据相分离，而根据作为（qua）最终实在隐藏在直接者的背后。现在，直接者或被给予者与根据的反思关系被等同起来。被给予者恰恰是通过根据而显现出来的。根据并非实存于被给予者之外，而是作为（qua）一种客观性状对被给予者具有构成性。被给予者产生于其诸条件。一旦这些条件不再有效，直接者便被给予出来。

例如，水的流动性（液态）可以通过加热转化为气体。在常规条件下，临界点是 100 °C。在 100 °C 之前，作为（qua）加热的这一条件依然适用，但在此之后则不再适用，因为水的聚集态作为（qua）气体，在被进一步加热时不再发生改变。黑格尔所说的扬弃与实存，意指条件的失效以及实存的涌现（例如以气态的形式）。关于加热这一条件，气体随身携带着它的根据。因此，尽管气体在知觉中看起来直接出现，却终究预设了其作为（qua）条件的根据。“存在的真理不是某种最初的直接者，而是走向直接性的本质。”[90]

就中介而言，直接者乃是一个被中介的某物（或实存者），黑格尔也将其称为“物”[91]。引人注目的是黑格尔在此处的字面游戏：既然一个直接者将诸条件作为其实存的前提，那么它就是一个有条件者/以条件为前提者（Bedingtes）。“物”（Ding）这一规定正是从有条件者中获得其表达的。因此，物进入了一种反思的关系。它具有双重形式：一方面是作为（qua）实存的直接性，另一方面是作为（qua）其实存之根据或条件的中介。但这仅对HL（背景逻辑）有效；在OL（对象逻辑）自身中，这种双重形式必须首先呈现出来。一物的直接实存首先与这种实存的根据相区分。鉴于根据与其有根据者之间可分离性的被否定（对彻底中介的驳斥），这种区别不再存在于两个被分离者之间，而是存在于一个物的内部。因此黑格尔将这种内在区别称为物的“分析”[92]。物自身（per se）保持为一个包含两个不同因子的总体性。黑格尔经常将这样一种总体性称为“否定性统一体”[93]。关于一物的实存与根据之间的区别，OL



严格说来进入了模态或“可能者”[94]的领域，因为着眼于根据的改变，一物的实存本可以是另外的样子。但这仅仅对HL有效，并且在OL中尚未被设定。在OL中，物乃是显现着的中介，而无需反思其可能性。

鉴于这种区别，物一方面处于对他物的相异关联之中，这些他物提供了该物实存的条件；另一方面处于对自身的自身关联之中，因为其实存事实上（de facto）独立于那些条件。因此，物的实存分裂为一种双重实存：一次是作为（qua）受相异关联影响的多样性，另一次是作为（qua）以通过自身关联达成自我保存为特征的物自身。只要自身同一性保持不变，对他物的相异关联就会被切断。黑格尔参照康德，将这种绝对自身同一者的结果称为“物自身”[95]。物自身从自身中排除了由相异关联所引发的、作为（qua）性状的多样性，并同时设定了相异关联的指称对象。在物的概念内容中，相异关联可以指向他物或感知者。它们是物的相异性（例如感质或第二性质）的原因；而这种相异性构成了物的定在。

因此，作为通过他者而中介自身的定在的反思，也落在了物自身之外。物自身在其自身应当不具有任何确定的多样性；因而唯有被带到外在反思面前，它才获得这种多样性；但它对这种多样性保持漠不相关。（——物自身唯有被带到眼睛面前才有颜色，被带到鼻子面前才有气味，等等。）这些是另一个他者所取的视角，是该他者赋予物自身的特定关系，而并非物自身固有的规定。[96]

诚然，就多样性对他者的相异关联而言，多样性对于物自身似乎是非本质的或漠不相关的。但仔细审视便会发现，相异关联绝非非本质的；它对于物自身的个体化毋宁具有构成性，因为唯有通过这种相异关联，物自身才能与对它而言相异的东西区分开来。尖锐化的矛盾在于：一方面，物自身需要这种多样性或规定以实现个体化；另一方面，由于这种



多样性的外在性，这种个体化仅仅是外在的（漠不相关）。着眼于漠不相关的相互性，被包含在第一个物自身的相异关联之中的异者，无论如何都属于物自身。因此，第二个物自身通过外在的多样性与第一个物自身联系在一起。于是便出现了多个物自身以及被共享的相异关联。物自身的相异关联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其他物自身，并在这种意义上再次变成物自身的自身关联。物自身对自身的相异关联恰恰展现为物自身的自身关联。物自身通过其相异关联再次回到自身，从而完成了其循环否定。在这种意义上，那多样性对于物自身而言也并非外在陌生的，而是其“固有的”[97]规定性。外在的规定性发展为“物的特性”[98]。

若无其特性，一物与另一物之间就只能具有量的区别（如同一个量）。换言之，物若无其特性就无法被个体化。“使一个物仅仅成为这个物的规定性，完全在于它的诸特性”[99]。诸物之间的区别仅仅奠基于特性之上，而特性作为多个物之间的关系自身是连续的，并将这些物连接起来。与直觉相反，证明自身为自指连续性并从而证明自身为本质的，不是物，而是特性。诸物仅仅是非本质的表面，或者是各种不同特性的松散连接（“也”[100]）（正如例如束理论所教导的那样），这些特性在真理上并非物的特有属性，而是“独立的质料”。这些质料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知觉”一章中也被称为“自由质料”[101]，因为它们可以从物中自由抽离出来。黑格尔借助独立的物质批判了化学，化学分析将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物分解为各种不同的物质。例如电质料、热质等即是其例。

由于特性（诸物独立性的保证）被分解为独立的质料，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不再是诸物的自身同一性，而是自由质料的自身同一性。根据各种不同的



量的比例（例如水的
𝐻₂𝑂
），就束理论而言，每个物仅仅是各种不同物质的外在联结。因此，特性从物身上被剥离，并被还原为独立的物质。由于物现在不具有真实的特性，它的统一体就仅仅是一个指示性的“这个”，它仅仅依赖于那种偶然的联结。

物作为这个物，乃是质料的这种纯粹量的关系，一种纯粹的聚合，它们的也。它由某种物质的某个量组成，也由另一种物质的某个量组成，也由其他物质组成；这种没有任何联系的联系，唯独构成了物。[102]

物作为（qua）“这个”与独立的质料，因而构成了名义上的物的两个新环节。若将物接受为单纯的“也”，其诸质料便仅仅在物中漠不相关地共存。这种漠不相关一如既往地威胁着每一种质料的个体化，而质料的个体化唯有通过对其他质料的否定性关系（相异关联）才能建立起来。例如，我们称我的笔记本电脑为“蒂姆”，称蒂姆的颜色为“黑色”，由此便得出一个命题：(1)“蒂姆是黑色的”。如果蒂姆的颜色现在例如被还原为光的折射，而蒂姆作为（qua）个体被取消，我就无法将这种光的折射个体化。因为这种光的折射的个体化需要蒂姆作为一个我可以指称的个体。这导致的结果是：物不能是漠不相关的。相反，它构成了诸质料的否定性统一体，借此一种质料才能与另一种质料区分开来。如果这个苹果是红的，它尝起来也甜，等等。

不同的特性作为不同的质料，一方面在同一个物（一个时空点）中共存。另一方面，它们在这个物中也彼此区分。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物的逻辑概念内容。既然两方面都应当被固定在一个点、一个物之中，那么每一种特性或质料就被其他特性或质料所贯通渗透。哪里有一个红苹果，哪里它尝起来也甜，反之亦然。其背后的思想是：原则上不存在一个足够小的苹果部分，它是红的却不甜。黑格尔将这种贯通渗透称为质料的“多孔性”[103]。

由于每一种质料基于其与其他质料的交织而被否定，它失去了其独立性或规定性，但

同时由于其他质料进占同一位置而又获得了独立性或规定性。在这一过程中，每一种质料既获得了其独立性，又获得了对该独立性的否定。例如，作为独立的质料，第一种质料（作为早先的特性）否定了物的独立性，从而使物变成“也”。在物中，除第一种质料之外还出现第二种质料，第二种质料进占第一种质料的位置，直到第二种质料被第三种质料所取代，等等。在诸质料相互的虚无性中，物作为那种“也”-关系的否定性重新赢获了其独立性。

因此，物乃是独立自存通过其对立面即通过其否定而与自身相中介的自相矛盾的中介，或者是一种独立质料通过另一种质料的存在与不存在而达成的自相矛盾的中介。[104]

质料与物的规定在这一循环否定过程中不断交替转换。这样，在OL（对象逻辑）中便同时设定了物的双重形式，即独立性与非独立性。在OL中现在被设定的是：物具有一种虚无的实存。这种虚无的实存被黑格尔称为“现象”[105]。因此，现象乃是直接性对中介之依赖性的证明。由作为（qua）中介的根据所产生的直接性并非独立者。本质主义由此保留了其最初的论题：实在并不存在于直接性之中。作为（qua）否定性的中介自身进入了它所产生的实存之中。

𝐿_{D}ᵢₑ_{ }ₑᵣₛ_{c}ₕₑᵢₙᵤₙ_{g}（被设定的实存）= 诸物之作为（qua）虚无性的中介

着眼于思辨方法，从实存向现象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就自身关联而言固执于物。辩证环节则提醒道：物的实存也预设了实存的条件，该条件作为（qua）另一个物而与该物相区分，并构成了该物的相异关联。知性环节接受了物对其条件的相异关联，并将物作为（qua）物自身的自身关联，与依赖于他物影响的物的性状区分开来。然而从辩证环节的立场来看，这一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

物的自身关联恰恰是通过它与他物的区别即相异关联才成为可能的。即便当知性环节将性状修正为（物的）特性时，这一点也丝毫未变。
物在其对特性的依赖中的自身关联，促使思辨方法在其辩证环节中通过将物视为仅仅是特性的束，从而质疑物与其特性之间的区别。基于物在特性中的消解，取代物的仅仅是自由质料，特性便是从中分离析出的。如果知性环节将物视为质料的单纯的束或一种“也-关系”，辩证环节就会提醒人们注意自由质料概念中的一种思想上的不一致性：为了通过一个参照点来规定自由质料而固执于特性的某个束，反而会摧毁这些自由质料。因为任意的一个特性之束无法提供这样一个固定的参照点。换言之：必须保留物本身，而非仅仅是特性的束。
当知性环节想要保持物与自由质料在它们之间的区别时，辩证环节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以至于质料的独立性否定了物的实存，而反过来物的实存又否定了质料的独立性。通过这种方式，知性环节再次陷入困境。思辨环节指出了这一否定性的循环过程，并将该过程把握为新的、被扩展了的自身关联，该自身关联被知性环节所接纳，并且由于其对实存的否定而可以被称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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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2.2.2 现象

关于质料与物之间的这一循环否定过程，发生着否定的同一性。在这一过程中，诸物显现为暂时的、易逝的。

因此，在现象的本质方面，非本质内容使自身得以扬弃的否定性已复归于同一性；它乃是一种漠不相关的自存，这种自存不是被扬弃状态，而毋宁是他者的自存。

这一统一体就是现象的规律。[106]



规律作为否定性的自身同一性（循环否定），标示着本质作为（qua）否定性在实存中的发生，而实存作为律则状态仅仅是本质的假象。作为自我否定的易逝性，实存乃是现象，而现象之作为（qua）否定性循环特性的合规律性就是规律。因此，规律是不断消解、易逝的现象的持存或常数——黑格尔将这一常数称为“肯定同一性”[107]。通过规律，现象尽管发生着改变，却使自身得以连续化。例如运动规律即使在空间中时间的“流逝”中也与自身保持同一。黑格尔试图借助规律来阐释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立场。现象作为（qua）直接性并非实在的。真正的实在存在于解释现象之变化的规律之中。规律不是直接性，而是中介，但它通过现象显现自身。

规律是现象向着与自身的同一性的反思；因此，现象作为虚无的直接者与反思入自身者相对立，并且它们依照这种形式而相区别。[108]

然而，规律绝不能与现象等同起来，因为现象作为变化还包含着一个与规律相区别的内容，即那种不断更迭的变化。由于内容上的区别，规律首先只是对各种不同显现之变量的外在联结。例如运动规律联结了时间与空间（
𝑠=𝑎𝑡²
）。黑格尔以落体运动规律为例，在其中空间（
𝑠
）与时间（
𝑡
）这两个变量仅仅被外在地联结起来。对于这种联结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的根据，它仅仅作为直接的事实被发现。

然而，由于易逝的现象被规律所否定或取代，便呈现出一种自存（规律）通过不自存（属于规律的现象）而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作为现象与规律之间的关系，自身也是一种自我否定的现象。以运动为例，每一个时间变量都通过运动规律同时被转化为空间变量，反之亦然。就此而言，时间的存在（自存）恰恰是空间的不存在（不自存），反之亦然。规律恰恰代表了这种循环否定（否定性统一体），并且规律作为否定性统一体的同一性“如今

也是一种被设定的和实在的同一性”。[109] 规律由此随身携带着现象，并且现在也跨越侵入此前与它相区分的现象内容。规律就这样单独成了全部的现象。

因此，此前作为规律的东西，不再仅仅是全体的一方（该全体的另一方此前是作为现象自身的现象），而是其自身就是全体。它是现象的本质的总体性，以至于它如今也包含了此前尚属于现象的非本质性环节；然而它是作为被反思的、自在存在的非本质性，即作为本质的否定性而包含之。[110]

既然所有现象都被包摄在不同的规律之下，这些规律就构成了一个规律的总体性，形成了一个“世界”[111]亦即一个规律的世界。

既然规律是与作为其否定性相关项的现象（相异者）相对立的自身同一性，黑格尔便也用存在论逻辑的术语“自在存在”来解释它，因为它满足了自在存在的逻辑结构。既然规律也容纳了它的相异关联，它便额外满足了自为存在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规律的王国称为“自在且自为存在的世界”或“超感性世界”[112]。它是超感性的，因为其实存奠基于日常或物理学所预设的实体（例如物、力）之上，这些实体本身（per se）无法被感知，而是借助反思（中介）从显现出来的感性中推论出来的。

通过“规律世界”的这些被设定的公设实体，感性世界的多样性得到了丰富。这样产生的不仅有规律，而且还有由规律所设定的公设实体。这些公设实体构成了现象的本质。例如，水作为（qua）感性现象，被由化学规律所决定的抽象化学分子式 H2O 重新诠释。关于这种公设，整个规律王国被划分为两个世界，即规律的世界，以及通过公设而得到丰富与重构的现象世界。通过这个重构的现象世界，感性世界被重新诠释。因此，规律的世界为重构的现象世界奠定了根据。



它此外不仅是一般而言现象界的根据，而且是现象界的确定的根据。它作为规律的王国就已经包含着多样化的内容，而且是现象界的本质内容；并且作为内容充实的根据，它是另一个世界的确定的根据，但这仅仅依照这种内容而言；因为现象界除了那个王国之外还具有多样化的其他内容，因为否定性的环节此前特有地属于现象界。然而，既然规律的王国现在同样在自身具有这一环节，它便是现象界内容的总体性，并且是现象界一切多样性的根据。[113]

规律世界作为（qua）真正的实在，因而与作为（qua）表象的实在的现象世界相对立。由于这种对立，黑格尔将这两个世界（作为[ qua ]根据的规律世界与作为[ qua ]有根据者的重构现象世界）称为“颠倒的”[114]世界。由于规律世界通过其奠基功能扩展到现象世界上，它作为（qua）总体性实际上包含着现象世界。既然两个世界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之中，黑格尔再次将这种总体性称为否定性总体性。回顾现象的整个过程，两者都显现为一个循环过程或循环否定。

在HL（背景逻辑）中，变化着的现象的自身同一性将平静的、未改变的一面从自身中排除出去，并设定了规律。规律随后也固执其自身同一性，并设定被它所排除者作为（qua）现象的变化。变化再次反思入自身，并且作为否定性终究恰恰复归到其根据之中，而这根据恰恰就是规律。这一否定性循环（循环否定）尽管存在着被设定的对立，却依然与自身保持同一。感性世界通过其自身关联（反思入自身）显露为超感性世界或显露为相异关联（反思入他者）。反过来，超感性世界通过其自身关联显露为感性世界或显露为相异关联。每一个世界都包含着它的对立世界，并因而自给自足。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世界具有一种结构上的同等性，该结构是一种作为（qua）“颠倒世界”的形式。由于这种形式是一种循环否定，它便是一种本质的形式或一种关系性的中介。两个世界所共享的共同形式，被黑格尔称为“本质的关系”[115]。

在HL（背景逻辑）中，本质的关系已经是具体体现出来的矛盾。颠倒世界的两个极端比矛盾的两个极端更加复杂。矛盾的诸极端即肯定者与否定者，

构成一个总体。颠倒世界的诸极端，即规律世界与现象世界，除了一个共同的总体之外，还各自构成一个复制了颠倒世界的总体。在OL（对象逻辑）中，共同的总体作为本质的关系尚未被设定。在OL（对象逻辑）中，规律世界就其扩展至现象世界而言是全体，而被吸纳的现象世界则是部分。全体与部分的关系首先是OL（对象逻辑）中真正的、本质的关系。相应地，本质主义将规律世界与经由它所重构的现象世界之间的中介关系，假定为全体与部分的关系。
𝐿_{D}ₐₛ_{ }{w}ₑₛₑₙₜₗᵢ{c}ₕₑ_{ }ᵥₑᵣₕ_{ä}ₗₜₙᵢₛ_{ }₍{d}ᵢₑ{ }{g}ₑₛₑₜ{z}ₜₑ_{ }ₑᵣₛ_{c}ₕₑᵢₙᵤₙ_{g}₎=
现象世界与规律世界的反思统一体
着眼于思辨方法，从现象向本质的关系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在易逝的现象与某种不变者之间做出区分，后者被黑格尔称为“规律”。辩证环节则提醒人们注意，规律本身就随身携带着现象，因为规律把现象公设为一个有待解释的变量，其数值在理论上代表着现象并自身构成一个世界。一旦知性环节被这一反驳所说服并取消规律与现象之间的区别，辩证环节便通过指出代表现象的变量或理论实体属于一个超感性世界（即使现象本身是感性的），从而恢复两者之间的区别。如果知性环节固执于颠倒世界的这一新区别，辩证环节就会提出异议：规律在感性世界中被实例化，超感性世界以此种方式跨越侵入感性世界。通过这种方式，两个世界在两个世界持续的中介——尤其是全体与部分的中介——中被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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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本质的关系

本质的关系是两个独立者——规律世界与现象世界——的本质的、因而是否定性循环的关系。既然规律世界同时是两种实存（被反思的实存与直接的实存）的否定性总体，那么它作为（qua）关系的一方就是全体。着眼于规律世界对现象的相异关联，规律世界也具有直接实存的一面，

这一面构成了规律的多样性与前提预设。这种多样化的直接性就是部分的多样性。[116] 正如人们从物理学实在论的信念出发所通常认为的那样，物理规律不仅统治着相应的感性现象，而且本身在其中也具有一种实存。在这个意义上，物理学的规律世界不仅拥有全体的一面，而且拥有部分的一面。

由于每一方也都拥有一种自存的实存，因此本质的关系首先只是双方的一种外在联结。在全体的一方，规律世界作为否定性总体居于优先地位，在此之下，多样化的直接者乃是这个世界的环节。一个系统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参照该系统的宏观结构予以具体规定。然而在部分的一方，直接性却居于优先地位。作为（qua）现象世界的直接多样性乃是规律世界的基础，而规律世界作为（qua）全体只是一种外在秩序。这种情况也符合常识理解，因为感性的多样性充当了推导规律的自存基础。这样，在这一本质的关系中便出现了如下矛盾：现象作为（qua）全体的部分，首先通过全体（全体的自存性）而被规定，因而应当依赖于全体；但因为另一方面现象也应当是一种自存的实存（部分的自存性），所以它必须独立于作为（qua）外在秩序的全体。

全体的自存性（被反思的实存）实际上悖论式地依赖于其对立概念即现象，因为若无现象作为反思的出发点，便没有任何东西可供反思。然而，部分（直接实存）绝不能独立于全体，否则部分、乃至归根到底多样性本身就会完全不可认识，因为唯有通过部分对全体的关联，部分的规定才能被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全体与部分并非彼此分离，而是互为前提、相互条件化。但这两个有条件者本身的关系却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者”。[117]

这作为双方之同一因子的无条件者，在真理上乃是两者的否定性统一体，因为它表明，两个作为对立者的自存者实际上彼此依赖。然而，全体与部分之间的矛盾并不能通过无条件者

而得到解决，只要每一方仅仅固执于其抽象同一性（反思入自身），且部分作为感性基础仍表现出与全体的形式区别。简言之：全体与其诸部分并不同一，反过来诸部分也不是全体。

既然全体与部分（两个自存者）各自仅仅固执于自身的自身同一性，并将彼此之间的相异关联（它们的区别）规定为不相干的，它们就变成了彼此漠不相干的（差异）。若双方以此种方式规定自身，它们便扬弃了自身。首先是全体。由于全体恰恰就是那种必须包含其相异者（直接实存或多样性）的否定性统一体（循环否定），全体的自身同一性便摧毁了作为这般全体的全体本身，亦即摧毁了一个包含其相异者的具体统一体。例如，我们以海德堡大学作为全体。如果人们仅仅固执于这个名称（一种抽象的自身同一性），就会说诸如哲学系、物理系、医学系、神学系等各个院系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是真正的海德堡大学，因为诸院系作为（qua）海德堡大学的部分并不等同于作为（qua）全体的海德堡大学。然而以此种方式，人们绝不可能定义作为（qua）抽象自身同一性的海德堡大学，更不用说指认它了。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部分。如果部分被从全体中剥离出来，它们就失去了关联于全体的规定。反过来，若无视全体（例如大学），部分的规定性（院系）也会被剥夺，因为部分自身又可以在其下包含部分，例如院系包含各个研究所，研究所又包含教研室等。按照这种思维模式，部分（研究所、教研室等）作为部分的规定性就被剥夺了。若无全体作为相对的视界，就绝不可能在严格意义（stricto sensu）上谈论部分。部分的孤立化即是对部分自身的否定。唯有在确定的范围之内，某物才能被有意义地称为部分。而它的全体随后又成为另一个他者的部分。全体与部分之间的这种循环的、否定性的关系就这样继续运行下去。两者构成一个否定性统一体。

归根到底，全体与部分显现为同一种否定性统一体的两个环节，黑格尔将这种否定性统一体称为“中介”[118]。作为环节，两者都是这种中介的显现或表现。这样，本质的关系便从全体与部分的关系被规定为力与力的表现的关系。



在逻辑进程中，随着否定性统一体或中介被规定为力，多样性再次受到怀疑：它对于力而言是一个相异者。多样性、物或部分不是通过机械秩序与全体联结在一起，而是本身被规定为自身否定的结果，从而被规定为作为（qua）否定性统一体的全体。多样性因此构成了力之表现的条件。

这种前提预设如今并不是一个位于力对面的物；这种漠不相关的自存性在力中已经被扬弃；作为力的条件，它是与力相异的另一个自存者。[119]

这一由力自身所中介的条件作为（qua）力的表现，因此本身也是一种力，亦即作为被排斥的力，它由凝聚的力所预设，以便将自身再次收回到自身之中。然而，既然这种被排斥的力是一种被预设的力，它首先便只表现为直接的与相异的。由于这种直接的力是相异的并被设定为“另一种力”[120]，异质性因子便再次在OL（对象逻辑）中出现。

这种作为（qua）被排斥者的另一种力，具有与凝聚的力同构的结构；两者都是否定性统一体，因而互为前提、相互条件化。由于一个力由另一个力所设定或引起，其中一个力似乎是能动的，而另一个力则是被动的。因此黑格尔将能动的力称为“诱导的”（solicitirende），将被动的力称为“被诱导的”（sollizitiert-werdende）。[121] 由于相互性，一方绝不能脱离另一方而被孤立。被诱导的力为诱导的力提供了一个支撑，诱导的力由此得以向外扩展并首先被规定为诱导的。反过来，被诱导的力也需要诱导的力作为其参照项，以成为一个被动的力。换言之，两者都必须将各自的他者与自身中介起来，从而能够获得自身的形式规定。仔细审视，两者乃是具有两种表达方式的同一个力，即作为不再由被动力所条件化的能动力，以及作为不再由能动力所条件化的被动力。作为两种片面的力的统一体的这同一个力，乃是两者的中介性统一体。因此它同样不是有限的，因为它与自身无限地中介（没有相异者作为其终界），而不依赖于另一个他者。这两种表达方式因此构成了

通过自身中介自身的统一体的外在性，而相比于此外在性，则是这唯一的力之内在性。

因此，力在真理中所表现的乃是：它对他者的关联就是它对自身的关联，它的被动性恰恰存在于它的能动性自身之中。它借以被诱导走向活动的推动力，就是它自身的诱导；降临到它身上的外在性不是某种直接者，而是由它所中介者，正如它自己与自身的本质同一性不是直接的，而是由它的否定所中介的一样；或者说，力所表现的乃是：它的外在性与它的内在性是同一的。[122]

这样，力的表现之本质关系便进一步发展为外在性与内在性的关系。作为（qua）外在的力和内在的力的表面上的自身同一性，从字面上就已经随身携带着区别：一个力，却具有两种表达方式，即外在的力与内在的力。人们可以这样论证：这两种表达方式仅仅是形式，它们实际上具有一个同一的基础，该基础满足了内容的逻辑结构，并因而构成两种不同形式的同一内容。然而，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区别随后便在此出现。在内容上，外在者与内在者是一，但在形式上却不然。（这一发展类比于根据思想的发展。）

形式地看，内在者作为（qua）被反思的实存必须预设外在者作为（qua）直接的实存，以便它能够反思入自身。既然直接性充当了被预设者，它也必须是一个被扬弃者，因为其表面持存的意义恰恰就是虚无性。或者换言之，直接实存必须是虚无者，因为它的功能恰恰在于其自身的否定以及向反思的复归。伴随着这一复归，反思获得了其循环的、否定性的自身同一性。正如黑格尔在论反思的章节中所展示的那样，仔细审视便会发现，直接性的预设恰恰是反思自身的设定。黑格尔在此处将反思的这种否定性自身同一性称为“倒转”[123]，它作为（qua）中介（反思者）即本质与直接性（被反思者）即存在之间的本质关系，乃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同一性。[124] 例如，当我们谈论俄罗斯对

美国总统大选的操纵时，关于俄罗斯操纵的这一推测终究只停留为某种外在的东西，因为它恰恰停留于内在或“幕后”。内在性与外在性仅仅是一个内容的诸种形式变体。反过来，内容也是一种形式变体，因为它乃是形式区别之自身否定的结果。

因此，某种刚开始仅仅是内在者的东西，恰恰因此而仅仅是一个外在者。或者反过来，某种仅仅是外在者的东西，恰恰因此而仅仅是一个内在者。或者，既然内在者被规定为本质，而外在者被规定为存在，那么一件事物，只要它仅仅在其本质中，恰恰因此而仅仅是一种直接的存在；或者，一件事物如果仅仅存在，恰恰因此而刚开始仍然在它的本质中。[125]

黑格尔通过将外部与内部的关系应用于本质与存在的关系，本质便在存在中表现自身。存在与本质具有相同的内容。黑格尔将本质与存在的这种否定性统一体称为“现实”[126]。由于在现实中一切形式区别都与内容等同起来，因此便不能真正谈论形式区别。这样，存在中的一切形式区别或规定都指向唯一的、自身同一的内容。这相当于斯宾诺莎式的实体，它将一切显现出来的形式或区别规定为其属性和样态。因此，现实在开端处乃是绝对物，它作为（qua）无条件者的同义词，不能被任何规定（作为与内容相区分的形式）所条件化。

随着现实的登场，黑格尔驳斥了各种本质的关系，全体与部分（或分体论）、力与表现、外部与内部均属于此类关系。这些关系是表达中介的不同方式，而中介就本质主义而言乃是实在。真正的中介在OL（对象逻辑）中既不是现象，也不是现象世界与规律世界赖以被中介的本质关系，而是现实。现实的中介不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而是一种扩展了的实存。作为中介的穷尽性显现，现实首先是绝对物，它作为（qua）本质主义的终极实体，在直接性中外化自身。

𝐿_{D}ₐₛ_{ }ₐ_{b}ₛₒₗᵤₜₑ_{ }₍{d}ₐₛ{ }{g}ₑₛₑₜ{z}ₜₑ_{,}{ }{w}ₑₛₑₙₜₗᵢ_{c}ₕₑ_{ }ᵥₑᵣₕ_{ä}ₗₜₙᵢₛ₎=

中介在直接性中的穷尽性显现

参照思辨方法，从本质的关系向绝对物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固执于全体。但辩证环节提出异议：全体绝不能在多样性中被实例化，因而也与多样性相区别。知性环节采纳了这一反驳，并将全体与作为其部分的多样性区分开来。但辩证环节通过指出全体的规定性与部分的规定性相互依赖，再次对这一区别提出质疑。只要指明那悖论式展开的过程——在其中，全体与部分的联合恰恰存在于两者的差异化之中——这一困境便得以在思辨环节中被化解。在这一结果中，知性环节将全体与部分之区别思考为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环节，该统一体类比于物理学可以被称为力。

知性环节如今将诸部分思考为同一个力的表现，并因而与该力同一。但由于在表现中也存在着一种在被排斥的力与凝聚的力中显露出来的区别，辩证环节便对力的同一性表示怀疑。知性环节必须承认这一区别。针对这种对区别的固执，辩证环节进一步反驳道：由于被排斥的力与凝聚的力具有相同的内容，两种力之间的表面区别仅仅是形式上的。力在内容上是一。为了表达内容上的同一性，被排斥的力被知性环节修正为力的外在性。

与外在性相对立，辩证环节提出了内在性。即使知性环节强调内容上的均等性，但“内容”这一表达——类比于根据关系中的逻辑发展——也隐含了与形式的区别。知性环节所产生的困境被思辨环节在过程性的思想中予以化解。在过程中，内容上相同的力将自身“降格”为两种从属的、对立的形式，这两种形式在进一步的思想步骤中被统一起来。形式非但不是与内容相对立的区别，反而毋宁是内容的表达。一切形式区别都与内容等同起来。这一从辩证环节中获得的过程的结果，被递交给知性环节作为出发点。由于形式区别的同一性，这一过程被称作“绝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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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实




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2.3.1 绝对物

绝对物是中介在直接性中的穷尽性显现的最初名称。一切多样者都是绝对物的显现。因此，绝对物是本质主义的后继规定。关于直接者对绝对中介的追溯，一切直接者都是否定性的，并且唯有通过对一切直接者的否定，绝对中介才显现自身。

早在存在论末尾的绝对无差别处，形容词“绝对的”就已经预先指向了作为（qua）绝对中介的绝对物，并将两者置于紧密的概念亲缘性之中。如果将《逻辑学》视为给绝对物下定义的一场尝试，[127] 那么每一个逻辑领域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思维规定都是绝对物定义项的候选者。然而，鉴于其无前提性，逻辑学不能预设其对象，在此意义上，这些规定唯有从一种逻辑学外的视角出发才能被视为绝对物的定义项。相反，明确带有“绝对”之名的三个思维规定（绝对无差别、绝对物与绝对理念）乃是直接从内在的逻辑进展中派生出来的，并表现为阐明思辨逻辑的真正对象即真正的绝对物的三次尝试。

由于绝对无差别就绝对物的逻辑内在阐明而言被证明是不充分的，因此就有赖于绝对物本身来给出这样一种（关于其自身的）阐明。一方面，绝对无差别与绝对物之间的相似性存在于它们的漠不相关之中。赋予绝对物何种规定是无所谓的，因为绝对物作为一个与形式等同起来的内容，将一切形式区别或规定还原为自身的同一性，并将它们据为己有。因此它们对绝对物而言仅仅是外在的，因为正如外部与内部的区别一样，它们立刻被证明为自身及其对立规定的同一性，而该同一性作为（qua）区别的根据就是绝对物本身。绝对无差别与绝对物因此像纯粹存在一样是不可规定的。另一方面，绝对无差别与绝对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于绝对无差别而言，由于缺乏反思，将诸规定还原到其根据的过程仍然处于隐蔽之中；而对于绝对物而言，这一过程已经变得透明了。伴随着绝对的反思性，

在透明性的意义上，绝对物不仅是一切的根据，而且是一切的深渊。

既然在绝对物中，形式仅仅是与自身的单纯同一性，那么绝对物就并不规定自身；因为规定是一种形式区别，这种区别首先作为这般区别而有效。[128]

事实上，一切规定的这种绝对漠不相关或同一性，乃是反思入自身或绝对物的抽象自身同一性的结果。正如多次发生的那样，绝对物仅仅关联于自身，因而将一切无法与绝对物等同起来的东西从自身排斥出去。甚至绝对同一性本身（per se）作为一种规定或形式，也必须被排除在绝对物之外，因而不能归属于任何内在反思，而仅仅归属于外在反思。因此，黑格尔将绝对物的这种否定性说明称为绝对物的“否定性阐明”[129]。由于否定性阐明被归咎于外在反思，它便从一个外在的出发点开始。在外在的视角下，真正的绝对物似乎是不可通达的。然而，针对通过外在反思无法通达绝对物这一观点，人们可以反驳说：外在反思对于绝对物而言并非外在的，因为绝对物恰恰有赖于这种外在反思才得以被引出。这种论证显然将绝对物的阐明带入了一个矛盾之中：一方面，由于反思的外在性，绝对物不受该反思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却唯有通过这种外在反思才成为其所是。化解该矛盾的一种可能方案，就是在由外在反思所规定的伪绝对物与不受外在反思影响的真正绝对物之间做出进一步区分。就这一区分而言，由外在反思所阐明的伪绝对物仅仅是真正绝对物的一个“属性”[130]。

然而，这一“妥协方案”遇到了与此前同样的问题，因为按照定义，绝对物乃是一切形式区别的绝对同一性。即使是绝对物与属性之间的区分，也可以被抛入绝对物之中。因此并不存在任何真正实存于绝对物之外的外在性。人们必须承认，属性实际上不仅是外在反思的结果，

而且是绝对物自身的内在反思的结果。但这样一来，矛盾便再次出现。

在这一语境中，属性一方面固然是绝对物的一种外在的、但终究也是内在的规定。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完全与绝对物等同起来，因为绝对物恰恰是不可规定的。建立在相同的区分策略之上的另一种矛盾化解方案，可以在绝对物的自身关联中将属性设定为一个进一步的相对绝对物或另一个伪绝对物。也就是说，属性仅仅暂时地规定绝对物，随后便立刻过渡到绝对物之中。唯有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物的属性（绝对的自身同一性）才能被赋予绝对物而不陷入矛盾。换言之：属性乃是由绝对物自身所产生的假象。绝对物试图规定自身，但立刻遭遇失败，因为其本性恰恰是不可规定的。这一短暂且失败的尝试的结果就是属性。换言之，属性仅仅是绝对物的一种单纯的“方式和方法”[131]，用以认识绝对物。在此意义上，属性是绝对物的一个样态。回顾迄今为止对绝对物的否定性阐明，可以在最初的结论中确认：出现了一个从绝对物经由属性向样态的逐级退步。

正如前瞻推论逻辑所能预料到的那样，绝对物、其属性与样态在相继的先后次序意义上构成了一个推论，其中绝对物与样态是两个极端，而属性则是中项。

属性首先是处于与自身的单纯同一性中的绝对物。其次它是否定，而这否定作为否定，乃是形式的反思入自身。这两方面首先构成了属性的两个极端，而属性本身就是两者的中项，因为它既是绝对物又是规定性。——这两个极端中的第二个，乃是作为否定者的否定者，即对绝对物而言外在的反思。[132]

绝对物反思入自身（自身同一性），并仅仅将这种同一性规定设定为其属性（反思入他者），而后者的反思入自身或同一性规定又仅仅被设定为其样态或其方式（反思入他者）。然而，由于样态也是一种外在反思（反思入他者），它便同时否定了

属性此前的前一外在性。换言之，前一外在反思在这一相继的外在反思中被废除。双重否定再次导致了肯定（
¬(¬𝐴)=𝐴
）。反思入自身的这一始终向外展开的过程，因此固然始终是外在的，但在此种外在性中却与自身保持同一，并在这一程度上构成了绝对物的真正阐明。换一种表述方式：作为自指的、循环的否定性的绝对物，乃是绝对物本身的真正阐明。

在HL（背景逻辑）中，OL（对象逻辑）表现出一条类似的思路，正如在外在反思、差异、实在根据、现象等形态中所能见到的那样。在此，外在反思再次充当反思入他者并再次扬弃自身，因为它在外在的先后次序中恰恰与自身保持同一，并由此复归于内在者。通过样态向绝对物的这一复归，样态的外在性与绝对物的内在性之间最初的矛盾便不复存在。OL（对象逻辑）再次获得了一种新的逻辑自身同一性。既然向外进展的过程恰恰就是绝对物的真正阐明，那么绝对物就是“绝对地为自身显现”[133]。换言之：真正的现实乃是自我实现（ἐντελέχεια）意义上的显现。真正的绝对物以此种方式与现实的思想等同起来。

借助对应于斯宾诺莎式实体的绝对物这一思想规定，黑格尔对作为（qua）绝对本质主义的斯宾诺莎式形而上学[134]展开了批判。黑格尔以这一作为以往形而上学的激进形式的形而上学为例阐明：古代的实体原则与近代的主体原则（作为“人格性”[135]的自指思维）相矛盾。斯宾诺莎式的实体对应于绝对物（绝对同一性），而属性与样态则代表了主体的原则。两者的区别在于：实体就其绝对的自身同一性而言将区别（相异关联或他者的要素）从自身中排除出去，而主体则就其近代的认识要求而言包含着区别（反思入他者或相异关联）。

这种反思性的辩证法总是在例如固执于人与上帝之间的区别时出现，而未曾注

意到这一区别乃是源于对上帝的否定。或者换言之，思维的自指性在那关于上帝的思想中被忽视了，而这导致了循环否定的不可能。着眼于思维自指性的这种匮乏，黑格尔将斯宾诺莎式的绝对物概括如下：

因此，斯宾诺莎对绝对物的阐明就其从绝对物开始、随后引出属性并以样态结束而言，固然称得上是完全的；但这三者仅仅是一个接一个地被列举出来，而缺乏发展的内在次序，并且第三者不是作为否定的否定，不是否定性地关联于自身的否定，唯有通过这种否定，它才在其自身是向最初同一性的复归，并因而使这最初同一性成为真正的同一性。[136]

借助这一关于自指否定性的评注，黑格尔驳斥了斯宾诺莎式的本质主义，按照该主义，现实被还原为唯一的绝对物，而这绝对物既独立于那种还原，也独立于其作为（qua）其样态的阐明。但通过外在反思的自身否定可以证实：真正的绝对物或现实并不独立于其样态亦即阐明过程。

𝐿_{D}ᵢₑ_{ }{W}ᵢᵣₖₗᵢ{c}ₕₖₑᵢₜ_{ }₍{d}ₐₛ{ }{g}ₑₛₑₜ{z}ₜₑ_{ }ₐ_{b}ₛₒₗᵤₜₑ₎=

包含着作为（qua）模态之反思的绝对物

遵循思辨方法，从绝对物向现实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固执于作为（qua）绝对同一性的绝对物，因为一切区别仅仅充当绝对物的显现并与绝对物同一。着眼于“绝对同一性”这一名称，辩证环节提出了疑问：绝对同一性本身作为（qua）规定性，是否在绝对物内部或相对于绝对物标示出一种区别？知性环节主张的立场是：同一性不应归属于绝对物自身，而应归属于对绝对物的外在反思。针对这一立场，辩证环节反驳道：绝对物恰恰是通过外在反思才得以显露出来的。知性环节随后便将源于外在反思且仅仅是绝对物之属性的诸规定，与不可规定的内在绝对物区分开来。

然而，诸如“属性”这样的“妥协方案”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与绝对物的基本思想——



绝对者之外无物存在——是不相容的。根据辩证环节，对属性的‘承认’引发了属性与绝对者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随后便‘摧毁’了绝对者，因为按照定义，绝对者并不与任何事物相对立，亦不受任何事物的限制。为了避免矛盾，知性环节仅仅将属性视为绝对者的一个暂时的样态，即一个消逝的假象。这一解决提议进一步被辩证环节所拒斥，其论据在于：样态之作为（qua）对源于外在反思的属性的否定这一暂时性，同时也否定了反思的外在性。换言之：外在反思即是绝对者自身的内在反思。以这种方式，知性环节放弃了其最初关于外在反思的假定，并将解决交由思辨环节。思辨环节采纳了辩证环节的提示，并将整个反思概括为一个过程。既然样态亦属于现实，知性环节便将该过程承认为现实。

[127]: Vgl. GW 20: 121 (Enz.31830,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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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附论3. 为什么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不是本体-神学

正如在前一个附论中所阐明的，本体-神学式解读建立在根据的关系之上，在这种关系中，上帝或绝对者作为（qua）根据，奠定了作为（qua）其显现的存在者或整个实在领域。根据的关系指向有根据者与根据之间有区别的同一性关系。当有根据者由根据所构成并因此与根据同一化时，根据则通过对有根据者的否定而与有根据者相区别。因此，有根据者的真实实存并不在其自身之中，而是在一个他者即根据之中。换言之，根据源于对有根据者的反思性否定。作为最终根据的绝对者否定了一切，是一切的深渊。黑格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了“无世界论”（Akosmismus）概念[137]，即将其作为斯宾诺莎实体的一个更切近的规定，在其中一切实在都被否定了。

既然黑格尔否定了斯宾诺莎式的概念，许多诠释者便试图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概念阐释为对斯宾诺莎实体的一种修正，即认为在黑格尔那里，有限者的实在性仍然得到了保留，有限者并未被一个包容全部实在的绝对者所浸染。这些诠释者将实在阐释为绝对者在其自身他者中的反思，同时亦阐释为

绝对者的自身反思。这种诠释的代表人物[138]进一步认为，通过这一修正，黑格尔能够回答雅可比关于从无限者向有限者过渡的问题。乍看起来（prima facie），这种将反思入他者整合入自身反思之中的做法，似乎与本质论开篇关于反思的章节相兼容。然而，一旦这种双重反思被归属于一个存在性的绝对者，一个遗漏了自指性思维运动的绝对者的问题便随之浮现。人们依然不解的是，既然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同一结构在本质逻辑的末尾以其透明的形式属于把握概念的思维、亦即概念逻辑，为什么诠释者们还要坚持将这种循环的、自指的反思归属于一个存在性的绝对者。

黑格尔在关于绝对者的章节中所阐发的观点是：自指性否定的内在推论不可能在一个存在性的绝对者中得到展现，因为按照绝对的视角，思维由于其样态地位而并非真正的绝对者。思维也必须在存在性的绝对者中被否定。然而，这种否定就其片面的、存在逻辑的否定形式（即应当以及向他者的表面过渡）而言，又复归于思维。由于其反思性，否定无法超出思维之外。真正的无限性乃是循环运转的思维。并非无限的绝对者通过其否定性的自身关联生产出有限实在与有限思维，而是否定性的、自指的思维同时生产出有限性的规定与无限性的规定。思维通过这种自身分化表现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设立一个存在性绝对者的公设是多余的。换言之：企图在黑格尔那里确认一种膨胀的形而上学是不必要的。

亨利希在“一-全论”（Ein-Allheitstheorie）或“思辨性理论”（Theoria speculativa）[139]意义上对绝对者的诠释，便是这种本体-神学式解读的一个范例。根据这种解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他的形而上学）应当是对我们日常自然世界理解的一种“修正”[140]，而日常自然世界理解由于其不加批判的基本假定事实上是易受攻击的。根据这种自然本体论，可变的可感个别事物（物与人）应当是处于时空之中并服从普遍关系（例如物理定律）的终极实在。然而



此类关系的本体论地位，乃至个别性本身，就那些个别事物与人本身而言，都是未规定的，因而是成问题的。亨利希的诠释提议认为，一切企图——无论是通过物理主义、认识批判还是自然神学——似乎都无法适用于黑格尔，因为它们全都预设了一种本体论基本图式，即一种以个别事物为导向的多元论，而这种多元论自身的明证性依然晦暗不明。[141] 多元论预设了一种统一的世界秩序，却无法解释这种秩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元论才优于多元论。

亨利希将一元论归结为两种版本：一种是否定性理论（Theoria negativa），另一种是思辨性理论（Theoria speculativa）。当否定性理论始终专注于将个别事物还原为唯一的、现实的一者，并因而实际上依然表现出对自然本体论的依赖时，思辨性理论则在一个“封闭的系统进程”[142]中展开了一幅统一的世界图景，在其中个别事物乃是一者的蕴涵项。既然个别事物在思辨性理论中仍然具有肯定性的意义，并能够在持存的意义上实存，思辨性理论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别于否定性理论。这是亨利希论述的精要之点，黑格尔的立场借此得以与斯宾诺莎主义相区别。按照亨利希的诠释，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学乃是一种思辨性理论，其展开受到黑格尔方法的严格规范。

作为对自然本体论的修正，亨利希的思辨一元论并不仅仅是并列于自然本体论，而是将自然本体论经过修正的范畴系统化，从而形成了一套自身展开的理论。这种修正主要在于：自然本体论中每一种单纯的对象关系都具有一种双重功能，因为每一种关系都必须被理解为自指的否定性。因此，个别事物的自身关联恰恰是对其自身的否定，并以这种方式蕴涵着唯一的一者。[143] 反过来，唯一一者的自身关联保证了其自身分化以及向复多个别事物的过渡。凭借这种自指的否定性，黑格尔的

“单极逻辑”获得了相对于自然本体论的“优越性”[144]，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形式分析，自然世界理解中的个别性唯有通过这种分析才能首次得到概念把握。

亨利希对一-全论的阐释，其巨大优势在于其对黑格尔方法的分析独立于黑格尔自身的表述。通过分析性的重构（例如对异在与肯定性否定的重构），黑格尔那里的自指性否定性作为其方法得到了阐明。亨利希诠释的另一长处在于强调方法与体系的不可分割性，尽管其根据首先不在于思辨逻辑学对象的特定特质（即纯粹思维），而在于同自然世界理解竞争的需要。这种阐释从对一元论的正确假定出发，因为思辨逻辑学将纯粹思维（它后来显示为绝对理念）确立为其唯一的主题。

尽管亨利希的诠释具有诸多优势，但他仍然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包摄在前康德意义上的本体论概念之下，即终极实在的意义上。这一结果是由根据的那种反思框架所导致的，因为亨利希将黑格尔的绝对者置于同自然神学或斯宾诺莎主义的竞争之中，以期获得一种令人信服的世界理解。因此，亨利希版本的一元论与斯宾诺莎版本的一元论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因为二者都将绝对者规定为世界的根据。这两种版本都过分聚焦于本质论，然而本质论的终结（特别是关于绝对者的章节）其宗旨恰恰在于以概念把握（即自指的思维）来引入并取代反思。然而，如果人们依然停留于通过反思来进行思维，并且依然将绝对者同思维（作为外在反思）相对立，那么绝对者的概念自身就会瓦解，只要人们认定通过该概念，反思性思维已被超越。如果将绝对者承认为思维自身的双重否定的结果，人们便不再需要多余地将绝对者实体化。相反，人们应当将绝对者视为自我意识着的思维的一种样态。

因此，思辨逻辑学乃是一门纯粹思维的科学，其主要目标并非对现实进行说明或奠基，而是首先针对此类思维规定的概念内容。



尽管思辨逻辑学对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亦具有实在的应用，但这决不意味着对现实的阐释构成了它的主要兴趣。正是在此背景下，亨利希尽管分析了关于反思的章节[145]，却仍将双重反思运动（通过反思入他者而达到的自身反思）归属于被本体论化了的绝对者，而非自指的思维。

霍斯特曼的关系本体论一元论也走向了同一方向，正如在第一个附论中所见，他将概念自身的自指性阐释为一种本体论上优越的关系。在当代，鲍曼再次遵循了这一路径，而这恰好印证了海德格尔关于本体-神学具有强大效应历史传统的断言。

鲍曼在其开篇便通过将亨利希的自指否定性与霍斯特曼的概念一元论阐述为两大参照系，明确了他的立场。[146] 犹如霍尔盖特，鲍曼亦坚持思维与实在的同一性，并因而坚持对黑格尔的一种本体论式解读。从亨利希的自指否定性出发，鲍曼将这种结构称为“自主否定”[147]，因为相异关联乃是自身关联的一个环节。犹如亨利希，鲍曼亦为有限者保留了一席之地，以便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同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区别开来——在他那里，有限者占据了绝对者之在认知上必然的构成要素的位置。有限者乃是“消逝的，但非虚无”[148]。正如针对前康德形而上学一样，针对鲍曼亦产生了如下疑问：为什么一个认知维度必须预设一个独立于思维的、实体化了的绝对者，而非一个康德式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应当承认克莱内斯是正确的，只要他——不同于鲍曼——承认概念论中由概念自身调节的客观性才是黑格尔真正的客观性。然而正如在上一个附论中所表明的，克莱内斯亦同样对概念进行了本体论化。

然而，克莱内斯并非主张概念本体论化命题的唯一一人。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同样采纳了一种概念实在论。他将黑格尔逻辑学视为以康德定理充实了的对以往形而上学的“平反”[149]，它既将不完备的

康德形而上学、亦将成问题的以往形而上学予以“扬弃”[150]。首先，康德形而上学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即 (a) 康德形而上学与以往形而上学之间的不可区分性，以及 (b) 自然种类与自然定律的解释困难。尽管康德形而上学在其对可能经验条件的批判中纳入了经验，但康德形而上学似乎与以往形而上学一样也是一种先天的认识，因而无法与它所批判的以往形而上学区别开来。

其次，康德形而上学无力解决由休谟提出的自然种类与自然定律的客观性与必然性问题，因为在康德那里，客观性与必然性仅仅保留给可能经验的条件，而此类自然种类与定律对于可能经验的条件而言似乎几乎无关紧要。[151] 恰恰因为这第二个问题，黑格尔主张了一种“共相实在论”（realism about universals）[152]、亦即概念实在论，并赞扬了以往形而上学的优势。另一方面，以往形而上学在解释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关系上面临困难，因此黑格尔亦必须正视康德对以往形而上学的批判。因此，黑格尔形而上学乃是康德形而上学与以往形而上学的结合。除了对以往本体论的这一平反之外，还存在着——在此斯特恩与拜塞尔观点一致——对以往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的平反，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绝对者不再如康德所批判的那样被理解为一个超越的实体，而是被理解为一个对世界“内在的”绝对者[153]，它无非是对世界的一种不同视角，因而能够免受康德批判的指责。

这种诠释在如下一点上是正确的：即黑格尔在其思辨形而上学中扬弃了以往形而上学与康德形而上学，而非不顾康德的批判简单地复活以往形而上学。然而，这一诠释方向似乎倾向于成见对待康德形而上学。在斯特恩的假定中，(a) 康德的内在形而上学（



“自然形而上学”[154]）与以往形而上学之间的重大区别未得到充分的估价。这一区别并不在于此类形而上学本身是否为先天（a priori）的，而在于它能够对何种对象领域提出何种认识要求。尽管康德的内在形而上学本身亦是先天的，但不同于以往形而上学，它将其有效性范围限制在能够给予我们感官的对象之上。若与时空中的感性对象相剥离，康德的内在形而上学便仅仅是对我们的知性能力与理性能力即思维内容的分折论（从而是先验逻辑），而根本不具有任何认识要求。就此而言，黑格尔追随了康德，并将他的形而上学称为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

(b) 斯特恩的假定陷入了偏颇，因为康德绝未将证明一切自然种类与自然定律的客观性与必然性视为其内在形而上学的任务。相比之下，康德的内在形而上学仅承认若干物理学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例如物质的反思概念与质量守恒定律[155]）为一种先天（a priori）认识。尽管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对康德而言固然亦是综合的，但它们并非可能经验的条件。

至于黑格尔，首先他从未将自己的立场称为实在论，其次他也从未将自然种类与自然定律规定为其形而上学的内容。概念逻辑中的客观性与生命理念仅仅具有概念内容的意义，而没有任何本体论意义。关于黑格尔去本体论化的客观性的讨论，笔者将在关于客观性的章节之后借助文本证据予以更详尽的呈现。此处所讨论的涉及自然种类与自然定律之处，首先出现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而非出现在唯一有资格冠以“形而上学”之名的思辨逻辑学中。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sensu stricto）形而上学，而仅仅包含着一个形而上学要素[156]，只要思辨逻辑学的思维规定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仍然发挥其建构功能。最后，一种斯宾诺莎式“一元论”[157]意义上的对世界内在的绝对者，如亨利希、霍斯特曼与鲍曼对

绝对者的诠释所指教的，对于黑格尔形而上学而言是不恰当的，这不仅因为这样一个绝对者具有一种本体论意义，而且因为思辨逻辑学从根本上（ab ovo）摆脱了有限世界、亦即根本上摆脱了首先在自然哲学中才出现的时空。思辨逻辑学并非呈现一种一切事物与人皆为唯一绝对者之显现的一元论，而是首先呈现纯粹的逻辑思维本身。这在关于概念自身的章节中变得显而易见，届时我将再次讨论黑格尔的去本体论化。
总结而言可以说，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并不是一种奠基于根据关系之上、将一切还原为绝对者的本体-神学，而是一门思维的科学（逻辑学），在其中，就其自身而言对思维规定的概念内容的考察处于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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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2.3.2 现实

关于绝对者的最后这一不完全的阐释，绝对者无非是作为（qua）其展开进程的样态。绝对者的展开乃是一个相继的、即自指的否定性过程。通过这种自身否定，绝对者作为（qua）现实的总体性获得了其模态。然而，模态并不属于外在反思，而是属于绝对者的内在性。借助否定概念，黑格尔表达了我们关于模态的直觉理解，即现实可以不同于它向我们呈现的样子。由此，本质主义便步入了模态实在论的领域，即可能性乃是被反思的现实的总体性。[158] 于是，OL（对象逻辑）首先重新固执于现实的自身同一性，并将可能性作为（qua）现实的异己物从自身中排除出去。

孤立地考察，现实作为（qua）单纯的显现乃是一种直接性（自身同一性），即“一般而言的一种存在或实存”。[159] 但作为自身同一性（自身反思），这一直接者立即满足了绝对者的结构，即外在者与内在者的统一。由此，现实不仅是直接的实存或外在者，而且亦是被反思的实存或内在者。二者属于同一种同一性。着眼于内在者，这种外在的直接性额外获得了模态的特征，因为外在显现仅仅是内在者的诸多可能性之一。作为现成存在，内在者可以表现得

不同。正如在反事实命题中所表达的：一个事实亦可以是另一种样子的。“现实的事物是可能的”。[160] 作为直接者，现实固然在现成存在的意义上是现实的，但作为绝对者显现的一个样态，它在同等程度上属于可能性。绝对者亦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身。

因为现实作为（qua）自身同一性仅仅是可能性的一种方式与样态，现实便与它的对立面即可能性同一化了。现实作为（qua）自身同一性的定义因此同样能够完全应用于可能性。可能性的尺度是矛盾律。“凡不自相矛盾者皆是可能的”。[161] 与此相反，一切自相矛盾者都必须被排除在可能性的领域之外。

可能性的标准是矛盾律，它自身既包含肯定的一面，亦包含否定的一面。例如若 
𝐴
 (
𝐴=𝐴
) 是被允许的，那么其被排斥的对立面亦即 
¬𝐴
，同样能够成立，因为 
¬𝐴
 能够构成一个自身的同一性 (
¬𝐴=¬𝐴
)。佯谬地表达即是：如果今天可能下雨，那么它亦可能不下雨。对立设定本身始终是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设定与对立设定能够在实在上（realiter）同时成立。它们的等价性与同等源初性建立在形式标准之上：可能性作为（qua）对立者的关系——
𝐴
 乃是 
𝐴
 与 
¬𝐴
 的共同关系——换言之恰好包含了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规定。黑格尔将其称为“关联根据”[162]，因为 
𝐴
 或任何一个事实乃是对这两种可能性进行反思的出发点。

如果从任何一个事实出发，人们便能以任何一个任意的根据（关联根据）将两件不可能的事情联系起来，并将这种联系视为可能的。例如金正恩废除原子弹就像人们扔掉一块石头那样容易且可能。废除原子弹与扔掉石头之间的比较就是关联根据，它抽象掉了现实政治的条件，着眼于纯粹形式的标准是可能的。因此，这一事实或 
𝐴
 亦满足了根据的形式关系。“因此，可能性在它自身中也是矛盾，或者它乃是不可能。”[163]



既然可能性发展成为矛盾，它便被否定了。换言之：形式的可能由于其矛盾，其可能仅仅在于它绝不可能被实现。既然可能者是现实者的否定物，对可能者的否定便再次是双重否定，其结果作为（qua）肯定再次是现实者。于是，可能性再次复归于现实。

然而，作为被恢复的现实并非最初的形式现实，而是与可能性的统一体，因为它是通过作为其异己物的可能性而得到中介的。因此，这种现实不仅意味着作为（qua）事实之肯定一面的抽象自身同一性，而且亦意味着该事实的否定一面。同一事实同样可以不存在。这样一种将其不存在的可能性一并思考在内的事实，黑格尔称之为“偶然性”[164]。例如由于房屋起火的原因可以各不相同，房屋起火的根据例如“电路短路与易燃材料”便是偶然的。[165] 房屋起火例如亦可由雷击引起。换言之，偶然者的根据恰恰是无根据的。

偶然者乃是一个现实者，它同时仅仅被规定为可能者，其异者或对立面同样存在。因此，这种现实乃是单纯的存在或实存，但在其真理中被设定为具有被设定状态或可能性的价值。[166]

作为形式现实（直接性）与形式可能（被反思的直接性）的系统继任者，偶然者具有两个方面。一个偶然者首先仅仅是一个直接者，而作为孤立的直接者（形式现实），它乃是一个抽象的同一性，它同样是形式的可能。偶然者作为形式的可能进一步引向不可能，因为形式的可能作为（qua）不可实现者包含着一个矛盾。然而，对可能者的否定作为双重否定又再次产生出新的现实者或偶然者。以这种方式，偶然者重新经历了形式现实与可能性之间的前述过程。“这两种规定的这种绝对生成的不安便是偶然性”。[167]

通过反思，现实者不再被视为自足者，而是被视为依赖于其作为（qua）其根据的异己物者。

由于这种依赖性，现成存在者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一旦不可实现的可能性的现实（形式可能）因其纯粹形式上的可设想性（同一律）而被否定，现实者便通过对其无根据之根据关系的这一否定，获得了其存在的必然性。在如此之多的可能事态之中，唯有这一个成为现实。仅仅通过其实存，这个现实者便击溃了其他不可实现的可能者。

必然者乃是一个现实者；因此作为直接者，它是无根据的；但它同样通过一个他者或在其根据中拥有其现实性，但同时又是这一根据的被设定状态以及该根据向自身的反思；必然者的可能性乃是被扬弃了的可能性。因此，偶然者乃是必然的，这既是因为现实者被规定为可能者，从而其直接性被扬弃并排斥入根据或自在存在以及有根据者之中，亦是因为它的这种可能性即根据关系被绝对扬弃并被设定为存在。必然者存在，而这个存在者本身就是必然者。

仔细考察，形式现实、形式可能以及必然性的发展重复了从形式根据向实在根据的进程。既然必然者现在证明自身为现实与可能的同一统一体，那么它作为这种自身同一性同样是一个现实者，而且是一个实在的现实者，不再是一个形式的现实者，因为不存在独立于可能性的形式现实（抽象同一性），而是因为必然者包含了现实与可能的形式区别。在这一实在的现实者中，那两种形式（现实与可能）已经变得漠不相关。二者仅仅是形式区别并共享同一内容，因此实在现实满足了如同实在根据一般的多样性结构。实在的现实者不同于实存（物）与现象之处在于：它并不通过其异在关联而过渡到他者之中，而是在其异在关联中保持自身。此类异在关联仅仅是它的显现，即它对其他事物的作用。

现实之物能够起作用；某物通过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表明它的现实性。它对他者的关系乃是它自身的显现，既非一种过渡（存在着的某物以此方式与他者相关联），亦非一种显现（物以此方式仅仅处于对他者的关系中，它是一个独立者，但其自身反思、其确定的本质性却在另一个独立者之中）。168

它的异在关联便是它的情境。实在现实者的自身同一性恰恰是由作为（qua）其情境的此类异在关联所构成的。如同形式现实者对形式可能者的关系一样，实在现实者为实在可能者提供了基础，因为正是作为（qua）实在条件的此类情境使得现实者的实在性成为可能。“因此，一事的实在可能性乃是与它相关联的定在的情境的多样性。”[169]

实在可能性并不像形式可能性那样仅仅是一条形式逻辑条件（矛盾律），而是一事的各种实在条件与情境，因为实在可能性现在同样是实在现实。例如人们若想建造一座房屋，这样一个计划的实现取决于诸多因素：建筑设计、建筑材料、劳动力等等。此类条件与情境构成了房屋的实在可能性。它们指向房屋。一旦所有条件均得到满足，房屋便不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亦是现实的。正如黑格尔所言：“当一事的一切条件完备具备时，它便步入现实”。[170] 通过这一过程，实在可能者再次转化为实在现实者，而新的现实者又重新充当新的实在可能性并因而指向另一个现实者，从而产生出一个新的循环过程。

这种从可能性引向现实并再次返回的过程，黑格尔称之为“自我扬弃的实在可能性的过程”。[171] 只要实在可能者为实在现实者提供基础，它便包含着实在现实者。因此，实在现实者能够被视为实在可能者的显现或实现。二者共享同一内容，而该内容却包含了形式区别。犹如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与现实的概念构想，在黑格尔那里实在可能者亦充当潜能，而实在现实者充当现实。实在可能者作为（qua）一事物的可能条件规定了实在现实者。着眼于这种确定的可能性，实在现实者亦是必然的，因为这一现实者不可能无非是其可能条件。

必然的事物不能是别的样子；但一般而言可能的事物固然可以是别的样子；因为可能性乃是仅仅作为被设定状态、因而在本质上是他态的自在存在。形式可能性乃是这种作为向绝对他者的过渡的同一性；然而实在可能性，由于它在其自身具有另一个环节即现实，它本身就已经是必然性。因此，凡是实在可能的，



它便再也不能是别的样子；在这些条件与情境之下，不可能发生别的事情。因此，实在可能性与必然性仅仅是表面上相区别的；后者乃是一种并非刚刚生成、而是早已被预设并且作为根据奠定在底部的同一性。因此，实在必然性乃是内容充实的关系；因为内容乃是那种对形式区别漠不相关的自在存在的同一性。[172]

实在必然性有别于形式必然性之处在于：形式必然性存在于形式现实与形式可能之间的相互过渡之中，而实在必然性则不存在于过渡之中，而是存在于“与自身汇合”[173]之中，因为实在可能（作为[ qua ]一事物产生的条件）包含着实在现实。正如房屋的例子所表明的，建筑材料、劳动力等作为（qua）实在条件蕴涵着房屋。如果条件完备，事物便必然现成存在。然而人们固然亦可以主张：实在必然者作为（qua）先前情境的结果亦依赖于该情境，并因而“是偶然的”。[174] 因为倘若作为（qua）条件的情境并不存在，被条件限制者便不会必然发生。

仔细考察，必然性的这种偶然性规定存在于现实与可能的交替之中。一个情境既在孤立考察（自身反思）中是一个直接者（现实者），亦在着眼于其条件（反思入他者）中是一个被反思的直接者（可能者）。两种规定相互交替。[175] 因此，实在必然者作为（qua）一个条件的结果（现实者），着眼于事实性是必然的，但着眼于对该条件的反事实反思（可能者）亦是偶然的。通过这种对非实在性的反思，实在者的必然性被相对化了。

在这一重复的反思进程中，设定一个异己物对于每一个事件的开端都是绝对必然的，无论是在现实与可能之间，还是在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无论现实与可能，抑或偶然性与必然性，这两对反思概念对都构成了直接者。在直接者中，此类概念对被联合起来。直接者作为（qua）

单纯的事实乃是仅仅通过自身中介自身的绝对必然性。它是一个偶然者，然而却是绝对必然的。

因此，绝对必然性乃是一般而言的现实与可能以及形式必然性与实在必然性所复归于其中的真理。——正如所表明的，它乃是在其否定中、在本质中与自身相关联并且是存在的存在。它既是单纯的直接性或纯粹存在，同样亦是单纯的自身反思或纯粹本质；它即是表明这二者乃是同一个东西。——绝对必然者仅仅因为它是而存在；除此以外它既没有任何条件，亦没有任何根据。——但它同样是纯粹的本质，它的存在乃是单纯的自身反思；它存在，因为它存在。作为反思，它具有根据与条件，但它仅仅以自身为根据与条件。它是自在存在，但它的自在存在乃是它的直接性，它的可能性乃是它的现实性。——因此，它存在，因为它是；作为存在与自身的汇合，它是本质；但因为单纯者同样是直接的单纯性，它乃是存在。[176]

这种单纯的存在亦被黑格尔与古代的命运相比拟。[177] 在希腊悲剧中得到例证的古代命运，固然完全是偶然的，甚至有时是任意的，以至于例如俄狄浦斯并不知道或不理解命运的根据。然而，这种命运却是必然的或无可避免的，而一切改变这一命运的企图均归于失败。

只要不同概念对（现实与可能，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转化或交替尚未被视为同一内容的变体或结果，这种转化就依然停留在其本身，即一种转化，亦即从一个事件向另一个事件的过渡，黑格尔将其称为“在异在中的盲目过渡”[178]。异在尚未被承认为自身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转化仍是一种盲目的必然性。在OL（对象逻辑）中，仅仅设定了必然性必须不断过渡到其异己物之中，而在此过程中其根据并未被认识到。因此，这种绝对必然性首先显现为偶然的。然而，一旦这种转化被证明为绝对必然性的自我表达，它作为“存在在其否定中与自身的同一性”，就便不再是盲目的，而是“绝对者自身的阐释，绝对者在自身之中的运动，它在其外化中毋宁展示自身”。[179] 存在本身即是绝对必然者。不同概念对之间的

那一转化仅仅是存在的自我表达。这样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黑格尔称之为实体，而存在的自我表达便是实体性。它是本质主义新的后继规定，是绝对者的扩展版本，因为模态现在被承认为唯一存在的真实外化。

L绝对关系（被设定的现实）=

直接性与中介的绝对统一

着眼于思辨方法，从现实向绝对关系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坚持现实作为（qua）自身同一性。但对辩证环节而言，现成存在意义上的现实亦可以是别的样子。于是知性环节将作为现成存在的现实与其可能性区别开来。辩证环节对这一区别提出质疑，因为可能性由于其形式标准亦是自身同一性。如果知性环节将现实与可能性置于关系之中，辩证环节便证明这种同一化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形式可能由于其抽象掉了实在条件而自相矛盾，因而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知性环节返回到最初将现实仅仅理解为自身同一性的看法，它便受到辩证环节的提醒：由于其形式可能，那种现实毋宁是一个偶然者。从形式现实者出发、经过形式可能者而进展到形式偶然者的过程，随后被思辨环节所阐明，因为它表明：偶然者由于对形式可能的否定，通过其不可改变的实存，毋宁是一个必然者。

知性环节随后将形式现实者修正为实在现实者，后者仅仅着眼于其实在性是必然的。辩证环节随后再次指出：一个实在现实者着眼于其实在性的条件亦是一个实在可能者。如果缺失了一项条件，实在现实者便亦不可能显现出来。这样一个现实者毋宁是一个实在偶然者。思辨环节再次向知性环节“施以援手”，它指出：在以实在现实者为起点、经由实在可能者而进展到实在偶然者的过程中，实在可能者随身携带着实在现实者产生的必然性。简言之：如果可能性是实在的，相应的事态就必须现成存在。知性环节接纳了必然的现实者，并将其称之为“实体”。


[158]: 参见例如戴维·刘易斯（D. Lewis）的可能世界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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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参见 J. 麦基（J. Mackie）用于因果规律理论的“INUS”理论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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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黑格尔称之为“转化”（GW II: 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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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参见 TW 8: 290 (Enz.31830, §147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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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2.3.3 绝对的关系

正如在存在论末尾关于绝对无差别的思想那里一样，本质论的终点也在绝对的关系中达至。由于它们是绝对的关系，本章乃是向先前的本质关系在更高阶次上的复归。[180] 正如本质关系是现象世界与规律世界之间的统一，绝对的关系则是存在（直接性）与本质（中介）之间的统一。实体就其直接性而言固然是一种存在，但由于其反思性或中介，它也是一种绝对必然的存在。

绝对必然性乃是绝对的关系，因为它并非作为这般的存在，而是因为其存在而存在的存在，是作为自身与自身的绝对中介的存在。这一存在就是实体；作为本质与存在的终极统一，它是万有存在之中的存在：它既非未经反思的直接者，亦非立于实存和现象背后的抽象物，而是直接的现实本身，并且这现实乃是作为绝对的反思入自身，作为自在且自为存在的持存。[181]

由于黑格尔的实体作为（qua）绝对物的后继规定乃是斯宾诺莎式实体的对等物，因此它作为（qua）绝对实体而有别于相对实体。相对的或寻常的实体是具有特性的物。当事物作为实存本质上显现于物理与化学物质中时，绝对实体尽管其偶性（否定性）发生变化，却依然与自身保持同一。起初，实体作为（qua）抽象同一性（必然性），否定性地对待其作为（qua）差异的可变偶性（偶然性）。存在论与本质论的一切思维规定皆是唯一实体的偶性。尽管这些思维规定作为（qua）偶性始终相互过渡，实体作为（qua）绝对必然的基础却保持不变。偶性的消解证实了实体的绝对否定性。

因此，偶存性的运动在其每一个环节上都表现为存在的范畴与本质的反思规定的相互显现。[182]

诸偶性是绝对实体的显象或“显现的总体”。[183] 否定性构成了偶存性的本性

（各异的形式），并且是“实体的实能”[184]。实体通过其对偶性的否定而外化自身。换言之：诸偶性固然通过其否定性而相互过渡，但作为（qua）过程性的过渡在进程中却与自身保持同一。这种生成的自身同一性就是实体，它与那些作为实体之自我表现的转瞬即逝者相对立。

作为这一同一性，实体似乎仅仅是诸偶性的静态基础，因为绝对实体仅仅通过将其偶性被动、否定且针对自身地还原回来而显露自身。针对这种被动性，黑格尔追随雅可比批判了斯宾诺莎式的实体，认为它仅仅是尚未摆脱盲目性的“绝对力量”[185]。一切作为（qua）偶性的现实事物都复归于实体之中；然而正如雅可比所指出的，只要人们固执于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差异，现实事物就无法再度从中走出来。

假象或偶存性通过力量自在地固然是实体，但它并未如此被设定为这种与自身同一的假象；因此实体仅仅以偶存性为其形态或被设定存在，而不是以自身为其形态或被设定存在；它不是作为实体的实体。[186]

在此意义上，偶性仅仅是没有任何独立持存的消逝之物。诸偶性被规定为与实体绝对有别者。它们被视为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正如黑格尔所表述的：斯宾诺莎式的实体还缺乏有限性原则。由于这种作为绝对否定性的实体对有限事物仅仅是否定而不予承认，因此它非但不是无神论，反而毋宁说是一种“无世界论”[187]。斯宾诺莎式的实体仅仅是肯定的同一性而非否定的同一性。它唯有通过施加于有限事物之上的外在否定性才获得其同一性，而这种否定性并非由有限事物自身施加的。

事实上，这种实体仅仅是依然固执于抽象自身同一性的反思入自身的结果。恰恰是通过这种抽象同一性，它将自己的偶性从自身中排斥出去，并使自身与偶性相区别。当实体作为（qua）抽象同一性与自身的偶性相区别时，它就其自指的反思性而言便重新接纳了差异。因此，它并非抽象的同一性，而是

包含着差异的同一性。诸偶性在此意义上并非偶然的，而是实体自身的显露。它们与实体共享着绝对否定性，并因此具有一种内容。黑格尔将这样一种不再把偶性规定为偶然附属物、而是规定为自身外化或效果之结果的关系称为“因果关系”188。

在因果性中，偶性被规定为实体的效果，而实体相应地被规定为原因。就本质主义而言，原因乃是效果的隐蔽实在。正如实体相对于偶性一样，原因起初也是同效果相对立的。但原因唯有在其已于效果中显露自身之后才能存在，因为若无相应的效果，某物就不能被称为原因。因此，原因必须被设想为在它的效果中得以实现。与实体不同，原因就其单一内容而言被完全转化到其效果之中。例如，雨是潮湿的原因。雨和潮湿共享相同的内容，即水。因此，黑格尔在下述引文中将这种未改变的内容称为“现实的实体”。

它是现实的实体，因为实体作为力量规定自身；但它同时是原因，因为它阐明这种规定性或将其设定为被设定存在；因此它将其现实性设定为被设定存在或设定为效果。189

原因与效果是同一的。当原因消逝时，效果亦随之隐灭。在我们的例子中，潮湿在内容上无法与雨区分开来。水作为媒介在两个对立的规定中保持同一。作为同一性，因果性丧失了其形式区别。

当原因与效果的规定因其同一性而彼此漠不相关时，因果性也是一种形式的因果性，外在反思由此再次介入。由于因果性的两个对立规定共享同一内容，这种形式区别便仅仅是一种外在规定，可由第三者根据作为视角的各异事件将其彼此区分开来。这种外在裁决的形式乃是对因果性的机械解释。正如试图通过雨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同一份水（雨）起初作为原因，随后作为效果，但以另一种形态（潮湿）显现出来。在这一例子中，水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同一，仅仅通过事件的外在区分而被区别开来。[190] 随着形式因果性变为外在的，它同时丧失了其因果规定。所残留的仅仅是一种直接的事实或现实，而这种现实自身仅仅是可能的或偶然的。

然而，外在的第三者视角依然带来了问题。既然因果规定对同一事实而言是漠不相关的，那么这两种规定就可以彼此互换。根据外在方面的各异性，一个原因同时也是一个效果。例如，雨不仅是潮湿的原因，而且也是水蒸气凝结的效果。反之，对于效果亦是如此。“因此，原因固然有其效果，并且同时自身即是效果；而效果不仅有其原因，而且自身也是原因”。[191] 若某物被设定为原因，它就由于其潜在的效果角色而同时丧失了作为原因的规定。若此物将自身设定为效果，它同时证明自身即是原因，因而具有自反响应性。

启动因果链条的原因与效果的交替，起初表现为一种恶无限的、亦即线性的递进。一个原因导致一个效果，后者就其在另一事件中的角色而言亦可为一个原因，并由此导致另一效果。因此，每一个原因仅仅作为能动的实体或实体性存在出现，即作为起作用的因果性；另一方面，每一个效果亦为一个被动的实体性存在。因此，当因果性的这种线性递进在进程中激化为“绝对矛盾”[192]时，不足为奇。根据各异的外在视角，同一事实在一个事件中作为原因乃是直接的（本原的）和能动的，但在另一个事件中作为效果（后起的）则是被动的。外在机械的解释以这种方式自相矛盾并被否定。由此，原因与效果的同一性不再与外在反思相对立。

原因与效果的区别既不在于第三者视角，亦不在于另一个事件，而是植根于它们自身的同一性之中。设定原因同时就是预设它向自身的


复归。它的效果乃是它对自身的自反响应。黑格尔将此称为“相互作用”[193]。

因此，被动实体一方面由能动实体所保持或设定，即在能动实体使自身成为被扬弃者的限度内；——但另一方面，与自身汇合、从而使自身成为本原物和原因，乃是被动者自身的行动。被他者所设定与自身的生成是同一回事。[194]

由于被动实体亦能反作用于能动实体，所以它也是能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亦即一种相互作用。随着相互作用，本质主义那种本质优先于存在的不平衡结构开始动摇。

起初，相互作用似乎在反作用与作用之间仍具有一种内在区别，并由此似乎也是“关联与关系”[195]，亦即两个事态之间的联结。由于区别的双方被证明是相互的，这一印象便不攻自破：反作用通过其对自身的自反响应便是一种作用，而作用在相同意义上亦直接是一种反作用。由此，两者的区别并非一种联结，而是各自仅仅作为单一同一性的一个环节或假象。

在因果性中，我们有两个事态（原因与效果），它们构成因果必然性的两个极端。因此第二者必然随第一者而来。孤立地看，作为开端的第一种事态乃是一个直接者。若第一者被给出，第二者必然随之而来。但两种事态之间的必然关联其本身（per se）依然是隐蔽的。鉴于这种隐蔽的必然性，由这两种事态构成的这样一个事件仅仅是一桩发生和一个偶然。人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必然联结，却不知道其根据何在。尽管就事件的先后次序而言，前一事件的效果可以与后一事件的原因互换，但这种交替以及由其展现出来的时间与因果同一性仅仅依赖于一种外在视角（对各异事件的比较）。一个事件中的原因与


另一个事件相比可以是效果。因此，原因与效果的同一性仅仅是外在的。

与此相反，相互作用中原因与效果的同一性不再是外在的。外在性被反作用所否定，因为两者的同一性并非由第三者产生，而是由两者自身所产生。着眼于相互性，第一种事态获得了其作为出发点的规定或其直接性。换言之，作用（第一种事态）的开端乃是反作用的自反响应的结果。为了根本上能够谈论反作用，首先必须有一种引发反作用的作用。反之，反作用（第二种事态）无非就是由作用所产生的被设定者。因此，直接性乃是中介的假象，并由中介自身所设定。

以这种方式，两个有差别者（无论实体与偶性，还是原因与效果）之间转换的必然性，唯有在相互作用中才得到完全阐明；按照黑格尔的看法，随着隐蔽的同一性变得透明，这种必然性便成为了自由。[196] 两种事态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彼此依赖并构成一个同一的统一体。这不再关乎两个独立或偶然事态之间的关系，而是关乎两个从属环节的统一体，黑格尔将这一结构称为作为（qua）概念把握的概念。两种作为（qua）极端的事态及其统一属于一种总体的反思。由本质主义所构想的实在观念（在此观念中，反思存在于两个独立实体性存在之间——一个外在的被给予者及其隐蔽的根据），与这种被黑格尔称为“概念把握”[197]且绝不关联于异己物、而纯粹关联于自身的透明、循环的反思格格不入。因此，概念的构想必须取代反思的构想。随着这一更替，本质主义被扬弃了，因为它总是预设一个异己的被给予者。

从这种更替出发，黑格尔通过将反思概念过渡到概念，对他的反思观念进行了改造：直接者作为（qua）抽象同一性（存在）成为普遍环节，由抽象同一性所引发的否定性（本质）成为特殊环节，而两者的具体同一性（概念）则成为个别环节。

但直接地，因为普遍者只有在自身中包含作为被扬弃的规定性、从而作为否定者作为否定者时，才是与自身同一的，——所以它也就是构成为个别性的同一种否定性；——而个别性，因为它同样是规定了的规定者、否定者作为否定者，所以它直接就是构成普遍性的同一种同一性。它们的这种单纯的同一性就是特殊性，它在直接的统一中包含着来自个别者的规定性环节与来自普遍者的反思入自身环节。因此，这三个总体乃是同一个反思，该反思作为对自身的否定性关联而区分为那两者，但却是区分为一种完全透彻的区别，即区分为有规定的单纯性或单纯的规定性，而这就是它们的那一个且同一个同一性。——这就是概念，主观性或自由的王国。[198]

随着本质主义的这一扬弃，对实在论的整个扬弃得以彻底完成。按照实在论，以往的形而上学总是将作为（qua）现成发现之物的异己被给予者预设给认识着的思维，无论它是感性质料的被给予者还是理智的被给予者。感性质料被给予者的例子是感受质（Qualia）。理智被给予者的例子是柏拉图式的理念。鉴于两种被给予性之间的区别，实在论可进一步划分为直接实在论与间接实在论。按照直接实在论，例如感受质或诸如数字之类的数学实体构成现成发现的实在。由于素朴思维并不怀疑这种感性确定性，直接实在论亦可被称为“素朴实在论”。

相反，理智的被给予性代表了间接实在论或本质主义，按照该主张，唯有处于直接感性被给予性背后的本质才构成真正的实在。感性事物仅仅是意见。例如在柏拉图式本质主义中，抽象的“白”被规定为一切白色事物的本质。在科学实在论中，例如化学结构 
𝐻₂𝑂
 标示着水的本质。当黑格尔在存在论中扬弃直接实在论时，他在本质论中批判了本质主义。通过整个客观逻辑，黑格尔完成了他在《逻辑学》导论中赋予自身的任务：客观逻辑是对以往形而上学的“真正批判”[199]。

然而，黑格尔对以往形而上学的扬弃始终并未导向虚无的零点，而是导向了一个新的立足点，即概念或主观唯心论。由于摆脱了

异己的被给予性，OL（对象逻辑）终于作为思维获得了其真正的开端，即作为概念。“因此，考察存在与本质的客观逻辑，实际上构成了概念的发生学阐明。”200 在概念论中，思维不再把实在仅仅当作现成发现之物来接收，而是将给定的质料据为己有。因此，实在并非作为（qua）现成完毕之物被给予思维，而是通过思维被重构出来的。因此，思维就其对实在的占有而言，拥有相对于被给予性的优先地位。

𝐿_{D}ₑᵣ_{ }{B}ₑ{g}ᵣᵢ_{f}_{f}（被设定的存在与本质的统一）= 被中介的直接性

着眼并参照思辨方法，从绝对的关系向概念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固执于唯一作为必然者而实存的实体。辩证环节质疑实体的唯一性，并列举了本质、根据与实存等其他思维规定作为例证。为了辩护实体，其他思维规定作为暂时的偶性被知性环节同实体区分开来。与绝对物的样态类似，辩证环节质疑实体与偶性的区别，指出实体作为绝对否定性，若不否定其偶性就无法显现。知性环节相应地将其对实体性的理解修正为因果性。

关于因果性，辩证环节提请注意：原因决不能脱离其效果而被设想。尽管知性环节能够通过其能动性将原因与被动的效果区分开来，但对辩证环节而言，这一区别似乎是外在的或形式的，因为考虑到具体事件，能动的或被动的角色是相对的。在极端情况下，同一事件可以自相矛盾地既被解释为原因，又被解释为效果。鉴于原因与效果的可互换性，辩证环节将原因与效果的形式区别修正为相互作用。

在“相互作用”这一表述中，辩证环节指出了两个相互交替施加作用的实体性存在。知性环节接受了这一提示，并将作用

同反作用区分开来。但这一区别对辩证环节而言显得站不住脚，因为两者彼此依赖。面对这种两个极端既相区别又同一的矛盾，知性环节再次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在始于实体性、经由因果性并进展至相互作用的思想中，没有容纳消解相互作用的余地。思辨环节对整个进程给出了概览：在这一进程中，思路始于实体的同一性，继而一分为二，最终再度终结于同一性。贯穿整个本质论，这一否定性的、自指的进程唯独且最终才由知性环节与“概念把握”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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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观性




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3.1.1 概念

在概念论中，对主观唯心论的批判得以贯彻。黑格尔在阐释康德与费希特的语境中使用了“主观唯心论”[1]这一术语；它标示着先验唯心论的立场。黑格尔借助该术语批判了康德的形式主义或心理主义，即认为范畴仅仅是形式的和主观的，而范畴作为（qua）实在的内容却唯独从外部被给予。作为一种体系性的形而上学立场，主观唯心论可以表述如下：实在固然必须通过我们的概念图式被中介或被预先建构；但由于主观的起源，我们的概念图式依然仅仅是主观的。由此观之，实在对于我们的主观思维而言是不可通达的。黑格尔的总批判指出，这样一种主观唯心论式的思维无能于真理。这在要义上（in nuce）构成了黑格尔主观逻辑亦即概念论的出发点，黑格尔试图通过其辩证进展，针对主观唯心论确立其论题，该论题即是：概念或思维能够从自身中产生出自身的实在或真理。

作为这般概念的概念对应于主观唯心论的第一阶段，即实在通过概念被预先建构。诸表象——例如树木、桌子、咖啡，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一种概念形式。这一形而上学立足点有别于实在论立足点之处在于：对象的概念形式并非独立于思维的被给予实在，而是归属于思维。相应地，概念作为（qua）存在的后继规定，不再是实在的最小单元，而是思维的最小单元。孤立地看，它如同存在一样亦是一个直接者。黑格尔称之为普遍概念。就其孤立性而言，这样一个普遍概念仅仅以一种“单纯的”[2]方式与自身同一，正如“狗是

狗”或“我是我”这些判断一样。抽象的同义反复同一性在这一语境中再次扮演了核心角色。

普遍性由于仅仅关联于自身，因而将异于自身之物——即一切非普遍者或特殊者——从自身中排斥出去。若把普遍者设想为逻辑领域的全部领地，那么特殊者便是该领域的局部领地。换言之，普遍者唯有在处于对特殊性的区别或排他性关系（相异关联）中时才具有意义。正如纯粹存在的无规定性本身就是一种规定性一样，鉴于普遍者对特殊者的相异关联，它在其自指关联中拥有一种规定性。这一规定性构成了普遍者的特殊性。在HL（背景逻辑）中，我们不仅拥有普遍概念，而且拥有特殊概念。

具体而言，普遍者表现为这一总体。既然它在自身中具有规定性，那么该规定性就不仅是最初的否定，而且也是这否定在自身中的反思。孤立来看，伴随着那最初的否定，它就是特殊者，正如随即就会考察的那样；但在这规定性中，它本质上依然是普遍者；这一方面在此处尚须加以把握。——具体而言，这规定性在概念中乃是总体的反思，即双重假象：一方面是朝向外在的假象，即反思入他者；另一方面是朝向内在的假象，即反思入自身。朝向外在的显现构成了相对于他者的区别；普遍者据此具有一种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更高的普遍者中获得其消解。[3]

当普遍者在其双重关联（自指关联与相异关联）中同特殊者相对立时，普遍者便被有限化或成为特殊者。它不再占有整个逻辑领域，而仅仅占有一部分，因为另一部分被让渡给了特殊者。只要普遍者不再占有整个逻辑领域，那么就普遍性的规定性而言，它就不再是普遍者，而是特殊者。这样一个普遍者可被称为“受限的普遍者”。

普遍者规定自身，它自身就是特殊者；规定性是它的区别；它仅仅与自身相区别。因此它的种仅仅是：a) 普遍者自身，和 b) 特殊者。[4]

由于普遍者自身发展为特殊者，逻辑领域中现在便仅残留一种规定性，即特殊者。这样一来，特殊者便占有了整个逻辑领域。然而，一个占有整个逻辑领域的规定性，恰恰满足了普遍者的最初规定性。于是特殊者再度发展为普遍者。只要没有任何东西与它相对立，它就是真正的普遍者。它不仅自为地作为（qua）特殊者而有效，而且也对与特殊者相对立的受限普遍者有效。特殊者将其有效范围亦扩展到它的对立概念即普遍者之上。简言之：特殊者亦是普遍者。

然而，对于诸如“狗”这样的通用概念而言，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受限的普遍性与特殊者并非浑然一体，因为由于外在反思，概念的形式与内容彼此脱节。在狗与哺乳动物的例子中，狗固然是哺乳动物这一属的一个种，因而是一个特殊者，但它具有一种普遍形式，并在这一程度上亦可被称为普遍者。在此意义上，人们或许可以说，狗作为（qua）特殊者与普遍者的统一，以普遍者为形式，以特殊者为内容。然而，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并符合我们的自然语言习惯，诸如“狗”这样的概念被规定为特定概念或“抽象普遍者”。黑格尔因此并不承认此类概念是逻辑概念，并称之为“无概念者”，因为它们的对象不是概念，或者说概念“并未作为这般概念被设定”。[5] 换言之，在此类概念中，概念的形式与内容并非合一，而是彼此保持分离。当概念的普遍性处于形式一方时，概念的规定性或特殊性却停留在内容一方。正如黑格尔所表述的，概念的规定性“并非其区别的原则”。[6] 普遍者在特殊者中被不充分地设定，以至于内容与形式并不相符。大多数黑格尔亦称之为“表象”的通用“概念”，都具有这种结构。

追随康德，黑格尔认为知性的一大功绩在于通过普遍性的形式赋予感性的转瞬即逝者以“固定的持存”[7]。转瞬即逝者通过概念的固定而成为不灭的，并被设定为自身同一性（设定为存在）。但“不灭的



形式乃是关联于自身的普遍性的形式”[8]，这种形式作为自指关联（自身同一性），鉴于其对特殊者的相异关联，恰恰与特殊者并不一致。这一矛盾借助于知性是无法消解的，因为知性固执于作为对抗特殊者的抽象普遍者的抽象同一性。

如上所述，由于第一普遍者在其双重关联中是相对于特殊者的一种规定性，受限的普遍者便被有限化为一个特殊的普遍者或特殊者（第二普遍者）。因此特殊者是普遍者的最初否定。当第一普遍者处于对第二普遍者（特殊者）的相异关联或区别中时，它亦是一个特殊者。以这种方式，两个特殊者被设定起来：受限的普遍者与作为这般的特殊者。在这种情况下，特殊性乃是这两个特殊者的普遍性质，因此其自身就是一个普遍者——一个被恢复了的普遍者。伴随着这第三普遍者，特殊者（第二普遍者）亦被否定，而这是一次否定之否定。因此，否定作为否定在这一过程中关联于自身，从而满足了普遍者的自指关联条件。

或者换言之，特殊者本身亦是一个普遍者，因为第二普遍者作为（qua）特殊的普遍者自身即是一个特殊者，而特殊者如今带有两种普遍者的性质，被普遍地分享，即区分为一个特殊者和一个普遍者。与乍看起来可能呈现的情况不同，普遍者在这一关系中保持自身并与自身守一，以至于迄今为止的全部运动皆可被称为“普遍者的自我展开”。这种关联于自身的否定或普遍性的规定性，乃是直接普遍者向自身的更高复归，黑格尔将其结果称为“个别性”[9]。

黑格尔为何将这一结果称为“个别性”？原因在于个体化。例如，若将特性（特殊者）——如形态、吠叫等——归摄于一个概念之下，如狗的概念（普遍者），并断言“这是一条狗”，那么现成之物及其特性起初可以被解释为普遍者的最初否定，亦即解释为一个特殊者。但由于狗的一切特殊特性都在一个对象中被例示并与该对象同一化，所以“狗”这一普遍概念既非抽象概念，亦非

单纯的特殊概念，而是同样为一个单一的个别概念。概念的这种同一化特征反映在基础判断中，例如反映在“这是一条狗”这一判断中。在这一重构中显而易见的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归摄不能被赋予康德规定性判断力的意义，因为黑格尔将概念理解为自我规定的思维，这种思维倾向于遵循康德反思性判断力的模式。[10] 因此，在黑格尔哲学的背景下，更好的是谈论“概念把握”（Begreifen），而非谈论“归摄”（Subsumtion），因为概念若脱离其施行——即概念把握——便什么也不是。[11]

个别者是普遍概念的完全展开的形态，因为普遍者唯有在这种展开中才能证明自身是真正的普遍性（过程性），而不会停留在普遍性的静态且孤立的形式（知性的形式）中。对于黑格尔而言，每一个作为（qua）概念把握的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而且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自在目的。这一目的在其展开或运动中决不能迷失在其环节之中，而展开则相反必须在每一个发展步骤中都顾及该目的。唯有这种使内容符合形式且反之亦然的目的，才必须自我实现。

在反思入自身或自身同一性中，普遍性在其相异关联或与特殊性的区别中的界限被“发现”了。由于这一界限，或者说由于普遍性与界限之间的矛盾，作为普遍性之实现的目的便未能实现。当受限的普遍性同特殊性相对立时，两者都是特殊者。尽管两者在概念的这一发展步骤中都是特殊者，但普遍者的那一目的再次得以确立，只要这些特殊者是普遍者的特殊者，亦即是普遍的特殊性。唯当普遍性不仅在其自指关联中、而且在其相异关联中实现自身时，它才是真正的普遍性。特殊性以同样的方式通过其相异关联——即关联于普遍性——而实现自身。每一个概念都以这种方式在其相异关联中实现自身，并由此构建起自身的个别性。

个别性是一个概念的自指关联与相异关联的总体。由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于个别性的构建是不可或缺的，个别性亦将其有效性诉求扩展到它的相异关联之上，即扩展到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上。思维规定的这种自我实现特征，绝非

从经验中产生，而是唯独从把握概念的进程中、亦即依据概念的三个环节而产生。

(1) 因为个别性是普遍者向自身的复归，所以普遍者贯通特殊者，并在个别者中作为总体而圆满完成自身。(2) 与此同时，特殊者亦是普遍者与个别者的总体，因为普遍者与个别者孤立地或着眼于其相异关联来看，全都是特殊者。正如在普遍者那里一样，在此特殊者亦贯通概念的其他两个环节。(3) 正如普遍者与特殊者一样，个别性最终亦是一个总体，并贯通特殊者与普遍者，因为普遍者与特殊者在其双重关联中保障了个体化。由于每一个概念环节都预设着其他概念环节，概念便不会瓦解，其环节亦不构成三个分离的总体，而是不可分割地包含在一个总体之中。“在个别性中，那种真正的关系，即概念规定间的不可分离性，被设定起来了”。[12] 这种循环且相互贯通的总体就是真正的概念。

通过每一个概念规定凭借其双重关联而被个体化，它获得了各个别性的形式，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恰恰就是实在的抽象。每一个概念规定作为（qua）自指关联的个别性，通过其对相异关联的抽象，造成了一种孤立规定的印象。唯当普遍者在对特殊者与个别者的贯通中仅仅关联于自身时，它才在其与另外两个概念规定的区别中保持其特殊性，并由此获得其自身的总体。换言之，成为个别者乃是概念循环个体化的进程。

但是个别性作为这种否定性，乃是规定了的规定性，即作为这般的区别；通过区别在自身中的这种反思，它成为一个固定的区别；对特殊者的规定唯有通过个别性才得以可能；因为它就是那种如今恰恰作为个别性的被设定的抽象。[13]

个别性作为被设定的抽象，就存在论而言乃是概念论的“一”，它一方面预设其他“一”，另一方面将它们从自身中排斥出去。贯通或包含个别性的普遍性，作为它的他者被个别者排斥出去，并成为许多其他个别者（共同体或数值上的普遍性，亦即全度）。个别性的普遍性以此种方式

成为外在的，并成为许多个别者的共同体。它们是普遍的，因为它们“共同地”是个别者。

此外，个别性在实存中亦是本质逻辑中“这个”（指示性指称）的概念逻辑版本；它并不将其他个别者从自身中排斥出去，而是通过关联于其他个别者（中介）来获得其自身的直接性或规定。黑格尔将“这个”的中介进程或反思称为“指明”（Monstriren）。[14] 与《精神现象学》中关于感性确定性的章节相类似，直接的存在或“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普遍者，或对指称他者的否定之结果。当存在逻辑的“一”将其他者从自身中排斥出去时，本质逻辑的“这个”通过其相异关联反思入自身。然而两者都还保留着一种外在形式。在概念逻辑的个别者中，个别者作为由三个环节构成的总体而存在，在其中个别者同时是普遍者与特殊者。换言之：个别者着眼于其总体性固然具有一种独立性，但与其他概念环节相比却没有外在的区别，而只有内在的概念区别，这种区别并不标示任何割裂。

尽管如此，概念的统一性因其环节的那三个个体化总体而丧失了，因为每一个孤立的概念规定都是一个被个体化的总体。因此，概念起初一分为二，黑格尔借鉴荷尔德林的语用，将这种划分称为“判断”，即“本原的划分”[15]。既然个别者是向普遍者的复归，那么用概念逻辑表达出来，判断起初就表述为：个别者是普遍者（E-A）。借助这一划分，黑格尔亦反驳了主观唯心论对概念的片面印象——即认为概念仅仅是形式的且不具有客观内容。相反，概念凭借其双重关联发展出一种稳固的逻辑结构。概念环节相互之间这种双重关联的涵义，恰恰构成了概念的概念内容。

𝐿_{D}ₐₛ_{ }ᵤᵣₜₑᵢₗ（被设定的概念）= 自身区分的概念

着眼于思辨方法，从概念向判断的进展可以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固执于普遍者的自身同一性。这一同一性遭到辩证

环节就受到怀疑，因为“普遍性”这一表达指涉着特殊性。若知性环节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又会被辩证环节置入疑问之中，因为对特殊者的容纳与普遍者的概念内容相矛盾。换言之：普遍者因其伪普遍性而被否定。鉴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普遍者被证明为特殊者，并为知性环节所接受。当知性环节将普遍者修正为特殊者时，辩证环节便再次对特殊者的主张提出质疑：特殊者实际上是普遍的，因为无论特殊者还是与特殊者相对立的伪普遍者，都分有着特殊者的规定性。知性环节停留在这一矛盾之中，直到思辨环节向它指明普遍者的否定性自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普遍者通过其否定性关联项即特殊者而重新返回自身。这样一个普遍者被称为“个别性”。知性环节采纳了思辨环节所探明的个别性概念，并设定了作为（qua）“本原划分”（Ur-Teilung）的判断来代替概念：个别者是普遍的（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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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4. 本体论的概念还是逻辑学的概念？

尽管黑格尔在概念论“总论概念”一节中，不仅显见地将概念本身在其存在中等同于自我意识，并且在此过程中援引康德作为理解其概念本身的背景，[16] 但许多解释者，如霍斯特曼、鲍曼、克莱内斯与斯特恩，仍然将概念理解为一种本体论实体。然而事实上，黑格尔的概念本身恰恰就是康德逻辑自我的继承者。

黑格尔将康德哲学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区别开来。客观方面涉及自我意识的本原综合统一机能，而主观方面则指称自我意识的形式角色，感性的杂多与自我意识相对立。[17] 只要通过感觉与直观被给予的材料必须通过自我意识的范畴统一机能，在对象的概念——即“自我与其自身的客观统一

——之下统一起来，[18] 黑格尔与康德似乎就在强调同一种东西，即概念与直观之间的同一性。黑格尔接受了康德哲学的客观方面，但对主观的或心理主义的方面持保留态度，这可以从他拒斥使用“自我意识”概念代替“思维”中看出。由于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这一表达是为意识并且相应地为《精神现象学》所保留的，因此他将康德抽象且操作性的自我意识——“我思”——称为“概念本身”。自我意识借由范畴统一感性材料的统一机能，便相应地被转译为概念的自我规定。换言之：必须将直接的、感性接收的材料转化为概念及其环节。这种转化被黑格尔用术语“占有/据为己有”（Aneignung）来称呼：思维将一个被给予的材料化为“己有”（eigen）[19]。

对一个对象的把握（Begreifen）其实不在于别的事情，只在于自我把这个对象据为己有，贯穿它，并把它带入它自己的形式，即带入直接就是规定性的普遍性，或者直接就是普遍性的规定性中。在直观中甚至在表象中的对象，还是一种外在的、异己的东西。[20]

正如上一章中以狗为例所能阐明的，单纯被直观的 X 单独而言是无规定的，因而在这种程度上也是不真的。唯有在“这个 X 是一只狗”这一判断中，这个对象 X 才获得其普遍的规定性。黑格尔将思维的这种据为己有的过程称为“概念把握”（das Begreifen）而非“认知”（Kognition），因为按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他将后者理解为“心理学反射”[21]，并在其《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主观精神学说中以“心理学”之名对之进行了详尽阐述。简言之：黑格尔不是在心理学意义上、而是在逻辑学意义上规定思维占有/据为己有这一逻辑内部过程的。这也很契合康德，因为康德同样仅将逻辑机能赋予统觉的本原综合统一或自我意识。[22] 尽管与康德有着表面上的一致，但差异却不容忽视；



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对自我意识意义上的统一之逻辑机能的强调，似乎最终走向了一种心理主义，而黑格尔直到《哲学科学百科全书》关于心理学的节段中并在其能力学说框架内才对此进行讨论。抛开黑格尔关于康德论述的确凿性不谈，着眼于黑格尔诠释可以确定：黑格尔背离了他归诸康德的心理学模式，仅保留了自我意识统一机能的逻辑学意义。思维占有/据为己有的逻辑过程恰恰在其第一阶段就于关于概念本身的章节中被展现出来。

概念本身在其第一种形式——普遍性——中与自身相矛盾，因为普遍者在其自身关系中表明自身为特殊者。因此，普遍者产生了作为（qua）特殊者的其对立面。由于与特殊者相对立的普遍者因这一界限本身就是一个特殊者，因此特殊者的规定性如今由二者（普遍者与特殊者）共同分有。一项由对立双方所分有的规定性因而自身就变为了普遍的，因为通过这一对立的选言，该规定性占有了整个逻辑领域。特殊者由此再次返回到普遍者。这一被恢复的普遍者就是个别者。唯有在个别者中，才为自我与对象建立起被康德称为先天的与综合的统一，这种统一作为一种有差别的同一性单独奠定了客观性。然而黑格尔认为，这种概念把握的完全展开的过程唯有通过推论才被阐明。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关于普遍思维的推论机能之阐释的例子所表明的，[23] 人们每天都在不同的条件下重复着这种概念把握的过程。

鉴于这一说明，黑格尔的概念本身不应再被理解为一种独立于思维的本体论实体，例如在概念实在论中所意涵的那样。正如引论中所提及的，本体论研究的是存在者本身自存所应有的东西，它在表象中被给予，因此独立于思维。然而这种观点既不符合黑格尔对概念的理解，也不符合他对思维的理解，因为黑格尔认为，思维并非单纯将对象作为被给予物去现成发现，而是思维将它的对象据为己有。唯有通过思维的概念把握（从普遍者到个别者的过程），对象才作为

与思维相区别的独立者、即作为客体（Objekt）而生成。在附论 5 中我将进一步探讨黑格尔的客观性。对于当前的立足点而言，只需确立：对象的逻辑结构必须依赖于自指的思维。如果人们将这种概念把握的思维本体论化，人们就会立刻跌落回本质逻辑关于根据的关系之中，在其中思维通过反思处于与对象的外在关系而非构成性关系中。因此，黑格尔的概念本身并非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而是一个逻辑学的概念。

托伊尼森的福音派神学式解读是对本体论与本体-神学式解读的一种拒斥。托伊尼森认为，黑格尔像康德一样从事着双重工作。批判性的工作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性阐述，其目标是教条性的工作，但这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神学，而是一种福音派神学（“爱与自由的重合”[24]）：将之确立为一种交往自由理论。因此，客观逻辑对于以往形而上学具有一种批判功能，以往形而上学的缺陷主要在于其在范畴使用中的“对象化”与“实体化/独立化”[25]倾向。黑格尔在其客观逻辑中批判了建立在表象基质之上的以往形而上学。存在论聚焦于对对象化或漠不相关的批判，而本质论则聚焦于实体化/独立化，后者是对象化的一种更具体形式。由于本质论中反思规定的独立性在于与其对立面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之中，因此这样一种关系就是一种“统治”[26]。然而，只要这种统治本身仍依赖于其臣属（存在者），它就不符合黑格尔的规范性理想，即他的真理标准（关系项的绝对“平等地位”）[27]，并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归于失败。与此相反，主观逻辑仅具有阐述功能，而不再具有批判功能。[28] 令人惊讶的是，这唯一的阐述却意味着将绝对理念阐述为一种新的启示神学，[29] 它的另外两个部分（主观性与客观性）恰好分别对应于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的其余学科，即理性心理学与理性

宇宙论。[30] 托伊尼森福音派神学式解读的主要根据，在于黑格尔普遍者的概念规定与基督论特别是与“爱”的概念之亲缘性。[31] 根据这一解释，普遍者向个别者的下降，进而也是普遍者作为爱在社会中得以实现的出发展开基础。

关于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之间的关系，这种解释在如下程度上是正确的：它把前者规定为对以往形而上学的批判或去本体论化，而把后者规定为对黑格尔新形而上学的重构。然而，断言主观逻辑不再具有批判功能是不正确的。如果人们联想到黑格尔的批判方法，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批判不仅存在于逻辑学三个部分之一的破产之中，而且首要地也存在于各自的辩证环节之中，即与存在论和本质论末端的相对较大的矛盾相比，存在于每个逻辑三合一体内部较小的矛盾之中。如果采纳这一批判标准，主观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也拥有批判功能。这一点通过概念本身的发展变得显而易见，因为普遍性向特殊性的过渡充当着对普遍者之抽象性的批判。以类似的方式，从特殊性向个别性的过渡也是对抽象特殊者的批判。

此外，托伊尼森关于主观逻辑的启示神学论证似乎很难站得住脚。尽管有许多迹象表明黑格尔对基督论的同情（例如概念的三合一结构与基督教三位一体思想的相似性）；但它们并不足以证明主观逻辑与基督论之间的同一性。无论如何，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启示意义上的神学始终停留于表象之中，而逻辑学则是概念性的。由于绝对理念是一种以哲学方式把握上帝的形式，概念论以其最后的诸规定而言固然也是神学，——但恰恰不是启示神学，而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思辨神学。[32] 最后，以往的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与概念论的主观性、客观性之间的类比似乎非常模糊，因而应当抱持怀疑态度来审视。正如

前文已经提及，在关于概念的章节中甚至根本没有直接指涉理性心理学。相反，关于客观性我将在附论 5 中进一步探讨。

[16]: 参见 GW 12: 17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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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A III: 267 (KrVB 407). ↩




[23]: 比如一个人冬天听到马车的声音就推断出地面结了冰。参见 TW 8: 335 (Enz3 1830 §183 附释)。 ↩




[24]: 参见 Theunissen (1980):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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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黑格尔的哲学神学，参见 Plevrakis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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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判断

定在判断

与概念一样，鉴于主观唯心论，判断代表了一种新的关于实在的逻辑建构，即通过判断而被结构化的实在。对实在的每一种把握都必须具有一种判断形式。例如，“桌子是白色的”这一把握就属于肯定判断。与实在论立场不同，做出判断的主观唯心论并不将实在视为被给予的，而是视为由做出判断的思维所预先结构化的。作为单个孤立的概念规定，它们失去了其内在同一性（概念本身）。随着这一丧失，内在同一性变成了外在同一性。黑格尔将这种外在同一性等同于通过系词联结起来的判断（主词 — 系词 — 谓词）。着眼于逻辑进程以往的“经验”，人们自然会期待内在同一性的更高回归。这一回归将在关于推论的章节中出现。

判断的主词或对象就其形式而言是一个个别者。黑格尔将对一个直接个别者进行述谓的判断称为“定在判断”或“肯定判断”[33]。肯定判断的标准范式是“个别者是普遍的”[34]，即 E-A。肯定判断的一个例子是：“玫瑰是红的”。玫瑰是一个个别者，而红颜色即红色是一个普遍者。鉴于形式，它们彼此似乎并不一致。然而，作为（qua）普遍者的红色不能直接被例示，而只能通过个别的红物被例示。因此，玫瑰恰恰就是红的一个样本，或者说红色在玫瑰中得以例示。在例示的意义上，个别者也与普遍者是同一的。反过来，普遍者也是个别者，即 A-E，因为红只是玫瑰的诸多性质之一。玫瑰也是芬芳的、带刺的等等。作为（qua）这些性质之统一体的玫瑰，其自身因而就是一个普遍者。在“玫瑰是红的”这一命题中表达了：着眼于其性质之一即颜色，玫瑰被个别化了。黑格尔正是以此方式来思考“主词与谓词的交互规定”的。[35]

然而，这两个判断（E-A 与 A-E）彼此仍有区别。第一判断（E-A）强调形式（个别性与普遍性），而第二判断（A-E）则聚焦于内容（作为[qua]事物的玫瑰与作为[qua]性质的红）。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这种区别关涉一个判断的结构。一个判断本质上是一项断言。借由系词，主词应当直接被涵摄在谓词之下。但系词作为（qua）在“A-E”判断中普遍者与个别者的同一性，并不能被直接表达出来，而是——类似于本质论中的内容——唯有通过反思才能表达。

然而，为何在上述两种判断形式之间存在这种区别？原因在于 A-E 中主词的反思性普遍化。孤立地看，红（谓词）直接具有普遍形式。相反，玫瑰（主词）则是一个直接的个别者。鉴于其普遍形式“A-E”，这个个别者作为（qua）主词却必须首先通过一种反思（中介）而被普遍化。没有反思（中介），直接者就不是普遍者。举例说明：在 E-A 中直接来看，玫瑰是一个个别的红色样本，因而并未涵盖红的所有情形。相反，在 A-E 中作为（qua）主词的玫瑰并非直接的，而是被中介的或被反思的，因为在 A-E 中玫瑰通过中介从一个样本变成性质的普遍载体。作为（qua）谓词的红色因而在 E-A 和 A-E 中具有同样的反思“问题”。按照判断的要求，玫瑰与红、主词与谓词应当彼此同一。然而如今由于反思，它们表明自身并非完全重合。既然在肯定判断中主词与谓词之间的同一性无法成立，这种判断形式就无力达到真理，并因已经指出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而被否定。由是，关于这一否定的否定判断便直接出现。

否定判断首先表现为对肯定判断的直接修正，即个别者不是普遍者，且普遍者不是个别者。若将玫瑰与红色理解为抽象的普遍性，独立来看它们便不是重合的。E-A 中的红玫瑰毋宁是红的一个特殊者（一个红色样本），反过来 A-E 中玫瑰的红也是玫瑰的一个特殊者（一种性质）。因此，这两个判断都可以还原为否定判断的肯定表达：“个别者是一个特殊者。”[36] (E-B)

虽然否定判断似乎是对其谓词的否定，但实际上那被否定的普遍性的外延却被保留了下来。

正如黑格尔在否定判断中玫瑰的例子——“玫瑰不是红的”——所阐明的，红固然被否定了，但作为普遍者的颜色领域却仍被保存。在这个意义上，玫瑰的颜色虽然不是红的，但却具有另一种颜色（例如黑色、蓝色等），这在否定判断中仍未被明确表述。肯定地表达出来：非红的颜色也是一种规定性，就此而言是一个特殊者。然而，由于它具有多种可能性，它便仍是无规定的，且其自身是一个普遍者。只要它仍作为一个普遍者，它就与主词即个别者非同一，由此再次重复了如同肯定判断中重合性的旧问题。否定判断只是一种隐藏的肯定判断。

由于主词（个别者）在定在判断中是作为基础者，因此面对主词与谓词之间的矛盾，主词无需被修正。作为（qua）特殊者的谓词因而必须再次被否定。个别者进而也不是特殊者（E–B）。鉴于概念的三合一总体性，这种否定只能导向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同义反复的同一律命题（个别者是个别的，或者普遍者是普遍的），它已不再是判断。另一种结果则是其中谓词的整个外延都被否定的判断。

第一种结果包含两种可能性：要么个别者是个别的，要么普遍者是普遍的。仍以玫瑰为例：谈及 E-E，转译过来就意味着，玫瑰一般而言不是红的，也不是任何其他颜色，而是玫瑰红。谓词由此被个别化，并与主词同一。[37] 反过来，根据第二个命题——A-A——着眼于普遍的主词，个别的谓词应当被普遍化。这是通过将红色视作玫瑰诸多性质之一而发生的。因为即使玫瑰不是红的，它仍可以是带刺的、芬芳的等等。谓词变成了特殊者。以此方式，红通过与其他性质的中介而被普遍化为一种无规定的性质（例如“玫瑰是 x”），而判断按形式而言则是：“普遍者是普遍者。”[38] 然而 E-E 与 A-A 这两个判断都是同一命题，它们在主词与谓词之间不再具有任何肯定的关系（断言力量），从而不再是判断。这两个判断被黑格尔称为“肯定-无限判断”[39]。

第二种结果是一个谓词的整个外延都被否定的判断。玫瑰不是红的，也不是带刺的等等，而是例如“不是大象”。[40] 通过不恰当的谓词“大象”，作为（qua）谓词外延的玫瑰的所有性质都被否定了。尽管主词与谓词在内容上并不一致，但该命题按形式而言仍是一个判断，只要通过它有所断言。黑格尔认为，这样一个荒谬的判断是一个否定-无限判断，[41] 它试图将两个完全不同类的实体等同起来。

这两种结果都被证明不能契合判断的要求，判断结构由此面临局部崩溃的危险。为了拯救判断形式并维持断言要求，整个定在判断都被否定了。着眼于这两种结果的形式，可以得出两个结论。肯定-无限判断鉴于其同义反复的形式要求两个极端（主词与谓词）的同一，而否定-无限判断则要求超出主词（作为基础者），其中主词与谓词之间的区别因二者的不恰当而“太大”[42]。作为判断的直接对象，主词在定在判断中是基础者，谓词被附加于其上。随着对定在判断的否定，对主词（直接者）的聚焦也丧失了。这种否定的结果进一步带来：不再是主词，而是谓词成为基础者和判断的焦点。这一转变导向了反思判断，在其中两个极端作为（qua）直接者虽然被区分开来，但通过它们的反思也被设定为同一的。主词通过这种反思被涵摄在谓词之下。着眼于涵摄，反思判断也可以被称为“涵摄判断”[43]。

遵循思辨方法，从定在判断向反思判断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采纳判断形式 E-A 作为定在判断，并将该形式视为个别者与普遍者的同一性。辩证环节对这一同一性提出怀疑，因为作为（qua）判断主词（S）的个别者与作为（qua）判断谓词（P）的普遍者在形式上并不一致。为了捍卫其主张（即判断的主词与谓词是同一的），知性环节宣称：



作为（qua）主词的个别者应被视为普遍者的一个实例，而作为（qua）谓词的普遍者应被视为事物的诸多性质之一，该事物因其性质自身就是一个普遍者。然而这种解释无法被辩证环节所接受，因为它反而强化了 S 与 P 之间的形式区别。

以此方式，知性环节修正了肯定判断，并变成了一个否定判断：个别者不是普遍的，或者个别者是特殊者。但在否定判断中，跟随辩证环节也无法达到 S 与 P 的同一性，因为非普遍者因其规定性而仅仅是一个无规定的普遍者。若知性环节仍固执于将定在作为（qua）同一性的保证，它就只剩下两种替代方案：要么是同义反复的判断，要么是无限判断。然而辩证环节提醒说，在这两种类型中判断都丧失了。面对这一两难困境，知性环节必须放弃其在定在上预设同一性的前提，而转向反思。

反思判断

根据对定在判断的修正，在反思判断中主词与谓词不应再是直接者，而是被反思者。直接表现为有区别的诸个别者（差异），无论是主词还是谓词，都应当通过涵摄被还原为它们的共同特征（同一性）。着眼于共同性，反思判断是一个量判断，因为诸个别者的质的差异由于其本质的同一性，如今仅仅被规定为量的差异。

起初，反思判断的形式再次类似于肯定判断：个别者是普遍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个是一个本质上普遍者”[44]。这一个作为（qua）某种指示代词是一个普遍者。[45] 它的单称性（Singularität）通过它对他者的否定性关系被规定。在此背景下，它是单称判断。但这个判断立刻呈现出与定在判断相同的问题，即主词与谓词之间的不恰当。尽管具有普遍性的形式，但指示表达“这一个”作为（qua）判断的主词仍指涉一个个别者，而谓词则指涉一个普遍者。因此，它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判断来表达个别者与

普遍者之间的同一性。由于这种不相符合，单称判断的形式必须被修正。

不过，这一次修正并不像定在判断中那样发生在谓词上，而是发生在主词上，因为通过对定在判断的否定，主词（作为基础者）的核心角色已被否定。因此，谓词如今是本质性的，必须被固定下来。由于主词的单称性（“这一个”）因其对普遍者的不恰当而必须被否定，因此主词在其单称性中被否定，并由此（eo ipso）被提升为复数性（Pluralität），以契合判断中所要求的普遍性：“并非一个这一个是反思的普遍者”[46]。这样一个判断被黑格尔称为“特称判断”[47]。

特称判断表述为：“一些个别者是反思的一个普遍者”。[48] 由于“一些个别者”这一表达的形式属于特殊者，特称判断就是个别者向特殊者的扩展。这一判断虽然也具有表面上肯定的形式。但仔细观察，它却是否定的。例如，如果只有一些人是幸福的，那么根据选言，一些人就是不幸的。但特殊性也不是普遍性。为了找到一个与谓词的普遍形式相恰当的主词，主词还必须再向前扩展一步，其结果就是全称的主词。这就是全称判断，在其中，从数量上说，主词具有一种普遍形式（在共同性的意义上）。

由于主词的数量普遍性依赖于要被列举的实例，因而永远无法被穷尽，因此全称判断——例如“所有人都是会死的”——面临着恶无限的问题。着眼于真正的普遍性，数量普遍性似乎注定要失败。然而，人作为（qua）类是与单纯的数量普遍性或全称性不同的一种普遍性。

作为类的人（内涵）有别于其个别成员（外延）。内涵永远不能被还原为对外延的纯粹列举（归纳）。被列举的普遍性只是一种伪普遍者和一个“应当”[49]。作为一种规定性（内涵）的“人”这一类，同时也是一种否定，通过这种否定，所有非人者都被从“人”这一类中排除出去。因此，这一



类作为（qua）概念，着眼于其个体化（排他性），也是一个个别性，即“人”。[50]

既然主词如今已证明自身为本质的类，谓词的核心角色便可以重新归属于主词。苏格拉底是会死的，因为他是一个人。作为人是苏格拉底会死的前提。因此，主词并不依赖于谓词，而是相反。反思判断的涵摄关系随着这一颠倒而被否定。在人身上，会死性始终被隐涵地共同思考，并由此表明自身是对他而言必然的性质。适合于这样一种关系的判断不再是反思判断，而是根据其必然的推论成为必然性判断。

借鉴思辨方法，从反思判断向必然性判断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在反思判断中，主词不再依赖于直接的现成存在，而是依赖于直接者的被反思的共同性。知性环节所主张的个别者与普遍者之间的同一性，也相应地依托于这种被反思的共同性。首先，知性环节用指示表达“这一个”提出单称反思判断——“这一个是一个本质上普遍者”。然而在辩证环节看来，共同物“这一个”在数量上似乎仍指涉一个单称者。在此背景下，指示表达被引向它的否定，即“非这一个”或特称判断，特称判断的数量因其与普遍性的矛盾又被辩证判断置入疑问之中。判断主词的数量必须由知性环节再次修正为全称判断，在全称判断中，判断的主词在数量上具有普遍形式。全称判断的数量普遍性进而因其不可穷尽性而被辩证环节置入疑问之中。

必然性判断

必然判断的直接形式是一个直接者在其属或类之下的涵摄。这样一个判断是直言判断：例如苏格拉底是一个人。“人”是苏格拉底的本性，并在苏格拉底中得以例示。黑格尔认为，这一判断表达了“主词与谓词的实体性同一”[51]。诸类并不是

像红色那样的偶性。然而，主词与谓词之间仍存在不恰当，因为谓词的外延远大于主词的外延。苏格拉底只是人的一个实例。“人”这一类因而对其诸实例表现为漠不相关的。主词（实例）与谓词（类）之间的必然性并未被明确说出，而充其量只是被共同思考。它在于谓词对主词的依赖性指涉之中。就此而言，直言判断必须被修正为假言判断，后者比直言判断表达了一种更恰当的必然性形式：如果 A 在，那么 B 就在。由于本质逻辑中因果性的思想同样通过这种反事实形式表达出来，因此这一修正对应于本质论中从实体性思想向因果性思想的过渡。[52]

在假言判断中，判断的主词（前件）是谓词（后件）的条件，谓词的存在依赖于主词。主词包含着谓词的存在。然而，谓词的成立也是对主词的否定。它们具有一种类似于某物与他者关系的关系。主词与谓词实际上是“其自身与他者的统一，并由此是普遍性”。[53] 二者固然构成了一种必然联系，因而构成了总体性意义上的一种潜在普遍性。但它们却因其先后次序而彼此区分。例如：如果太阳照耀，地面就变暖。二者通过第三者（此处：热传递）必然地联结在一起。然而，这一条件陈述的必然性在该判断中并非显而易见的，因而仅仅是潜在地或隐涵地存在着。为什么这一判断仍然是必然的？假言判断本身并未显示这一点。假言判断以此方式发展为选言判断，在选言判断中，直言判断和假言判断中所预设的必然总体性成为了主题。

选言判断具有如下形式：A 要么是 B 要么是 C。既然 A 潜在地既可以是 B 也可以是 C，那么 A 作为（qua）B 和 C 的总体性就指称“特殊者与普遍者的肯定同一性”[54]。例如，任何一种颜色要么是深的要么是浅的，并且由此必须潜在地满足这两种选项。着眼于主词的普遍性，黑格尔使用了连词“既……又……”。而对于谓词，黑格尔为其保留了

连词“要么……要么……”，它保证了普遍者通过特殊者的完全划分。只要普遍者通过划分转化为诸特殊者，这种划分就是对普遍者的否定。只要划分是选言的，作为（qua）普遍者的主词就与作为（qua）其诸特殊者的谓词是同一的。

选言判断的双方着眼于同一总体性或同一普遍者而被等同起来。在判断的主词中，普遍者具有单纯类的形式。就颜色的例子而言，普遍者就是颜色。但在判断的谓词中，普遍者却具有选言的形式。类根据其内在差异被划分为属下的诸种。着眼于我们的例子，谓词上的类就是深与浅的选言。在这个意义上，选言判断就是类自身的划分。这样一种划分契合了黑格尔关于构成概念规定基础的“本原划分”的说法。由此，判断达到了概念的形式，即概念判断。

遵循思辨方法，从必然性判断向概念判断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必然判断的主词根据辩证环节的指明被知性环节修正为类概念，在其中普遍性不再依赖于例外，而是能够将所有例外排除出自身。着眼于类概念的排他机能，新的判断可以被称为必然判断。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同一性通过类概念的必然性得到保证。然而在辩证环节看来，一个类的成员尽管必然从属于该类，但与该类在数量上仍是有区别的。个别者与普遍者的必然同一性并未被阐明。知性环节随后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该方案在假言判断中找到了自己的形式，并在反事实命题中表达了必然同一性。辩证环节再次以如下论据对该同一性提出怀疑：假言判断仅仅以否定方式断言了个别者（相继发生的事件）与普遍者（相应的法则）的必然同一性，而没有阐明一个事件必然随另一事件发生的真正根据。为了阐明随之发生的必然性，知性环节求助于选言判断，在选言判断中，一个概念部分由于逻辑选言而必然带有另一个概念部分，或者否定地说，将另一个概念部分排除出自身。辩证环节对选言的有效性提出怀疑，指出

并非选言，而是概念的划分对于必然性才是决定性的。知性环节采纳了概念，并将选言判断修正为概念判断。

概念判断

概念判断的直接形式是断言判断，例如“这座房子是坏的”、“这种行为是好的”等等。直接来看，概念判断的主词也是一个直接者（个别者），例如“这座房子”。作为反思判断与必然判断的结果，直接者必须进一步被反思并成为类概念（普遍者）。作为（qua）房子的类概念如今在概念判断中充当一个理想，直接的房子与该理想相比较，并据此检验其性状（特殊者）是否与其普遍性（理想）相恰当。因此，概念判断的主词是一个双重主词（个别者与普遍者）。二者比较的结果便由此存在于谓词之中。由此，概念的所有三个环节都存在于概念判断之中。

我们以友谊为例：一位朋友是好是坏，我必须通过将他与理想的标准或由我在观念上构想出的朋友之概念进行比较来弄清。这样一个判断是真的还是假的，却完全取决于做出判断者本人，因为在这一价值判断中，至关重要的完全是我的主观标准。判断的真理性仅由做出判断者所保证，而不是由一个对象所保证。因此，断言判断仅仅是一种“主观断言/保证”[55]，与它相反的断言相比，它具有同等的正当性。由于这个原因，断言判断变成了存疑判断。

一座房子是好是坏，在断言判断中仅仅是一种没有保证的担保。断言判断由此证明自身是向存疑判断的进展。为了消除这一判断的存疑性质，给出根据是必需的。一座房子是好的，“根据它具有怎样的性状”[56]。以此方式，系词或由系词所代表的主词（个别者与普遍者）与谓词（二者比较的结果）之间的比较同一性并非任意的，而是由个别者的性状所奠基的。

这样一个客观有效的判断——例如“具有如此这般性状的房子是好的”——被黑格尔称为“确然判断”[57]。

确然判断的主词是包含概念所有三个环节的存在：作为（qua）个别者的直接者，作为（qua）普遍者的理想，作为（qua）特殊者的性状。谓词是普遍的应当：好的、坏的、正确的等等。这一应当通过其对主词的指涉而包含着概念的所有三个环节。首先，好与坏等形容词自身就是普遍者。其次，在确然判断中，它们通过处于特定性状（特殊者）之中的个别对象（例如房子、朋友等）得以例示。判断的主词与谓词之间的同一性，以及由此相联结的存在与应当之间的同一性，以此方式最终得以成立。

然而，这种同一性表达的并非一种不现实的极限情形，而是主词与谓词的实际“符合”[58]。即使这座房子着眼于其性状实际上是坏的，它仍然符合一座房子的理想，因为否则的话，关于比较的谈论从一开始就会遭到挫败。被例示的普遍者是真正的或客观的普遍性，而确然判断着眼于这种客观普遍性乃是“真正客观的”[59]。系词作为（qua）客观普遍者在其诸实例中的自身同一性的本来意义，由此在确然判断中得以实现。

随着判断的主词、谓词以及系词重新达到了作为（qua）真正普遍者的真正概念的地位，概念便失去了其判断形式。因为就主词与谓词的划分而言，黑格尔认为判断并未表达出客观普遍者的自身同一性。鉴于这种不相符合，实在并未通过判断被预先结构化，做出判断的主观唯心论由此似乎已被扬弃。

然而，随着确然判断指明了客观普遍者的这种自身同一性，判断学说便进一步发展为推论或推论学说。作为（qua）特殊者的性状在此充当普遍者与个别者的中项。由于特殊者在贯通普遍者与个别者的意义上也是一个普遍者，因此推论就是被实现了的概念：



判断分化：概念（主词）—存在（系词）—概念（谓词）

推论：概念（小项）—概念（中项）—概念（大项）

 推论（被设定的判断）=

 通过特殊者得以例示的普遍者
着眼于思辨方法，从概念判断向推论的过渡可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固执于概念判断的主词概念，并“相信”仅凭概念自身便能保证个别者与普遍者的必然同一性。关于概念的这种假定有效性，概念判断的第一种形式可称为确据判断。辩证环节对这一判断提出质疑，因为判断的真理标准在于做出判断者自身，且可能是任意的。因此，这样的判断毋宁是一个存疑判断。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知性环节又为存疑判断增添了一种客观性状，据此判断的客观性得以保证。由于这种性状是个别者与普遍者借以被认同的一个特殊情形，辩证环节便提出反驳：仅仅基于主词与谓词的二分结构而被思维的判断，因其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三联体而遭到挫败。与此相反，思辨环节将判断迄今的发展把握为向概念回归的进程，在此进程中概念自我分化并回归自身。随着对过程性的指明，知性环节将这一发展把握为一个推论，概念的三个要素通过该推论得以相互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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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亦参见《精神现象学》中关于感性确定性的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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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见 TW 8: 329 (Enz.31830, §177 附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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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3.1.3 推论

定在推论

根据经过修正的主观唯心论，实在应当由推论所预先结构化。因此，任何事实都不是由感性直接给予的，而是处于一种推论性关系之中。唯当我们把握了实在所蕴含的推论性关系时，实在对我们而言才是透明的。传统的推论即三段论是一种由两个前提（大前提与小前提）和一个结论（结论命题）构成的论证。作为论证，三段论提供了一种形式的推论性结论。[60] 在判断中，主词与谓词通过系词直接联结，而没有明确给出联结的根据。

与此相反，这一根据在推论中被给出。以经典范例为例：

大前提：所有人都是会死的。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苏格拉底是会死的。

结论的根据在于小前提和大前提，即苏格拉底是人且所有人都是会死的。“人”这一概念在此显而易见地充当着苏格拉底（结论中的主词）与会死性（结论中的谓词）之间的中介者。着眼于其中介功能，该中介概念被称为中项（M）。由于通过中项联结起来的两个概念分别出现在大前提（会死）和小前提（苏格拉底）中，它们也分别被称为大项（O）和小项（U）。根据中项在推论中的位置，所有组合均可呈现在四个格中：




	
	第一格
	第二格
	第三格
	第四格





	大前提
	M-O
	O-M
	M-O
	O-M



	小前提
	U-M
	U-M
	M-U
	M-U



	结论
	U-O
	U-O
	U-O
	U-O






作为确然判断的结果，一个推论由三个个别化的概念规定构成，即普遍者（A）、特殊者（B）和个别者（E），其中 A 充当大项，B 充当中项，E 充当小项。这样一个直接的推论仅仅是一个所谓的“形式推论”。[61] 形式推论从一个直接的个别者出发，该个别者通过特殊者的中介而被提升为普遍者。由于其初始的直接性，这种推论类型类似于定在判断，可被称为定在推论。

定在推论的范式是第一三段论格：E-B-A（大前提：B-A，小前提：E-B，结论：E-A）。鉴于其形式性，偶然的内容可被带入定在推论之中。例如：

一面墙壁被涂上了颜料（第一前提或大前提）。

 蓝色是一种涂料颜色（第二前提或小前提）。

 这面墙壁是蓝色的（结论）。

同时，这面墙壁还可以再被涂上黄色，从而似乎产生了一个矛盾：这面墙既是蓝色的又是黄色的。矛盾的原因在于，一个偶然的个别性质变成了中项（Medius Terminus）。[62]

前提（E-B 与 B-A）基于偶然性的直接性必须被中介。由于定在推论中只有结论属于被中介者，两个直接的前提（E-B 与 B-A）就必须各自成为一个推论的结论。由于每个结论都需要另外两个前提，这两个前提作为（qua）新的结论总共需要 4 个进一步的前提。然而这 4 个进一步的前提自身仍是直接的，相应地又需要它们各自的前提（由此需要 8 个前提）。因此，对定在推论原初两个前提进行中介的要求，导向了线性的、无限的倒退，黑格尔将其称为“恶无限”。根据存在论，这种倒退终将汇入真无限（圆环或循环）。但这并不具有形式逻辑的意义。[63]

为了避免倒退，那两个直接的前提（E-B 与 B-A）必须各自作为结论，同另外两个前提（在 E-B 的情况下是 B-A 与 E-A，在 B-A 的情况下是 E-A 与 E-B）相中介。总共有三个推论。因为在 E-B-A 中，只有个别者在结论中通过特殊者与普遍者相中介，所以作为（qua）中介结果的个别者便包含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个别者因而扮演了中项的角色。由于第一格的结论 E-A 已经通过 B 被中介，它也应当被用作新一格的前提。这个既以 E 为中项、又以 E-A 为前提之一的新格，因而必须以 E-B 为另一前提。由此得出了第二格：B-E-A。第二格实际上对应于传统三段论的第三格（大前提：E-A，小前提：E-B，结论：B-A）。由于黑格尔将第二格视作从第一格向第二格过渡的必然结果，他由此批评传统关于第二格与第三格的次序是过时的陈见。[64]

因为中项（在这里第二格中是个别者）两次处于主词的位置，所以它必须分别被涵摄在普遍者和特殊者之下。由于在小前提中个别者被涵摄在特殊者之下，第二格必须以特称判断为其前提（E-B）和结论。[65]

一种美好的生活是幸福的（E-A）。

 一些人拥有美好的生活（E-B）。

 一些人是幸福的（B-A）。[66]

由于特称判断兼具肯定性与否定性，结论中的普遍者便仍是一个特殊者。因此结论在其否定中也可以是正确的：一些人是不幸福的。这样，第二格的结论就是无所谓的。因为个别者作为推论的中项——类似于第一格——是被偶然选取的，所以通过它联结在一起的大项与小项也可以彼此无所谓并相互置换。

“就特殊者和普遍者也是极端，且彼此是直接的、无所谓的规定性而言，它们的关系自身就是无所谓的；可以任意将这一个或另一个视为大项或小项，因而也可以将这一个或另一个前提视为大前提或小前提。”[67]

以此方式，第二格不仅可以是 B-E-A，而且也可以是 A-E-B（黑格尔后来重新表述的形式）[68]。第一格的潜在偶然性通过第二格被现实化了。由偶然的个别者所建立起来的推论，因这种偶然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所谓性而丧失了其客观真理，因而被否定。不仅美好的生活可被称为幸福的，美好的爱情、荣誉等亦然。作为（qua）普遍者的形容词“幸福的”可以同诸多各别者相联结。然而根据其积极教义，这种偶然性表达了对普遍性的诉求。唯有普遍者才能消除中项的偶然性，因为它凭借其普遍性而不给偶然性留下任何余地。有效的媒介不应是偶然的个别者，而应是其对立面——必然的普遍者。这样，第三格：E-A-B 便进入了黑格尔的视野，它实际上是传统三段论的第二

格（大前提：B-A，小前提：E-A，结论：E-B）。

然而在第三格中，特殊者并不能通过普遍者的中介而必然地从个别者中被推导出来，因为个别者可以被涵摄在不同的特殊者之下。因此这一格再次遭遇了第二格所具有的相同问题。它仅适用于某一特定的判断，而这一次不再适用于特称判断，而是适用于否定判断。第三格的范例如下：

苏格拉底是会死的（E-A）。

 没有石头是会死的（B-A）。

 苏格拉底不是石头（E-B）。

以类似的方式人们也可以说，苏格拉底不是狗、不是鸟等等。这一推论结论是无所谓的，并且并未显现为必然中介过程的结果。因此在例子中两个极端之间的关系同样是“无所谓的”。[69] 通过置换两个极端，第三格亦可变为 B-A-E。由于两个极端面对抽象普遍性是无所谓的，它们便如同第二格的无所谓性一样指向普遍者。两个极端不再与中项相区别。三者皆为普遍者。这便导向了第四格：A-A-A（数学推论）。

传统三段论中原本的第四格并不是数学推论 A-A-A，而是通过第一格的反演所形成的格（O-M, M-U, U-O）。然而，这种反演的有效性[70]受到了许多哲学家（例如康德[71]）的质疑。大概是追随康德，黑格尔在其构成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的“小逻辑”中，将这种传统的第四格斥为

“近代人一种多余的、甚至是荒谬的附赘”[72]，并用数学推论取而代之。黑格尔为了自身目的而对诸格所作的这种改动之所以容易理解，是因为着眼于三段论诸格的划分，黑格尔并非从经院逻辑学家现成的规则体系出发，而是从三个概念环节（A, B, E）必然的奠基关系出发。

“因此，如果这些格后来被当作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来对待，这并不奇怪。但它们具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意义，这种意义基于这样一种必然性：每一个环节作为概念规定本身都成为全体和中介的根据。”[73]

由于概念环节只有三个，且每一个环节为了发挥奠基功能都必须进入中项的位置（该中项将另外两个极端联结为一个全体或统一体）[74]，因此对黑格尔而言，实际上应当只有三个格，而非四个格。

“数学推论讲的是：如果两个事物或规定等同于第三者，则它们彼此等同。——词项的固有或涵摄关系在其中被消除了。”[75]

极端与中项的形式在数学推论中是无所谓的，因为每一个规定都可以处于任何一个位置。以此方式，推论似乎被瓦解了。然而作为先前三个推论的积极结果，第四格本质上表达了定在推论的形式统一性。每一个推论的必然性或有效性都预设了另外两个推论，就此而言必须通过它们而得以中介。极端与中项孤立相异的形式规定不再被视为重要。“因此，中介被规定为直接的或抽象的形式规定的无所谓性，并被规定为一个形式规定向另一个形式规定的积极反思。”[76]

参照思辨方法，从定在推论向反思推论的过渡可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将个别者与普遍者的同一性视为通过特殊者的中介。在此背景下，第一推论格为：E-B-A。类似于定在判断，知性

环节首先将个别者视为一个定在。然而着眼于辩证环节，将定在设想为个别者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通过偶然的定在，两样同样偶然的事物可以被任意地联结在一起。此外，一个直接的、即未经中介的定在，与推论中所表达的中介相矛盾。基于这些理由，知性环节将推论格 E-B-A 修正为另外两个推论格：B-E-A 与 E-A-B。

在第二格中，个别者两次被涵摄——在特殊者和普遍者之下。由于个别者的直接性即任意性，两个任意的极端可以通过作为（qua）中项的个别者而相互联结。任意性也导致了结论的无所谓性。换言之：第一格的弱点在第二格中被强化了。伴随着这种弱点，第二格亦被辩证环节置入疑问之中。

类似的问题在第三格中同样存在，因为在同一个普遍者之下必须涵摄不同的特殊者。个别者以此方式可以同不同的特殊者相联结。所有这三个格都指向一个诉求，即普遍者的必然性，唯有通过该普遍者，三段论的中介才具有客观有效性。关于这种关联脉络，诉诸知性环节便产生了第四格：A-A-A。然而这样一个格在辩证环节看来似乎是成问题的，因为它的结论不是通过三段论的中介得出的，而是通过类比得出的。这与推论相矛盾。换言之：中项不得是直接的，而必须同两个极端反思地联结在一起。随后，知性环节放弃了定在推论并采纳了反思推论。

反思推论

据黑格尔之见，定在推论的缺陷在于一个命题（无论在大前提、小前提还是结论中）的主词与谓词之间的无所谓性，由此“主词能够同无法规定的其他谓词以及对立的谓词联结在一起”。[77] 推论的各环节仍是直接的，尚未彼此中介。可以以下述推论 E-B-A 为例：

玫瑰是红的。

 红是一种颜色。

 玫瑰是一种颜色。

作为（qua）玫瑰的一种直接性质的红，在小前提中被孤立于玫瑰来看待。这种孤立导致了谬误推论或矛盾，因为玫瑰实际上并不是一种颜色。只要定在推论中的特殊者作为中项将某种直接性质作为大项（例如玫瑰），这种性质也可以通过小前提同某种小项联结在一起，而该小项随后在结论中甚至可以与大项相矛盾。

因为定在推论被否定了，所以作为（qua）特殊者的中项不再被孤立看待，而是在同个别者与普遍者的反思关系中被视作具体的总体。然而由于对质的定在推论的否定，具体的总体——正如在反思判断中一样——仍是一个量的总体，一种全称性，例如所有人、所有玫瑰等等。这种全称推论的一个例子是：

所有人都是会死的。

 苏格拉底是人。

 苏格拉底是会死的。

然而“大前提本身内部就已经包含了这个结论”[78]，因为在所有人中已经包含了苏格拉底。以此方式，结论并不是通过推论自身获得其有效性，而是通过大前提的正确性获得其有效性，而大前提自身反过来又依赖于结论即单个实例的正确性。倘若苏格拉底令人惊讶地不是会死的，那么大前提就是错误的。大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显而易见地与推论的中介功能相矛盾。因此，“反思推论只是一种外在的空洞的推论假象”[79]。根据矛盾的积极教义，对全称性的要求在于：全称性应当通过个别性而得以中介。这便导向了归纳推论。

在归纳推论中，个别者如同定在推论第二格中一样充当中项，通过对它们的汇集，一个实例变成了一个属。由于这里的个别者不再像在定在推论中那样仅仅是一个偶然的标记，而是对所有实例的汇集概括，黑格尔便将归纳推论称为“经验推论”[80]。正如任何经验归纳一样，经验推论也面临着不可穷尽性（恶无限）的问题。总会有新的、可被计数的实例出现。普遍性就此而言仅仅是一种完全性，而对

普遍性的要求仍仅仅作为“一种恒常的应当”[81]。根据其积极教义，这种“应当”实际上表达了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同一性，尽管对实例的汇集永远无法完成。鉴于这种未能完成的状态，此种同一性唯有在类比的意义上才能得以维系。由此便产生了类比推论。

在类比推论中，中介仅仅基于“相似性”[82]。两个极端通过一种相似的性质或相似的特征（普遍性）而相互联结。例如：

地球有居民。

 月球是一颗地球。

 月球有居民。

然而，地球作为中项并不必然属于月球，因为地球是有居民的特殊天体。就此而言，相似性同样意味着非同一性。因此，类比推论所包含的不是一个中项，而是充当中介概念的两个相似者。然而着眼于推论形式，中项应当只有一个。此外，这样一种偶然的相似性与推论中介的必然性相矛盾。从另一个方面（积极教义）来看，这一问题表达了类比的要求，即这两个中项应当是同一个。适用于地球的法则，也应当适用于月球，因为二者隶属于同一个普遍者。如果在归纳推论中个别性应当被提升为普遍性，那么现在在类比推论中，普遍性则应当在个别性中得以例示。个别者的独立性通过普遍者的这种例示而被否定。例如，一颗新发现的行星应当根据引力定律运行，而引力定律亦适用于所有其他行星。[83] 普遍性包摄了个别性，这一点在类比推论中明确显现出来。在类比推论中，普遍者在个别者中的例示获得了必然性的地位。以此方式便产生了必然性推论。

诉诸思辨方法，从反思推论向必然性推论的过渡可概括如下：知性环节将作为（qua）普遍者之实例的个别者，借由某种特殊性质而同普遍者联结起来。推论的有效性

然而受到了辩证环节的质疑，因为个别者对普遍者的隶属性并非通过个别者的中介，而是被简单预设的。这便得出了全称推论，知性环节将其修正为归纳推论，在归纳推论中普遍者的全称性是通过个别者的累积达到的。但归纳推论所要求的普遍内容诉求进一步受到辩证环节的追问，在追问中可以表明：归纳在原则上永远无法达到普遍者。归纳推论实际上立足于一种类比。知性环节采纳了这一真理，并由此过渡到对类比推论的考察。由于类比推论的中介仅仅基于一种偶然的相似性，它便与推论的客观有效性即必然性相矛盾。基于这一理由，反思推论被知性环节修正为必然推论。

必然性推论

在逻辑发展的这一阶段上必然支配其个别性或在个别者中例示自身的普遍性，被黑格尔称为“客观普遍性”[84]。客观普遍性在必然性推论中作为中项，该中项作为（qua）属将两个极端包含在内。属是“一种贯穿三个词项的本质”[85]。这样一个推论首先是直言推论。尽管该推论再次具有第一格形式：E-B-A，但它不再具有任何偶然性，而是鉴于属而具有客观性。例如：

铜是金属。

 金属具有导电性。

 铜是电的导体。[86]

导电性是“金属”这一属的本质物理属性。因此，该属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具有这一物理属性。直言推论的必然性恰恰就在于此。

类似于本质论中的实体性思想，普遍者在个别者中的这种必然例示，一方面仍是一种内在的或潜在的同一性，它仅涉及推论的内容而不涉及推论的形式。

然而着眼于推论的中介功能，中介的形式应当是推论有效性的唯一保证。另一方面，这种必然性仍带有偶然性。作为（qua）属的金属既具有许多其他成员——例如铁——又具有许多其他物理属性（例如导热性）。鉴于这种可能性，铜与导电性仅仅是被偶然选取的。直言推论的两个极端仍带有偶然性。为了不再依赖于偶然性，必须指明两个极端的必然联结。由此便产生了假言推论，在其中一个极端并非偶然地、而是必然地引发另一个极端。假言推论的范式是肯定前件律（modus ponens），表述为：

如果 A 是，那么 B 是，

 现 A 是，

 所以 B 是。

A 是自我否定的。当 A 出现时，A 便立刻过渡到 B。在此背景下，小前提实际上是一种否定性，因为 A 在结论中被 B 所取代。通过对 A 的否定，在直言推论中尚属潜在的必然性现在被证明为“存在着的必然性”[87]。相应地，只要 A 与 B 作为“必然者”同隐藏于其后的“必然性”不可区分，A 与 B 的同一性就被表明为概念的分化同一性（例如原因/结果、根据/后果、条件/被制约者等）。[88] 着眼于关于因果性的通常表象，原因与结果之间作为（qua）必然关系的联系，被同作为（qua）两个关涉项（Relata）的原因与结果割裂开来。然而，关涉项与关系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一种外在形式。它们具有完全同一的内容，因为“一个的存在就是另一个的存在”。[89] B 的直接性通过 A 得到中介，而 A 作为原因的角色同样仅仅依赖于其对 B 的关系。由于二者处于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中，它们构成了一个否定性的统一体。一个的存有否定了另一个的存有。二者通过这种相互排斥而彼此依赖。相互排斥恰恰表达了概念的分化

同一性。这种相互排斥的推论形式是选言推论。

选言推论——正如先前的选言判断一样——具有“既……又……”与“非此即彼”的形式。在判断中，着眼于主谓结构，选言仅有两个环节；而在推论中，着眼于大项、中项和小项，选言则具有三个环节。选言推论的范式为：

A 要么是 B，要么是 C，要么是 D。

 然而 A 既非 C 亦非 D。

 所以 A 是 B。

 或者反之：

A 要么是 B，要么是 C，要么是 D。

 现 A 是 B。

 所以 A 既非 C 亦非 D。

选言推论是所有三个概念规定的分化同一性。这表现在 A 的中介功能中。大前提中的 A 作为潜在候选者，涵盖了一个普遍者的所有三种可能划分（特殊化）。因此 A 是被规定的普遍者。在小前提中，A 与 B 相认同，因而成为三个特殊者之一。A 现在又是特殊者。在结论中，A 通过排斥普遍性的其他特殊化而被限定为个别者。这样，A 作为普遍者、特殊者与个别者而与自身相中介。A 既是中项，又是两个极端。

推论中中项与极端之间的形式差异，以及普遍者、特殊者与个别者之间的概念差异，由此对 A 而言是无所谓的。鉴于这种无所谓性，作为（qua）分化同一性的 A 既否定了推论中的差异，又否定了概念差异。由于推论中的差异是推论之中介功能的基础，因此对推论差异（中介）的否定便使 A 自身成为一个直接者。黑格尔将这个直接者称为“客体”[90]，因为就其中介的必然性而言，该中介无需外在的和主观的反思，仅仅由 A 自身完成。

因此，结果乃是通过扬弃中介而产生的一种直接性，一种同样与中介同一的存在，以及从其自身的外在存在中、在其自身的外在存在中生产出自身来的



概念。因此，这种存在乃是一件自在自为的事情，——即客观性。[91]

借由作为（qua）客体而被重新恢复的直接者，黑格尔扬弃了做出推论的主观唯心论，后者主张实在处于推论性结构之下的立场。作为（qua）概念的思维不仅提供了实在的主观形式（无论是概念、判断还是推论），而且也提供了客观形式，即客体的概念。作为（qua）单纯被给予的材料，实在是无意义与无指谓的，因为任何材料都必须被思维所占有。尽管否定了思维的纯粹主观形式，主观唯心论通常仍将思维视为普遍主观的。客体的概念同样属于思维的形式。由此，主观唯心论的形式主义便进入了思维的客观形式领域。

客观性（被设定的概念）= 沉沦于其对方之中的概念

从思辨方法出发来思考，从必然性推论向客观性的过渡可概括如下：知性环节接纳了反思推论的结果，并构想了直言推论，在直言推论中，一个个别者通过一个属的特殊属性而必然地被涵摄在该属之下。由于属性的偶然性以及直言推论中所包含的施事性矛盾，该推论受到了辩证环节的质疑。为了阐明必然联结，知性环节将直言推论转变为假言推论，在假言推论中一个事态必然伴随另一个事态。然而在辩证环节看来，这种必然伴随似乎是一个未经过三段论中介的独断断言。因为凭什么一个必然跟随另一个？知性环节随后给出了选言推论，在其中必然伴随通过共同分享的属概念的选言而变得可解释。然而伴随着选言推论，在辩证环节看来推论的形式仅仅是外在的，因为由于概念的划分，概念的每一部分即便脱离推论形式也可以同概念的其他部分相中介。随着推论形式的这种丧失，知性环节必须重新定位自身。思辨环节将推论的发展概括为一个进程：概念通过扬弃自身的

中介即否定的自我指涉而成为对方。知性环节接纳了这一对方，并将其称为客体。

[60]: 参见 Koch (2006): 32f. ↩




[61]: 参见 GW 12: 92. ↩




[62]: “理所当然，没有什么比这样一个形式推论被认为更为不足的了，因为它依赖于使用哪一个中项的偶然或任意。”GW 12: 97. ↩




[63]: 参见 Iber, Christian (2006): 125. ↩




[64]: GW 12: 101. ↩




[65]: 参见 GW 12: 101. ↩




[66]: 该范例受克里斯蒂安·伊贝尔启发。参见 Iber (2006): 126. ↩




[67]: GW 12: 102. ↩




[68]: 参见 TW 8: 338 (Enz.31830, §186). ↩




[69]: GW 12: 103. ↩




[70]: 关于第四格问题的起源与影响史，参见 Rescher (1966), 尤见 22ff. ↩




[71]: 在 1762 年的一篇逻辑学论著（《四种三段论格的虚妄精细》）中，康德认为第四格不过是第一格的形式倒置，就此而言根本不能同第一格区分开来。“每一个心灵都是单一的；凡单一的都是不朽的；因此每一个心灵都是不朽的；从而某些不朽者是心灵。这一推论完全正确，只是这样一种理性推论同第一格中的推论的区别，并不在于中间主要概念的位置不同，而仅在于前提前后的位置改变了，且在结论中主要概念的位置改变了。但这根本不构成格的改变。”(AA II: 55) ↩




[72]: GW 20: 196 (Enz.31830 §187 A). ↩




[73]: GW 20: 196 (Enz.31830 §187 A). ↩




[74]: GW 20: 195 (Enz.31830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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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参见 TW 8: 343 (Enz.31830, §190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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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参见 GW 23,2: 7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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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客观性

3.2.1 机械性

尽管主观唯心论的主观方面被否定了，但主观唯心论的形式主义依然完好无损。在康德与费希特的唯心论中，客体被设定为“自我”的否定相关项。尽管主观方面被扬弃了，但唯心论立场依然是主观的，因为它把思维视为是主观的。现在，属于思维的不仅有主观的思想形式，如概念、判断和推论，而且也有客观的思想形式，如客体。客体不仅处于推论性关联之中，而且自身构成了一个思想总体。然而，随着推论之中介功能被否定，客体便成为直接者，而思想总体则成为外在世界。这样一个世界概念不具有经验意义，而仅具有一种逻辑总体性。

根据推论的结果，客体一方面是所有概念环节的总体；另一方面，着眼于被否定的中介，它也是一个直接者。因此在对象逻辑（OL）中，现在设定了一个直接的客体（一般客体）。鉴于直接性，每一个客体对其他客体都表现得全然无所谓——这大约可与卢梭自然状态中的人以及德谟克利特虚空中的原子相媲美。这导向了机械世界图景，其哲学对应物是莱布尼茨的单子。[92] 在这幅图景中，多个客体构成了一种“无关系的杂多性”[93]，因为概念差异已被推论所否定，这里只剩下作为无关性的无所谓差异。然而，机械世界图景并不是莱布尼茨特有的哲学产物，而是近代早期的普遍话语。世界被构想为一台由物理定律支配的机器。

客体的总体作为（qua）机械世界只是一种外在的拼合，因为此时总体的原则是机械的或外在的（“混合”、“秩序”、“布置”[94]）。这些外在关系反过来又构成了一个外在的、“混沌的”总体，即世界

或宇宙。客体的规定性完全依赖于其他客体，并且是外在的。黑格尔将这种关系称为“决定论”[95]。

因为所有的规定都仅仅基于外在性，所以决定论作为“命运”或对杂多客体的解释不过是一句空话。一个客体可以与这一个或另一个客体形成不同的秩序，这些秩序实际上遵循同一个外在原则（机械原则）。这种秩序作为（qua）外在总体，被黑格尔称为“前定和谐”[96]，它导向了一个矛盾：孤立且自我同一的客体唯有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获得其规定性。这些相互作用对独立的客体而言固然是无所谓的和外在的，但却能够影响它们。正如在“存在”与“虚无”之间的“生成”中一样，这一矛盾同样导向一个进程，在其中孤立且独立的客体能够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中持存自身。这个进程就是机械进程——例如一个球因受另一个球的撞击而产生的运动。

鉴于客体所承受的作用，黑格尔将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称为“传递（MITTHEILUNG）”[97]，这虽然是一种相互作用，但由于客体的孤立性，它并不是从一个客体向另一个客体的过渡。精神领域中共同的法则与习俗，以及物理自然领域中具有普遍渗透性的运动、热和电，都是传递的例子。由于孤立性，每个客体都在传递中维持自身。例如，每个人都由原子构成，但也受到共同习俗的影响。这种传递构成了客体的普遍环节，而每个客体对这种传递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反应构成了客体的特殊性与个别性，以及客体之间进一步的相互作用。例如一块石头，孤立来看是一个个别者，但通过不同矿物质受压的同时也是一个复合产物。这就是机械进程的产物。“机械客体一般而言唯有作为产物才是客体，因为它的所是，首先是通过另一个客体的中介而在它身上的。”

作为物理拼合结果的石头，仅仅是机械进程的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单个石头的孤立性与石头承受压力的普遍感受性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98]

关于个别者，黑格尔将这种矛盾称为“阻抗”，而关于普遍者，则称为客体因受压而承受的“强力”[99]。对于黑格尔而言，人类领域中这种强力的例子就是盲目的命运，因为命运的强力代表了无法被单个个体所控制的盲目普遍性的力量。作为有生命个体的命运的死亡或变灭，乃是普遍属的显现，而这种死亡之所以外在地、偶然地降临，恰恰是因为个别者不认识盲目普遍性的力量。

随着盲目普遍性的力量通过石头的碎裂或单个有机体的死亡得到证实，客体的孤立性作为相应的“个别性之假象”[100] 也被摧毁了。客体现在被规定为普遍性的显现，反过来，这种力量也不再是一种外来的、偶然的力量，而是普遍者通过个别客体的行使或外化。这样一个外化普遍者的个别者就其对普遍者的外化而言被抽象为“中心（重心）”[101]，普遍者借此以合乎法则的方式同个别者保持联结。石头在碰撞中所承受的压力，现在被规定为一种合乎法则的现象。以此方式便进入了绝对机械性，因为普遍者凭借其在个别者中具有穿透性的传递，否定了作为（qua）普遍者界限的孤立个别者，并由此成为绝对者。

例如在物理学中，中心被概念化为中介点（重心），它是普遍者的实例，因为普遍者（例如重力）通过重心发挥其影响。客体的外在性（偶然的大小、形状等）表达了它们对抗普遍者的孤立性，而中心则代表了客体的普遍方面。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恰恰构成了黑格尔在物理学意义上所谓的“摩擦”[102]。黑格尔正是从这种“逻辑摩擦”出发，批判了惯性定律的理想条件（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运动的物体将沿直线向无限远处持续运动）。

据黑格尔之见，拥有理想化中心（普遍者标记）的客体因此不再是孤立的客体，而是个体，因为由于它们与普遍者的隶属关系，它们对抗

普遍者的孤立性同时被否定了。个体作为个别者与普遍者的统一体，在中心的影响下自身又具有一个二级中心。关于这种三联关系，黑格尔再次引入了推论形式：直接来看，二级中心充当个体的个别性（外在性，如偶然的大小、形状等）与其普遍性之间的中项（推论格：E-B-A）。反过来，个体的个别性自身充当另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项（B-E-A），二级中心借此可以向一级中心趋赴。最后，理想化的或普遍的中心再次成为中项（E-A-B）。[103] 这样，个体的三个环节通过三个相互渗透的推论构成了“概念的完备关系”[104]。

因此，个体是概念差异的统一体。作为纯粹的逻辑结构，这一结果不仅可以在启发与范导的意义上对应物理学现象，而且可以对应政治学与法学现象。应用这种推论形式的例子，例如天文学中的卫星—行星—恒星关系[105]，或者政治学中的公民—需要—国家关系[106]。正如必然推论中概念的每一个环节一样，个体的每一个环节也可以处于一个推论的所有三个位置上（大项、小项及中项）。由于各个位置的这种可能置换，黑格尔也将绝对机械性称为“自由机械性”[107]，其规定因而就是规律（法则）。

自由机械性作为概念差异的统一体，在个别者的外在性中例示自身，随后又将作为（qua）规律实例的外在性追溯归结于自身。通过这种循环，规律作为“自身运动的原则”[108]，区别于仅仅具有静态的、表面一致性的规则。如果内在于个体的规律真是自身运动，那么个体的外在性与普遍中心之间的张力就不仅仅是一种趋赴，因为趋赴意味着将那种外在性作为外在异己性加以摆脱。作为规律存在或自身运动的结果，那种外在性因而必须被规定为并非异己的，而是自身的。

相应地，无关的个别者与施加影响的普遍者之间的张力将被视为被设定的对立，因为该关系的两个要素都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因此，作为趋赴的异己性与个体的统一性以及自身运动的原则相矛盾。作为这一矛盾的结果，异己性因而被略去。经过这种修正，化学世界图景取代了机械世界图景，在化学世界图景中，彼此对立的两个关涉项（Relata）能够相互联结起来。

化学性（被设定的机械性）= 中和对立的世界

从思辨方法出发，从机械性向化学性的过渡可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固执于作为独立者的客体，由于推论之中介的扬弃，客体是直接的，且彼此表现得相互无所谓。这样一种可被阐释为“世界图景”的无序关系网络，受到了辩证环节的怀疑，因为直接性与无所谓性在其自我指涉中自身就预设了一种规定性与秩序。为了维护客体的独立性，知性环节坚持认为，无所谓性并不是一种规定性或秩序，而是一种“传递”即客体之间偶然的、相互作用的进程。因为客体在这一可通过自然哲学范畴“压力”来例示的进程中可能被摧毁，所以辩证环节不断对客体的独立性提出质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知性环节承认了客体对作为（qua）世界秩序的普遍者的依赖性，并将机械性修正为绝对机械性，在其中外在的个别者抗拒普遍者的影响。抗拒普遍者的客体与普遍者自身共存，这在辩证环节看来似乎是矛盾的。为了避免矛盾，双方之间被设想为“摩擦”的关系被知性环节重新解释为普遍者在客体身上的作用。客体的外在性不再是外在的独立者，而是普遍者的产物。这便得出了自由机械性的思想，因为普遍者的作用在其对方即个别者中发现自身。然而辩证环节提醒说，外在性的转化与机械性的原初思想相矛盾，后者仅仅

建立在这一外在性之上的。陷入两难的思辨环节将机械性的进展把握为一个否定的循环过程，这一过程被知性环节解释为化学性，在其中两个对立的物质彼此必然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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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化学性

在化学性中，作为（qua）逻辑总体概念的世界乃是依循化学反应与化合物的模式而被构想的。在机械性中，单个对象的外在性与其作为（qua）世界的思想总体性之间的张力，尚未被承认为由个体自身所设定的内在张力。正因如此，例如两个通过外在运动而彼此发生关联的天体，似乎即使没有这一关联也能保持孤立。在化学对象那里情况便不再如此，因为单个对象的外在性与其内在的普遍性被设定为一个否定性统一体的两个环节。鉴于这一整合，单个对象在其内在性（其作为[qua]世界的思想总体性）中的外在性必须发生改变。

因其亏缺的外在性而必须与其他对象相整合的对象，例如酸与碱。基于其内在亏缺（矛盾）的对象彼此之间的整合，又导向一个新的过程，在其中诸对象彼此结合在一起。黑格尔将这一新过程称为“化学性”[109]。

在化学过程中，诸对象通过与其他的、同样亏缺且与其截然对立的对象相结合，否定了其亏缺的外在性，这具有补偿过程的意味。因此，如同酸与碱一样，相应的对象结合体共同构成了一种“亲和性”[110]。在此，黑格尔再次引入了推论形式：两个对象通过其亲和性而成为一个统一体（中和性）。作为（qua）亲和性的推论中项构成了两个对象的共同本性。推论结论则是这一化学过程的产物，即一个“中性物”。[111] 在中性产物中，两个对象由此成为一个统一体，对立因此被消除。

由于在产物中两个对象的亏缺外在性均被否定，外在性与内在性之间便也不存在矛盾。内在概念似乎在产物中获得了其实在性。然而，

概念的这种实现很难被称为自身运动。因为首先，中性产物仍是形式的与静态的，因为它与在先的对象之间仍处于外在关系中。这种外在性以化学过程的不可逆性为标志。由于不可逆性，亏缺对象的对立同时并不属于中性产物的自身区分。这与从机械性中得出的结论相矛盾，即对象必须是概念或自身区分。

产物固然是一个中性物，但当它与其他亏缺对象共处时，却又重新变成对立面。例如，中性的水通过加入醋又会重新变酸。因此，这一加入（一个亏缺对象）的过程构成了新的推论（中性物—亏缺物—亏缺物）。作为（qua）新推论产物的新亏缺对象，随后又可以与其他亏缺对象一起进入中和过程。因此，亏缺物与中性物构成了一个循环，该循环以亏缺物为其两极端，以中性物为其推论中项，并构成了第三种推论（选言推论），因为中性对象与亏缺对象在循环中排他性地相互转化。着眼于这一循环，中性产物自身就是一个整体，即“一个原本被规定的元素”。[112] 对象最初的亏缺不再是外在的和异己的，而是自身的。

着眼于作为（qua）自身运动的循环，概念似乎终于获得了自身的实在性。然而，此处依然存在着外在性或异己性。一方面，在第一个过程中两个亏缺对象相结合的可能性仅仅是从外部（外在性 1）被预设的。另一方面，在第二个过程中亏缺对象与中性对象之间的循环，唯有通过外在的添加（外在性 2）例如醋才成为可能。[113] 既然两个重要的过程都建立在外在性之上，那么该循环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因为从中性物中析出的亏缺对象并不必然与最初的那些亏缺对象相重合。

由于这种可错性，该循环与概念的自身运动相矛盾。盖因概念的自身运动要求：区分与外在性必须被规定为概念自身的设定。因此，客观概念的下一个后续规定必须彻底摆脱异己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目的论便被承认，在目的论中，目的就其反思性而言彻底摆脱了外在性，而唯由内在之物所决定。化学的世界图景被一种目的论的世界图景所取代。
𝐿ₜₑₗₑₒₗₒ_{g}ᵢₑ
 (der gesetzte Chemismus) = Die selbstbewegende Objektivität
遵循思辨方法，从化学性向目的论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借助化学性的思想指出了概念的否定性自指关联。在化学性中，酸与碱这两种对立的物质彼此结合。其化学结合的产物是中性物。着眼于化学结合的不可逆性，化学结合受到辩证环节的质疑，因为概念的否定性自指关联预设了向自身的回归即反转可能性（可逆性）。为了捍卫化学性，知性环节反驳道：通过添加某种物质，中性物可以再次返回到酸或碱。然而，这种外在的添加被辩证环节所回绝，因为“添加”这一表述本身就表明了其外在性，这与概念的否定性自指关联的内在性相矛盾。面对这一两难，思辨环节再次指出了化学性的过程，在其中——与机械性的思想相比——自指的否定被更为清晰和具体地展现出来，并最终“汇入”目的论的思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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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目的论

目的概念无法直接获得，而唯有通过反思才能获得。鉴于这一反思，它摆脱了外在性。世界被构想为一个通过目的论而被带入关联之中的总体。孤立地看，目的是抽象的规定。例如在“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中，目的乃是一个全然普遍者，尚未被规定为具体者。在这一阶段，目的抽象地与自身同一。然而，若这一问题例如被回答以“去求学”，普遍目的便转化为了一个有待达到的外在目标（特殊者）。只要求学尚未被实行，这一目的便未被实现。着眼于实行，求学乃是目的的实在性或客观性。

但面对实现，目的却与客观性（目的的实现）相对立。面对客观性，目的是有限的与主观的。就其实现要求而言，

然而目的潜在地也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能动统一。因此，一旦设立了一个目的，它就分裂为主观的未实行状态与同它相对立的、有待实现的客观性。这种从无规定的普遍目的向特定目的的发展，被黑格尔称为判断。伴随着对判断的提示，黑格尔再次引入了推论形式。判断构成了第一前提（目的的设定）。然而作为主观目的，它之所以是有限的，不仅在于它与有待实现的客观性相对立，而且同样在于它可以表现为偶然的匮乏或冲动（渴、饿等）。鉴于这种双重有限性，主观目的与概念的要求相矛盾，即概念要求必然地证明并统一作为概念自身区分（区分了的同一性）的对立。

不过，实现的要求对目的而言是必然的。实现既具有消极意义，即同主观性相对立的客观性在实现中被否定；也具有积极意义，即有限的主观性在客观性中得以实现。从这一方面出发，客观性乃是目的的“前提”[114]，通过该前提，目的首先被设定为主观的，然后才能被实现。着眼于目的对客观性的依赖，主观目的的设定同时也是对客观性的预设。例如，当我把进食设定为我的目的以消除饥饿时，我也同时把诸如肉、米等食物预设为我目的的对象，通过这些对象我的目的才能得以完成。

为了目的的实现，客观性也获得了“手段”[115]的意义，借此一个目的得以完成。手段也是推论的中项，通过它主观目的与所瞄准的对象被联结在一起。这种联结乃是客观者与主观者的潜在统一，它表达了目的的本质。目的利用了手段，并且既然手段也关涉所瞄准的对象，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二者共同构成了“推论的第二前提”[116]（目的规定了其实现的手段）。因此，目的的设定是第一前提，而按照目的对手段的规定则是第二前提。

例如，一位女学生若想在海德堡大学求学，为此她需要那标志着相应中学毕业资格的

文凭。在此文凭充当了求学的手段。然而，手段本身尚不是主观目的与所瞄准对象之间的真实同一（目的的达成）（文凭本身并不是求学）。它只是通向对象的一条“途径”。因此，目的在手段处尚未达到其与客观性的同一，因为手段并不等同于所瞄准的对象。

然而，只要目的仅仅是外在的，在所瞄准的对象处同样达不到所要求的同一。例如，我进食的目的虽然似乎通过肉而得以实现，但所涉及的对象在食用中仅仅具有一种消极意义。因为不久之后，基于我重新产生的饥饿，这一目的又会再次出现。因此，由于需要的这种恶无限，所要求的同一性便永远无法完成。毋宁说，饥饿的消除作为（qua）已实现的目的，乃是产生新目的（消除新的饥饿）的一种手段。目的本身对于作为（qua）肉的对象而言是外在的。动物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消除我的饥饿。我进食的目的对动物而言是外在的且无关紧要的。这种对对象无关紧要的目的因而乃是外在目的：

因此它们仅仅通过其使用与消耗来完成其规定，并且仅仅通过其否定来符合其应当成为的样子。它们并没有积极地与目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它们仅仅在外在方面具有自我规定，它们仅仅是相对的目的，或者本质上也仅仅是手段。[117]

在这一背景下，目的与其实现之间所要求的同一性无法在外在目的论中得到达成。因此，作为（qua）已实现目的的推论结论也无法由那两个前提中介推导出来。

然而从另一视角出发，目的在其贯彻过程中却已经被实现，并因而符合自身的概念。在同一过程中已经存在着两次否定，外在目的通过其手段的中介依此重新回归自身并成为内在目的论。第一次否定是作为（qua）目的设定的第一前提，即做某事的决意。一旦目的被构想出来，它作为（qua）有待贯彻的对象便在思想上否定了一般而言的无规定目的。一个具体目的已经是对无规定的普遍目的的否定。



第二次否定则是通过手段的使用或消耗而达成目的的实现，借此有待贯彻的对象被否定，而目的作为已实现者回归自身。由于目的的所有环节在构想中均已被包含，第一次否定实际上已经指向了第二次否定或手段的虚无性。[118] 将具体目的设定为在先的规划，已经包含了实现所规划对象的这一要求。目的由此是作为肯定的双重否定。着眼于目的的回归，目的在其所有环节中（决意之前的普遍者、决意之后的特殊者、在手段或实现中的个别者）贯彻了自身，并且由此在其实行过程中构成了一个推论，在其中它既是两极端也是推论中项，从而乃是“处于其被设定状态中的总体”。[119]

由于目的在其构想中不仅潜在地有效，而且在其贯彻中实际有效，因此它为下一个候选者即一个自我实现且自我维持的目的（内在目的论）提供了构想。黑格尔将充分地在客观性中实现自身概念称为“理念”与“真理”。[120] 外在的目的论世界图景着眼于新的构想而被内在的目的论世界图景所取代。着眼于作为（qua）思想总体性的内在目的论，思维并非外在地被添加到实在之上，而是内在性地得以保持。内在目的论的逻辑模型首先是依循活的有机体而塑造的。

𝐿_{D}ᵢₑ_{ }ᵢ_{d}ₑₑ（被设定的目的论）= 内在目的论

着眼于思辨方法，从目的论到理念的过渡可以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将目的论设定为一种否定性的自指关联，它具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与目的相适应、与行动者相对立的有待贯彻的实在，另一方面则是目的在实在中的实现，作为向行动者自身的回归。辩证环节反驳道，实在并非来自目的自身，而是外在被给予的。换言之：给定的实在乍看之下与自指关联相矛盾。为了维持其立场——聚焦于自指关联——知性环节反驳道，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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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5. 表象的实在还是被思想的客观性？

媒介的规定性是通过目的的设定而被规定的，以至于实在绝不能被设想为仅仅直接被给予的，而是必须被设想为通过目的被中介的。然而，辩证环节以同等的权利坚持这一差别，并提醒人们：媒介的实现并不等同于目的的实现。即便目的得以实现，它们中的某些——例如冲动与需要——也绝不能完全得到满足，而毋宁是通向进一步目的的媒介。面对知性环节的公开矛盾，思辨环节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向知性环节指出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目的通过由它所设定的媒介，在一种与自身相适合的实在中设定自身。这一在与自身相适合的实在中贯彻自身的过程，就是理念，它直接以生命的思维为开端。

附论5. 表象的实在还是被思想的客观性？

关于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讨论中，最大的困难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人们在实在名下理解为何物？许多阐释者，特别是那些把黑格尔逻辑学解读为本体论的人，大多使用诸如“存在”、“实存”、“实在”或“物”等概念，却未在黑格尔逻辑学的语境中对其进行反思，——仿佛这类概念拥有直接的明见性似的。

例如，霍斯特曼主要使用“存在”这一概念，并多次谈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却没有对这些概念与词组给出精确的定义或充分的阐明。[121] 然而，他在“存在”名下理解为何物，完全可以从他对此类同义概念的使用中推导出来。为了解释存在，他例如把“存在”替换为“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的实存”[122]。根据霍斯特曼的看法，这类实体的具体例证就是诸表象，作为物质实体如椅子、树木或打字机，作为精神实体如家庭、国家或艺术作品。霍斯特曼认为，这些实体就是存在的例证。霍尔盖特在“存在”名下所理解的，也与霍斯特曼相似。[123] 克莱因斯同样举出了一个相似的例证——金——作为“物”的例证[124]。根据克莱因斯的看法，“物”需要一个形而上学根据作为解释。鲍曼通过黑格尔“事物”（die Sache）概念的拉丁语对等词

“res”[125]，将其重新解释为实在，并借助笛卡尔式的区分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形式实在（独立于思维的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和客观实在（被表象之相关项的意向性内容，不论是物质实体的还是精神实体的）。[126] 因此，对鲍曼以及霍斯特曼而言，黑格尔的“事物”概念乃是一种优先于物质与精神之二分（Dichotomie）的本体论结构。只要主客二元性扮演着我们思维之“素朴”逻辑结构的角色，那么根据P. F. 斯特劳森的观点，黑格尔形而上学由于用一种一元论结构取代了这种二元结构，就不是一种描述的形而上学，而是一种“修正的形而上学”[127]。

然而，修正的形而上学绝不能如此轻率地被归咎于黑格尔，因为黑格尔并非从主体与客体的差别出发，而是从它们的同一性出发。关于修正形而上学的这种断言预设了：我们思维的实际结构恰恰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或二元性。然而，这在康德那里便已非实情，因为康德在“客体”概念名下所理解的，乃是针对“一个给予直观的杂多”[128]的统一步合功能。关于这一根据康德仅归属于知性的统一步合功能，客体并非某种异于主体或自我意识的外在物，而是“自我”的产物，自我的统一步合功能扩展至其上。因此，康德那里的主客对立乃是一种“隐蔽的同一性”。

这同样适用于黑格尔的概念本身（概念作为这般概念）。正如在关于推论的章节中所阐述的，客体是通过推论差别的否定而生成的。诚然，客体由于丧失了其自指关联而看似与主体相对立，但正如上文所展示的，它与其他客体一起构成了一个与主体相同的逻辑总体。就相同结构而言，客体也是潜在的概念，它们在客体性章之后的理念论中达到其完全的规定性，亦即成为客观的思想（理念）。

康德的“我思”或黑格尔的“概念本身”，在此语境中绝不仅仅代表同一与差别这对立之中的单一方面。毋宁说，二者（“我思”与“概念本身”）都是一种分化的同一性（differenzierte Identität）。正如康德关于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步合功能的规定

乃是我们具有自我意识之思维的逻辑结构的更深刻阐明一样，黑格尔关于概念作为理解自身的思维的结构阐明，也决不可被理解为对我们实际思维结构的替代。如果说主客对立的结构被当作“熟知之物”[129]来接受，那么黑格尔只是想要认识这一熟知的结构，而非用某种新事物来取代它。既然斯特劳森公然承认康德的工作为描述的形而上学，那么为什么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就必须是一种修正的形而上学呢？人们只有像鲍曼那样，从一开始就毫无批判地将主客二元性预设为我们思维的实际结构，才会首先把黑格尔形而上学接受为修正的形而上学。

一旦揭示出本体论解读关于主体与客体对立或概念与存在对立（意识对立）的非批判性预设，也就不难理解，在黑格尔那里客体性何以有别于本体论解读中被表象的实在，以及为何这种解读必须坚持无条件地为这一被表象的实在保留一席之地。由于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本体论解读的所有阐释者在实在名下所设想的，都是一个独立于思维、与思维相对立的领域，思维与该领域之间仅仅处于一种外在的、认知性的关系之中。[130] 关于思维或主体，康德便已否定了思维的这种外在角色，因为他认为自我意识通过知性范畴对于感性杂多的统一步合功能乃是“必然的”[131]——从而对于一切经验也是必然的。针对康德这种认知的、普遍有效的、概念化（konzeptualisierend）的自我意识模型，鲍曼提出了如下论证：前概念实在（鲍曼的形式实在）的各项规定不能被知性范畴所穷尽。[132] 根据鲍曼的看法，由于这种不可穷尽性，前概念实在对于黑格尔形而上学而言是必然的，因为黑格尔形而上学构成了对康德的一种纠正。

鲍曼给出了两条理由来解释为何康德的模型可以受到质疑。第一条理由在于感性杂多处于虚空或矛盾的状态。[133] 感性杂多作为



统觉综合的先行阶段，在鲍曼看来一方面处于无意识状态，因为统觉的综合是意识状态的衡量尺度。另一方面，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感性杂多却又关联于意识，因为形容词“感性的”暗示了这种对意识的关联。因此，这一先行阶段本身就是成问题的。根据鲍曼的说法，第二条理由在于理解那种综合本身的困难。鲍曼在统觉的本源综合名下所理解的，乃是一种转换（Transformation），通过该转换，感性杂多能够成为被表象的内容。[134] 对鲍曼而言，感性杂多向被表象内容的这种转换似乎极难得到理智上的重构。它类似于一种外在的综合——将一捆木棍扎在一起（tying a stick into a bundle）——并在一个符号（signal）中找到其相应的表达。

反驳第一条理由的依据在于：鲍曼持有一种不恰当的双源论（Zweistämmigkeitsthese），仿佛感性质料（直观）与知性范畴（概念）能够真正彼此分开似的。感性杂多的先行阶段仅仅是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作出的准心理学分析中的一个理论环节，而非一个真实的意识阶段。在通常情况下，人们脱离了意识与知性范畴，便不可能拥有任何感性感觉。

第二条理由似乎同样源于对统觉综合的误解。统觉的综合统一步合乃是一种逻辑功能，而非认知过程。鲍曼通过将一捆木棍转换为符号或句子的那一比喻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个认知过程，在其中感性刺激例如通过视细胞（感光受体）与视神经以及大脑的大脑皮层被转换为一种表象。正如在前一个附论中所阐述的，黑格尔恰恰为了避免这一误解，消除了直观与概念之间的那种区别，并将康德那涉嫌心理主义的逻辑转换为了逻辑的语言。但这并不能证实鲍曼的论题，即认为黑格尔将所谓的“形式实在”或“前概念实在”视为康德意向性形而上学的迫切需求（Desiderat），并因此将这种臆想的实在添加到了自己的形而上学构想之中。

关于独立于思维的、被表象的实在，同样不清楚的是：这种被表象的实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区别于康德

意义上的经验。本体论解读为其被表象的实在所提供的诸表象，诸如椅子、树木或金，似乎根本不足以奠定一种独立于思维的实在，因为思维的思维规定绝不可与这类经验概念等同起来。相反，本体论解读的追随者绝不可能从他们被表象的实在中提取出诸如“实在”这样的概念。这在关涉黑格尔时显得尤为明晰，只要黑格尔首要地并不把“实在”视为一种表象，而是视为一种思维规定，按照他的心理学“梯级”[135]，这一思维规定作为存在论的一部分归属于直观（而非思维）。
在黑格尔意义上的思维中，人们只被允许谈论“客体”，而不能谈论“存在”、“实在”、“物”和“实存”，因为对象现在是通过概念作为（qua）理解自身的思维自身被规定的。正如在前一个附论中所阐明的，思维将自身的客体据为己有（自身占有）。本节中的客体由于其作为概念原初结构的原初结构（Prostruktur），恰恰构成了思维这种自身占有的造物。客体自身占有的过程也不再朝向被直观的质或被表象的现象，而是——平行于力学机制（机械性）、化学机制（化学性）与目的论的自然科学发展——创造出纯粹人类思维之能动运用的产物。
思维的这种自身规定与自身占有，实际上已不再属于康德仅仅定义为理论认识之组成部分的先验哲学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关于黑格尔对概念之内在逻辑客体性论述的先验解读也是成问题的。关于这种先验解读的诸问题，将在附论6中得到更加详尽的探讨。

[135]: GW 12: 19. ↩



[121]: Horstmann (2004): 135. ↩




[122]: Horstmann (2004): 135. ↩




[123]: Vgl. Houlgate (2006): 118. ↩




[124]: Vgl. Kreines (2015): 8. ↩




[125]: Bowman (2013): 18. ↩




[126]: Vgl. Bowman (2013): 17f. ↩




[127]: Bowman (2013): 7, 103, 157. ↩




[128]: AA III: 11 (KrV B 137). ↩




[129]: GW 9: 26. ↩




[130]: Vgl. Bowman (2013): 18. ↩




[131]: AA III: 115 (KrV B 143). ↩




[132]: Vgl. Bowman (2013): 22. ↩




[133]: Vgl. Bowman (2013): 22. ↩




[134]: Vgl. Bowman (2013):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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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理念

3.3.1 生命

且作回顾：在扬弃实在论之后，思维固然赢得了优先于实在的地位，但按照主观唯心论，思维仅仅充当实在（内容）的一种附加形式。在概念论的第一部分（主观性）中，思维在概念、判断与推论的意义上被规定为纯然主观的形式。在概念论的第二部分



（客体性）中，正如在机械性、化学性与外在目的论的情形中所明确呈现的那样，思维尽管具有客体性，却仅仅被设想为整体实在的思想形式，从而仍是主观的形式。

通过对外在目的论的扬弃，思维表明自身内在（immanent）于实在。思维绝非实在的次级反思，而是实在的塑造（Bilden）。由于思维对实在具有内在角色，思维乃是自身及其异己者的否定性自指关联。黑格尔将概念与实在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这种同一性的逻辑模型称为“理念”或“主客体”（Subjekt-Objekt）。[136] 因此，理念就是从概念中产生出来的客体性。尽管概念对实在具有塑造功能，主观唯心论却仍将理念视为主观的。就批判功能而言，理念论当然对应于那样一种主观唯心论，该主观唯心论固然实际达到了概念与实在的同一性，却把一种僵化且受限的主观意义归之于这一同一性。

主观理念作为（qua）内在目的论的第一种模型就是生命。生命的逻辑模型对应于有生命的有机体。在生命中，概念作为（qua）灵魂与其相应的实在亦即肉体（Leib）直接结合在一起。肉体是灵魂的媒介，生物凭借肉体能够通过营养维持生命。对于灵魂的存续而言，肉体作为（qua）媒介乃是灵魂的一个环节。肉体与灵魂构成一个统一体，不能彼此分离。黑格尔将这种完全分化但不可分割的同一性称为“有生命的个体”[137]。既然肉体的目的恰恰是个体的自我保存，从而也就是肉体自身的自我保存，那么自我保存的目的对于肉体作为（qua）客体而言，就不像在外在目的论中那样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由于这一从外在目的论向内在目的论的转变，黑格尔也再次复兴了亚里士多德内在目的论的传统。

既然生命作为（qua）理念是主客体，那么它也就是被实现的概念。由于概念的三趾式（triadisch）结构，生命还必须在自身上实现自身区分（亦即作出原初划分/判断，Urteilung）及其联合的功能。既然概念具有三个环节（普遍性、特殊性和单一性），那么在生物中也存在三种相应的有机功能。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这三种功能就是感应性（Sensibilität）、应激性（Irritabilität）与繁殖/再生产（Reproduktion）。

普遍者对应于感应性。从关于概念本身的章节中得出的结论是，孤立的普遍者具有双重逻辑性质：直接的自指关联与否定性。鉴于直接的自指关联，生物获得了直接的自我感觉，在其中一切刺激例如通过感官受体（例如视锥细胞）、神经系统与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的协同工作而被接收。就否定性而言，感应性乃是生物的自身否定（被动性或感受性），通过这种自身否定，灵魂首先使自身脱离肉体，继而脱离外部世界。

作为对感受性的反应，生物也具有抵抗力或应激性（特殊者），通过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应的不同方式，生物的物种得以分化。

单一的环节则是再生产（Reproduktion），凭借再生产，生物的不同肢体与器官的联结通过自我感觉而永久地并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保障。因此，生物的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系统，该系统为了自我保存而进入生命过程。

在有机系统这里，黑格尔再次引入了推论形式。有机系统构成了生命的第一个推论（感应性-应激性-再生产），用以设定概念与其自身实在的同一性。紧随这一推论之后的是第二个推论，即生物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它服务于生命过程中的自我保存。黑格尔将自我保存的需要称为“绝对的矛盾”或“痛苦”。[138]

使外部世界与概念相符合的目的，构成了原初的需要，在此需要中，生物表明自身具有一种冲动。通过将外部的部分无机、部分有机质料转化为能量——例如通过摄食（以及植物的光合作用）——在有生命的个体本身所是的样态与其生存于其中的周围自然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鉴于自我保存的功能，有生命者与环境的同化也是新陈代谢意义上的再生产，生物凭借这种再生产直至微观细胞中不断更新自身。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这一循环构成了生命的第二个推论，它以生物及其更新为两极端，以周围界或环境为中项。生物似乎以此方式在世界中展开其相适合的实在。



然而，由于衰老，有生命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符合绝不可能完全达到。在衰老中，无机过程以机械性与化学性的形态战胜了有机的生命过程。有生命者反抗无机自然的“持续斗争”[139]最终在死亡中终结，有生命者伴随着死亡彻底丧失了其相适合的实在。因此，理念不能实存于一个暂存的（易逝的）生物之中。

为了保持理念作为（qua）概念相适合的实在，单一生物的终结必须带来一个新生物的产生或诞生。繁衍的思想在再生产的思想中便已被隐涵地共同思想了。因此，再生产提供了生物之连续性或普遍性的原初概念。繁衍随后引向类/类属（Gattung）与第三个推论。

在以个体为两极端、以繁衍为中项的第三个推论中，亦即在类属的过程中，生物在由其自身所生育的另一个生物中延续自身，并不再完全将自身维持于一种与自身不相符合的无机自然中，由此创造了生物的实在不至丧失的前提条件。考虑到繁衍，黑格尔将生物自我保存的这种新形式称为“个体的倍增”[140]。通过性交，一个过程生效起来，在其中生物首先以胚芽的形式、继而以新生物的形式维持自身。然而，死亡依然威胁着新生物，以至于同一过程再次发生，并延续至恶无限之中。

按照否定的教义，类属作为普遍性在这一恶无限（线性无限）中却始终具有一种新的、直接的单一形式（个体的生物），这种形式与其普遍性相矛盾。但按照肯定的教义，这种恶无限所表达的却是：直接的单一者并非本质，唯有与自身相结合的普遍性（类属或生命过程）才是本质。基于这两种教义，理念必须找到一种与单一形式相对应的普遍形式。这引向了认识，在其中，认知由具备普遍概念的单一认识者来贯彻执行。由于从生命向认识的过渡，黑格尔将个体生命的死亡称为“精神的

精神的[141]。通过这一过渡，主观唯心论达到了其最后的驿站：认识的唯心论。
L认识的理念（被设定的生命） = 践行普遍者的单一者
遵循思辨方法，从生命到认识的过渡可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将生命物视为一种自指关联。生命物通过其器官的分工与协同维持自身。这种自我保存受到辩证环节的质疑，因为保存不仅取决于内部构造，而且取决于生命物的外部环境。知性环节随后修正自指关联的模型，该模型一方面在单个生命物内部的内在相互作用中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在生命物彼此之间及其与环境的外部相互作用中表达出来。通过营养与新陈代谢，生命物在环境中维持自身。这种自我保存也再次受到辩证环节的检验，检验表明生命物最终难免一死。为了在生命的理念中兼顾自指关联，知性环节将生命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思考为生命物的繁殖，类（Gattung）在繁殖中得以保存自身。然而在辩证环节的视角下，这种“新的”自我保存显得并不可信，因为类作为（qua）普遍者并不能与单个生命物的繁殖相等同。迫在眉睫的困境通过思辨环节找到了一条出路，思辨环节将生命过程理解为一个通过否定单一者而将普遍者表现出来的过程。这一过程被知性环节所接纳并被称为认识，在认识中，普遍概念被单一的认识者所使用。

[141]: GW 12: 191. ↩



[136]: GW 12: 176. ↩




[137]: GW 12: 183. ↩




[138]: GW 12: 187. ↩




[139]: TW 8: 376 (Enz.31830, §219 Z). ↩




[140]: GW 12: 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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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认识的理念

生命物由于面临死亡的前景而经验到了普遍性的意义与重要性，它便运用普遍性或概念的形式。既然普遍性的客观有效性也由生命物在繁殖中经验到，那么概念作为（qua）普遍性现在也赢得了其客观有效性。关于客观有效性，概念似乎已经达到了与其相适合的实在。



鉴于这种相适合实在的呈现，认识的主体在外部世界中寻找与其普遍概念相符合的实在。虽然在认识中，概念与实在作为（qua）真理的符合已被设定，但认识者的寻找却预设了给定的概念内容。由于这种给定性，那种符合仅仅是客体性向主观性（亦即向概念规定）的形式转化。异己的给定性甚至在认识中依然存留。因此，寻求着的认识代表着理论态度，由于预设了优先的给定性，该态度面对实在表现为克制与被动的。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形式主义所代表的恰恰就是这种理论态度。

A. 真的理念

以这种异己的给定性为出发点，认识者首先关联于给定的质料，并将一切异己者转化为思想形式。既然认识者自身属于思维，那么这种在同质化意义上将异己的给定物转化为概念形式的做法就是一种同一性（抽象普遍性）。黑格尔将陈述并设定同一性的认识称为“分析的”[142]认识，其产物乃是普遍概念。由于这种转化，分析认识具有双重性质。鉴于给定性，此类概念属于客体；但由于其思想形式，它们又被视为主观的。如果在既有概念中添加隐含于其中的进一步概念，分析认识就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此意义上，这种发展乃是一种推导。正如在关于数学之存在的章节中已经介绍过的，由于算术基于抽象的一，因而在数之抽象同质性的意义上也属于分析科学。

分析认识的任务在于抽象，抽象即是这种将给定物转变为概念规定的转化形式。给定的杂多质料通过思维的这种抽象，成为诸如类、性质、原因等普遍概念。黑格尔将这种转化称为“分析方法”[143]。抽象的标准是概念与质料的抽象同一性。例如，“颜色”这一概念的内容，仅仅关涉考虑到光线时客体的光学反射。

分析认识坚持概念内容与其经验指涉之间的关联。黑格尔将这种直接指涉称为“概念对客体的直接关系”[144]。

然而，一旦指出这样一种普遍者的概念内容不仅基于那一经验事实，而且基于其逻辑关联，这种实证主义信念便宣告落空。正如在本质论中所展示的，性质的规定已经预设了物的逻辑结构，正如结果预设了原因等等。出于这一原因，抽象同一性背离了给定性，转向概念的关联（中介）。[145] 既然概念的关联指明了差异——参见性质与物、原因与结果等等的差异——，分析认识就与其设定同一性的主张相矛盾。于是，分析认识便过渡到综合认识，综合认识的目标在于将那一差异在统一体中消解为一种分化的同一性。

综合认识的目标，是以必然的方式“在其统一中把握”[146]诸规定的相异性。如果说分析认识因其抽象同一性而成为认识推论的第一前提，那么综合认识作为（qua）那一相异性的关联便是第二前提。

定义是分析认识的后继规定，在定义中，由分析认识所发现的普遍概念（类、性质）彼此处于一种概念关联之中。对于定义而言，首先需要一个种差，凭借该种差可以使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区分开来。[147] 但这样一种种差的选择却包含诸多方面。例如在对人的定义中，理性标明了人与动物的种差，人由此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一个恰切的种差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专属于该客体。

然而，此类种差却很难确定，因为客体具有各种各样的标志。为什么是这个标志而不是那个标志构成客体的性质，完全取决于偶然性。正如黑格尔所举的耳垂的例子所表明的，耳垂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表达一种种差，人凭借耳垂能够



与其他动物相区别，[148] 尽管耳垂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鉴于标志的偶然性，黑格尔采用了“标志”（Merkmal）一词作为“记号”[149]的含义，它仅对允许认识主体识别对象的外在反思有效。因此，概念种差作为（qua）标志并不首要取决于概念内容，而是取决于偶然的经验性状。然而，概念种差的偶然性与综合的必然性相矛盾。考虑到必然性，一个概念必须通过种差必然地与其上位概念区分开来。因此，必然的概念种差必须是一种逻辑选言。由于选言，定义便过渡到了划分。

基于必然性，划分必须涵盖“一般而言由定义所标出的领域的全部外延”[150]，并且按照概念的要求展现出完备性。然而，根据标志所作出的经验概念种差只能是偶然的。依据经验概念种差所进行的划分产物，仅仅是类的偶然的、不同的种。[151] 既然划分的完备性始终还取决于类自身就是偶然的外延——参见黑格尔关于鹦鹉的不确定种的例子[152]——，那么划分就由于经验性而与综合认识的必然性相矛盾。因此，选言作为（qua）划分绝不可取自经验，而必须单独取自概念（逻辑关联）。

例如，黄色可以依据“颜色”概念的划分，通过明与暗的对立来规定。然而仔细审视，明与暗的对立充其量仅仅具有概念的形式。“明”与“暗”的内容本身则源于经验。关涉这种异质的给定性，定义的划分也不是完全的，亦即并非自主规定的。对于黑格尔而言，一个概念的完全规定与其单一化是一同发生的。出于这一原因，他以几何学为例：“直角三角形在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得到了完全的规定。”[153] 因此，概念的单一化导向了定理与证明，概念（普遍者）通过定理与证明经由其概念种差

（特殊者）发展为单一性。在定理与证明中，单一者不是被经验地摄取，而是纯粹从概念上被构成的。考虑到必然性，严格来说这一发展仅仅是一种形式的发展。

在定理中，概念被置于严格的逻辑关联中，据此概念能够彼此必然地被推导出来，而不再像在定义与划分中那样仅仅是偶然的“既得物”[154]。由于概念规定的组织应当是必然的，因此这种组织过程必须被证明。然而，既然这些规定是从经验中摄取的，那么能够指明的便只是偶然地应当在定理或必要时的公理中接受哪些规定。偶然的决断带来了进一步的困难：思维规定之间可能会被偶然地拼接在一起，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彼此不一致。从偶然性与不一致性出发，思维规定必须在其必然性及其“符合一致”[155]中被证明。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证明必须具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作图，借此为证明提供并组织材料；其二是证明的过程，通过该过程，客体性（在普遍有效性意义上）应当在其必然性中被呈现出来。然而，证明的必然性取决于作图，而作图是由证明者的主观思想进程所执行的。[156] 正如黑格尔对几何学直观呈现的批判所显示的，空间规定不能仅在其直观性的基础上被证明，而唯有顾及思维的自发性才能被证明。[157]

在证明平面三角形内角和始终为 
180∘
 的证明中，绝不可停留在直观上。相反，必须通过三角形的一个顶点作一条平行线作为辅助线，以便随后借助内错角定理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 
180∘
 的结论。这样一个证明并不根植于三角形的直接性，而是必须借助主观的思想进程来构作。通过作图，主观根据成为了客观过程的根据。考虑到证明过程的必然性，



主观根据却依然处于隐蔽之中。由于这种隐蔽性，概念与实在或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尚未达到。

由于主观思想进程（作为（qua）概念）因其隐蔽性依然与实在相对立，理论认识便是有限的，无法达到真理。尽管如此，理论认识的这一缺陷却为进一步的逻辑进展提供了提示。尽管认识具有根本的理论性质（所谓的白板），在客体面前首要表现为被动的，但主观根据在证明中却通过主体的活动被揭示出来，由此理论理念发展为实践理念。OL伴随实践理念进入了“行动”[158]，在此行动中设定了主体对于客体的优先性。主观唯心论由此放弃了其关于异己给定性的预设，并转化为行动的主观唯心论。在行动的主观唯心论中，关涉主体的绝对确定性，客体被赋予了一种虚无性。

着眼于思辨方法，从理论认识到实践认识的过渡可概括如下。知性环节首先将认识视为一种新的自指关联，该关联通过将给定物向概念的形式转化而指涉自身。由于给定物在转化中发挥着本质作用，认识可被标示为理论认识或真的理念。既然在将给定物向概念的形式转化中，同一性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认识就应当被称为分析认识。这种同一性受到辩证环节的质疑，辩证环节明确指出，在分析认识中并没有反思复杂的概念关联，并且给定物不能被还原为同一性原则。在此背景下，分析认识被综合认识所取代，在综合认识中，概念是通过一种逻辑关联，即属加种差被构作出来的。然而，辩证环节提醒人们，从经验中摄取的种差是一个偶然的标志，并通过概念被任意地划分。为了消除偶然性与任意性，单一概念绝不可被经验地摄取，而必须纯粹从概念关联中被构成。几何定理与证明被知性环节视为单一者之概念构作的典范。因为在



辩证环节的检验下，真理的标准不再存在于给定物本身，而是存在于思维的概念证明中，所以在证明中奠定基础的思想在总体上与理论认识的主张相矛盾，因为在理论认识中，给定物而非思维自身是概念的校正器。以此方式，理论认识或真的理念被知性环节进一步引向实践认识或善的理念。

B. 善的理念

通过理论理念的过程，主观性（尤其在证明的思想中）已表明自身是客体性的真理。从分析出发，首先给定的质料通过抽象被转化为普遍概念。然后这些普遍概念通过定义、划分和定理被整合进证明中，其决定性要素并不存在于证明自身之中，而是对其保持隐蔽。这一缺失的要素就是主观思想进程，它在实践理念中成为主题。

既然主观性如今被视为真理的首要创造者，客体性便仅仅扮演着假象或虚无性的角色。主体的确定性不仅是其现实性，而且也是“世界的非现实性”[159]。与理论认识相比，实践认识首先包含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性，因为其思想如今在行动中提出主张，要在与自身相对立的客体性中实现自身。其次，这种同一性高于理论认识的同一性，因为在行动中，鉴于客体性的虚无性，思维的同一性仅仅承认思维自身的权威。因此，实践理念被黑格尔称为“善”。

这种包含在概念之中、与概念同一并把单一外在现实性的要求包揽于自身之内的规定性，就是善。它带着绝对的尊严出现，因为它是概念在自身中的总体，是同时处于自由统一与主观性形式之中的客观事物。这一理念高于所考察的认识的理念，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者的尊严，而且具有绝对现实者的尊严。[160]

诚然，善的理念作为（qua）实现自身的冲动在实践理念中起着作用，但它尚未在外部世界中得以实现。通过设定行动的目的，

主观性与客体性之间的区分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逾越性也被预设了，因为即使在外部世界中被实现的目的也仅仅是转瞬即逝之物。例如，道德行动仅仅是一次性的，无法保证重复——更不用说该假定的真理内容了。目的应当在实在中被执行。但由于实在的偶然性，存在着阻碍这种实现的障碍。道德困境或过于短暂的寿命，仅仅是无数可能范例中的少数几个。由于此类困难，立足于道德立场的实践理念始终是一个永不可实现的“应当”，“一个绝对的公设”。[161] 这就是实践理念的矛盾：一方面认为客观世界是虚无的，另一方面由于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又承认客观世界的独立性。关涉这一矛盾，实践理念与理论理念一样是有限的。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一矛盾实际上得到了化解，因为它恰恰是由实践理念自身所产生的。由于实践理念认为客观世界是虚无的，它便关涉这种信以为真而实现自身。若没有这种关于世界是虚无的信念，实践理念就无法存续下去。如果将认为世界虚无的信以为真视为第一前提，那么客观世界的不可逾越性作为（qua）实践理念的第二种信以为真便是第二前提。为了自我保存，实践理念需要行动着的思维与世界之间差异的不可逾越性，因为善的本质是一种应当。如果善真正被实现了，它就不复存在了。自相矛盾的是，意志自身要求“其目的也不要被实现。”[162]

因此，意志仅仅因为自身脱离了认识，外在现实性对它而言未能获得真实存在者的形式，而自身阻碍了其目标的达成；所以善的理念唯有在真的理念中才能找到自身的补充。[163]

在OL中如今设定，给概念必然地赋予内容的外部世界的客体性，通过理性得以存留。思维的理论姿态与实践姿态都由理性所引导。借助实践理念的补充，OL清除了由其所设立的屏障，并维持了其分化的自身同一性。

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乃是哲学理解的双重表达，该同一性唯有通过自身分化才能实现。黑格尔认为，这种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把握为向生命的更高回归，就是“绝对理念”[164]。回归了的生命不再是生物学的生命，而是一种理解着的生命。

哲学理解是一种自我客体化，关于批判性反思而言是一种自指关联，而关于有待批判检验的对象而言则是一种异己关联。因此，哲学理解既是自指关联，也是异己关联。在理论认识中，异己关联被赋予优先性。思维预设异己的给定性作为（qua）真理。在行动的认识中，自指关联被赋予优先性。思维预设世界的虚无性作为（qua）思维自身的确定性。两种认识模式通过相互补充被带入一个过程性的统一体中，这便是哲学理解。主观唯心论最终被扬弃。取代理论与实践主观唯心论的，是作为哲学理解之认识论建立起来的绝对唯心论。

L绝对理念（被设定的认识） =

哲学理解的认识论

参照思辨方法，从实践认识向绝对理念的过渡可概括如下：反过来，在实践认识中，思维的自指关联是通过关于实在之虚无性的确定性建立起来的。对辩证环节而言，这种自指关联似乎包含着矛盾，因为在行动着的思维之执行中，对实在虚无性的假定仅仅能够通过其同样程度的否定而被维持。换言之：以实在的虚无性为出发点，依其本身的事实（ipso facto）就意味着同时也预设了实在。相应地，思维通过行动的自指关联依然是一个永不实现的应当，因为对实在的否定在其可操作性上在内容层面是寄生的。这一困境的化解——即否定同时预设了某种应当被否定的东西——有赖于思辨环节：在过程中，认识预设了与其相符合的对象并扬弃了该对象。整个过程或哲学理解的过程构成了理性的真实实在。借助向生命理念的回归——若没有这种回归，理论认识与实践



认识是不可弥合的，人们便获得了对哲学理解之过程性的洞见。伴随着过程即是真理以及逻辑发展如今已达致思考过程自身的思想，理论认识与实践认识的理念便推进到了绝对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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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附论6. 为什么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不是先验哲学

为了预先避免误解，我想指出，我对“先验哲学”这一术语的定义严格遵循康德的定义。此前我对“本体论”这一术语也作了类似的限制。康德将先验哲学定义为这样一种认识，它“不是一般地处理对象，而是处理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只要这种认识方式应当是先天可能的”[165]。先验哲学所涉及的是对客体关联的先天认识。从这一定义中可以推导出先验哲学的三个本质特征：(1) 客体性，(2) 先天性，以及 (3) 认识或理论。先验哲学的范围被康德限制在思辨理性、亦即理论理性之内。实践认识只要涉及必须克服义务的情欲（倾向性），就不属于先验哲学。[166] 这也适用于反思判断力，因为其合目的性的基本概念在康德那里仅具有主观有效性，而不具有客观有效性。因此，与康德对先验哲学的定义相比，黑格尔的逻辑学绝不可被归属于先验方案。

首先，黑格尔“并非按照相对于后天之物的抽象先天性形式，而是考察思维规定自身的特殊内容”[167]。黑格尔从康德那里继承了先天认识的特征，即普遍性与必然性，用于其对思维客体性的定义。[168] 凡是从思维自身产生出来的思维规定，都是普遍且必然的，因而符合在附论5中所阐明的从思维产生出来的客体性。鉴于纯然的概念内容，黑格尔消除了康德关于先天性与后天性的对立——这种对立

带有心理学主义的嫌疑——，并实现了他将康德形而上学作为科学“重新予以纯化”[169]的目标。总括而言，黑格尔不再研究思维的先天认识方式，而是研究理解着的思维的客观内容，这种客观内容在严格意义上配得上“逻辑学”之名。

其次，黑格尔逻辑学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先验哲学的界限，亦即超出了纯然的思辨理性，扩展到了在康德那里仅具有主观有效性的实践理性与反思判断力（合目的性）。对于黑格尔而言，理论认识（真的理念）仅仅是思维的一种模式。除了其消极被动的理论姿态之外，理性也是积极能动并采取行动的，能够践行其内容。因此，黑格尔背离了先验哲学的纯理论定位。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逻辑学的“预概念”中，尤其在思想对客体性的第二种态度中，黑格尔关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指出，康德在其中“道出了理念的思想”[170]。正如在关于理念之章节的开篇所介绍的，这种理念就是从概念产生出来的客体性，例如人类文化。

正如在生命的理念中所表明的，生命物以内在合目的性的形式例证（instantiert）了概念的模型。首先，生命物是概念的一个被实现了的实例，因为生命物的灵魂在肉体中维持自身，并通过繁殖/再生产而更新。其次，生命物作为一个整体（身心同一）通过与客观世界的新陈代谢进一步维持自身。最后，生命物的普遍类通过其内在区分（性别区分）维持自身。康德那里对合目的性概念仅仅具有主观有效性的反思，对于黑格尔而言也具有客观维度，因为在生命物的发展与行为中，合目的性的必然性与普遍性得到了确证。此外，通过真的理念，思维行动着的自发性得到了确证，客体性凭借这种自发性在证明中被建立起来。在实在中赋予自身以客观形式的思维乃是意志，与思维的理论立场相比，意志对其客体表现为积极能动的而非消极被动的。在自我实现的思维意义上，“先验哲学”这一表述因此并不适用于黑格尔的理念。

虽然我自己也主张对黑格尔形而上学采取一种康德式的、因而紧缩论的解读，但这种解读并不必然

是先验哲学的解读。尽管如此，一些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诠释者却将这种康德式的先验哲学归于黑格尔。例如按照哈特曼的范畴理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变成了对先天范畴的系统性重构。[171] 此类范畴服务于对一切“经验、科学与哲学的既得物”[172]的诠释。但范畴本身作为那一既得物的先验条件，却不再能立足于经验。根据这一论点，范畴的意义仅仅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因此，这样一个范畴体系显然是“无预设的”，并且仅仅凭借严格的辩证法在一个闭合的圆圈中产生每一个范畴。[173] 与本体论解释相反，此类范畴也与具体的实存者毫无关联，因而也不具有本体论意义。它们仅仅在一个“范畴层级”上活动，并且纯粹是先天的。[174]

这种范畴的自足闭合圆圈——其闭合性基于康德的先天性概念——在我看来是非常成问题的。首先，由哈特曼所继承的康德关于先天与后天的对立并不适用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因为正如前文所述，黑格尔仅仅强调概念内容的必然性与普遍性，从而避免了对先天性的一种成问题的理解——例如永恒存在的范畴宇宙或遗传天赋。其次，先天的闭合性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历史基础相矛盾。尽管黑格尔遵循费希特，在逻辑学中严格相继推导思维规定，但他绝未断言此类思维规定的闭合性。逻辑学中的思维规定非但不是闭合的，其自身恰恰是哲学史的成果，尽管它们的先后次序与哲学史的实际进程并不一一对应。尽管在机械性章节中客体的秩序对应于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但逻辑学中的思维规定尽管具有系统性的展开方式，却并非独立于哲学史。第三，范畴的闭合性在认识论上是可疑的。这种闭合性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范畴构成了一个独立于认识的孤立领域。而在黑格尔那里



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认识的理念给出了思辨思维的认识条件，而没有陷入康德主义。

由于哈特曼关于范畴集闭合性的论点成问题，皮平将哈特曼的先验解读修正为另一种康德式论点：思辨逻辑乃是对可能确定的认识对象之概念条件的研究，根据该研究，我们的自我意识具有一种先验的概念结构。换言之：皮平依照康德统觉的先验统一模型来解读黑格尔。[175] 这一解释也批判了前批判形而上学作为（qua）精神的一元论，后者的核心概念是被实体化的实体。[176] 按照皮平的观点，黑格尔与康德方案相一致之处在于，他的哲学——包括作为黑格尔范畴先验演绎的《精神现象学》——乃是批判哲学的激进化。正如康德一样，黑格尔既反对直接实在论（据此客体的规定始终以直接方式给予我们），也反对独断唯心论（据此主体始终仅仅意识到其心理状态）。[177] 人类认识的一切可能客体关联都需要我们自我意识的一种先验概念结构，而黑格尔的逻辑学恰恰就是对这种概念结构的研究。

著者固然赞同皮平关于黑格尔的某些见解，例如关于康德统觉的综合统一对于黑格尔包含差异的思辨同一性所具有的核心作用（这在关于概念本身的章节概述中已作阐明）。这同样适用于黑格尔的去本体论化步骤及其反对本体-神学的论点（这在关于绝对者章节的概述中已被提及）。尽管如此，如果皮平仅仅根据先验哲学来解读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其建立在康德基础上的解读总体上似乎过于狭隘。正如所阐明的，先验哲学仅仅局限于认识方式，并相应地局限于理论理性。皮平自己对可能认识对象的规定，也反映在他着眼于先验哲学的立场表态中。黑格尔通过把实践（亦即善的理念）也归入认识，便将认识的领域从

狭隘的理论姿态广泛扩展到了人类行动的整个领域。关涉这种扩展，逻辑环节也能够触及实践领域。由于未能将这一领域纳入其中，先验哲学的解读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是不相容的。

此外，由于过分聚焦于康德在先验分析论中所处理的统觉的先验统一，皮平可能还会冒着忽视先验辩证论、尤其是康德的“怀疑方法”[178]对黑格尔辩证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危险。直到绝对理念中才成为主题的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理解的认识论中扮演着首要的关键角色。黑格尔明确地从二律背反学说中吸取了辩证法。若在黑格尔逻辑学中忽视辩证法，黑格尔思维规定的动态发展便无法得到解释，而这构成了与康德先验逻辑的一个重要区别。

再者，康德那里的综合似乎具有多义性，例如想象力的综合意味着知性与其相异己的感性部分的联结。而在黑格尔那里，综合同时也就是分析[179]，因为差异并非产生于异己的对方，而是产生于自指关联的思维。这恰恰是黑格尔克服主客意识对立的精义所在。如果皮平仅仅强调康德式的综合作为一般综合，他就会冒着忽视黑格尔克服意识对立之努力的危险。[180] 如果他首要基于康德自我意识的统一功能来解读黑格尔，这种危险就会变得格外严重，因为黑格尔那里的自我意识绝非毫无对立的状态，恰恰相反，它只是

主客对立的一方。黑格尔认为，真正毫无对立的状态乃是思维或理性。

对黑格尔哲学的片面诠释危险，还可以借助平卡德的例子得到更加详尽的说明。平卡德的诠释尽管与皮平有微小差异，但同样走向了自我意识的路径，并带来了相似的诠释困境。

根据平卡德的诠释，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首先被规定为对逻辑可能性的说明[181]，后来被规定为对我们精神属性的阐明。按照这一诠释，黑格尔固然赞同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概念困境”[182]的诊断，但在这一辩证结果中看到的不是像康德那样毫无意义的东西，而是极具启发性的内容。恰恰是这种辩证能力构成了人类的精神或自我意识属性，并由此使人类作为自我诠释的动物之亚里士多德式的“第二自然”[183]成为可能。通过第二自然，人类创造出了一个规范性的社会空间，在其中他们能够过一种与其他生物不同的生活。

平卡德不仅在理论维度、而且在实践维度中定位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观点，并将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称为“行动者”，这完全是正确的。对平卡德而言，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乃是对人类自我意识之辩证结构的阐明，该结构构成了全部人类文化（作为第二自然）的核心。然而在我看来，平卡德与皮平诠释的最大问题，似乎在于自指关联的或思辨的思维与自我意识之间的模糊区别。

虽然作为纯粹概念之“实存”[184]的自我意识被黑格尔等同于概念本身，并且在后面关于绝对理念的章节中概念被重新提起，但人们绝不可把概念本身、从而把自我意识与理念相混淆。概念论开篇的概念本身依然停留于主观性的纯然规定性之中。在这种片面的规定性中，还没有从概念自身产生出来的客体性，在这个意义上，

概念依然是抽象且“未完成的”[185]。只要自我意识被等同于概念本身，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自我意识。

相反，理念就其从概念产生出来的实在而言，必须与概念本身区分开来。唯有在理念的规定性中，思维才获得其真实形式，亦即其主客统一。这一点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与《精神现象学》中也可以通过黑格尔对思维的规定及其同义词“理性”得到证实。在《百科全书》的心理学中，黑格尔将无对立的思维等同于理性。在《精神现象学》的“理性”一章中，他进一步将理性等同于一种意识形态。[186] 然而，既然题为“自我意识”的章节位于关于理性（无对立者）的章节之前，那么自我意识便没有摆脱对立。事实上，正如概念本身一样，自我意识在概念论中也片面地带有纯然主观性的形式。因此，作为黑格尔客观思维之真正表达、并且自然也包含绝对理念的理念，尽管具有相同的自指关联，却并不等同于自我意识。

所有三种对黑格尔的先验哲学解释都强烈地以康德哲学为导向。虽然它们正确估计了康德对前批判形而上学的批判对黑格尔产生的影响，但它们却忘记了康德的“学说”[187]对黑格尔的影响，这一学说作为“纯粹理性的体系”同时也就是“真正的形而上学”[188]。康德的批判恰恰是对真正形而上学的准备，而非对形而上学的摧毁。事实上恰恰相反，康德重建了形而上学，并将形而上学的领域进一步扩展到了实践之中。此外，在先验哲学背景下进行论证的诠释者不仅忽视了康德的学说，而且通过仅仅聚焦于第一批判，也忽视了康德的其他两个批判。最后，皮平与平卡德忽视了自我意识与思维之间的区别，因为他们二人都选择“自我意识”这一术语来刻画黑格尔的核心方案。对于黑格尔而言自我意识固然重要，但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缺乏客体性。因为皮平与平卡德对自我意识的理解与黑格尔不同，所以这种

称谓是误导性的。当人们回想起，在通常意义下的自我意识也应被理解为自我认知（例如关于自身身体状态的清醒意识）时，这一问题就变得更加清晰了。然而，这种自我认知距离黑格尔所理解的把握概念（Begreifen）还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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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平卡德在此批判皮平混淆了意识与思维（参见 Pinkard (1990)）。只要平卡德仅仅通过思维的自我反思关系把思维与意识区分开来，这一批评似乎就是不恰当的。平卡德对皮平的批评之所以不成立，是因为皮平并非强调意识，而是首先强调自我意识，从而在这方面与黑格尔保持一致。因为黑格尔正如在附论5中所提到的，也把自我意识视为概念本身的实存。只要作为概念规定性标志的自指关联不能被否认属于自我意识，平卡德的区分及其据此对皮平所谓“混淆”的批评就不能成立。 ↩




[181]: 参见 Pinkard (1988)。 ↩




[182]: Pinkard (2012): 4. ↩




[183]: Pinkard (2012): 7. ↩




[184]: GW 12: 17. ↩




[185]: GW 12: 25. ↩




[186]: 参见 GW 20: 465 (Enz3 1830 §467 附释)。 ↩




[187]: AA III: 43 (KrV B25). ↩




[188]: AA III: 43 (KrV B25), 42 (KrV B23). ↩






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3.3.3 绝对理念

由于理论理念与实践理念的同一性尚待考察，理念便成为了绝对理念，它作为哲学把握概念的认识论（Epistemologie），包容了对异己者的关联与自指关联。在绝对理念亦即哲学把握概念的认识论中，对对象逻辑（OL）而言已不再存在任何界限。世界作为（qua）哲学认识中亟待批判审验的对象，乃是以实践理念为前提的。实践理念通过其作为（qua）其实在性的把握概念之行动，与自身相关联。若无作为（qua）世界的对异己者的关联，哲学把握概念的自指关联便是不可能的。类似于康德所言：“统觉的分析的统一……唯有在某种综合的统一为前提的条件下才有可能。”[189] 在这一哲学把握概念的否定性循环过程中，显现出哲学把握概念之相适合的实在性。由于概念与其自身实在性的相符合，哲学把握概念的认识论便是一种真理，它凭借自身哲学把握概念的规范仅仅关联于自身，并且在自律的意义上也是自由的。

正如在法学中，能够为其行动承担责任并因而自由的实体被称为“人”（Person），黑格尔就绝对理念的逻辑自由与行动而言，将其称为“人格”，[190] 而人格乃是能动性（Spontaneität）的源泉。绝对理念绝不可被实体化（hypostasiert）。它必须被把握为一个哲学的、认识的过程。例如在行动理论中，一个人的全部特征仅仅通过其行动表现出来。在其行动背后并不存在任何隐匿之物。黑格尔在对待绝对理念时也保留了行动理论的这一进路。绝对理念仅仅存在于哲学把握概念的认识过程中。人类理性的本质在哲学把握概念中获得了其完满的表达。黑格尔将哲学把握概念的认识论称为“思维的思维”，并由此承接了

亚里士多德的“νόησις νοήσεως”（思维的思维）[191]。着眼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神学定义，思辨逻辑也是一种哲学神学，一门关于上帝的科学；尽管在表象的意义上这位上帝亦可被视为基督教的上帝，但按照其概念内容而言，它乃是哲学意义上的上帝。

尽管这个逻辑上的上帝因其否定性的自指关联而构成一个圆圈，但着眼于分析性认识，它亦可被分解为三个不同的环节（“推论”与“体系”[192]）。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三个形式环节乃是开端、进展与终点，它们对应于概念的三个环节（普遍性、特殊性以及单一性）。因此，绝对理念不仅是向生命的一种更高复归，而且作为哲学把握概念，也是向概念本身的一种更高复归。[193] 绝对理念与概念本身的区别在于：(1) 绝对理念的运动乃是“普遍的绝对活动，是自身规定着并自身实现着的运动”，[194] 以及 (2) 绝对理念“不仅作为对象，而且作为对象自有的、主观的行动，作为认识活动的工具与手段，与认识活动相区别，但却作为认识活动固有的本质性而存在。”[195] 鉴于绝对理念的动态与工具性特征，黑格尔亦将其称为“方法”。[196] 第一点涉及普遍性，而第二点则关涉哲学认识。

关于 (1)：此处的普遍性并非外延上的全体。这样一种方法将成为一种外在地应用于一切对象的方式方法。相反，黑格尔将作为（qua）“方法”的绝对理念视为对象的内在本质。事物唯有通过思维规定（例如物与属性、原因与结果、属与种等）才成为可理解的（intelligibel）。在可理解性与方法的意义上，思维规定构成了事物的本质。单纯感性杂多自身无法建构起客体。世界必须首先通过思维规定获得可理解性。一个对象的表象乃至名称，必须首先被纳入概念或逻辑领域

之中。[197] 与概念本身相反，作为（qua）哲学把握概念的绝对理念并不与客体性相对立。构成客体性的那些思维规定，自身就是哲学把握概念的产物。由于思维并不具有与其绝对相异之物，思维也就未受任何限制。因此，“方法”的普遍性应当在绝对不受限制的意义上来理解。

关于 (2)：由于方法的普遍性，对象逻辑（OL）与背景逻辑（HL）之间的差别也随之消失。鉴于无前提性理论的成功，我们作为（qua）背景逻辑（HL）或外在反思，最初与逻辑思维作为（qua）对象逻辑（OL）的内在展开相区别。既然方法现在被规定为理性最普遍的行事方式，亦即进行哲学思考（Philosophieren），那么它同样适用于我们作为（qua）从事哲学思考的主体。思想实验的结果同样适用于思想实验之外。概念本身作为（qua）一般的把握概念仅仅属于对象逻辑（OL）的对象，而方法作为（qua）哲学把握概念，则同样构成了我们在背景逻辑（HL）中哲学认识的本性。只要我们的外在反思属于哲学认识，它就会运用这一方法。哲学认识绝非某种任意随意的附加物，而是理性的必然运作方式。

思辨方法与概念本身之间虽存在差异，但在形式上却拥有相同的双重或三重结构：开端（普遍性）、进展（特殊性）与终点（单一性）。开端按照其概念内容而言是一个绝对的直接者，没有任何前驱。基于这种绝对的直接性，开端也是一种纯粹的自指关联，黑格尔将其称为“纯存在”。人们通常将纯存在理解为事物的一种普遍规定。然而，存在并不能在事物本身上被感知到。没有任何事物携带有写着“存在”的名牌。相反，存在必须通过思维的最高抽象从诸事物中获得其规定。因此，作为（qua）思维最高抽象的存在，乃是“表象、经验意识与推求反思的意识向思维立场的提升。”[198]

由于思维的最高抽象，存在之中没有残留任何东西（nichts）。因此，无作为（qua）存在的对异己者的关联也必须被一同思想。于是，存在表明自身具有双重涵义的概念内容。由自指关联向存在的双重关联的过渡，构成了方法的进展或

转折点；这一转折点不可取自外在反思，而必须取自其“对象本身”。[199] 着眼于这双重涵义的概念内容（存在与无），作为（qua）生成的矛盾便涌现出来。因其否定性、循环性的特征，黑格尔将方法的第二个环节亦称为“辩证的环节”或“辩证法”[200]。

生成按照其概念内容而言是一个过程，在其中，或者存在生成为无，或者无生成为存在，抑或总是早已生成了。这两种可能的情形由此构成了生成的两个环节，即消逝与产生。由于自身的矛盾性，生成并不维持自身，而是崩溃为一个已生成之物。通过矛盾的崩溃，双重关联再次复归于自指关联（存在），但这是一重更高阶且被中介了的自指关联（定在）。若依次列举，人们可以将生成称为终点或“第三者”，[201] 因为它本质上属于这同一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且无法脱离该过程而独立实存。

不仅是存在-无-生成，思辨逻辑中所有的辩证运动都是绝对理念的“证明的范例”。[202] 唯有在作为哲学把握概念之认识论的绝对理念中，那与哲学把握概念相适合的实在性才得以达到，而这种实在性奠基于过程思想之中。着眼于否定性的循环性，哲学认识亦可被称为“思辨方法”。与例如将绝对者解释为实体的斯宾诺莎模式截然相反，黑格尔将“实在性”等同于哲学把握概念的整个认识过程。概而言之，理性完满地在从事哲学思考的认识中将自身清晰表达出来，而这一认识由三个环节——知性的、辩证的与思辨的环节——构成。通过对思辨方法的专门探讨，我们对黑格尔意义上的《逻辑学》的系统性阐述最终获得了其合法性。

思辨逻辑以纯存在为开端，以绝对理念为终点，而绝对理念作为自指的否定性，乃是一种“被充实的存在”（自指关联作为对异己者的关联）。鉴于这种自指关联，思辨逻辑亦可被称为关于存在的科学，它是普遍的科学，因而是“第一”[203]哲学。它是最



最普遍的、因而也就是第一哲学，因为它精确规定并严格推导了在其他哲学科学（例如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中所运用的全部思维规定的概念内容。唯有通过第一哲学，其他哲学科学才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获得了它们的科学性。
由于绝对理念乃是否定性的循环，它依据自身的结构，首先要求其多样化的实现（自然）作为自身的否定，继而要求从其异己者（自然）向自身的复归（精神）。但着眼于这种复归，思辨逻辑亦是“最后的”[204]哲学。基于最后哲学的这一特性，《逻辑学》在哲学物理学之后继者的意义上，乃是真正的形而上学。关于“真正的形而上学”或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的确切涵义，下文将作出交代。

[204]: GW 12: 198. ↩



[189]: AA III: 109 (KrVB 133f). ↩




[190]: GW 12: 236. ↩




[191]: GW 20: 62 (Enz.31830, §19 A), TW 8: 388 (Enz.31830, §236 Z); 亦参见 Aristoteles, Metaph.: 1072b18-1072b30. ↩




[192]: GW 12: 247, 249. ↩




[193]: 参见 GW 12: 236, 238. ↩




[194]: GW 12: 238. ↩




[195]: GW 12: 238. ↩




[196]: GW 12: 237. ↩




[197]: GW 12: 244. ↩




[198]: GW 12: 240. ↩




[199]: GW 12: 241. ↩




[200]: GW 12: 242. ↩




[201]: GW 12: 247. ↩




[202]: GW 12: 245. ↩




[203]: GW 12: 198. ↩






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3.3.4 作为真正形而上学显现过程的《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若仅仅将《逻辑学》视为第一哲学并因而视为真正的形而上学，黑格尔关于真正形而上学的构想便无法得到足够充分的考察。尽管我们在绝对理念中作为（qua）从事哲学思考的主体，与作为（qua）哲学把握概念的思辨方法等同起来，但我们作为（qua）从事哲学思考的主体与思辨逻辑的对象亦即纯粹理念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因为着眼于我们的人类学、伦理与历史境况，我们与迄今为止仅仅是逻辑理念的绝对理念之间的等同，还绝非完全重合的同一。然而，完全的同一绝不可是一条单行道，以至于理念仅仅被动地与我们相一致。相反，同一必须“交互式”地发生。换言之：绝对理念自身也必须表明自身就是这样一个从事哲学思考的主体，它类似于我们，具备相当的人类学、伦理与历史境况。此外，在逻辑学中所达到的第一个绝对理念仍滞留于直接性之中，这一直接性与其自身中介——作为体系与推论——的概念内容并不相符。换言之：逻辑上的绝对理念仅仅是绝对理念实现的一种方式。还可能存在其他实现方式，



例如作为自然与精神。[205] 因此，绝对理念必须特殊化自身。在此背景下，在思辨逻辑的绝对理念中所达到的哲学科学的最初概念，亦标志着我们作为哲学思考者与哲学的唯一对象亦即绝对理念之间的表观分离。

——或者换句话说，科学的概念因而是最初的概念——且正因为它乃是最初的概念，便包含着这样一种分离，即思维乃是一个（犹如外在的）从事哲学思考的主体的对象——必须由科学自身来把握。这甚至是科学唯一的目的、行动与归宿：达到其概念的概念，并由此达到自身的复归与满足。[206]

在上述引自《百科全书》导论的引文中，黑格尔亲自表达了我们与绝对理念之间最初保留的分离。针对将绝对理念中我们与哲学认识的同一性直观地理解为纯然的这一看法，黑格尔借助该引文指出了绝对理念或真正的形而上学进一步展开并复归于自身的必然性，在此复归中两者之间完全的同一才得以发生。唯有伴随这种向自身的复归，真正的形而上学才得到完全的顾及，因为“形而上学”（Metaphysik）这一语词在字面上便已将哲学物理学之后继者作为其形式规定性。

然而，绝对理念在何种状态中重新发现自身，又是如何从这一状态出发进一步展开自身的？在思辨方法的发展阶段上，由于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之间不存在任何偏差，思辨方法已无需超出自身，绝对理念作为被实现的理念复归于理念本身或纯粹理念，并因而自由且安宁地留在自身之中。[207] 基于绝对理念完全的透明性与自由，理念全然安居于自身之中。此外，绝对理念可能的进一步发展



也不能重复《逻辑学》迄今为止的进展，因为先前的思维规定在逻辑进展中已显示出它们对于绝对理念的不相适合性。

关于思辨逻辑向自然哲学的进一步展开，黑格尔在《小逻辑》（亦即百科全书逻辑学）最后一个自然段（§244）中，借助“直观”、“自由”、“决断”以及“自由释放”等若干关键词，极其紧凑地给出了提示。

那自为存在的理念，按照它这种与自身的统一来考察，就是直观；而直观着的理念就是自然。但作为直观，理念乃是通过外在反思被设定在直接性或否定的片面规定之中。然而理念的绝对自由在于：它不仅过渡到生命，也不仅作为有限认识让生命在自身中映现，而是在自身的绝对真理中决断将自身特殊性的环节或最初规定与他者的环节，亦即作为自身反光的直接理念，作为自然自由地从自身中释放出去。[208]

自由始终被黑格尔阐释为“在自身之中”[209]，以至于绝对理念即便在其向自然的展开中也绝不可丧失其概念内容。换言之，进一步的进展乃是由思辨方法在其透明性中所规范的，因而与迄今为止逻辑进展的“晦暗性”相对立。借助“在自身之中”或透明性所表明的是：绝对理念现在确信，所有先前的思维规定及其运动皆是它的表达。由于这种透明性，诸思维规定及其运动最终要在绝对理念作为它们的“链条”中联结在一起，这被黑格尔在关于绝对理念的最后一节中称为“推论”与“体系”，以至于所有思维规定及其运动同时直接呈现在绝对理念面前。借助“考察”与“直观”，所有思维规定及其运动的现前性得到了表达——仿佛绝对理念此刻正将它们“置于眼前”。由于这种直观性，绝对理念亦保持了自身的直接性。

着眼于绝对理念对一切思维规定及其运动的联结（Zusammenschluss），“决断”（Entschluss）的涵义亦易于解释，只要将“联结”与“决断”作为

概念对子并列在一起。210 通过这第二个“决断”211，一切思维规定及其运动便从绝对理念的联结中被自由地释放出来。这种释放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尽管思维规定及其运动具有外在性与杂多性，其进展依然是由透明的思辨方法所规范的。

借助对黑格尔百科全书逻辑学最后一段中重要概念的阐释，人们能够对绝对理念的进一步展开作出交代；亦即绝对理念伴随着其对所有先前思维规定及其运动的联结，进入到一种直观的直接性亦即自然之中，在其中所有思维规定及其运动同时被释放为杂多性与涣散的外在性。基于理念的直接性，绝对理念向生命理念的复归亦同样可以得到理解：因为生命理念恰恰就是直接的。212 在此背景下，自然亦被黑格尔称为“外在的生命”213。若将自然理解为希腊语词“φύσις”（自然）的涵义——生长或产生——黑格尔将自然与生命等同起来便进一步显得尤为确切。但值得强调的是，向生命的复归必须区别于理念本身先前向生命理念的进展，因为理念本身的这一特殊化尚须归入寻找理念本身之相适合的实现形式的尝试，而纯粹、绝对理念的那一特殊化则是凭借已然确立的思辨方法而展开的。

通过划分为力学、物理学与有机物理学的自然哲学或哲学物理学的漫长过程，理念在个别活物中达到了生命理念，而生命理念由于其直接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个别者与普遍者的不相适合，无法确保概念的实在性。

一般说来，对个别不相适合性的克服与度过，并未扬弃个体所具有的普遍不相适合性；个体的不相适合性在于：个体的理念是直接的，个体作为动物处于自然之内，其主观性仅仅自在地是概念，但并非自为地自身就是概念。因此，内在的普遍性面对活物的自然个别性而言，依然是否定的力量，活物承受来自这一力量的暴力并归于毁灭，因为活物的定在本身并不在其自身中具有这种普遍性，从而不是与这种普遍性相符合的实在。[214]

在与具备精神权能的人类的对比中，其他活物（在此为动物）无法超出其个体实存来表达概念的普遍性。在思辨哲学展开的这一阶段上，概念不相适合性的证明便是活物的死亡。在黑格尔哲学的背景下，死亡可以被解读为普遍者在个别者中表达的失败，从而亦是自然作为绝对理念之例示的失败。与此同时，动物的死亡亦即自然的失败，指向了另一种实现方式，即精神或人类，在精神或人类的个别性中，普遍者作为（qua）理性将被表达出来。换言之：精神源于对自然的扬弃。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须将自然哲学抛在身后，然后才能当之无愧地享有作为哲学物理学之后继者的“后-物理学”（Meta-Physik，形而上学）之名。

在客观精神哲学的终点，亦即世界历史中，绝对理念或真正的形而上学通过国家的伦理与宗教精神性的“相互牢固保障”[215]，获得了其作为（qua）“绝对精神的知识”[216]的真实实在性。由于知识的形式，绝对精神亦应被理解为自我认识者。在绝对精神中，我们作为从事哲学思考的主体与绝对理念之间完全的同一展现出前景，因为绝对理念现在同样表明自身是一个人类的认知者。然而，与此同时人们无法断言，绝对理念之概念与其自身实在性的相符合仅仅通过绝对精神之知识的唯独一种方式被把握。换言之：可以存在绝对精神之知识的多种方式。对应于百科全书心理学的认知功能，绝对精神的知识进一步通过艺术（直观）、宗教（表象）并最终通过哲学（思维）把握自身。

在哲学、尤其是哲学史中——尤其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摆脱了自然的、作为哲学物理学之后继者的真正形而上学最终得以实现。以这种方式，在我们

作为从事哲学思考的主体与绝对理念之间亦出现完全的同一，——这一同一唯有在一个体系中才能将自身清晰表达出来。在此背景下，思辨逻辑方可当之无愧地冠以“真正的形而上学”之名。



[205]: 在关于绝对理念一章的第二段中，黑格尔亲自指出了自然与精神乃是赋予绝对理念以定在或实在性的另外两种方式。参见 GW 12: 236f. ↩




[206]: GW 20: 59 (Enz.31830, §17). ↩




[207]: 严格说来，此处的自由应当被理解为解放与“在自身之中”（Bei-sich-Sein）：“纯粹理念，在其中概念的规定性或实在性本身被提升为概念，毋宁是绝对的解放，对这种解放而言，不再有任何并非同样被设定且是概念的直接规定；因此在这种自由中不发生任何过渡，理念将自身规定为纯朴的存在，对理念而言完全是透明的，并且是概念在自身的规定中留在自身之中。”（GW 12: 253） ↩




[208]: GW 20: 231 (Enz.31830, §244)，大逻辑中的类似表述参见 GW 12: 253. ↩




[209]: 该表述意指一种自指与对异己者的关联结构，黑格尔借此重新阐释了康德的自律概念。 ↩




[214]: GW 20: 374 (Enz.31830, §374). ↩




[215]: GW 20: 541 (Enz.31830, §541 A). ↩




[216]: GW 20: 530 (Enz.31830, §541). ↩






    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概念
    

    


结语：作为真正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把握之认识论

基于我对黑格尔真正形而上学的系统考察，我现在得出的总结是：黑格尔的真正形而上学乃是哲学的概念把握之认识论。《逻辑学》以及百科全书式哲学体系的全部进程，正是对作为（qua）黑格尔形而上学立场的绝对唯心论的辩护与阐明，而这一立场非他，正是哲学的概念把握。正如黑格尔寄给其友人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尔·尼特哈默（Friedrich Immanuel Niethammer）的私人意见书所证实的，《逻辑学》的目标在于通过批判过去的形而上学以及康德先验哲学的粗糙形态，来阐明真正形而上学。以此目标为出发点，整个思辨逻辑被划分为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客观逻辑负责扬弃过去的形而上学（即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立场，而主观逻辑则致力于扬弃先验哲学（即主观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立场。

在实在论中，实在被视为所与。从感性所与和理智所与的区分出发，实在论相应地被划分为直接实在论与间接实在论。鉴于感性所与的直接性，可以赋予其“存在”这一思维规定；而就理智所与之被中介而言，则归属于“本质”这一思维规定。存在论以极小的所与“存在”开始，并以对直接性的否定告终。存在论的结论是：存在并非某种直接者，而是通过异己者的中介。就中介而言，本质论以反思开始，并以中介与直接性的结合告终。本质论的结论是：本质必须在存在中显现出来。在诸多思维规定中，唯一能够满足这一要求而又没有重新唤起本质逻辑之问题的危险的候选者，就是概念把握着的思维。

在主观唯心论中，概念把握着的思维仅仅被视为主观的。因此，由概念预先构造的实在并非原初的实在，而仅仅是主观实在。概念论整体以“概念”开始，并以绝对理念告终。概念论的

结论是：哲学的概念把握唯有在其与实在相符合的意义上才是真实的。在存在论中，独立于思维的感性实在被扬弃；在本质论中，超越思维的理智实在被扬弃；在概念论中，与实在相对立的主观思维被扬弃。通过这三重扬弃，黑格尔辩护了他的形而上学立场：作为哲学的概念把握之认识论的绝对唯心论。理性无法在直观和表象中，而仅仅在哲学的概念把握中才能达到其自身的实在。

在得出贯穿本项对思辨逻辑之考察的总结之后，现在将对有关黑格尔形而上学的一切误解以及笔者对它们的批判再度予以概括。不过，对这些误解的初步评估也表明，在某些地方确实可以从它们那里获得某些积极的东西。粗略地说，标准形而上学式解读强调黑格尔逻辑学的客观维度，而先验式解读则聚焦于黑格尔逻辑学的主观维度。然而依笔者之见，这两个维度应当被统合起来。

(A) 标准形而上学诠释（本体-神学）
海德格尔大概是这一诠释最著名的典型代表，因为他一方面通过“本体-神-逻辑”（Onto-Theo-Logie）这一称谓勾勒出了该解读的总体框架，另一方面又将存在预设为这一框架的根据。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黑格尔之所以从属于本体-神学，其理由非常简单，因为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门以存在开始、并以充实的存在（绝对理念）作为（qua）最高存在而告终的逻辑学。霍尔盖特、霍斯特曼、亨利希、鲍曼、斯特恩和克莱内斯的各种不同阐释，仅仅在它们对最高存在的不同理解方面互有差异。对亨利希、霍斯特曼、鲍曼和霍尔盖特而言，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一种具有自指结构的范例性存在，以至于这种存在能够跨越存在与思维之间的鸿沟。与此相反，对斯特恩和克莱内斯而言，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作为（qua）概念本身的完满形式，乃是万物概念性的解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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